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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市场没有失败》肇始于我在经济学研究方面获得哲学博士后一直教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在所有我通常必须使用的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至少有一章讲述有关“市场失败”的话题。本书各章的标题就来源于这些话题。让学生带着市场确实失败的信念离开我的教室，在智识上会是一种不诚实，认识到这一点，我想出了一种方法，运用这些教科书中的错误材料作为讲述真相的一种手段。这样，从我最开始教授经济学课程开始，我就一直以如下方式讲述关于“市场失败”的话题：首先，我讲述反对市场的争论（展示反对市场的主张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接着指出这些主张错在哪里（以此驳斥错误的观点）；最后，我说明为什么市场实际上是成功的。用类似的形式，我指出当代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一些其他的错误主张（这样的错误主张有很多）。

《市场没有失败》里的素材为通行于当代经济学课本中的争论提供了一剂强有力的解药。我在课堂上，消除了市场失败的含糊之处，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非常有效的。现在，这些观点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了，它们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方式来对抗某些源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错误主张。学生们可以花上一段时间来阅读并思考本书描述的争论，对它们形成彻底的认识。这是纯粹通过课堂讲解没法做到的事。

在任何一个运用当代的、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课堂中，《市场没有失败》都将是一本重要的补充读物。在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中，它也会是一本好配套课本。大部分经济学研究生从来没听说过驳斥市场失败主张的论点，他们也许把市场失败的观点当做一条公理。本书将有助于改变这一点。

尽管本书将会是一本出色的主流教科书的配套书，但它不一定得担当这种次要的角色。它可以与其他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书籍结合起来使用，为学生培养明智的经济学观点提供更严格的训练。本书实际上比其他所有自由市场经济方面的书籍走得更远，因为在捍卫市场上，它提出了重要的道德和认识论上的论据。

尽管如上文所指出的，本书主要集中于经济话题，但是，在提出反对市场失败并认为市场成功的论点上，它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当一个人宣称某事是成功或失败时，他运用了某种标准，基于此来做出他的判断。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包含了用来评价市场的不合理标准的内容，从根本上有条不紊地说明了市场失败的断言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实际上市场是成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哲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如果有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哲学论点的重要性，读了本书后，他会对其原因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在这里，我只想说，通过更深入的阐述，本书为自由市场提供了更全面、更严密和更具有逻辑性和一致性的辩护。

对于想更好地理解自由市场并了解用来攻击其观点的人来说，本书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

布里安·P.辛普森

加州拉荷亚市

2005年2月



 鸣谢

我想对某本书做一个总体的说明，一直以来，在我对经济学的理解中，这本书非常重要，以至于在每一个需要的场合我都引用它显得太啰嗦（尽管在绝对必要的少数场合，我还在引用它）。这本书是经济学家乔治·瑞斯曼（George Reisman）写的《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Capitalism：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垄断与竞争、反托拉斯法与掠夺性定价、外在性、监管、环保主义、经济不平等以及“如何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时，我都引用了这本书。

我要感谢如下对本书原稿的早期版本做出过有益评论的人：安德鲁·伯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哈里·宾斯旺格（Harry Binswanger）、威廉·德克尔（William Decker）、昂卡尔·盖特（Onkar Ghate）、约翰·麦克卡斯基（John McCaskey）、约翰·里德帕斯（John Ridpath）、查尔斯·辛普森（Charles Simpson）和乔安·辛普森（Jo Ann Simpson）。我还要感谢乔治·瑞斯曼，他为整部书稿提出了详细的评论。最后，我要感谢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他代表出版商对本书进行了彻底的审阅，同时也对整部书稿提出了详细的评论。



 简介

正如书名所明确宣称的，本书的主题是“市场没有失败”。对市场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对市场的抨击建立在不合理的判断标准和有缺陷的经济学论点基础上。例如，对市场的批评者运用了没有根据的概念和一套错误的道德准则来评价市场。此外，在他们的经济学论点中，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对市场施加干涉的长期效应。当然，如果我仅仅运用本书来证明市场没有失败，我的使命将是不彻底的。我关注市场没有失败这个事实，目的在于尽可能明确、简洁和清楚地回应所有撰写所谓市场失败事例的市场批评者。经济学家有关市场失败所提的大部分主张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提出来。
(1)

 在这个过程中，我向大家展示，如果人们运用正确的判断标准和理性的经济论证，他们就会得出市场没有失败、其实是成功的结论。

自由市场存在于人们自愿生产、交易产品及服务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行为基于自愿交易，而且，必须保护个人权利来建立并维持一个自由市场，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所有个人都不受外来强权的干涉，因而自由地运用他们的头脑去思考，依照他们自己的合理判断去行事，形成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价值观。交易各方都出于自愿并尽力维持公平，使得所有参与交易的人都从中受益。各方都获益这个事实解释了市场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原因。

建立并维持一个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体系，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著称。这是唯一与人类生活需要一致的社会体系，因此也是唯一道德的社会体系。让个人受集体束缚或约束的社会体系——无论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军事独裁制、绝对君主制、福利国家，还是混合经济和基于种族及民族的体系等等——都是对个人施加外在强制力量并阻碍其实现自己的生活所需要的使命的体系。这些体系违背人类生活的需要，从而是不道德的。人们读完本书后，这些事实将变得明朗起来。

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当政府不能保护一个自由市场的存在时（这意味着，当政府不能保护包括私人财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时），这导致速度更慢的经济进步、更低的生活水平以及苦难、贫穷。发展到最后，很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和毁灭。同样地，当政府坚持发展自由市场时，人们的生活将变得繁荣。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这样的事实已经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20世纪充满了阐明这个原理的实例。人们要做的就是回想一下苏联与美国、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或者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区别。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建立了与自由市场完全相悖的政治／经济体系并强迫个人为国家（每个例子中的前一个国家）而生存并付出的政府，造成了更低水平的生活，数百万的人死亡。而执行更具资本主义特征政策的政府（每个例子中的后一个国家）给人们带来了水平高得多的生活，而且让人们的生活富足并自愿遵守这类政策。

后面的两对国家接近于人们在进行一项经济和政治试验：将一个国家分成两半，每一半走一种不同的道路。每个试验的结果是很明确的。资本主义成功了，而集体主义失败了。我将说明，资本主义在让人们的生活繁荣方面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它与人类生活的根本需求是一致的，而集体主义导致人类生活的毁灭，因为它与这些需求不一致。

20世纪里，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破坏了人们根本需要的例子还包括越南、纳粹德国、古巴、印度、墨西哥、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中东和大部分南美洲国家。在每一个事例中，结果都是相同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到了遵循反资本主义政策的程度，其结果就会使自由更少，生活水平更低，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更大的破坏。
(2)



世界上遵循更资本主义化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是工业化国家和东亚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回归中国管理之前的香港）。这里的结果也是很明确的。政府越资本主义化，国民就越自由，生活水平就越高，人们的生活就越能繁荣。

稍微回溯一下历史，英国在18世纪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另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英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而崛起是由于存在于其国内和其殖民地的自由。再往前追溯，欧洲在美洲最早的移民点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
(3)

 那些采用了集体主义体系的移民点要么发展停滞，要么很失败，而那些给予了更大个人自由的地方却繁荣兴旺。

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市场，政府应该仅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仅限于保护人们免受国内罪犯的骚扰（凭借警察），免遭外国侵略者的进攻（凭借军事力量）并且免受违反合同的侵害（凭借法庭）。每当政府参与诸如收入再分配、监管或者特惠许可等行为，它就侵犯了个人权利。这些政府政策导致强力集团之间的冲突，资源的无效率使用，个人在经济中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降低，以及政府对人民生活的更大控制。

本书宣称市场失败的主张不能为批评市场提供依据。这些主张唯一证明的就是：一些人接受了错误的概念，并且运用这些概念错误地宣称市场失败了。我将针对对垄断的抨击以及反托拉斯法、掠夺性定价、“外在性”、对安全与质量的监管、环保主义、经济不平等、“公共产品”和不对称信息，来为市场辩护。我不仅将从经济学的立场出发为市场辩护，还将为市场提供道德和认识论上的辩护。这样做的第一步是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或者福利国家）这三种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

--------------------


(1)
 一个特别的问题——自由市场会引起周期性衰退和萧条的信念——将不会在本书中阐述。这是因为，透彻地讨论这个话题（包括对各种贸易周期理论的驳斥，比如“粘性”价格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宣称，在自由市场中，这些周期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将需要一本跟本书一样厚（如果不是更厚的话）的书的篇幅。我可能在以后着手撰写这样一本书。目前，人们可以参考如下著作：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 on Mises）的《人类行为：关于经济学的论文》（Human Action：ATreatise on Economics）第3版（芝加哥：当代图书出版公司，1966年），第441—448页和第550—571页；乔治·瑞斯曼的《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伊利诺伊州渥太华，詹姆逊图书公司，1996年），511—517页和938—940页，以此来理解衰退和萧条为何是政府对自由市场干预（尤其是政府对货币和银行业的干预）的结果。此外，本书中，我探讨了一些针对市场的一般论点。但是，在某一段时期有很多事件，它们经常被用来作为宣称市场失败的依据。一个此类的事件是2000—2001年的加州电力危机。在本书中，我不讨论这些事件，因为我想专注于驳斥针对市场的一般论点，它们适用于任何时期。驳斥了这些观点，用于讨论宣称市场失败的特定、具体的问题就顺理成章了。本书展现的观点会有助于理解在加州电力危机这类具体事例中，它不是市场失败的例子，而是政府失灵的例子。想寻求加州政府如何在该州制造了电力危机更详细的解释，请参看杰克·威克兰（Jack Wakeland）的《加州的绿色限电》（California’s Green Brownout）第1部分，《知识活动家》（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第15篇第3期（2001年3月）：第15—30页和“加州的绿色限电，第2部分”，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第15篇第5期（2001年5月）：第11—31页。另请参看乔治·瑞斯曼2000年的《政府打击下加州的尖叫》（California Screaming，Under Government Blows），＜http：／／www.capitalism.net／Government Blows.htm＞（2004年8月25日）和2002年的《新报告：恶魔造成的加州断电》（News Report：California’s Blackouts Causedby Demons），＜http：／／www.capitalism.net／articles／News%20Report%20California’s%20Blackouts%20Caused%20by% 20Demons.html＞（2004年8月25日）。


(2)
 最近2 0年来，中国已经在某些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使它稍微向资本主义靠拢了一些，这使中国有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更快的速度。


(3)
 更多关于欧洲人在美洲的移民点的情况，参看爱德华·依格斯顿（Edward Eggleston）《美国及其人民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eople）（Lake Wales，佛罗里达州：Lost Classics Book Company，1998）第29、30、39、65和66页。



 第一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

导读

要理解为什么说市场没有失败，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制度各种类型的本质做一番基本的了解。一旦建立了这个基础，看清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错在哪里就很容易了。尽管我在本章描述了三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其中的两种（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在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它们都是集体制度，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让个人从属于某个群体或集体（可以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后代等等），或者让个人为其牺牲。因此，就根本特征来说，应当认为这两种制度是一样的。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让个体为集体而牺牲的程度。正如我将说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让个体为集体做出牺牲的程度比混合经济大得多。尽管如此，我单设一节来讨论混合经济，因为在混合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太多的混乱。

资本主义

跟资本主义同义的术语有很多，它们包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我认为它们有同等的意思，但我将主要用“资本主义”这个词。

以资本主义著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它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禁止动用任何来自人际关系的暴力。
(1)

 前一特征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它只不过意味着与政府相对应的私人个体拥有并运用资产来为自己的利益创造财富。后一特征不那么为人所知，确实需要详细的解释。

动用暴力意味着开始或第一个使用暴力。例如，这意味着行为像个罪犯。因为资本主义禁止使用暴力，这暗指所有的罪恶行径，比如强奸、谋杀和抢劫等等，都是禁止的。然而，它还暗指政府动用暴力也是禁止的。对他人动用暴力并不是只有个人才能进行的犯罪。政府在进行征税、强加监管（比如工人健康、安全监管或环境监管），或者实施最低工资制时也属于动用暴力。在政府这样做时，它们就是在以犯罪方式行事。

例如，当政府强制实行最低工资制时，它强行阻止雇主支付——也阻止工人接受——比政府认为合理的工资低的工资。如果一名雇主和雇员一致认可比最低工资低的工资，没有人——不管是雇主还是工人——对对方使用强力。双方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份工资。因此，当政府强行阻止这样一种交易发生时，就意味着在对愿意支付较低工资的雇主和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人动用暴力。
(2)

 如果有人不相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外部强制，他只需要记住这一点：罚款和政府用来让人们遵守最低工资法的其他形式惩罚，以及类似的规定都是通过政府的强力部门强制实施的。正如对其受害者动用暴力的罪犯一样，政府也动用了暴力，并因而以与罪犯类似的方式行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得到了保护。自由意味着不动用（或免于）外部的强力。对于自由，大多数关注的是政府不动用暴力。例如，出版自由指的是自由地发表书面作品而不被政府阻止；言论自由指的是自由地说话而不被政府阻止。对免于遭受政府动用的暴力如此多的关注，其原因在于：在任何文明的、甚至是半文明的社会里，个人犯罪仅仅代表了很少一部分人群，对人们的自由并不构成什么大威胁。只要政府以合理的方式行事，很容易对付这些罪犯。只有政府能对大量人群动用暴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这经常发生），因此，对禁止使用此类暴力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上面。

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情况的“自由”或人们随心所欲的自由。例如，它并不意味着人们仅凭借一双没有外力帮助的脚自由地跳到月球上去。这会违反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同样，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对他人实施犯罪。这会侵犯受害者的自由。

资本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包括私人财产权。“一项‘权利’”，正如小说家兼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所定义的，“是规定和认可一个人在社会背景中行事自由的道德原则。”
(3)

 换句话说，权利是道德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道德原则告诉个人，他们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错的，从而用来引导他们的行为。道德原则提供了必要的指导方针，帮助个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它们使个人有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提升他们的幸福。即使一个人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独处，对于引导他的行为来说，这些原则也是必要的。例如，它们会帮助一个人断定，在他饥饿时，杀死一头动物来食用是对的，伤害它是允许的。然而，道德原则对于确定在一群人当中（即在个人所处的社会中），一个人什么行为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是必需的。权利执行了这个功能。通过限制个人的行为不至于达到对他人动用暴力的程度来确保每个人的自由。承认和保护个人的权利，使人们之间和平相处成为可能。

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这意味着人有采取一切必要的行为来改善并享受自己生活的自由。所有其他的权利，包括自主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和私人财产权，都随生存权而来。
(4)

 例如，如果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他肯定会自由地去做改善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事（即他必须拥有自由）。此外，他必须能够创造出他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价值，从而能自由地获取资产，运用它来从事生产，并在需要的时候处理它（即他必须有私人财产权）。另外，他必须自由地享受成功地改善生活和健康的结果即他必须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幸福。
(5)

 资本主义为这些和其他所有的权利提供了保障。

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自由和禁止动用暴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获得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人们必须保护个人免于遭受暴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或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对他动用暴力。例如，一个人偷你的钱包时，他是在侵犯你对自己财产的权利（即对你挣的钱拥有的权利）。他也是在侵犯你对自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通过攫取你花了一部分生命的时间赚得的钱，他在告诉你，实际上，你没法将你的生命用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上，但是，你被迫满足他的欲望。这就剥夺了你按照自己的合理判断做最适合自己的事的自由，妨碍了你获取幸福作为自己成就的回报。当政府动用暴力，比如通过收税剥夺一个人的收入时，同样发生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这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政府，侵犯了一个人的自由。

今天，对于“权利”的概念有很多混乱，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性质，我将讲述一些更常见的混乱。一个混乱是关于“权利属于谁”这个问题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有个人拥有权利；没有群体的“权利”。例如，没有黑人或白人的权利，工人权或雇主权，男人权或妇女权。权利就是如此适用于个人的，它们保护所有的个人免于暴力侵犯，无论他们可能属于哪个群体。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谁也无权要求别人提供某些利益的这一事实。例如，没有权利要求一份工作，一份“体面的”工资或医疗保健。在所有这类事例中，为了让某个群体（无论是医疗保健享有者还是工人）对某事物享有权利，就不得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例如，让某个人对某项工作或一定水平的工资享有权利，人们必须对雇主动用强力使他们提供这份工作或支付这份工资。否则，为了保证某个人的医疗保健，必须对纳税人动用强力，使他们为这份医疗保健买单，并且／或者迫使医生或其他医疗保健工作者提供这份医疗保健，这份医疗保健跟他们可能认为不能接受的补助金相当。权利是行动的权利，而不是来自他人的奖赏。如果仅就提供某种利益的行为来说，为了提供这种利益，其他人的权利（即自由）肯定会被侵犯，这样，说某人对这种利益拥有“权利”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说某人对某种利益有“权利”，另外一人必须提供它，这等于荒谬地宣称某人有“权利”侵犯他人的权利。

所谓群体的权利实际上是政府以其他人为代价给予某个群体的特权。群体特权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此外，以其他人为代价给予某些群体特权，这体现了让一些个体（无论是雇主、纳税人，还是上面所给例子里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为了那些正在接受这些特权的人做出牺牲。让一些人为了其他人做出牺牲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与人类生活对立。实际的权利保护所有个人（因而也是所有个人组成的群体）不为了任何人做出牺牲。
(6)



权利不是政府赐予我们的特权。权利源于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它们源于我们是拥有理性（即一种概念能力）的生物这样一个事实。拥有理性使人享有权利，因为理性使权利既显得必要，又成为可能。拥有理性使权利成为可能是因为，理性能让人依据包括道德原则及其理念在内的原则和观念来思考。既然权利是道德原则的象征，那么，人拥有理性，这就使得他有可能理解并依照“权利”的概念行事。另外，人需要权利，因为理性是他生存的基本工具，如果他使用这种工具，他必须免于遭受暴力。比如，如果人们要保护自己，使自己避开暴风雨，他们必须运用理性来获得所有建造藏身之处的知识。为此目的，他们需要理解土木工程、木工、水管装修、电工等的原理。一个人在遭到强力阻挠、无法获得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更不用说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了）时，他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不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人便无法运用理性去改善生活与幸福。换句话说，人需要权利，因为他的生存依赖于它。
(7)



下面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对权利的需要。因为我们拥有理性，所以，为了生存，我们的行动必须由（合理的）道德原则与理念来引导。
(8)

 权利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提供这种引导。权利使得个人在不受他人侵扰的状况下生活。它们使得个人免于遭受暴力，从而能够履行生活所需要的职责。比如，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创造财富并且能够保存他们创造的东西。私人财产权确保个人有能力保存他所创造的（或者确保他有能力保住从交换自己创造出的产品赚来的收入）。如果不允许人们保住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而是强迫他们把这些东西给别人，那么，人们就成了被迫将其努力创造的产品给予其他人的奴隶。这种对人的奴役与人类的生存需要格格不入。

既然政府没有将权利赠予我们，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在一定的地理区域运用强制力量方面，政府是有着合法垄断地位的机构。政府运用强制力量或者威胁使用强制力量来达到其目的。无论一个政府通过保护一个国家的公民免于遭受侵害来保护个人权利，还是通过强行征税来剥夺国家公民的资金，以此侵犯个人权利，它都是在使用强制力量达到其目的。一个合理的政府仅仅在报复那些动用暴力的人的时候才使用暴力。因此，一个合理政府的组成部分中有警察、军队和法庭。正如我在《简介》中所说的，警察用来保护人们免受国内罪犯（包括那些做出欺诈行为的人）的侵害，军队用来保护人们免受外国侵略者的侵害，而法庭则用来保护人们免受合同违反的侵害，为确定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有罪或无辜提供一个客观的手段。合同违反或欺诈体现了动用暴力的特别例证，两者都是暴力的间接形式。在这两个事例中，有人试图违背你的意志从你那里拿走某些东西。他不是通过在身体上袭击你来这样做，但他在违背你的意志这样做了。例如，如果一名电视维修人员告诉你，他需要把你的电视机带到他的店铺去修理，但修好后没有送还给你，把它卖掉了，他对你犯下了欺诈之罪，间接地对你使用了暴力，这是有罪的，因为他未经你同意卖掉了你的电视机。在这种情况下，你被迫让这个修理工卖掉你的电视机并保有因此而得的收益，这跟你让一名罪犯闯进你的家中盗走你的电视机一样。两个事例中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违背你的意志情况下，你的财产被人取走了。

在处理政府使用暴力的问题时，人们必须清醒地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首先动用暴力和它使用暴力报复那些动用暴力的人。在政府使用暴力报复的情况下，它是在以一种与人类生活需要一致的方式在行事，因为它在保护个人权利，因此，政府这样做事的方式是合理的。在政府首先动用暴力的情况下，他是在以一种与人类生活需要恰好相悖的方式行事，因为它在侵犯个人权利，从而这是不合理的。

这样，资本主义有私人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在所有人际关系中禁止动用暴力，从而保护自由和个人权利。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彼此之间不能动用暴力，设想他们彼此之间如何打交道？回答是：他们通过自愿的交易来打交道。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鉴于理解这一点对恰当地评价市场很重要，我将继续这样做），自愿的交易使每个人受益。每个参与交易的人都会从中有所收获。人们从交易中受益这个事实是他们在一开始就参与交易的原因。如果他们没有从交易中取得收支平衡，或者在交易中有损失，他们就不会再参与其中。比如，我之所以与食品杂货商交易，花20美元买食品，就是因为我考虑到我将要获得的食品比我花掉的钱更有价值。同样，食品杂货商之所以放弃这些食品来获取20美元钱，也是因为他认为这笔钱比这些食品更有价值。在这次交易中，双方都有收获。这种交易是一种“双赢”的情况。由于这已经发生的交易，双方的境况都得到了改善。交易就是这样创造价值的。

通过自愿交易，人们能够从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分工中获得巨大收益。在一个劳动力分工明确的社会中，人们很少或者根本不生产他们消耗的产品，而依赖于他人来生产大部分他们消耗的产品。在这样的社会中，通过专注于一个领域并在此领域变得更熟练，每一个人都能提高他的生产能力，比起他没有专业化的时候，他的能力要高得多。通过从事自愿交易，个人能从其他人获得的知识中受益。本质上，你专注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变得更熟练，并且与其他已经对其生产过程更熟练的人交换。相对于他们没有专业化的生活水平来说，用这种方法，人类社会能够极大地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主要的益处在于知识成倍地增多。就财富的创造来说，相对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社会——这里，每个人都生产自己消耗的每一种东西（这恰好跟劳动分工相反）——同样的一群人，通过劳动分工，一群人能够快速地增加他们拥有的知识量。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每个人基本上都干着相同的工作。每个人都种自己的庄稼，以打猎来获得自己的肉食，建造自己的藏身处，做自己的衣服，如此等等。因此，无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是只由一个人组成的，还是由一百万人组成的，这样一个社会拥有的总知识基本上等同于任何单个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然而，在一个有着劳动分工的社会，所有个人从事的专业数量有多少，获得的知识就增长了多少倍。如果有一百万在一千个行业工作的人，那么，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社会来说，这个社会拥有的知识已经增长了一千倍。一个有着劳动分工社会里，知识量等于医生、工程师、机械师、水管工、农民和电脑程序员等所拥有的知识。劳动分工的社会不像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那样，对个人获得的知识进行不必要的重复，而是使每个人都专注于不同的领域，从而获得各种知识，这样，它就更好地利用了每个人的才智。因此，这样一种社会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群体能获得的创造财富方面的知识量，从而根本地改善了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

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劳动分工社会的存在与繁荣。它使得人们自由地运用他们的大脑去思考，依照他们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行事，创造他们生活需要的价值并且与他们交易。人们自由地获得技艺，得到工作，住在他们选择的地方，储存或者消费他们的财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谋利动机为人们提供了生产的动机。就人们想获取高利润并变得富有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必须生产人们想要购买的产品。谋利动机也导致货物流动到那些需求旺盛的经济区域，流出需求低迷的区域。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需求旺盛的区域利润更高，而需求低迷的区域利润更低。谋利动机也导致生产要素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而从利润率低或者为负值的行业流出。
(9)

 从低利润经济领域向高利润领域的流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其他因素一样的情况下，商人们想尽可能地获取最高的利润率。这意味着他们会向高利润率的行业和地区投资，而避开那些利润率低或者负利润的行业和地区。确保企业将生产需求旺盛的产品，避免生产需求低迷的产品，这样的行为协调了生产。谋利动机也激励人们将货物运到最需要的地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谋利动机导致市场提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充足的产品与服务，导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可能的最大繁荣与最高生活水平。
(10)



以上叙述中隐含着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体系在调节生产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价格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利润是以价格来计算的。企业为其所购生产要素支付的价格，与将这些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出售所得的价格之差，就是利润。价格随着供给、需求和商品成本变动而波动，正是这种波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执行着协调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商品的购买者会抬高他们需求更多的商品的价格（通过购买更多这样的商品），从而使得生产这些商品更有利可图；同时，他们会压低他们需求更少的商品价格（通过放弃购买它们），从而使得生产这些商品更无利可图。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购买者获得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商品。

价格体系协调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计划与其他个人计划之间的关系，这些计划才得以和谐共存。在其作为卖方所收到的和作为买方所支付的价格基础上，每个人规划着自己的行为。比如，当生产者决定扩大或缩减他们的业务时，他们通过对利润变动做出反应，而这些变动通过价格体系来传达，与消费者的消费计划同步，而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同时影响着价格和利润的波动。价格体系也有助于生产者决定该使用哪些生产要素。例如，如果木材的价格相对于铝材的价格上涨，这会引导家具生产商在其制造的家具中使用更多的铝材，更少的木材。在不同地方的工资（这是劳动力的价格）和生活成本（即房屋、食品、交通等等）基础上决定获取何种技能或到哪里找工作时，工人们也筹划运用价格体系。消费者也打算将他们的购买行为建立在价格波动的基础上。价格体系告诉购买者，哪些商品相对来说更稀缺，哪些商品相对来说不太稀缺。比如，如果某些消费者决定吃更多的豆角、更少的玉米，那么，相对于玉米的价格，豆角的价格将会上升。反过来，这些行为将与其他消费者的行为相协调，后者在豆角的较高价与玉米的较低价基础上决定在其饮食中加入更多的玉米，减少豆角的量。

从上面的内容中，人们可以看到价格体系和谋利动机的重要性。价格和利润整合了经济中巨量的信息。它们整合了几亿——甚至是几十亿——人的行为。没有它们，经济中的混乱将接踵而来。

价格体系和谋利动机都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如果个人权利没有受到保护，人们会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自私的动机来做如下这些事：运用他们的资产对谋利动机做出反应；基于需求、供给和成本来确定价格；基于他们对某些产品的估计抬高或压低它们的价格。

资本主义建立在理性自私的道德基础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承认个人按其理性自私行事是一种美德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资本主义认为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你自由地活着，追求你自己的幸福。资本主义是道德的（也是仁慈的），因为它与人类生活的需要一致——因为它与利己主义的道德原理一致。实际上，资本主义是唯一道德的社会体系，因为它是唯一与人类生活的需要一致的体系。
(11)

 它是唯一保护每个个人，从而使他能活在追求自己理性自私生活的制度。另外，资本主义对每个人都有利。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种族、性别、收入水平、智力等，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你都是有利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保护所有个人的权利，使财富供应有可能不断增长，从而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持续提高。

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今也没有。
(12)

 但是，19世纪的美国非常接近。它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尽管在其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一些反资本主义的因素。由于这种自由，在那段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况且，美国今天具有的极高生活水平这要感谢那更美好的过去——一直都建立在过去存在的自由以及现在依然残存的自由基础上。

直到最近还有相当自由的一个地方是香港，它在1997年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由于自由，香港经历了非常高的经济发展速度。1997年以来，对香港的控制已经交接到中国手中。如果中国坚持英国人创造并维护的自由，这块地方将继续取得高速经济发展。不然，经济发展将下降。

关于道德原理的重要讨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道德的本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一节中的道德判断，在作为其基础的道德原理上，需要进行详细的论述。而本书不是伦理学方面的专著，为了更好地理解自由市场的本质及其对立面的本质，我将阐述两个直接对立的道德观点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13)

 前述章节的道德判断基于对利己主义道德观点正当性的接受。这种道德观点认为，人们在道德上唯一应关注的是追求自己理性的自私。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依照维持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的原则来行事。

利己地行事为什么是道德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首先回答两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是道德？人是否需要道德（如果他们确实需要它，为什么他们需要它）。本节将会回答其中的某些问题。

道德为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准则，来引导他们做出抉择并采取行动。因为人类活着——而且会死，所以他们必须追求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他们要生存下来，他们就必须寻求维持和改善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即食物、衣服、房屋、知识等等）。如果一个存在物不面临着生死抉择，它将没必要去追求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一块石头没有必要去追求有价值的东西。它的存在不取决于它为了获得食物、衣服、房屋、知识之类或其他任何东西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只要没有东西去破坏它（即它没有被风沙粉碎或磨损），它可以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人们却不能依靠不作为而生存下去。如果人们什么也不做——如果他们甚至连往嘴里送进一些食物并吃下去都不做，他们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人们必须做出些行动来维持他的生命。如果人们不去追求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他们不去追求对维持他们的生命必需的东西，他们就会死去。因此，生命产生了对追求有价值事物的需求。

然而，人们必须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来维持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人们没有无师自通的知识。他们必须做出抉择来尽力获取这类知识，即使他们有适当的知识，也不能保证他们行事时会与这些知识相一致，而且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另外，他们必须决定采取那些行动。正是道德为人们提供了自我生存所需要的知识和指导。道德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准则，以此来确定他们的生活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此，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需要道德。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为了维持他的生活应该做些什么呢？比如，是什么决定了他是否应该尽力在地上或水下生活？什么决定了他应该吃比萨饼或砒霜？答案是：他的生命本能。人类生活有着独特的性质，因此有着确定的需求；为了维持这种生活，它需要一个独特的行动过程。换句话说，有些事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有些事会破坏它。这意味着，如果人类生活想要维持下去的话，它就应该成为价值的标准。人类生活的本质是人们用来确定某事是否有价值或无价值的标准。那些对人类生活有利的，就是有价值的；对人类生活不利的，就是无价值的。

更明确切些说，正是个人的生活是确定某事有价值或无价值的标准。如果某人想活下来，他必须决意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必须决定，在人类生活本性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存。这是现实给每一个人的基本抉择：是否采取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鉴于此，为了生存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是他自身行为的受益者。从道德上来说，一个人所做出的与自身生活需要相一致的选择是道德的选择；与自身生活需要不一致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选择维持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的人是一名利己主义者。在运用自身的才智的长时期内，利己主义者都以维持和改善自身生活和幸福的目的行事。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其意在以人们理性的自私行事。因此，为什么说利己地行事是道德的？这是因为这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如果道德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保存的知识和指导，而且自我保存需要人们以维持和改善自身生活与幸福的目的行事，那么利己地行事就是道德的。

当然，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利己方式行事。他可以不顾生活的需求，做出对自己的生命有害或者是破坏性的选择。比如，他可以选择去消费毒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如果他做出对自己的生命有害的选择，这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从事自我毁灭的活动，一个人不可能生存。

一个人也可以选择，通过依照与其生活需要完全相悖的道德准则行事，以此来用一种对其自身生活有害的方式行事。例如，他可以选择利他方式行事。利他主义刚好与利己主义相对。利他主义认为，一个人不应该依他自己的理性自私行事，而应该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这种主义认为，他应该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做出牺牲意味着为了更小价值或无价值的事而放弃更大价值的事。
(14)

 既然生活中需要追求并获得有价值的事物，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对一个人的生活就是有害的。比如，生活需要我吃一定量的食物。但是，按照利他主义的做法，一个人应该放弃他获得的食物并把食物给别人。如果一个人依照这种想法行事并放弃了他所有的食物，他的生命将很快走向毁灭。

人们认为，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行事，只有在始终不变地（依据自己的原则）以这种方式行事时才是有害的。人们觉得，如果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行事，只是偶尔利他地行事并很少做出牺牲，将在实际上毁灭一个人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能是真的，然而，这不能否认利他主义道德的破坏性本质。在这个问题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一次利他行为就足以破坏——甚至是终结——一个人的生活。例如，有一次我读到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写的是一个人把一个以前曾经被判刑的人——这个人对于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带到他家里，在其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帮助其脱离困境。这个以前曾因为谋杀被判入狱的人，最后把帮助他的这个人也谋杀了。这个人仅仅由于一次自我牺牲的行为就丢了性命。

这个问题里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一个人利他的程度及由于利他而导致自我毁灭的程度。如果他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做出利他行为（比如一个星期只放弃一餐饭，送给一个贫困的人吃），他将只在很小的量上损害生存能力。如果他在很大程度上做出利他行为（比如一个星期放弃七餐饭），他将极大地损害自己生存的能力。如果他一贯以一种利他的方式行事（比如每餐饭都放弃），他将毁灭自己的生命。只有避免一贯地以一种利他的方式行事，一个人才能避免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行事。一个人必须避免以利他方式行事，这样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换句话，以正面的方式说，一个人应该以利己方式行事，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


理性自私与资本主义的道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种人的理性自私下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每个人的成功都促进着所有人的幸福。这个原理的一个例子如比尔·盖茨富有天才的创造力的成功。随着比尔·盖茨越来越富裕，其他的人也得以受益，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好的电脑软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可以仅仅通过提供人们认为重要的产品及服务，并且让人们自愿地购买这些产品来变得富裕。因此，对于比尔·盖茨或者任何规模更小的制造商来说，变得富裕或获得收入的唯一方法是生产并销售某些人们认为值得购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成功与其他任何人的理性自私之间，并没有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一个人的自私中，那些与他进行交易的人有可能变得富裕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拥有的大部分财富与产品及服务的创新联系紧密。大部分财富以工厂、机器及设备、存货清单等形式存在。因此，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能创造的产品与服务就越多。他能够创造更多的产品与服务，他就不得不在交易中提供更多的东西。一个人在交易中不得不提供的东西越多，人们能从他那里买到的东西就越多。这使得每一个与他交易的人都改善了境况。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理性与自私之间没有矛盾，这个原理甚至适用于那些可能会在特定的竞争实例中“失败”的人。例如，在争取消费者光顾而互相竞争的生产者之间没有私利的冲突。比如，如果一名消费者选择从生产商A那里购买一件产品，而不是从生产商B那里购买，A确实是在B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名消费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名生产者之间有私利的冲突。要理解其原因，人们应该考虑，实际上，一个人的私利中蕴含着什么。人们必须将这个问题与一名企业主获得的生意联系起来考虑，同时，人们必须考虑到竞争的更广阔的背景，以及在通常情况下它如何让每一个人受益。
(15)



第一，人们必须牢记竞争需要自由，并且，正如本章从头到尾所展现的，以及本书其余部分自始至终所展现的，自由是人类生活需要所不可或缺的。另外，自由的存在意味着一个人以自愿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因此，一个人必须通过向一名消费者提供他认为比其他既有选择更值得购买的物品来赢得他的生意。任何企业主对个人事物都无权干涉，正如关于资本主义那一章里对个人权利的讨论中所明确说明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赢得一名消费者的生意，那么他或许不应该继续自己的生意。从事没有收获的生意不符合一个人的理性自私。
(16)



第二，人们必须懂得，这里所说的竞争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牵涉到生产与交易财富的竞争，而不牵涉消费一定量现有产品供应的竞争（就像森林中的动物为消耗一定量的食物和藏身处而展开竞争）。因此，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个人来说，经济竞争导致他们的财富在繁荣中持续地增长。换句话说，经济竞争不是所谓的零的游戏，实际上不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攫取财富。它是一种“正和游戏”，实际上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创造一种产品或服务并与他人交换它。因此，出现越多的经济竞争，经济体系中就会产生越多的财富，人们就会越富裕。

第三，就上述例子中生产商B通过合法手段（即通过自愿交易）获得了任何财富来说，他通过成功地与他人竞争来做到这些。因此，对于竞争，他不应该有抱怨，因为如果没有竞争的自由，他会一开始就得不到财富。

第四，生产商B从他诞生那一天起就受益，这远在他参与第一次经济竞争行为（以及获得第一份工作或开创第一次生意）之前；他还从他的生命开始前发生的竞争所带来的所有绝妙产品中获益。例如，汽车工业中的竞争改进了汽车的质量，使它们更便宜。由于这些因素，B父母的收入（以及他开始挣钱后他的收入）购买能力比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时高。由于经济竞争的存在，以他们的收入，他们可以买数量多得多的物品，质量好得多的物品。对于B来说，这是受益无穷的。

最后，B将在他的一生中受益于这期间发生的竞争中产出的所有产品。这样，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失败者。显然他从竞争中有所收益，他生活的标准提高了。这表明，正是在一个人参与经济竞争并让自己在其特定案例中有“失败”机会的自私中，在此期间和经济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竞争收益。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神话


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有很多神话，我将在这里驳斥它们中的两个，帮助人们对这两个道德观点有更好的理解。一个神话是：要自私，人们必须为了自己牺牲他人。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然而，这是不对的。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只是自我牺牲这个主旨的一个变种，它与自私地行事恰好是对立的。基于这种错误的标准，人们经常说，一名罪犯为了自己的收益从他人那里窃取财富，这是自私的行为。然而，从他人那里窃取财物不是出于人们的理性自私。尊重他人的权利（即自由）并参与同他们的自愿交易才是人们理性的自私。个人就是这样从他人的天赋和能力中受益的。一个人生产他能够生产的东西，并与他人交易，以此来获得其他人能够生产的东西。交易中的每个人都从其他人在市场中展示的天赋和能力中受益。

通过从他人那里偷窃，一名罪犯并没有从他人的天赋和能力那里受益，而是导致他人运用他们的天赋和能力来反对他。他们运用他们的能力，试图阻止罪犯。如果这名罪犯被抓了——就他从事犯罪行为来说，这种事变得更有可能了——他将遭受惩罚。因此，一个人从事这类活动，他就放弃了自愿交易而来的收益。一个人有可能从一场罪行中逃脱，而不被抓获。但是，正如利他地行事一样，到了他从事犯罪活动的地步，他就损害了自己维持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的能力。如果他没有因为犯罪被抓，他仍然在促使人们运用天赋和能力来反对他，他将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努力来躲避当局。这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如果一个人经常犯罪，他要么会被抓，要么他整个的一生都将花在对当局的躲避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完全放弃自愿交易的利益。很显然，这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

更重要的是，人类不是通过偷盗来生存的；他们通过生产来生存。为了生存，人类必须创造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
(17)

 就个人从事犯罪活动来说，他们损害了为生产创造了条件的这个社会。因此，他们损害了他们生活水平所依据的、从而也是他们整个生活所依赖的这个社会。为了尽可能地看清这个问题，人们只需要设想一个完全由罪犯所组成的社会的生活水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很快人们就会挨饿。所有人都会要么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对别人犯罪上，要么花在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侵害上。不会把时间花在生产人类生活赖以维系的有价值东西上。此外，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因为害怕生产的东西被别人偷走，没有人有动力去生产任何东西。因此，什么东西都不会生产出来。显然，这不符合任何人的个人利益。

让自己的受害者作出牺牲，罪犯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仅仅为了攫取眼前一点赃物就牺牲了长期的收益。以这种方式——只顾当前的方式——行事不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以长远——或理性——的方式行事才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一个人的生命是长期存在的，他必须在这整个过程中有计划地度过并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要活着并享受他的生活，他不能采取以长期幸福为代价赢得短期满足的行为。这样做是不理性的，不符合一个人的个人利益。

以上所述适用于一般情况，并不仅仅针对经济关系。在经济和非经济问题中牺牲他人并不符合一个人的个人利益。无论这种牺牲牵涉到从某人那里盗窃，还是背叛一个朋友的信任。就一个牺牲他人的人来说，他的行为也违反了自己的利益。比如，在泄露一个朋友的秘密这个事例中，这个人将损害他与朋友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从长远看，这将根本损害他拥有任何朋友的能力。

自私地行事说明了为了自己牺牲他人的信念是一种利他主义者的错误。热衷于利他主义道德准则导致人们相信：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唯一替代物、也是对立面的是为了自己牺牲他人，这也是自私的含义。然而，牺牲自己和牺牲他人在根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牵涉了牺牲的行为，都导致同样的结果：人类生活的毁灭。因此，它们不是对立的；它们只是同一个有害主旨——牺牲的主旨——的两个变种。与这两者相对的是不做出牺牲的行为。这就是：既不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也不为了自己牺牲他人。这就是以自己的理性自私行事的含义。自私的人行事不依赖于他人，在所有的关系中都以自愿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自私的人用有价值的东西与他人交易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这种交易不牵涉牺牲的行为。
(18)



关于这些道德观点的另一个错误是相信利他主义仅仅意味着对他人表现友好。然而，这不是利他主义的意思。在整个利他主义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意味着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它一直意味着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下，或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完全不同于仅仅向他人表现友好。
(19)

 向他人表现友好通常是符合一个人的个人利益的。例如，如果你看重他人（比如朋友或家庭成员），那么向他们表现友好符合你的利益。如果你看重他人，你从他们的存在中得到了个人的——自私的——快乐。那些你看重的人使你的生活更快乐，你会因此而想看到他们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你会想让他们幸福，他们感到幸福也会让你感到幸福。因此，对你看重的人友好是自私的。这与一个人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是一致的。如果你声称看重他人，但没有从其存在于自己的幸福中得到快乐，那么，你实际上没有看重他们。适当的时候，一个以自己的理性自私行事的人确实对他人表现出友好。
(20)



利己的人不是遁世者。他不是对其他人的存在漠不关心。他承认其他人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对他都是有价值的。比如，利己的人承认其他生产商的存在符合其个人利益，因为他可以通过与其交易来得到他们生产的东西。从而，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并对其表现友好符合利己之人的利益。此外，找出跟自己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即朋友）也符合利己之人的利益，因为正如前面段落所述，与朋友分享经验使生活更快乐。因此，利己之人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表现出友好与喜爱。利己之人同时也清楚富于浪漫色彩的关系的价值，因为他清楚，这种关系可以极大地提升自己生活的快乐。因此，他找出这样一种关系，并向他所爱的人表现出友善和喜爱。


更多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本性的话


利己主义承认这样的事实：人类生活有很多需求，为了维持并享受生活，人们必须集中精力去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利己主义承认，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类生活是有利的，应该得到回报与赞美。利他主义关注放弃有价值的东西。它不关注获得改善人们生活与幸福必需的东西，而是关注放弃这些东西。这就是利他主义对人类生活有害，而利己主义对人类生活有利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吞服毒药，从而以一种与他的营养需求不一致的方式行事，他就会毁灭自己。同样，如果他热衷于一种有害的道德准则，他也会毁灭自己。如果人们热衷于建立在自我牺牲基础上的道德准则，这正是他们在毁灭自己。当然，如果人们遵循一种与人类生活一致的道德准则，与此相反的做法就是对的。当一个人以他自己的理性自私行事时，这恰好就是他应该做的。这样，他改善了生存的能力。

个人的生活应该合乎道德准则的标准，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类看重的每一件事的基础。没有了你自己的生活，没有你自己的价值观，你不存在了。基于此，人们可以看到，实践一套利他主义之类的对人类生活有害的道德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是相冲突的。合理的道德准则认为，人们应该遵循一套他们重视的所有事物——包括道德准则——之源的价值观准则！为了使道德价值观准则对人类生活有利——为了让这一准则为人们改善人类生活与幸福成为可能的行为提供引导，它必须与人类生活的需求一致。这样一种准则是利己主义的道德准则。正如小说家与哲学家安·兰德所描述的，道德的目的不在于教人们忍受和死亡（正如利他主义所做的），而是教人们享受生活和如何活着（正如利己主义所做的）。
(21)

 人们可以从这个讨论中看到，利他主义者的道德准则是死亡的道德。如果人们将其付诸实践，它将使人走向死亡。同样，利己主义是生命的道德，因为如果人们将其付诸实践，它正好将人引向鲜活的生命。

尽管现在大多数人信奉利他主义，但这并不会使他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道德准则。一种概念并不仅仅因为大多数人信奉就成为正确的。如果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那么，地球肯定是扁平的，它也肯定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在某个时期，大多数人也信奉这些观点。这些观点当然是错的。一种概念，如果它不符合实际情况，它就是错的，无论有多少人相信它。同样，一种概念，如果它与实际情况相符，它就是对的，无论是否只有少数人相信它。所有正确的概念都是由单个人的思维产生的，然后由此开始只被小部分人接受。只有经过很多年或很多个世代对别人进行说服后，这种概念才被大多数人接受。如果人类有朝一日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终，大多数人将开始信奉利己主义，将其作为唯一合乎逻辑的道德准则。

＊＊＊

这样，人们现在能够理解我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章节所做的道德评价。彻底理解道德规范，对完全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本性来说是必需的。明确地说，理解它们的道德状况是必需的。在评价关于市场失败的很多断言时，这也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主义

完全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对比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制为特征，需要大量地使用暴力来实施它。换句话说，它需要侵犯个人权利来创建并维持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包括从个人那里剥夺所有的财富。它规定由政府来告诉人们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生活、进入何种职业、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学校以及到哪里上学等等。政府必须控制人们能做的事，因为如果它要控制生产，它不能拥有生产所需的有形资产，但允许工人们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从事他们自己选择的职业。如果政府不控制人们的行为，人们会决定在不符合政府经济计划的经济区生活、工作。因此，为了尽力调控生产，政府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

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暴力的政治手段来实现和维系。它需要诸如共产主义（或类似制度）的一套政治制度。共产主义在管理上是一种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一个单个的执政党控制着政府。社会主义需要共产主义的手段，因为必须让人们愿意泼洒热血来实现和维系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人们不相信必须泼洒热血才能建立并维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考虑一下，在世界上某个存在着一些自由的表象的地方，譬如美国，它将需要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控制了所有人民与财产，人们会自愿地放弃对财产的控制并将其交给国家吗？他们会放弃选择一种职业及选择住在何处的机会吗？他们会放弃他们过自己生活的自由与权利吗？当然不会。它必须运用大量的暴力才能实现并维系这样一个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仅在少数几个国家存在的原因，在这些国家，政府一直用必要的暴力来创建它。

社会主义导致苦难和贫困。之所以如此，因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自由，谋利动机和价格体系也不存在，从而没有动力去生产，生产也缺乏协调，也没有能力去计算利润与损失。此外，社会主义之所以导致贫困，也因为它运用了一种中央计划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小群统治精英（那些执掌政府权利的人）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何处生产，以及为谁生产产品。这种制度导致生产的混乱，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对特定生产领域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一小群执掌政府的人不可能都拥有。中央计划不能利用劳动力的智力进行分工。设想一下，如果一小群华盛顿的政府官僚主义者试图调控整个美国经济的商品生产和分配，这会产生怎样的混乱——在美国经济中，几亿人活动于其中，也许数十万种商品被生产出来并进行销售。官僚主义者将不得不去了解需要生产什么商品、如何生产、何时生产、生产多少、生产多少种、要把产品分配到哪里、运用何种分配方法等等。一小群人要掌握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中央计划者将不得不成为无所不知的神来计划整个经济。因此，任何一个计划经济体的此类尝试都会导致灾难（实际上，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22)



社会主义建立在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上。利他主义认为，个人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是一种美德。社会主义只为个人应该牺牲自己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被告知，要为政府、种族、国家、后代等等的利益牺牲自己。实际上，社会主义在让人们作出牺牲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确实有数亿人已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

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都存在，
(23)

 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对个人权利大量的侵犯、悲惨的低生活水平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常见的。

一些人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瑞典包括在我的社会主义国家名单之内，这个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没有把它包括在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可以用要讨论的下一个经济体系来描述。

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也以福利国家或有限的市场经济著称）的两个组成要素已在前面描述过。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素的混合。它是把一些自由（资本主义成分）与政府控制（社会主义成分）混合起来的一种尝试。

在控制存在的地方，混合经济导致经济上的无效率和低生活水平。在政府的强制下，混合经济下的控制取代或抑制了自愿交易、价格体系和谋利动机的良性影响。鉴于此，混合经济损害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对经济的完全控制对经济是有害的，混合经济中部分地控制也是有害的。社会主义有害的所有原因在前述章节已经讨论过，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政策有害也是出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政策不会神奇地变好，因为它们存在于混合经济的大环境中。在混合经济中，政府控制的程度愈深，即在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愈多，它在经济上导致的无效率和停滞就愈严重。混合经济中的政府控制也许不会导致经济完全的停滞，如果控制非常有限，经济仍然可以向前发展。但是，就控制存在的程度而言，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更低。如果控制的程度足够深，它们会引起经济停滞或衰退。

很多人认为，混合经济把两种极端经济体系最好的部分结合了起来。他们认为，它结合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比如激励去生产充足的财富），而又允许政府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干涉（比如重新分配收入），以此来发挥“社会的优势”。然而，基于上面所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应该很明确。在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因素在道德上或经济上都没有一点是对的。例如，政府在干预市场以重新分配收入时，或者通过工人和产品的安全立法时，它就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从而是以一种与人类生活需要不一致的方式在行事。
(24)



政府不能通过实施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发挥“社会的优势”。当政府动用暴力时，它以其他人为代价让社会的某些人受益。例如，当政府重新分配收入时，它从其他人那里攫取收入，把它分给某些人。无论政府什么时候动用暴力，都有人做出牺牲。政府动用暴力为了他人来牺牲某些人，相信这是好的，这建立在对自我牺牲的道德合理性的接受之上。然而，正如上面所说明的，自我牺牲的道德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都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与人类生活的需要完全对立。是否有一种更危险的自我牺牲形式通过社会主义来实施，或者一种较温和的形式通过混合经济来实施，这不重要。对于人类生活来说，两种方式都是有害的。

政府发挥社会每一个成员的优势，从而真正地发挥“社会的优势”，其唯一方法是保护个人的权利（这意味着只实施资本主义政策）。这是真理，因为只有这样做时，社会的所有成员才能从政府行为那里受益。只有这时，每一个人才免于遭受暴力，从而自由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也只有这时，才没有社会成员为了其他任何人牺牲。

混合经济是一种过渡经济。它既可以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取决于何种概念正在文化中占据上风，在影响着社会变动的方向。
(25)

 由于建立于其上的不相容概念，比如直接对立的道德概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和谐共处的经济体系。在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永远同时存在。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时候的政府干预相对来说非常少。但是，经过了过去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随着利他主义道德准则持续地在美国被接受，从而现有的利己主义成分已然消失，美国已经慢慢走向了社会主义而偏离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美国是一个自由得多的国家，而现在有了很多一个世纪前所没有的中央调控（比如最低工资法、工人健康和安全监管、环境立法、福利以及很多其他的调控）。一步一步地，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更多的社会主义式调控得以实施，在今天还在继续增加。很多其他的国家沿袭了一种类似的方式。

如果没有在原则上放弃混合经济（在原则上接受资本主义），一个经济体将慢慢走向社会主义或一些其他形式的专制。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因为一旦为了某些方面的控制而放弃自由的原则，以后更多对自由的侵犯也就接踵而来。这时，一些其他的原则除了保护个人权利外，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这种情况发生后，人们将大声呼吁他们想要实施的不同形式的政府控制。其结果是各种群体不断地呼吁在人们生活的越来越多地方进行控制。这导致对人们的自由越来越多的侵犯，这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美国发生的一切。

例如，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呼吁更多的控制（无论是保守派提出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的控制，还是自由派提出的发放更多福利救济品等等）。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两者都提倡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不同之处仅在于要控制什么）。

除了朝向资本主义的运动外，混合经济中发生的唯一争议是下一步该控制人们生活的哪一领域。关于是否应该完全进行控制的争议消失了。这种事发生的原因是，一旦放弃了保护自由的原则，仍然存在的唯一问题是，要取消哪种自由。朝向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是接受应该完全保护个人权利的概念（即应该从原则上保护它们），从而不应该对我们施加控制。
(26)



在经济上，趋向专制的强制行为发生了，因为政府先前进行的多轮控制引出了一些问题，其解决办法似乎引出了更多的控制。换言之，控制酝酿出更多的控制。例如，在政府实施租赁控制并使其对于房东来说无利可图后，政府接着会发现有必要提供廉租房给人们，因为很大一批房东离开了房屋租赁业，现在住房短缺了。或者，在政府对农民种植某些农产品进行补贴后，它发现这些产品过量了，因此必须强力限制农民可以种植这些农产品的数量。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毫无疑问，对于某一轮控制引发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是停止更多轮的控制，继而消除所有控制。

所有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法国）都是混合经济。其中一些国家相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如法国），但是，鉴于在这些国家里还有一些自由，也有很多私有公司在创造财富，我们仍然应该认为它们是混合经济国家。尽管在其中一些国家，公司受到严格监管。但是，在这些国家里，仍然有着相当多的资本主义成分。即使是瑞典，也是一个混合经济国家。在瑞典，生产资料不是全部由政府拥有和控制。在这个国家，依然进行着大量的私有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市场驱动的价格体系。

结论

基于以上对三种类型政治／经济体系进行的比较，人们可以看出，在保护个人权利与创造经济繁荣之间有一种联系。这突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一种基本的联系。当政府侵犯了个人权利时，它会引起经济上的无效率和有害结果。同样，一个政府达到了保护个人权利的较高程度，它就会促进经济效率，使经济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27)

 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最低的发展速度，这就是原因。混合经济处在中间的某个地方，离社会主义越近，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的控制程度就越深；离资本主义越近，存在于一个经济体中的自由程度就越大。

最后，正如人们可以从本次讨论中看到的，也正如本书其他章节中将要说明的，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比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优越，而且它在道德上也更优越。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明的，资本主义是唯一道德的社会制度。它是唯一与人类生活需求一致的制度，因为它是唯一完全禁止在所有人际关系中动用暴力的制度。它是唯一承认这些东西的社会：每一个人对它自己的生命都有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由地去创造他生命中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追求他自己的幸福。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是唯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制度。

--------------------


(1)
 更多关于这个定义的讨论，参见安·兰德《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The Unknown Ideal）（纽约：Signet，1967年）第19页。


(2)
 有人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一个工人会接受较低的工资。如果他在和其他工人竞争，他也许会这样做，他的选择就是：要么接受一份较低的工资，要么把这份工作让给另外一个工人。


(3)
 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纽约：Signet，1964年）第110页。


(4)
 同上。


(5)
 更多关于生命权与派生权之间联系的讨论，参见莱昂纳德·佩科夫（Leonard Peikoff）的《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Objectivism：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第352页。


(6)
 为了其他群体而牺牲某些群体是不道德的，其原因在本章以“关于道德观点的重要讨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为标题的一节中有详细说明。


(7)
 关于权利的性质及其与我们在概念层次上的思考能力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详见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35周年纪念版（纽约：Signet，1992年），第976—977页；《自私的德性》，108—117页以及《资本主义》第17—18页。


(8)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本章中名为“关于道德原理的重要讨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一节中进行了讨论。


(9)
 生产要素是用来生产其他商品的资源。它们包括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资本商品包括所有的机器、建筑、土地和企业用来生产商品的有形资产。


(10)
 更多关于利润协调方面的信息，参见第二章中题为“竞争的本质”的一节。


(11)
 对这里及先前陈述的解释，详见本章中题为“关于道德原理的重要讨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一节。


(12)
 人们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事实如此。这是因为，为了能够存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首先在一种文化中确立正确的哲学基础。这包括，最基本的对正确的道德与认识论概念的广泛接受。这些概念包括：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哲学，承认理性是人类掌握知识与基本生存手段的唯一途径。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完整地整合到任何文化中。19世纪的美国最接近完全的资本主义，而且一贯接受正确的概念，这是它成为有史以来最接近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原因。本书中关于利己主义的讨论，详见本章中名为“关于道德原理的重要讨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一节。本书中关于理性的讨论，详见第六章中名为“环保主义与理性的放弃”的一节。关于理性、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联系的讨论，详见安·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Forthe New Intellectual）（纽约：Signet，1961年），第81—82页；《新左派：反工业革命》（The New Left：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修订版（纽约：Signet，1975年），第227—229页；《哲学：谁需要它》（Philosophy：Who Needs It）（纽约：Signet，1982年），第82—63页。另请参看莱昂纳德·佩科夫编《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的论文》（The Voiceof Reason：Essaysin Objectivist Thought）（纽约：Meridian，1989年），第89页以及哈里·宾斯旺格编《安·兰德词典：客观主义A到Z》（The Ayn Rand Lexicon：Objectivism from Ato Z）（纽约：Meridian，1986年），第410页。 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完全实现这个事实，不应该作为证据来说明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或不切实际的。它既是可能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关于如何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详见“后记”。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即将其付诸实践后，在使其有可能让人类生活繁荣这点上获得成功的能力）已经在本章得以确认，更详细的讨论将贯穿本书。此外，很多人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事实并不会让其不现实。这只是表明，很多人相信不切实际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他们相信这样的制度：如果付诸实践，该制度会失败，因为该制度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艰难或更不可能）。不切实际的制度将在本章和本书其余各章节中讨论。


(13)
 我对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描述很简短。我仅仅把它当做说明市场为何没有失败的工具来描述，但实际上，市场是成功的。我对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理解要归功于安·兰德。关于这些话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她的《自私的德性》，第vii—xii页，第13—70页和第112页；《阿特拉斯耸耸肩》，第930—933页和第942—952页；《哲学》，第61页；《致新知识分子》，第54、73和第80—82页；和《资本主义》，第195—196页。同时参看佩科夫，《客观主义》，第206—220页与第229—234页，以及宾斯旺格《安·兰德词典》，第4—11页，第429—432页和第446—452页。


(14)
 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第50页。


(15)
 在这一段中，我用了与“理性自私”（rational self－interest）同义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这个措辞，我也将使用与“理性自私”同义的“自私”这个措辞。整本书中我都将这样做。


(16)
 关于这的更多信息，参见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第57—66页。


(17)
 在某物会被偷之前，仍然必须生产它们。因此，即使罪犯也不能逃避人类生存依赖于生产这个事实。


(18)
 关于这更多的信息，见安·兰德《源泉》（The Fountainhead）（纽约：Signet，1952年），第682—683页，以及《自私的德性》，第34页。


(19)
 将利他主义等同于善良的尝试是一种使利他主义看起来无害甚至仁慈的尝试。同样，将自私等同于对别人残酷是一种使其看起来有害且恶毒的尝试。然而，这些描述没有为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意味着什么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


(20)
 我说“适当的时候”，因为一个自私的人并不随意表现出友善。这将是自我毁灭的。比如，如果我随意表现出友善，很有可能我对我的母亲或者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表现出同等的友善。在很多关系中，表现出友善或爱心是合适的；但是，你表现出友善或爱心的程度应基于其他人对你表现出的价值或潜在价值。


(21)
 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第932页。


(2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的更多讨论，参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关于经济学的论文》（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3版（芝加哥：Contemporary Books公司，1966年），第691—695页，第698—701页和第703—705页。同时参见F.A.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77—91页。


(23)
 跟共产主义国家相比，纳粹德国有一点不同，但它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纳粹德国，社会主义仅仅是以一种稍微不同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方式在实行。纳粹保持着私人拥有财产（通过允许被政府官员认可的私人经营工商业的日常运转）的假象，而共产主义对生产资料公开地实行国有化。然而，在纳粹德国，政府指令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定什么价位，卖给谁。这样，财产实际上不是私人所拥有，而是被政府所控制（从而有效地拥有）。纳粹这种社会主义，其结果是：对个人权利肆意的侵犯，大量地屠杀以及极低的生活水平。关于纳粹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详见米塞斯的《人的行为》，第717—718页。 认为纳粹德国能够通过其社会主义形式获得可观生产能力（就其本身来说）的人应该三思。纳粹德国能够从根本上获得任何可观的生产量，这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事实：在纳粹兴起之前几十年里，德国已经建立一种工业化的混合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生产能力，纳粹党攫取了这些生产能力，并利用来为其目的服务。如果他们没去利用在先前（更资本主义化）德国政府治理下达到的生产能力，纳粹统治下的生产能力会低得多。关于混合经济更多的讨论，详见下一节。


(24)
 工人和生产安全法规以及收入的再分配对人类生活是有害的，其原因将各自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说明。


(25)
 确定一个正在朝向的方向这类概念是更基本、更富有哲理的概念（主要是道德和认识论上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关于哲学对文化的影响的讨论，参见安·兰德的《哲学》，第1—11页。


(26)
 关于此的更多讨论，参见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373—377页。


(27)
 随着人们阅读本书的每一章，这种联系会变得更清楚。



 第二章　垄断

导读

我将要驳斥的第一个反对市场的主张是这样一个断言：自由市场产生拥有垄断力量的大型企业。据说，这种“垄断力量”导致经济上更没有效率，生产力更低，物价更高，生活水平更低。因此，它认为政府必须介入进来恢复竞争。我将说明，这种主张基于一种对竞争与垄断不合理的看法，从更根本上来说，基于错误的利他主义道德观点以及对概念的不合适的理解。我还将说明，自由市场使得在任何行业都可能存在最大程度的竞争，偏离了自由市场，以号称可以增进竞争的名义进行的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实际上降低了经济中存在的竞争强度，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水平，造成了更低的生产能力、更高的价格和更低的生活水平。

经济与政治垄断

现在有两种垄断的概念，一种对垄断提供了很好的理解，而另一种对垄断提供了较差的理解。今天大部分人接受的概念是较差的那种理解，正是因为接受了这种不恰当的垄断概念，导致人们错误地相信垄断产生于自由市场。今天大部分人接受的垄断概念以垄断的经济概念著称。该概念认为，在特定的一个地理区域，一种商品只有一个供应商时，就有了垄断。
(1)

 让我们彻底理解垄断的那种准确的概念以垄断的政治概念著称。这种概念认为，政府动用强力来为一个或多个销售者保留市场或一部分市场时，垄断就产生了。

垄断的经济概念集中于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这个概念认为，在一个行业中，公司的数目越少，这些公司的规模越大，在这个行业中存在的垄断力量就越强。它认为，仅仅通过公司变大，垄断力量就能自然地从市场中浮现出来。垄断的政治概念集中于通过政府来限制竞争，这种观点认为，垄断力量可以由与一个或少数几个大生产商对抗的很多小生产商，或者与其他更小的生产商对抗的大生产商来把控。
(2)

 如果一个公司以某种方式被政府帮助——无论其规模如何，这个公司都有垄断力量。

这个经济概念的问题是，它产生了混乱，因为人们可以用这一概念来说，没有公司是垄断的，或者说所有公司都是垄断的，这取决于人们在多广或多窄的意义上定义一种商品。它还可以用来说一个公司既是、又不是垄断的。换言之，垄断的经济概念导致显而易见的矛盾。基于这个概念，无论一个公司是否是垄断的，都是武断的。

例如，如果人们通过商标（比如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来定义一件商品，每一个公司都是垄断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个公司都是其商标产品的唯一出售者。但是，如果人们拓广对一种商品的定义，那么，继续用这个相同的例子，考虑到“软饮料”这种商品，或者将它继续拓宽到“饮料”，那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不是垄断的，其他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是垄断的。这就是事实，因为所有的饮料生产商都互相竞争。软饮料、果汁、瓶装水、咖啡、茶，甚至是自来水，彼此之间都在竞争。这个例子可以适用于任何行业。
(3)

 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一种商品。一个人所说的什么是垄断和另一个人说的什么是垄断是非常不同的。人们完全可以在同一时间说没有哪个企业是垄断企业，也可以说所有企业是垄断企业。由于这种矛盾，经济概念是无意义且不合理的。
(4)

 这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因为它既可以用一种武断的方式来说垄断存在，也可以用同样方式来说垄断不存在。实际上，它没有向人们提供一种确定哪些公司是否垄断企业的客观方法。

在第三章关于反托拉斯法的讨论中，我将更详细地说明运用垄断的经济概念是多么地武断。作为对该章的预习，我会告诉你们，即使用诸如一个公司的市场份额这样的数字指标（基于经济概念）来确定一个公司是否是垄断企业时，该主张仍然是武断的，因为用来表明垄断存在的具体数据的认定是武断的。比如，如果确定在一个行业中的市场份额占到80%或以上的公司是垄断企业，用80%取代75%或85%有什么理性的根据？这种说法没有理性依据，它是武断的。
(5)

 因为它基于一种武断且主观的概念。在反托拉斯法的案例中，确定一个公司是否垄断，都基于主持该案例的法官主观的感受和武断的声明，或者法官依赖提供数据技术确定垄断是否存在的经济学家。
(6)



基于垄断的政治概念，哪个企业是垄断的没有歧义。政府授予特殊权益，在某个特别地理区域进行生产的任何一个或数个生产商，都是垄断企业。无论它们是通过政府发放许可证（比如为医生、电工、美容师等发放的）、征税表、配额、专属经营权（比如电力行业）、通过补贴获得特殊权益，还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比如美国邮政），它们都是垄断企业。政治概念是一种合理的概念，因为对于哪个企业是垄断企业，它不会导致主观和武断的结论。基于这种概念，人们可以客观地确定哪个企业是垄断企业，因为人们能在实际上毫无争议地识别出哪些企业是垄断企业，哪些不是。
(7)

 基于政治概念，人们不能武断地说没有企业是垄断的或者所有企业是垄断的。某些公司要么有垄断力量，要么没有。

正如人们会看到的，基于对什么是垄断的合理理解，很显然，垄断不是自然地从市场中浮现出来的。只有在政府通过动用强力给某个公司或某些公司以垄断力量来干预市场时，才存在垄断。这一章里，我将说明，只有在一个公司拥有基于政治概念的垄断力量时，才会出现与垄断相关的标准负面效应。只有在这时，经济才会缺乏效率，才会使生产力更低，才会出现更高的物价和更低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在这种时候，竞争实际上被限制了。

重要的认识论探讨：概念的性质

在说明政治垄断的后果前，我将讨论一下概念的性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在前面关于垄断经济概念的不合理性与垄断政治概念的合理性一节中，一些读者可能不理解我的陈述。本节的讨论将帮助读者对垄断和一般概念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8)



概念是用来对确定种类的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智力工具。比如，“人”这个概念用来对一个确定种类的生物进行分门别类：这些生物最基本的特征是拥有理性（或者在概念层次上进行思考的能力）。通常，概念用来对实体、行为、关系、属性等进行分门别类。我们进行这样的分门别类出于一个目的：能够将我们从一个类别的某些具体事物中获得的一般性知识运用到这个类别中每个事务上。比如，我们运用“人”的概念下获得并归入这个概念的知识，如：他有10根手指，10根脚趾，直立行走，有一对肺叶，一颗心脏，有概念能力等，将其运用到所有人身上。这使得我们在别的事物之外，能够保留一大堆关于这项事物的大量资料，从而我们可以节省脑力的使用。我们不必认为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事物都完全是一个新现象。一旦一个具体事物被概念化了，我们就能把从一般事物中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其特例上。

概念如何使我们节省大脑空间的一个简单例子是计数。没有数字概念，人们将不得不在脑子里一次记住很多与竭力要在脑子里记住的数目相对应的具体实物。比如，19这个数目，不是一个概念，而会是一堆繁复的形象，把这个一次记在脑子里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把它与其他有差异的物体加以区别，这样我们需要让大脑记住1900万个实体。没有计数，人们也许会最多只限于记住5到6个物体。没有数学概念，一堆数目不断增长的事物很快就会混淆成一个没法记住的总数。
(9)



此外，一旦理解了“19”这个概念，就可以把它用在可能是无穷多个的事务上。比如，无论人们在谈及19头牛，还是19只猫，19台电脑，19美元等等时，只要人们理解了“19”这个概念，人们就已经获得了关于一件事物的知识，可以用它来更好地理解世界，并提升在其中表现得成功的能力。例如，理解了一般的数字概念（以及某些数学原理），就能够清楚地明白一项商业冒险是否会盈利。因此，人们懂得的概念越多，他们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基于这些概念能够获得的潜在知识就越多，在社会上表现得成功的能力就越大。

为了获得上述极其重要的认知目的，一个概念应该基于现存事物的根本相似点与不同点对它们进行分类。根本上相似的现存事物应该归为一类，而那些在根本上不同的事物应该分为不同的类。一件事物的根本特性是用于解释该事物所有基本特性或绝大多数特质的那种特性。例如，拥有理性是人类基本或独特的特征，它是这样一种特性：除了其他生物能够做的事，它实际上可以解释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事。比如，拥有理性解释了人类为何能够计数、烹饪、玩棋盘游戏、读书、看工程图纸、建摩天大楼、学微积分、发明电脑、写出交响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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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事物的基本相似性与不同性对其进行分类，这样做，概念可以使人对现实有更深、更清楚的理解。

与以上所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形成概念时，基于非本质特征将根本不同的东西归在一类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样做导致更大的混乱，而不是对现实更清楚的理解。在合理理解垄断时，就是这样的。合理理解其他任何东西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一下，如果基于某种非本质特征，比如它们都有尾巴，而把一匹马和一只狗归在一类，这会引起怎样的混乱。这个新“概念”可以称为“狗马”（dorse）。

通过把这些生物归在一类，说它们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从而应该归入同一个术语下。然而，这两种动物之间有极大的不同，要将它们当做同一类，人们只得忽略这些差别。同时，人们将不得不无视某些差别，而承认这些差别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动物。比如，人们将不得不忽略这样的事实：一只动物是食肉动物，一只动物是食草动物。忽略这些重要区别，人们就会更难确定如何喂养这些动物，如何照看它们，如何把它们与有一些相同特征的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这会导致在照看这些动物上的混乱，因为一样的照看和营养基本原理会不适用于“同样的”动物。人们将不得不记住适用于“相同”动物的不同原理，以及哪些原理适用于该“种类”的哪些成员。例如，人们将不去记狗吃肉和马吃干草，而是不得不记住吠叫的“狗马”吃肉，嘶鸣的“狗马”吃干草。这会导致如何将他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的混乱。比如，人们会难以给其他有尾巴的动物分类。其他有尾巴的动物也会被归入“狗马”一类吗？如果这样，考虑一下，在试图确定如何照看这些动物并将它们彼此之间区分开来时会导致的更多混乱。如果不是这样，人们说它们不是“狗马”（鉴于它们有尾巴）基于什么？人们一开始把马和狗归在同一个术语之下基于什么？

上述批评适用于垄断的经济学概念。这个概念也从根本上把不同的东西归在了一起，似乎它们是同类的。这就是这个概念不合理的原因。

有些公司通过政府动用暴力（即通过让政府保护其免于竞争）来获得优势地位，垄断的经济学概念却把通过与它们进行自愿交易而获得主导地位（即通过竞争超过对手）的公司归在一起。这个概念建立在这两种类型的公司都是大公司这种非本质特征基础上。这样做就忽视了这些公司是如何获得优势地位的。

这两种类型的公司不应该归在一起，因为这些公司获得优势地位的途径是针锋相对的。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的案例是竞争的一部分，而建立在政府动用暴力基础上的案例则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就是说，前者的案例是制造某种产品并力图让个人自愿购买这种产品的竞争性行为的一部分。这就是自由市场中竞争的全部内涵。后者的行为阻止一个或更多的公司制造并销售某种产品（甚至仅仅让他们更难以做到这些）。这就是它体现了对公司的一种限制并因而引发垄断力量的原因。

因为垄断是一种用于鉴别竞争缺失或受到限制的情况的概念，人们不能用它来鉴别竞争导致的结果的情况，比如公司通过生产与销售更好的商品获得优势地位的情况。将竞争导致的情况与限制竞争导致的情况归在一起，垄断的经济概念抹去了一个关键的差别，导致人们在垄断存在或不存在时（即在竞争实际上受到限制或没有受到限制的时候）做出不恰当的鉴别。再说一次，经济竞争是销售者在自愿交易的背景下，对生产和销售一种商品展开比拼的竞争行为。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任何结果都不会导致垄断力量，因为它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

一个合理的概念不应该消除、忽视事物之间根本的区别或将这些区别置于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消除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与尊重个人权利的行为之间的区别。这是将通过自愿交易获得优势地位的公司与政府通过动用暴力赋予优势地位的公司归为一类时所必须做的事。将这两类公司都纳入同一个概念，使人们误认为这些情况在根本上是相同的，而实际上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尊重个人权利与侵犯个人权利之间根本的区别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一种行为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另一种是反人类的。在政府尊重个人权利，从而公司能够从事生产并自愿交易时，政府在以一种与人类生活需求一致的方式行事，进而帮助人类生活走向繁荣。政府通过让公司的所有者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使公司愿意生产个人能从中获得潜在利益的产品，让人们自由地决定哪些商品值得购买。在政府侵犯个人权利时，它在以一种与人类生活需求相悖的方式行事，从而慢慢将人类生活导向毁灭。在这里，政府通过妨碍公司拥有者运用他们的财产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性自私。同时，政府阻止公司生产可能有益的商品，从而让人们不能自主地决定这些商品是否值得购买。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是人类生活的根本需要，因为人类需要免遭暴力的侵扰，从而他们能够进行必要的思考，并做出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与福祉。如果有人强迫一个人不遵照其理性判断行事，这个人就不能改善他的生活与福祉。

犹如“狗马”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于归在一类的事物，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显然的，因为这些区别中很多都是可以直接被人察觉到的。因此，很容易理解马和狗不属于同一个概念，而且，由于它们之间一眼看透的区别，甚至很难想象人们如何能够犯下把它们归在同一个术语下这个错误，或者在考虑到动物时会产生多少混乱。但是，有像“经济垄断”这样的一个“概念”，不同类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不能直接察觉到，这就是这些区别更容易错过或被忽视的原因，也是这些在根本上有区别的事物更容易归在同一个术语之下的原因。然而，在形成概念以识别垄断时，区分事物在根本上不同的特征，这跟形成概念以区分马和狗时一样重要。用更普遍的说法来说，形成概念时，意识到不能直接察觉到的其中的根本区别，跟认识到能直接察觉到的根本区别一样重要。

我绝没有对概念的形成进行一番彻底的讨论。这是认知论领域的职责，也是哲学家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一本主要致力于经济学话题的书，它不应该包含更多对概念如何形成进行冗长讨论的内容。但是，为了理解我说一个概念是合理或不合理的观点，某些讨论是必要的。对概念本质的了解也有助于人们理解反对市场的主张为什么是不合理的、市场为什么实际上是成功的。

完全竞争

当然，垄断经济“概念”是武断的，因为将根本上不同的东西归在一起是不合理的，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与错误的结论。自然，“经济垄断”也是建立在对竞争的不正确理解上，而很多经济学家支持竞争。这种竞争理论以“完全竞争”著称。完全竞争是一个用来描述某行业中可以存在的竞争“理想”状态的术语。对于一个将成为“完全竞争”的行业，它必须具备五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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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样一个行业中应该没有明显的准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例如，进入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不需要投入很多资本。基于此，汽车工业不能描述为“完全竞争”市场，因为生产汽车需要巨量的资本。然而，基于这个特征，由街角小贩组成的行业可以描述为完全竞争市场，因为进入这个行业只需要很少的资本。

第二，在一个完全竞争行业中应该有大量的小规模生产商。这些生产商的小规模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行业没有明显的准入障碍，从而只需要很少的资本就可以进入。

第三，一个完全竞争行业中的公司生产标准化或统一的产品（也以同质产品著称），这意味着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完全相同。在一个“完全竞争”行业中，产品中的任何差别都不能存在，因为这样的差别会引起明显的进入障碍。一些人会变得忠实于某个特别的品牌，对于新进入者来说，这会是难以克服的。

第四，在一个完全竞争行业中存在着“完全信息”。这意味着购买者与销售者都知道关于购买、销售以及生产一种产品的所有事。例如，生产者知道用来生产该种商品的所有材料在哪里销售，它们销售的单价如何。同样，购买者知道该种产品销售的所有地点以及销售的单价。在一个“完全竞争”行业中不存在“不完全信息”，因为这同样会引起进入障碍。

第五，完全竞争的公司必须是价格的接受者。这意味着它们接受自己产品的普遍市场价格，不去影响这种价格。应该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对于这种产品来说，完全竞争的公司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是如此之小，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关于这种产品价格的“完全信息”，如果一位生产商试图将他的价格提高到市场价以上，很快，他将会把他的所有生意都丢给他的竞争者。因此他接受能从其产品中获得的最高价格，而这种价格在市场中是普遍的。

对于还没有培养出像一位当代经济学家那样思维的读者来说，至少对于这些特征中的某一些来说，所谓的完全竞争与市场中竞争的实际性质没什么关系。为了看清楚完全竞争的实际性质，让我们更近地看一下这些特征吧！

这些特征有助于理解任何概念，使我们具体地理解这个概念在现实中的意义和内涵。这样做，人们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上看清一种概念是否合乎情理，或者一种概念是否是荒唐、无意义的。通过使“完全竞争”具体化，我将说明后者适用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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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考虑一下这个想法：为了有完全竞争，所有产品必须相同。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对于质量与款式的分化没有竞争。这意味着，如果完全竞争要存在，公司不能试图让它们的产品跟它们竞争对手的产品不同，或者好过后者。因此这种“竞争”概念实际上排除了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此外，如果所有产品（包括所有的汽车、房屋、手机、电脑、铅笔等等）都是相同的，这会导致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平淡而无聊，现有产品的种类就会没有变化。正如人们能轻易看出来的，这种竞争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第二，为了让人们认为是完全竞争，一个行业必须有大量的小公司，这个观点怎么样？对于积极降低成本、通过获得规模经济而取得对对手的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说，这个观点排除了它们。这可能是市场中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方面。如果每个行业都由一大批小公司组成，很多行业的成本会更高，这将导致更低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这跟竞争所获得结果完全相反。竞争才能导致更高的效率、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很多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在它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小生产者为了少量的消费者而竞争。然而，随着创新的出现，一些公司在他们的生产方法上取得进步，这些创新的公司壮大起来，通过能够达到的更低成本和价格，这些创新型公司壮大起来，扩大了市场，不能创新的公司在这个行业里被赶了出去，或者被那些扩大了的公司收购。因此，随着该行业的成熟，最终只留下少量非常大的公司。然而，该行业后一种状态是通过非常激烈的竞争获得的。实际上，一个行业（比如恰好经历了这种生命周期发展的汽车工业）中的高资本需求预示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因此，任何潜在的进入者都应该符合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当前在行业中所取得的低生产成本，以此来有效地竞争。

第三，为了完全竞争，一个行业应该没有明显的准入与退出壁垒，如何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忽略了评价竞争是否存在时人们应该考虑的两种壁垒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自然的壁垒与政府强加的壁垒。自然的壁垒，比如高资本需求、品牌忠诚度或者如何生产一种产品方面的知识，都是竞争与自愿交易的一部分。例如，通过生产消费者足够重视、不会轻易改换到一个不同品牌的产品，一个公司树立了消费者忠诚度。此外，通过竞争过程，比如通过达到经济规模，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结果，自然的壁垒产生了。

政府强加的壁垒（比如执照法，独家特许经营、关税、配额和补贴）妨碍竞争与自愿交易，它通过动用暴力来获得。政府强制阻止一些公司参与竞争（比如通过独家政府特许经营），使某些公司更难以参与竞争（通过关税、配额和许可证）或者为某些公司（通过补贴）提供一种人为的有利条件，政府强加的壁垒就是通过这些来获得的。这些形式的壁垒限制了竞争，从而使经济更没有效率。

完全竞争忽视这两种进入壁垒之间的根本差别，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归在了一起，并且认为任何壁垒存在时，竞争都减弱了。这意味着它将诸如纽约城的出租车行业与电脑硬件制造行业归在了一起——前者有相当的政府壁垒，而后者有高资本需求，并且认为由于壁垒这两种行业都缺少竞争。然而，这真是大错特错。由于高资本需求以及由此在该行业中达到的低成本，电脑硬件行业极具竞争性。在此行业中，达到低成本已经成为竞争过程的一部分。相形之下，由于市政府要求人们拥有的每一辆出租车都必须具有昂贵的牌照，纽约的出租车行业严格地限制竞争。每一个牌照都要花费大约25万美元。这种牌照强制性地将潜在的竞争者排除在了行业之外，从而保护现有的出租车公司免于竞争。

第四，为了完全竞争，一个行业中必须存在完全信息，这个观点如何？这是显而易见的荒谬。例如，这意味着，在买一本书或一张电影票之前，为了“完全信息”以及由此而来的“完全竞争”能够存在，人们应该读过这本书或看过这场电影。不然，这是人们缺乏的信息。因此，完全竞争不能存在。

完全信息意味着为了完全信息的存在，人类应该无所不知。如果完全信息在实际中存在，我们不用担心去学会如何用某种特别的方式组织经济来创造财富，因为我们会已经知道如何最好地组织经济体系，生产所有我们必需的财富。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生产方法、所有的原材料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我们不用研究经济学或任何其他学科。

有些竞争是关于信息与知识的竞争。有获得并运用何种生产方法方面的知识的竞争，有得到客户方面信息（比如运用集中的小组学习来决定他们喜欢哪种式样）的竞争，公司之间传播他们信息方面的竞争（比如通过广告）。假定我们应该有完全信息，以此拥有如上所述的竞争完美形式，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再一次被排除在外了。

第五，完全竞争的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这个观点如何？这个特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公司的定价基于他们能达到的生产成本，以及他们对产品获得需求的考虑。因此，在持续地降低成本、定下更低的价格，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方面，公司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所以，在要求企业成为价格接受者方面，完全竞争忽视了竞争的另一个方面。

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地方存在着完全竞争。有时，有人宣称在农业领域，比如小麦种植业，最接近于完全竞争，因为此行业的产品近乎完全相同，农夫们接受他们在商品市场上能得到的对其商品的任何报价。然而，即使这些行业在很多方面都不能满足完全竞争的标准。首先，进入农业行业（考虑到人们应该拥有的所有土地和贵重的机器）需要大量资本。其次，完全信息最有可能、甚至不能存在于种植业或其他任何行业（考虑到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农民，人们必须掌握的所有农业知识）。第三，由于进入种植业所需要的高资本与知识要求，进入该行业肯定有相当高的门槛。完全竞争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想法。这样说，我的意思是，它就像柏拉图神秘的形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相信所有的概念与命题都应该是不变的）一样，在现实中不存在。

完全竞争远不是竞争的理想形式（或者在根本上不是一种竞争形式），它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竞争的缺失。在完全竞争下，没有竞争来区别对待某个生产商的产品，没有竞争来获得规模经济并驱动生产商降低成本，也没有竞争来获得并传播信息。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因为它跟实际的竞争无关，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任何地方。为了符合逻辑，一个概念应该在实际上与某些存在的事物一致。

一个好的竞争概念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的，在我对完全竞争的评论中，我一直在使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认为，“竞争”这个动词意味着努力在生产与自愿交易中胜过竞争者。这意味着一个公司竭力去降低成本并定一个更低的价位，使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做广告并通过让消费者自愿地转向自己的产品来让竞争者破产。这让人们对经济体系中竞争实际上如何产生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

人们已经看到所谓的完全竞争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为什么说它是不合理的，但它与本章关于垄断的讨论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完全竞争的“概念”，人们认为，有大量小生产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生产同样产品，这个时候，竞争是最激烈的。如果人们将这作为竞争的标准，那么完全竞争的含义就是：只有一个生产商，生产一种与其他产品明显不同的产品，这个时候，竞争的对立面垄断就产生了。这是垄断的经济“概念”。为了摈弃这种不合理的垄断概念，人们必须同时摈弃完全竞争概念。

为了完全接受对垄断的合理认识——政治上的垄断，人们必须对竞争有一个合理认识。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产生的竞争是一个发生在力图让人们自愿购买其产品的生产商之间的对抗过程。当竞争——即生产与自愿交易的竞争——通过动用暴力受到限制时，它的对立面就产生了。这与垄断的政治概念一致。

完全竞争与经济垄断的伦理基础

完全竞争与经济垄断的伦理基础是平等主义者提供的，支持它的伦理标准是：利他主义。回想一下，利他主义认为，个人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是品德高尚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在各方面平等的社会是值得期待的。例如，如果我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按照利他主义，我应该做出牺牲，将我的财富给他们。如果我拥有比他人更少的财富，他们应该做出牺牲，将他们的财富给我。按照这种利他主义的平均主义做法行事，其结果会怎样？只有当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样多财富时，才不会在道德上要求某些人放弃财富。

同样，如果我拥有一些胜过他人的能力，出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目的，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放弃”我的一些能力并将它们“送给”他人。也许平均主义者会说，我应该有所收敛，这样我不至于让他人看起来更糟，造成他们对缺少天赋感觉难堪。或许我应该少花一些时间来发展我的才能，多花一些时间帮助才能欠缺的人来发展他们的技艺。他人在他们能力发展更强的领域应该也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能力一样，没有人在任何方面胜过其他任何人。

每个人都完全相同，这样产生出来的世界将是完全竞争的奇怪世界。比如，在完全竞争下，任何人在拥有的信息上都没有优势，因为生产商都会拥有完全信息。同样，每个人都会生产同样的产品，没人会有成本优势，因为所有的公司都会是一样的小规模，所有企业都会接受市场中普遍流行的相同价格。完全信息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理想。如果它是一种竞争的理想，按照平均主义，那么只要有任何方面变得不同（尤其突出）就会引发一些垄断的因素。
(13)

 一个竞争者对于另一个竞争者的优势与利他主义及平均主义完全相悖。因此，如果人们看重利他主义与平均主义（即将它们视为合理且一致的目标），人们最终会相信让所有竞争者都完全相同是有益的，并且认为让一个竞争者胜出其他人是有害的。

完全竞争是一种消除竞争中个人角色的尝试。更有意义的是，它是一种消除竞争中意识作用的尝试。这是一种建立在彻底的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竞争。它认为，个人之间的差别在竞争中不会起作用，而且，实际上，它谴责任何差别，认为它们都是所谓的垄断力量。完全竞争下的“生产者”是无意识的寄生虫，他们批量地生产相同的产品，无私地为消费者的需求服务，并且不参与创新、营销或其他任何竞争性的活动。
(14)

 这个理论忽视的是，竞争发生在个体之间。竞争基于运用其意识在生产与交易中胜过对方的个人。资本主义的敌人更愿意接受完全竞争，将其视为竞争的合理描述，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上。
(15)

 资本主义基于这样的理念：个人是价值的基本单位，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不应该强迫他们为某个群体或集体而活，或者让他们为其做出牺牲。

这样，正是对平均主义的广泛接受和基于利他主义，促发了对完全竞争与经济垄断“概念”的接受。因此，最终为了摒弃完全竞争与经济垄断，人们必须摒弃利他主义与平均主义。这些都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借以做出判断的合理标准。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说明了利他主义破坏本性以及应该摒弃它的原因。在后面的章节中，特别是关于外在性的第四章与关于环保主义的第六章，我将进一步提出利他主义破坏本性的证据。在关于经济不平等的第七章，我将说明平均主义的破坏本性，并且提出利他主义破坏本性的另一个例子。

正如经济垄断与完全竞争都是基于利他主义与平均主义一样，政治垄断和敌对性竞争都是基于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存在。认识到竞争发生于个体之间，后两者完全清楚个体在竞争中的作用。它们承认，生产源于个体理性的意识，为了合理地运用，意识需要自由。它们承认，个体拥有不同的技艺和财力，这些差别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它们承认，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生命拥有权利，活着应该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包括在经济竞争的对抗过程中胜过他人来增长财富。它们承认，当阻止个体在自愿交易中彼此竞争（即自由受到限制）时，这就导致了（政治上的）垄断。

准入壁垒

为了能对垄断实际上是什么有一个更好地了解，讨论一下某些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实际上构成垄断的是什么，哪些东西不参与构成垄断。为此目的，我将讨论几个特别形式的准入壁垒，并且在垄断的政治概念基础上评估它们。正如我已经陈述过的，一般有两种进入壁垒：自然的和政府强加的。自然的壁垒由市场的正常运转产生，是竞争的一部分；它们不会导致垄断力量。政府强加的壁垒需要动用暴力来贯彻实施，确实会引起垄断力量。鉴于此，我将分析专利、版权及商标，特许权，政府所有及补贴的企业，规模经济，独自控制某种资源的个体或公司以及网络效应。


专利
 、版权与商标


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政府动用暴力来为一个或多个销售者维系一个市场或一部分市场时，垄断力量才存在。基于此，即使人们仅仅基于垄断的经济概念，因为这些市场造成准入壁垒就习惯性地认为它们会引起垄断，而专利、版权与商标保护则不会引起垄断。专利、版权与商标保护知识产权免于在未经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被他人使用。正如政府必须运用报复性的力量来保护有形财产免于被盗一样，对于知识产权，它也必须这样做。在政府保护专利发明的应用、有版权创作作品的使用以及商标名称（包括品牌名称与公司名称）与标志的使用时，这就是政府所做的。保护专利设备、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和商标类似于保护一个人拥有的其他任何财产。
(16)



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着眼点与保护任何财产权一样，是允许财产拥有者免于遭受暴力，从而他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与福祉。但是，商标保护作为一种派生结果，也保护人们免遭欺诈。正如前面章节所说明的，欺诈是动用暴力的一种间接形式，因为有人试图在违背一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拿走他的财产。对于商标，某人使用一个公司的名称或商标，以假借的名义来获得别人的金钱时，欺诈行为产生了。例如，如果某人向一个人出售上面有微软名称及标志的软件，但微软没有生产该软件，也没有授权使用其商标，那么，购买该软件的个人就遭受了针对他进行的欺诈，因为为了获得他以为是微软的产品，他支付了金钱，而实际上，这款产品不是微软的。如果他已经知道这不是微软的产品，他不会购买这款软件，至少他不会乐意付出他为这款软件所支付的同样多的钱。

对专利、版权和商标施加保护，让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从他们的创造力中得益，有助于增进效益、提高质量并扩大产品的供应。专利为把发明付诸实际提供了经济刺激，这在无数方面改善了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清楚他人不能合法抄袭其发明的情况下，使发明者能够将其发明带入市场，专利就为此提供了上述的激励。鉴于创作者知道其他人不能合法地抄袭他们的作品，版权为他们发表书面及记录材料、创作艺术等等提供了经济刺激。许多公司明白，其他公司不能未经他们同意就使用他们的名称和标志，以此从他们的良好声誉中获利，商标为这些公司带来了经济刺激，使它们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来树立并维持良好的声誉。

取消专利和版权，一个经济体可能在短期内受益（通过在一开始就增加专利或版权保护下产品的供应）；但是，这会导致长期的损失。在这一点上，因为人们将不再能够从他们的创造中获益，促进发明和著书立说的经济刺激会消失。例如，如果处方药的专利取消了，现有药品的生产会在短期内增长。但是，我们将不会发现新的特效药品，因为不会再有经济刺激来促使医药公司投入通常必需的几十亿美元和15年时间来开发这类药物。这将最终降低经济效率和质量，减少产品的供应，从而降低生活水平。

取消商标也会由于降低效率、质量和产品供应从而降低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个生产者的产品无法区分，不会有东西刺激他们保持高质量。例如，如果任何软件制作者都可以使用微软的名称和标志，无论其产品质量多么低劣，微软都不会有动力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这种状况会引发一种动力去利用高质量生产商的良好声誉、名称与商标生产廉价、低质的产品，这会很快导致所有产品都是低质量。政治垄断的存在造成的结果跟专利、版权及商标保护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这印证了对这三种事物的保护不会引发垄断。政治垄断降低经济效率与质量并减少产品的供应，因为它们保护生产者免于竞争，从而侵犯了个人权利。

＊＊＊

以上所述是为保护个人权利、创造经济效率并提高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与侵犯个人权利、导致经济无效率并降低经济体系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种联系存在的原因是，保护个人权利对于经济竞争的产生是必需的。经济竞争只能在自愿交易的大环境中产生，后者只能在人们受到保护免于暴力侵害时（即个人权利受到保护时）存在。这就是专利、版权和商标的基本作用，它们是促使竞争产生的一部分。

保护专利、版权和商标的根本理由不是提高效率、质量和增加产品供应，其根本理由是保护个人权利。这意味着，其根本理由是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生活拥有权利，从而有权利受益于他自己思维的创造。并且，无论是发明、创作作品还是商标，人们的创造都不会被其他人剽窃或在未经创造者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换言之，任何创造者（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其他任何人而作出牺牲。效率的改进和随之而来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这仅仅是贯彻与人类生活需要相一致的法律的结果。
(17)



基于对垄断的正确理解，不保护专利、版权和商标会在实际上造成垄断。强迫性地剥夺拥有聪明才智和娴熟技艺者对他们受益于的才智与技艺，这会造成愚钝与笨拙者的垄断。这样一种局面会引起愚钝及笨拙者在政府的许可下动用暴力的行为，借此占有他们本来永远也创造不出来的东西攫取一部分市场份额，而这些市场，他们自己通过自愿交易永远都不会获得。


特许权


对于接受特许权的生产商来说，政府授权的独家特许权（比如水、天然气和电业）——在某一特别领域，使其成为某一产品的独家提供者，这是垄断力量的典型案例。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在这个地区，政府动用暴力将其他所有生产商排除在该行业之外，从而保护该独家生产商免于竞争。这导致了所有的无效率以及人们从现实的（及政治的）垄断中所能期望的质量的下降。这就是公用事业等因无效率和提供劣质服务而臭名昭著的原因。
(18)



然而，对于私人特许权，则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某个时候，汉堡王（Burger King）向某个个体出售特许权，他因而成为汉堡王产品在某一特定区域的独家提供者。这并不造成对垄断的授权，而实际上是竞争的一部分。这体现了对汉堡王商标的保护。汉堡王商标专有地属于汉堡王的所有人，他们有权批准尽可能多或尽可能少的个体使用他们的商标，只要他们认为恰当就行。未经所有人同意，允许任何人使用汉堡王的商标，这将在实际中造成违背汉堡王意愿的垄断，其原因在上面关于商标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因为对私人特许权的授权是竞争的一部分，人们不会期望看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对这种特许权的授权引起无效率和更低的生产能力。正如以上关于商标的讨论所说明的，这些特许权与效率的改进及更高的生产能力完全一致。


政府所有及补贴企业


政府所有及补贴企业（比如美国邮政局和公立学校）都是垄断的，动用暴力来为这些组织提供资金（通过税收），并保护它们免于竞争。由于对竞争的限制，这当然导致常见的无效率和质量下降，这都是人们可能看到的。人们只需要看一看邮局、公立学校和其他政府所有及运营的企事业单位的无效率及其提供的劣质服务，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19)




规模经济


通过规模经济获得效率并不造成垄断，尽管人们通常相信这样做是基于垄断的经济概念。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随着公司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大、更有效率，它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距离成为一种产品的独家供应商更近了。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明的，以这种形式进入壁垒，远不会造成垄断力量，而实际上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规模经济的取得是通过激烈的竞争降低成本而实现的，这些竞争通过积聚资本、获得生产的效率和知识、改进在这种基础能够获得的产品质量来进行。一个行业潜在的进入者如果想成功地参与竞争，必须能够实现当前处在行业中的人已经获得的低生产成本。

人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规模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与知识。如果政府为新公司提供竞争所需的资本和知识（这里的后者，也许是要求现有的公司向新进入者提供他们的商业秘密），这会造成一种垄断，那些没有获得资本与知识的人对那些已经获得资本与知识的人的垄断。政府会动用暴力对付现有的公司，强迫这些公司向新进入者提供它们的商业秘密；或者对付纳税人，让他们向新进入者提供资金，以购买资本。这会帮助新进入者进入市场，而靠他们自己通过自愿交易，他们是没法进入的。强迫当前的生产者提供知识在经济上会是有害的，因为那些被迫向其竞争者提供知识的人，不会再有那么强的动力在将来获得更多的知识，因为他们将不再能够使用这些知识来获得超越对手的竞争优势。这会降低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

另外，如果政府使用暴力来为那些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筹集投资资金的人提供这些资金，这样做将显而易见地导致经济上的无效率。为了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资金，公司应该说服投资者，为自身的优势及其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如果公司能依赖政府为它们提供资金，它们将不需要向投资者证明其投资项目在金融上的盈利能力。能够生产一种人们在实际上愿意购买的产品，而且能够富有效率地生产这种产品，冒着风险去盈利，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其负担将会大大减轻。而生产需求量小的产品的低效率公司，如果获得政府支持获得资金将会容易得多。这也会降低该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独自控制


如果通过自愿交易获得对资源的独自控制，这并不造成垄断。记住这一点：实际的（即政治的）垄断并不取决于一种产品只有一个生产商；它取决于竞争是否在被限制着。如果某人有买光一种资源所有供应的远见，这是一种基于这个人购买资源能力的成就。这样一种成就建立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并不造成对竞争的限制（实际上，它是竞争的一部分）。另外，认定并发展对某种特别资源的使用需要极大的能力。这些行为有助于增加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从铝业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个行业中，早在20世纪中期，美国铝业公司（Alcoa）就控制了很多含有铝土矿——一种从其中炼出铝的矿物——的土地。美国铝业公司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极富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公司，没有其在发现生产及使用铝的方法上的努力，铝业以及严重依赖铝的行业（比如飞机制造业）的发展都有可能以低得多的方式发展。
(20)

 当然，人们必须记住，保护资源独占者财产权的根本理由不是改进生产能力（尽管肯定会导致这种结果），而是维持这些个体为他们自己自私的追求过其生活的能力。

从某人那里拿走资源，如果他是通过自愿交易获得这些资源的，而且把这些资源给别人，这会侵犯个人权利并造成垄断。这是一种没有决心和能力通过自愿交易获得这些资源的人对那些有决心和能力的人的垄断。这样做会给那些获得这些资源的人保留一个市场或一部分市场，尽管这样做会降低经济体系的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因为公司会在将来更缺乏动力和能力去获取、发展资源的运用方法。


网络效应


关于壁垒方面的章节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所谓的网络效应（也成为网络外在性）。与上述的其他因素一样，进入壁垒不会造成垄断力量。然而，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错误，必须予以说明。

据说，在某些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随着产品销售单位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时，“网络效应”就产生了。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如果其用途有赖于其他人占有它们，或者很多用户具有了如何使用它们的专业知识，也会发生“网络效应”。换言之，一些产品的使用有一种自我增强的效应：使用它们的人越多，越有可能让随之而来的用户选择使用同样的产品。例如，电话是一种网络产品。如果某人是唯一拥有电话的人，那么，这个电话对他的价值不大。然而，越多的人拥有电话，对电话用户来说，它就越有价值，因为人们现在可以呼叫一大批人了。电脑操作系统是另一个例子。更多的人使用某一特定的操作系统（比如Windows），对于该操作系统的用户来说，它就越有价值，因为除了其他原因，这样可以更方便与人们分享文件，更容易找到系统的软件生产商，也更方便为系统寻求到技术支持。

人们认为网络效应导致垄断力量，这是因为他们造成转换成本，据说会导致“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存在转换成本是因为，一旦一种特定的标准被广为接受，让用户转到新标准，代价会很大。比如，在新操作系统的例子中，发生这样的事，其原因是换用一个新系统需要培训人们怎样去用它。此外，很难找到懂得培训他人使用新系统的人，由于该新产品的使用人员有限，很少有动机去获得培训他人的技能。同时，人们将不得不购买能与新操作系统兼容的新软件并转换旧文件，以使这些文件可以在新系统上使用。因此，对于在一开始广为接受的标准来说，人们就照这样的说法被其用法“锁定”了。一旦一种“网络产品”赢得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它就会让人们对该产品的使用产生依赖。因此，很少人将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能够并且愿意从已经确立地位的产品换成一种新产品（所谓的锁定效应），而且，其后的用户会选择使用已经确立地位的产品，因为其他人已经选择了使用它（所谓的路径依赖）。

针对这个观点，说市场失败的一个观点是，人们会锁定于一种更劣等的标准，仅仅因为这个标准是首先获得相当市场份额的。因此，有人声称，即使优秀的产品想战胜一种已经确立地位而质量低劣的“网络产品”或许也是不可能的。有人声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诸如打印机、录像机、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计算机软件（比如制表软件和文字处理程序）等等产品上。所以，人们因此而宣称市场失败，其原因是：一种劣质的产品可能会被广为接受，因为它是最早上市的，或者仅仅因为销售它的人有更好的营销策略。

承认市场失败的这种主张，首先要做的事是，即使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都存在，只要基于自愿交易确立了广为接受的标准，它们仍然不会造成垄断。然而，已经有人说明锁定效应与路径依赖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的敌人的空想，既没有经济事实的依据，也不是对事实的逻辑分析。例如，对于打印机，有人宣称，据称差劲的QWERTY键盘（以键盘左边上方的字母命名）仍然受欢迎仅仅是因为它是最早广为使用的键盘，据称更好的后来者Dvorak简化键盘（或者说DSK）没有被广泛使用是由于QWERTY键盘早期的成功。人们认为DSK更好，因为据称按键的安排能够使打字更快。“网络效应”使市场失败主张的支持者们宣称，没有人学会如何使用DSK，因为DSK难以找到，而DSK难以找到是因为没有人学会如何使用它们。然而，键盘历史的一项详细研究标明：（1）19世纪晚期，在确立标准的战斗进行时，QWERTY键盘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它作为一种更好的键盘在竞争中脱颖而出；（2）DSK没有表现出对QW‐ERTY键盘的优势。
(21)



在录像机领域，锁定／路径依赖的故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个领域里，在赢得消费者欢迎的战斗中，索尼销售的Beta带输给了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的VHS带。市场失败者宣称：Beta带有更好的画质，但由于RCA更强的市场和销售能力，VHS风行市场。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是，Beta在画质方面确实有些优势，但在播放时间方面也有重大的缺陷。在其产品开发期间，索尼认为磁带的大小将是吸引客户的关键因素，于是他继续让Beta磁带变小，跟平装书的大小差不多。而另一方面，RCA认为播放时间很重要，他们继续开发能记录整个典型长度的电影，并最终记录整个足球比赛等等的磁带。事实证明这对于VHS何以流行是决定性的因素。Beta的小长度使得磁带盒中的磁带更少，从而播放时间更短。VHS虽然长度更较长，但其画质与播放时间结合起来是消费者所喜欢的。因此，在这个市场里也是更好的产品获胜了。
(22)



其他锁定／路径依赖的传言也是如此。无论在操作系统（该领域中IBM的DOS系统完全压倒Macintosh的图形用户界面）、计算机应用（比如在文字处理和制表软件，该领域中微软的Word和Excel各自占尽优势），还是在其他市场中，更好的产品都得以盛行，因为只要竞争没有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对于所谓的网络产品，这种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一直都会很激烈。
(23)



另外，到处都有新式、更好标准的生产商战胜成型、劣等标准的生产商的动机，也到处有这些生产商可供采用的方法。首先，一种产品的优势越大，取代劣质产品所赚取的利润就越大。因此，优质产品要打败劣质产品，所有者的初期投资花费也将更多。生产商确立新产品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包括给早期使用者相当多的折扣，或者那些上交适用旧标准的设备的购买者减免部分费用。同时，为了减少换用的成本，新产品的生产商可以提供免费或低成本地支持产品服务，以此来帮助客户试用新产品。在过去，这种事确实发生过。比如，新型电脑的生产商有时提供将文件转换成新格式的服务；有线电视公司提供硬件和服务使旧电视在过渡期内适应新标准；在打印机行业发展早期，参与竞争的打印机生产商是培训打字员的重要来源；UHF电视台曾经提供过免费的UHF室内天线，一些供电企业也曾提供过灯泡。

此外，在快速扩张的市场中——在所谓的网络产品市场的早期阶段往往如此，开始时认同某一特定标准的用户数量，对比该产品以后用户的数量，通常较少。因此，新标准可能与最初被广为接受的标准不兼容这个事实无关紧要，因为可能有大批潜在的用户还没有接受任何标准。
(24)



最终，很多在所谓的网络产品市场中没有占统治地位产品的公司能够在细分市场中生存下来。对于某些公司来说确实如此，比如在个人电脑市场只有很小份额的苹果公司，以及其Be‐ta录像带在广播细分市场中存活下来的索尼公司。这表明，即使在所谓的网络产品行业中，要盈利也不需要占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这些公司真正有优质产品，它们可以利用它们的小市场份额为基础来逐步壮大并最终创造出优势产品。

尽管换用代价确实存在，但它们仅仅是公司必须应付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它们是经济上的现实事例，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它们与人们的主观愿望不一致而痛惜它们。人们不能指望某方面的现实本性不存在，人们只能接受它。抱怨竞争的本性并期望改变它（无论是不用转换成本的“完全竞争”还是别的什么）的人在试图重塑现实方面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现实是有缺陷的，这仅仅是因为现实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他们认为，渴望消除某些不能消除的东西（即期望一个“替代”的现实）是完全合理的。
(25)



正如上文所述，转换成本的障碍并不造成垄断力量，因为它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政府要施加干涉帮助一家公司克服转换成本，这会造成垄断力量，即使它正在被帮助的公司有更好的产品并将最终无需政府的帮助就能主导市场。来自政府的帮助会造成生产新产品的公司对现有公司的垄断。政府将要么不得不对纳税人动用暴力强迫他们补助生产新产品的公司，要么政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现有公司的竞争能力。虽然此类转换成本的存在并不导致无效率和对劣质标准的接受，但政府施加干涉来帮助公司克服转换成本会导致这些情况。如果公司得到补助，这会造成这些公司更加没有效率，因为它们会依赖从纳税人那里剥夺来的资金弥补它们的成本。从而，它们会更有可能不关心控制它们的成本，使其下降。另外，政府对生产劣质产品公司的帮助会帮助这些公司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它们用其他方法将没法获得这么多。同样，当政府帮助生产劣质产品的公司时，通过帮助这些公司以一种较之它们在竞争过程中用其他可行方法更快的方式获得主导地位，这也造成了垄断。

即使政府有可能在竞争中帮助潜在的胜利者，但它更有可能会帮助的是失败者。这是事实，因为：首先，好产品和有效率的生产商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就能成功。因此，有效率的生产商和优质产品的生产商将更没有可能去求助于政府。另外，政府不依照谋利动机行事，从而不具有合适的动机去确定哪些产品最有可能取得成功。一般来说，政府官员照顾有助于官员们保住权力的选民，或者官员们按照呼声最响、最有力量的压力集团的要求行事，无论一种产品有何优点或生产它的是什么人。因此，失败是正常的。很多欠发达国家政府以进口限制及补贴来保护工业，以此促进国内工业的扩张，在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失败一直是实情，政府这样做最终只是不断增加了负担，使没有效率的生产者生存了下来，进入到不确定的未来中。甚至在日本也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个国家里，曾经得意洋洋的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一直都对很多它支持——和没有支持——的行业、公司及技术做着错事。对于日本经济来说，通产省是一个净负担。尽管有通产省的存在，日本经济还是成功了，其成功之处在于它所拥有的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因素。
(26)



在结束我关于网络产品的讨论时，我必须强调：我不是在暗指在自由市场中劣质产品永远不能战胜优质产品。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一种劣质产品可能会获得比一种优质产品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是有可能的。也许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劣质产品首先进入市场或者正在由一个更好的营销团队及销售队伍策划市场、组织销售。然而，如果一种产品的优势足够大，而且，有可能相对其优势的转换成本足够低，假以足够的时日，优质产品会盛行开来。尽管人们必须记住，市场与销售产品的竞争是竞争的一部分。公司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它们不仅应该生产一种好产品来让人们购买，它们还必须善于搞好该产品的市场和销售。一种产品的市场与销售需要能力，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其关键点是更好的产品更容易在自由市场中占据优势，因为自由市场拥有它们成功所需的前提条件（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对于“网络产品”来说，市场是成功的。


准入壁垒
 ：结论


有一条原则像一根线一样贯穿这整节，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到过这条原则，这就是保护个人权力与达到更高经济效率及更高生活水平之间的联系。同样，侵犯个人权利与导致经济上没有效率及更低生活水平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说明。这种联系在我写过的每一种事例中都有。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因为生产所依赖的事物，比如价格体系和谋利动机，只能在个人权利受到保护时存在。在本书中，我将一再阐释这条原则。

竞争的本质

关于资本主义中竞争本质的详细描述会有助于人们对本章中的素材有更好的理解。在公司做决策时，比如决定如何定价或生产多少时，它们必须考虑现有的和潜在的竞争。要么一个公司以竞争决定的价格销售一种产品，要么以其竞争者或潜在的竞争者根据竞争情况确定的价格销售该产品。公司不能随意提高一种产品的价格，即它们不能在没有最终失去现有生产商或新进入者生意的情况下，将一种产品的价格提高到生产成本加上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行或平均利润率之上。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个公司对来自上面的和下面的竞争——也就是说来自供应商和客户的竞争——很敏感。例如，如果一个食品生产商随意提高其食品的价格，它会面临来自大型食品零售商和批发商的竞争（即它的客户），因为该食品生产商所定的价格体现为零售商与批发商的成本，并且，由于谋利动机，这些公司有强大的动机去尽一切可能使它们的成本维持在低水平上，从而它们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
(27)

 此外，该食品生产商如果随意提高其价格，它可能会面临来自农民的竞争（即它的供应商）。它会面临这些竞争的原因是：食品提高的价格减少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而他们会损失收入和利润。因此，谋利动机为食品生产商提供了一种动力，使他们的食品价格保持在一个价位上，在这个价位，他们从这些食品中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意，但也不至于多到鼓励新的进入者或在生意上输给现有的竞争者。

把价格维持得尽可能低，并激励生产商不断地降低价格，其关键是让竞争自由成为主流。这意味着，在经济体中不应该有政府的干涉，阻止公司随自己意愿进入、退出行业——这样做是符合公司本身利益的。换言之，不应该有政治上的垄断。在决定竞争性价格中，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即使在只有一个公司的行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也会驱使价格达到生产成本加上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行或平均利润率（或投资资本利润率）。发生这样的事的原因是，首先，如果在这个行业中高价格与高利润盛行，人们就有动机去找到该公司生产产品的替代品。如果一个公司不想遭受这种竞争的威胁，这将为它能够定下的价格施加一种限制。它就必须保持足够低的价格，从而那些可能会开发出替代品的公司所能赚取的利润率不会高于它们在其他行业能够赚取的。这样做不会给生产者带来额外的刺激，使它们开发替代产品。

其次，如果现有的公司是价格和利润高企，这个公司将是唯一既有财力又有动机去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因为高利润，该公司有更强的动机去投资更多的资本到自己的行业中，而不是到其他行业中，这是因为，根据这种性质的实际情况，相对于其他行业，该行业有着高利润。这种高利润也为扩大生产提供了财力，因为可以把它们再投资进这门生意中去。随着该公司扩大其经营，它也增加了自己生产产品的供应，导致它能获取的价格与利润下降。现有的这家公司一直都有动机去扩大自己的生产，直到最后利润率降到通常盛行的利润率（即现行或平均的利润率）。在这个时候，该公司就不再有更强的动机去扩大经营。

如果某行业中唯一的一家公司没有持续满足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或者没有根据高价格及高利润来扩大业务，这将为新进入者提供一种动力，使它们进入该行业，扩大供应，并驱使该行业中能赚取的价格及利润的下降。无论理由是什么，只要新进入者相信他们能赚取平均利润率之上的利润，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进入该行业。只有在能够赚取的利润率与其他行业相同的时候，人们才不会有额外的动机进入我们在讨论的行业中。

最后几段我一直解释的原则是利润原则的一致性。这个原则认为，在任何行业中，利润率（＝［利润／投资的资本］×100%）倾向于接近所有行业一致或平均的利润率。
(28)

 这种事之所以发生，其原因是：在其他同样情况的前提下，投资者想尽可能获取最高的利润率。因此，如果在某一行业中利润率很高，资本就会投向该行业，这会增大上述等式的分母，增加该行业的供给，并降低价格和利润率。一旦利润率足够低，以至于投资者不再有动机向该行业投资，资本将停止流入。如果在某一行业中利润率很低，资本将退出该行业，这将导致上述等式的分母减小，供给减少，并且价格和利润率上升。这种事会一直发生下去，直到利润率足够高，以至于投资者不再有抽出资本的正当理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竞争的完全自由，即使最大的公司也必须持续地创新，降低它们的成本，改进它们的生产能力，以维持它们的优势地位。事实如此，因为它们的优势地位是通过自愿交易取得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因此，它们必须持续地让消费者自愿地购买它们的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哪个公司可以躺在成就的温床上睡觉，即使最大的公司也不能。

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史上，一直以来，这最后一点已经被反复多次证明。例如，20世纪早期，在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已成为美国占尽优势的汽车生产商后，亨利·福特做了一系列糟糕的商业决策（包括拒绝承认在T型车之外开发其他车型的需要）。这使得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后来居上，占据主导地位。即使福特是占尽优势的生产商，他依然不得不创新并改进他的产品，以此来让消费者持续地购买它们。
(29)



此外，美国的汽车生产商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更小的日本汽车生产商的威胁，而且它们的市场相当一部分被后者夺走，尽管美国汽车生产商因日本出口方面的关税及配额的形式受到了极大的保护。同时，沃尔玛（Wal－Mart）超过西尔斯（Sears），崛起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是另一个例子，说明了大型、确定了地位的公司不能躺在成就的温床上睡觉，应该持续地创新并满足市场的需求，不然会面临失去优势地位的威胁。

美国经济是激烈竞争的，如果政府不给现有的生产商如此多垄断力量，它会更具竞争性。不多的统计就有助于人们看清我们的经济体所具有的竞争本性，尽管存在着政府的干预。人们只能想象如果干预不存在了，它会多么的更有竞争性，我们的生活水平会高多少。首先，1909年最大的100家生产企业中，只有36家还保存在1948年的名单中。1947年50家最大的企业中，只有25家还在1972年的名单中，5家连前200名都没进。另外，1980年财富500强名单上的公司，只有大约一半还在仅仅10年后的1990年名单里。
(30)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资本主义乃至半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本性。

基于对“完全竞争”的接受，人们相信垄断力量在经济中有很大的影响。
(31)

 事实如此，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明的，这种“竞争”在现实中不存在。因此，人们相信实际上整个经济都被“垄断”的某个方面败坏了。这种信念被这样的调查所证明：人们认为公司有很大的权力把它们的价格大大提高到它们的成本之上。这些调查表明，很多人认为企业税后利润通常占销售收入的大约25%至30%。然而，实际上的税后利润仅占销售收入的4%到5%。
(32)



一名经济学家，阿诺德·C.哈伯格（Arnold C.Harberg‐er），甚至试图衡量在美国由于所谓的垄断力量造成的损失（就消费者的福祉而言）。这些损失据称是由“垄断企业”能够取得的更高价及它们能够赚取的更高利润造成的。他用生产成本加上现行或平均利润率作为实验。高于平均数的利润率是垄断的迹象。他发现损失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1%。随后的发现稍微提高了这个数字。他们发现损失在GNP的0.5到2之间，接近于下限的估计更有可能。这个估计说明，目前只发现所谓的垄断力量造成了很少的损失。
(33)



当然，如果人们运用生产成本加现行利润率来衡量是否有垄断力量存在，人们不会有多少发现。这是因为，由于谋利动机和竞争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于利润原则一致性的要求，价格会被驱使降到成本加现行利润率的水平。如果利润率高，资本会流入该行业，相对于需求，供给扩大了，价格和该行业中能够赚取的利润在竞争驱动中下降了。如果利润率低，资本会流出该行业，相对于需求，供给减少了，价格和该行业中能够赚取的利润提高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商能够集中生产那些需求最旺盛的产品，并且避免生产那些需求最低迷的产品。产品需求最高的行业，价格与利润最低。产品需求最低的行业，价格与利润最高。高利润为扩大需求最旺盛的行业提供了最大的刺激，而低利润（或损失）为收缩需求最低的行业提供了最大的刺激。所有行业中，无论该行业中有多少企业，只要存在着竞争的自由，都在发生着资本从低利润向高利润行业流动的事。

最后，即使是上述数字也高估了“垄断”造成的损失。该项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因以下原因赚取的高利润：生产高质量产品、达到极低生产成本、或者更好地预见到消费者需求的转换。如果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实际上，所谓垄断造成的哈伯格试验中的损失可能会不存在或非常接近它。
(34)



结论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垄断不是由自由市场引起的。它们只是由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造成的；在政府给某些公司凌驾于其他公司的特权时，垄断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竞争激烈，一般来说，经济体规模越大，一个行业中的公司数目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因此断言某些公司在市场中获得了垄断力量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说法远非对市场的批评，而仅仅是表明，一些人对竞争和垄断有着不正确的理解，接受了不适当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平均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应采取的正确行为是：不要在没有适当根据的情况下谴责市场，而应该驳斥并谴责所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不合理的概念。一旦人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明白，市场在造成最大程度的竞争方面是成功的，也成功地导向了最大的创新、最低的价格、最丰富多样的产品和可能最好水平的生活。

--------------------


(1)
 实际上每个经济学“原理”教科书都以这个方式或类似方式定义垄断，这个事实证明了对垄断这个定义的广泛接受。例如，参见戴维·C.科兰德（David C.Colander）《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第5版（New York：Mc Graw－Hill／Irwin，2004年），第264页。


(2)
 很多拥有政治垄断的小型销售商对抗一个大型销售商，这样的例子出现在对抗沃尔玛的零售商业中。一些城市和国家的政府通过法律阻止沃尔玛进入它们管辖的地区。这些法律设定了商场大小的最大限制（以平方英尺的数目来衡量）。这些大小方面的要求比沃尔玛想实现高效经营的规模小。因为这些法律强制性地阻止沃尔玛以其认为足够的经营规模进入一个市场，所以说它们在动用暴力对付沃尔玛。因此，其更小、更没效率的对手受到保护，免受来自沃尔玛的竞争。于是，一部分市场保留给了这些更小的商店，从而它们拥有政治垄断对抗一个大销售商。即使沃尔玛决定以一家低于最大合法大小限制的商店进入该市场，情况也会是这样。当然，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仍然有针对沃尔玛动用的暴力，以阻止其建成更大的商店。然而，另外的事实是，因为沃尔玛不能达到有效率的水平——这种水平本来可以通过更大的商店来达到，它不会在竞争中表现得同样富有效率。这样，小一些的商店将能够保留一部分生意，如果允许沃尔玛建起更大、更有效率的商店，这些生意就会保不住。因此，通过动用暴力，仍然有一部分市场保留给了小一些的商店。 一个拥有政治上垄断的销售商对抗一大批小型销售商，一个这样的例子是美国邮政。因为对任何其他零售商来说，递送特快邮件都是非法的，所以在这方面，美国邮政拥有政治上的垄断。如果这种垄断力量取消了，很有可能，一大批小型零售商（比如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安邦公司［Airborne Inc.］，也许还有其他的公司）会参与到特快邮件递送的竞争中来。


(3)
 一名当代的经济学家可能会争辩说，对于在生产某种产品方面有“垄断”的公司来说，同时不得让该产品有紧密相关的替代品。实际上，经济学家有时将垄断定义为在已给定区域，一种没有紧密相关替代品的产品只有一个销售商。基于此，他们可能认为我对垄断经济概念的批评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这个附加的条件。然而，将“没有紧密相关替代品”这个条件加入经济垄断的定义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使加上了这个条件，这个定义仍然需要对这样一个前提的接受：垄断的确定是建立在一家公司是否为一种产品的独家供应商基础上的。这个附加条件仅仅是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用它来确定一家公司是否在实际上是一种产品的独家供应商（或者它离成为一种产品独家销售商有多近）。在我反对垄断经济概念的争辩中，我并不是在对应该用什么作为基础确定一家公司是否是一种产品的独家销售商进行诡辩。我说的是，无论一家公司是否是一种产品的独家销售商，它从根本上都不能用作人们确定一家公司是否垄断的标准（无论人们会怎样确定该公司是否是这种产品的独家销售商）。


(4)
 是什么使得一个概念合理或不合理，对于这更详细的解释，详见本章中名为“重要的认识论探讨：概念的性质”的一节。同时，从技术上来说，垄断经济概念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一个不合理的概念，而在于“垄断”这个概念已经被错误定义了。明确地说，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建立在非本质特征上的。为了合理地定义一个概念，应该基于其本质特征来定义它。但是，在这里我将垄断的经济概念视为不合理的概念，因为基于非本质特征定义一个合理概念的错误等同于形成一个不合理概念的错误。基于非本质特征定义一个合理概念，这个概念将转换成了一个不合理概念在认识论上的对等物。对于定义概念的合理方法，详细的讨论详见安·兰德《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第2版（New York：Meridian，1990），第40—54页，以及莱昂纳德·佩科夫《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New York：Meridian，1991），第96—105页。


(5)
 人们也许会说出下面的话来对此作出回应：确定一家公司是否是垄断企业的，不是一个特定的数值，而是一家公司随着其市场份额的增长获得了更多的垄断力量。然而，这仍然是武断的，因为市场份额到什么水平一家公司才开始获得垄断力量？在50%时？25%时？如果在25%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不是20%甚至是10%？市场份额到什么水平竞争才开始消减，垄断才开始增长？


(6)
 在微软的案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主观主义，这个案例中，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宾菲尔德·杰克逊（Thomas Penfield Jackson）裁决微软是一家垄断企业，并且裁定微软解体，而联邦上诉法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并驳回了解体的命令。这种主观主义也能在当代经济学家对微软的评论中看到。例如，详见S.查尔斯·莫瑞斯（S. Charles Maurice）和克里斯托弗由于所谓的垄断力量R.托马斯（Christo‐pher R.Thomas）《管理经济学》（Managerial Economics），第7版（New York：McGraw－Hill，2002），第482页。当代经济学家没法在微软是否是一家垄断企业上达成一致，这是因为他们的结论建立在垄断的主观概念上。


(7)
 更明确地说，客观上，我的意思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合理分析，人们能够确定哪家企业是垄断的，哪家不是的。


(8)
 我对概念的探讨是建立在安·兰德概念理论的基础上，是非常简洁的。这个理论更详细的讨论，详见她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第10—18页，第49页和第62—74页，以及《阿特拉斯耸耸肩》35周年纪念版（New York：Signet，1992），第934页。也请参看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73—91页，第105—109页和第113—116页。


(9)
 这个例子，我感谢佩科夫。详见他的《客观主义》，第107页。


(10)
 这个例子，我感谢安·兰德。详见她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第45页。


(11)
 这五个特征的典型陈述，详见罗杰·A.阿诺德（Roger A.Ar‐nold）的《经济学》第5版。（Cincinnati：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2001），第501页。


(12)
 我对完全竞争的批评基于F.A.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92—106页，以及乔治·瑞斯曼的《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集》（Ottawa，Ill.：Jameson Books，1996年），第430—432页。


(13)
 公司之间差别很小，从而有一些所谓的垄断力量存在，当代经济学家用来描述这种情形的术语是“垄断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14)
 这一点，我感谢于约翰·里德帕思。详见他的《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Why Businessmen Need Philosophy）中的“反垄断的哲学起源”，理查德E.拉尔斯顿（Richard E.Ralston）编（加州埃尔文市：安·兰德研究所出版社，1999年），第167—181页，尤其是178—179页。


(15)
 这些敌人包括几乎所有当代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接受完全竞争正确性并相信混合经济或福利国家——这跟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的人。更认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比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倾向于拒绝接受完全竞争的正确性。


(16)
 在保护个人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之间有一些差别，我将不在这里讨论。比如，存在有时间限制，从而某些知识产权的保护（比如专利和著作权）也有时间限制，而对于有形财产权利，则没有时间限制。这是必要的，为什么如此的讨论，详见安·兰德的《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New York：Signet，1967年），第130—134页。


(17)
 正如人们会看到的，保护专利等等的最终辩护理由是：它是该做的合乎道德的事（因为它与人类生活的需要一致）。保护专利等等提高了生活水平这个事实，在道德与现实之间——也可以说，在这个事例中，就道德与经济学之间没有冲突这个理念来说，仅仅是一个例子。在道德上是对的东西在现实中才导向成功。利己主义是道德的合理标准（即以自我为中心是合乎道德的），并且，基于此在政治与经济中贯彻实施利己主义时，它就会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平和人类生活的繁荣（换句话说，它导致实际的成功）。同样，在道德上错误的东西在现实中导致失败。利他主义是不道德的，这也就是在运用于现实中时利他主义导致失败的原因。不保护专利等等是将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付诸实践的一个例子，因为这样做，那些有能力做出创造的人就为那些没有能力的人作出了牺牲。这样做导致的错误是：它阻止了每个人运用思维改善自己的生活及幸福。当然，这降低了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并因此降低了整体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阐明道德与实际（或者说道德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并已在本书中给出的例子是资本主义的道德本质及其在实践中导致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的非道德本质及其在实践中导致的失败。本书将提供更多的例证。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看“后记”。


(18)
 当然，即使政府允许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有不止一个的生产者接受特许权，也会造成政治垄断。


(19)
 邮局和公立学校没有完全垄断市场。由于这些行业中某些竞争者的存在，它们的垄断力量限于一定的程度。然而，竞争在这两个行业中都是有限的，还有补贴提供给邮局和公共学校。这使得它们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力量。此外，今天的教育奇差无比，在补贴和缺乏竞争之外，还有更根本的原因。关于这，请参见莱昂纳德·佩科夫编《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的论文集》（The Voice of Reason：Essays in Objectivist Thought）（New York：Meridian，1989年），第209—232页。


(20)
 更多关于美国铝业公司的讨论，详见戴维·B.科佩尔的（David B.Kopel）《微软之后的反托拉斯：数字时代反托拉斯的退化》（Antitrust After Microsoft：The Obsolescence of Antitrust in the Digital Era）（Chica‐go：The Heartland Institute，2001），第118—121页。


(21)
 参见斯坦·J．利博维茨（Stan J.Liebowitz）和斯蒂芬·E．马戈利斯（Stephen E.Margolis）名为《胜利者、失败者和微软：高科技中的竞争与反垄断》（Oakland：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1999）的书，第11—14页和第19—46页。该书驳斥了很多“锁定效应”及“路径依赖”理论提倡者提出的谬论。


(22)
 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胜利者、失败者和微软》，第120—127页。


(23)
 关于操作系统，参见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的《胜利者、失败者和微软》，第127—129页。关于文字处理与制表软件，参见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的《胜利者、失败者和微软》，第163—200页。


(24)
 关于本段及前面一段的这些问题，参见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胜利者、失败者和微软》，第22页和第109—112页。


(25)
 关于重写现实的谬误，参见安·兰德《哲学：谁需要它》（Phi‐losophy：Who Needs It）（New York：Signet，1982年），第30页，以及佩科夫《客观主义》，第26—30页。


(26)
 欠发达国家政府支持工业与公司失败的例子，参见海因茨·科勒（Heinz Kohler）的《经济体系与人类福利：一次全球调查》（Economic Systems and Human Welfare：A Global Survey）（Cincinnati：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1997年），第266页和第623页。关于MITI的失败，参见科勒的《经济体系与人类福利》第403—405页和卡尔·津斯迈斯特（Karl Zinsmeister）的《MITI鼠》（MITI Mouse），选自《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第64期（1993年春季）第28—35页。


(27)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恰好已经存在于食品制造业中。很多杂货店在这门生意中竞争。它们的“商店品牌”为对抗品牌食品生产商提供了激烈竞争。


(28)
 对于这句话中的等式，“投资的资本”这个词指的是投资有形资本的货币价值。


(29)
 更多关于福特错误商业决策的讨论，参见埃德温·A.洛克（Ed‐win A.Locke）的《大推手：伟大财富创造者的特质》（The Prime Mov‐ers：Traits of the Great Wealth Creators）（New York：AMACOM，2000），第126—127页，第149页和192页。


(30)
 参见詹姆斯·D.格瓦特尼（James D.Gwartney）与理查德·L.斯托普（Richard L.Stroup）的《微观经济学：私人与公共的选择》（Mi‐croeconomics：Private and Public Choice），第8版（Orlando：Harcourt Brace＆Company，1997年），第282页。财富500强是基于年度收入的500家最大的美国公司。


(31)
 用于这个据称普遍存在的垄断力量的术语是“垄断性竞争”和“寡头垄断”。


(32)
 格瓦特尼和斯托普，《微观经济学》，第281页。


(33)
 参见阿诺德·C.哈伯格的《垄断与资源分配》（Monopol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选自《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4期第2号（1954年5月）：第771—787页，看他的发现。参见F.M.谢勒（F.M.Scherer）的《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第2版（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0年），第464页，作为随后发现的一个参考。


(34)
 垄断力量造成的唯一实际损失是那些已经在政治意义上被赋予了某些垄断力量的企业造成的，在哈伯格的试验中，政治意义上的垄断力量并不一定会显现出来。这是事实，因为垄断力量倾向于引起高成本和高物价，而不是高利润。



 第三章　《反托拉斯法》与掠夺性定价

导读

《反托拉斯法》与市场失败的问题相关，据称这种法律对于纠正存在的所谓市场失败是必需的。明确地说，为了控制某些公司获得的所谓不断增长的垄断力量，它们是必需的。从经济上来说，这些法律的愿望是建立在不合理的经济垄断概念上的。从更根本上来说，这些法律的愿望基于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以及经济与政治力量之间模棱两可的概念。本章中，我将说明《反托拉斯法》远远没有阻止垄断，而实际上造成了垄断。为了理解其原理，人们必须对垄断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即基于政治概念的理解），对于这，你们这些读者现在已经有了。

掠夺性定价也与《反托拉斯法》有关。说这个话题与这些法律有关，是因为《反托拉斯法》中的有些条款关注于认定这种活动非法性。人们相信，大公司一贯都参与掠夺性定价。我将说明这不是真实的。我将说明，如果大公司在这方面存在这种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这样做是不盈利的。为了开始本次讨论，我必须首先解释一下“托拉斯”（trust）这个词的意思。

《反托拉斯法》


托拉斯是什么？


托拉斯是19世纪晚期将公司合法地联合或合并起来的一种方法。直到美国南北战争后，公司法还没有为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并提供一种途径。托拉斯运动执行了这种功能。创立一家托拉斯，两家或多家公司的股权都交付给一个第三方受托人。然后该受托人把这几家公司当做一家公司来运营。托拉斯运动使获得相当量的规模经济成为可能，从而，在十九世纪晚期，对比其他方法，它有助于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更快的经济进步速度和更低的物价。由于随着铁路兴起而来的交通成本的急剧下降，托拉斯运动成为了可能。它使得生产集中于一些大的工厂，产品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在广阔的领域里扩散。美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取得了最快的经济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托拉斯的兴起。


为何人们需要
 《反托拉斯法
 》？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随着公司通过托拉斯彼此合并，更少更大的公司产生了。很多人基于对“经济垄断”不断增长的恐惧提倡《反托拉斯法》。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对于更少更大的公司来说，只要还存在着竞争的自由，就没什么好恐惧的。然而，这些恐惧在《反托拉斯法》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恐惧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模糊概念基础上的。在下面，我将更详细地讨论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本质，以此来帮助人们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另外，有些人，比如和更大的托拉斯竞争的小企业主，想通过《反托拉斯法》来限制他们更大、更有效率的对手，以此获得垄断力量。其他人想击败已经通过托拉斯运动获得成功并收获了巨大财富的企业。这里，人们看到了工作中的利他主义道德准则，因为这是一个想为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而牺牲，并使之得到成功的人的事例。此外，一些政治家想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并更多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其他人害怕，正如它会看起来的那么令人惊异，托拉斯运动会最终导致一个公司拥有这个国家所有的生产资产。其实，他们害怕的只是存在着一个在经济上垄断的巨型公司。

后面一个《反托拉斯法》的辩解理由基于这样的愿望：阻止某些人的是社会主义的想法在美国得以确立。一个拥有所有生产资产的巨型组织确实有社会主义的表象，这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以这种方式到来。然而，这不是某种社会主义。

即使一家公司在最后确实拥有所有生产资产——这非常有可能不会发生，如果这种地位是通过自愿交易获得的，这也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家公司仍然会面对潜在竞争的威胁，从而只能够在继续创新、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并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它包揽市场的优势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什么可害怕的，即使在这个荒诞的例子中，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通过自愿交易实现的，而是通过动用暴力从个人那里没收所有财产并将其置于政府的控制下实现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家公司不会到最后拥有所有生产资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看到公司“抛弃”（或剥离）不盈利的资产，因为它们不能有效地运营它。另外，人们经常看到公司解雇工人，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大且没有效率了。只要有人认为他们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生产某种更好产品的工作，一家公司就不会获得所有的生产资产。一家公司的顶层管理人员会离开他们的雇主，开创自己的生意，并且与他们的老雇主竞争，这非常普遍，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组织才会获得所有的生产资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在所有产品的供应方面有（政治）垄断。


经济与政治权力


对大公司的恐惧，一个主要的来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模糊概念。因此，应特别关注这些类型的权力。这两种权力之间的模糊概念导致很多人相信，通过《反托拉斯法》控制大公司获得的经济权力有合法的需求。实际上，正是这种模糊概念导致人们相信：经济体系中有一家拥有所有资产的巨型公司，这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尽管如此，这些权力是两种截然不同形式的权力。这里，我将说明为何不用害怕经济权利，从而为何不需要法律来控制它。实际上，我将说明一个人获得的经济权利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

经济权力是通过自愿方式获得的：生产和交易其他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政治权力是通过威胁及使用暴力获得的：对他人运用强制及胁迫手段。正如安·兰德所描述的，“经济权力是通过积极方式，即为人们提供奖赏、激励、报酬和价值来实施的；政治权力是通过负面方式，即惩罚、伤害、拘禁、毁坏的威胁来实施的。商人的手段是价值；官僚的手段是恐惧”。
(1)



一个人获得的经济权力对任何人都不是威胁。第一章中讨论的比尔·盖茨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观点。对于比尔·盖茨来说，要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力（即在他的控制下获得更多的财富并拥有更多的生产资产），他必须生产并提供其他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他必须让其他人自愿购买他不得不销售的东西。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比尔·盖茨（或任何其他人）不能拿着一支枪对着人们的脑袋，强迫他们购买自己的产品。因此，他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力后，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都受益了。他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他的生意扩大了；他的客户获得了更好的电脑软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意伙伴在经济上的权力越多，这个人就会越富裕，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生意伙伴在生意中能提供更多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生意伙伴在经济上权力更大，他们就能够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而且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因此，一个人获得了经济权力，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受益。
(2)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明的，无论一家企业有多大，为了在商界立足，它都必须生产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如果一家大公司生产无价值的产品，没有人愿意购买，这会让自己破产。
(3)

 正如哲学家哈里·宾斯旺格所说的，“一家企业只能向你出售产品，从而扩大你面对的机会。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一家企业提供给你的选择是：‘通过与我们交易增进你的幸福，要么按你自己的意愿行事。’一个政府，或者任何暴力使用者，提供给你的选择是：‘照我们命令的做，要不取消你的自由，没收你的财产，夺去你的生命。’”
(4)



基于此次探讨，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一个人有过多的经济权力是不可能的。更多的经济权力仅仅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供给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相信一个人能够拥有过多的经济权力，等于相信人们的生活水平能够过高。这样做是相信人们能够非常富有创造力地工作，并从而非常有力地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于政治权力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如果允许政治权力超越合适的界限，它会变得危险。正如我第一章中所说明的，如果政治权力用于对个人动用暴力，它会是一种危险。这就是政治权力必须严格控制的原因。必须通过一部严格限制政府使用暴力的合理法律来控制它，从而只在报复动用暴力的人时才使用暴力，即只在保护个人权利并不侵犯这些权力时才使用暴力。

对于这一点，人们也许会问：不能运用经济权力来获得政治权力吗？如果这样，经济权力不会因此变成一种对人们的威胁？例如，如果一名富有的商人运用其财富从政府那里获得特别的照顾，这个事例中的经济权力不是对人们的一种威胁吗？这个问题的毛病在于，在问这个问题时，提问者混淆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区别。在混合经济中，一个人可以运用他的财富从一名政客那里“买到”照顾，或者自己投资参加竞选，赢得选举，并运用自己新获得的政治权力来动用暴力对付别人。但是，在这里，成为一种威胁的权力是已经超出了其合理范围的政治权力，并不是经济权力本身成为了一种威胁。

一个政府可以利用其权力攫取财富，提供特别优惠，限制竞争，将人们送进集中营，或者出于很多其他目的动用暴力。但是，在政府做这些事时，成为威胁的正是政府的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权力——生产与交易的权力——被用来伤害人们。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一个人有多富，他都不能（合法地）运用他的财富来动用暴力对付别人。即使他运用自己的财富投资某个人的竞选活动，任何获得的政治权力都仅限于保护个人权力。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论多少财富都不能用来收买政治上的照顾，因为政府不是照顾人的事业。它唯一的“事业”是保护个人权力，这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

混合经济引起的问题，其解决办法是不要让政府进一步干预，以此来防止其获得经济权力。政府的干预只会加强政府的政治权力，使其进一步超出合理范围，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威胁。解决的办法是确保政府的权力限于其保护个人权力的合理职责范围内。这意味着，解决办法是放弃混合经济，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政治权力将不再是任何人的威胁。

如果人们不理解政治与经济权力之间的根本区别，人们会相信，如果有人有太多的两种权力之一，两者都会是对人们的威胁。理解了这两种权力根本不同的本性，人们才能看清经济权力对任何人都不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有利）。人们同时也可以理解到，没有必要出台诸如《反托拉斯法》这样的法律来控制这种权力。需要控制的是保护人们免遭威胁的这种权力：政治权力。换句话说，需要控制的是限制政府，让其仅仅执行保护私人权利的恰当职责。


什么是
 《反托拉斯法
 》？


归入《反托拉斯法》范围内的，有很多专门的法律，我不会在这里把它们都列出来。另外，我不会详细地描述我列出的这些法律。我只陈述一下足够让大家明白《反托拉斯法》本质的东西。

第一步部《反托拉斯法》通过于1890年，是《谢尔曼法》（Sherman Act）。这部法律有两条。第一条有一段说：“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或密谋策划联合起来，限制几个州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这样的所有合同都是违法的。”第二条有一段说：“可能垄断，或试图垄断……几个州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任何部分，都应视为重罪……”
(5)

 简而言之，这个法案规定形成托拉斯、“限制”贸易并形成垄断（基于垄断的经济“概念”）是违法的。

《克莱顿法》（Clayton Act）通过于1914年，是下一部《反托拉斯法》。这部法案宣布很多据称会导致垄断的具体商业行为非法。这些规定包括：（1）公司合并，其结果是极大地减少了竞争，或者有引起垄断的趋势。（2）用合同将供方与买方约束起来，买方不得使用与供方竞争的供应商的产品。（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在一家汽车代理商处买一辆车，作为购买合同的一部分，该汽车代理商要求这个人买车和付款分开进行，所有的服务工作都在该代理商处进行。这里，这些服务工作都与购买汽车联系在一起。）（3）互兼董事职位，这种情况出现在同一个人在相互竞争的公司（比如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任职的时候。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也是在1914年通过的。这部法案宣布商业竞争中的“不公平”方法为非法。我最后要讨论的《反托拉斯法》是1936年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除其他规定外，这部法案禁止：在成本差异不能证明价格差异合理时，购买者之间存在的价格歧视；供应商向消费者提供折扣，除非这种折扣提供给所有消费者；以及所谓的掠夺性定价：一个行业中一家大型或主要的公司暂时、随意地降低其价格，以损害或消除弱小竞争对手，从而它可以在后来提升价格到远高于成本的行为。这些被《罗宾逊－帕特曼法》禁止的行为据说能够减少恶性竞争。

《反托拉斯法
 》的本质


对于《反托拉斯法》，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是它们是如何的主观和随意。例如，《谢尔曼法》宣称“限制”贸易和试图“垄断”贸易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克莱顿法》宣称，在“极大减少”竞争的合并是违法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认为商业竞争中的“不公平”方法是非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限制”或“垄断”贸易的行为？同样，什么时候竞争“极大减少”了，什么样的竞争方法是“不公平”的？一家公司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生产一种优质产品是“不公平”的吗？如果最后它促使其竞争对手破产，它会因“限制”或“垄断”贸易而有罪吗？也许这取决于它致使破产的对手数目？如果是这样，它应该致使破产多少家？两个？三个？它们所有公司？哪种合并“极大减少”了竞争？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非常不同的答案，所有答案似乎都是正确的，因为托拉斯法是随意而主观的，因此基于它们做出的任何断言都将是随意而主观的。在《反托拉斯法》的历史中，这恰好是人们诠释并应用它们的方式。
(6)



有这样主观而模糊的法律，一名商人应该如何做才能知道他在触犯法律呢？在被控告前，一名商人应该如何才能知道他在从事一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或者在他被告知前，应该如何才能知道一项合并会“极大地减少”竞争呢？好的法律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有了好的法律，人们就会在被控告违反法律之前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这部法律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例如，有了关于谋杀的法律，在违反它之前，人们就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这部法律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确切地知道违反了这部法律后将不得不做什么。对于《反托拉斯法》来说，却不是这么回事。

由于《反托拉斯法》的主观本性，已经硬生生地促成了美国商业的瘫痪。由于害怕从事某些商业行为后，这些行为被宣布为非法，商人们肯定（而且已经）不愿意在经营他们的企业时采取某些行为。对比在其他情况下可能的局面，这使得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下降了。

此外，请注意《反托拉斯法》如何禁止作为实际竞争组成部分的某些活动。它们禁止作为商业竞争——自愿交易背景下生产与销售一种产品或服务——那部分的某些活动。例如，它们禁止价格歧视，即使对不同的人要不同的价是试图让个人自愿购买某个产品的一部分。同时，它们还禁止连锁合同、互兼董事职位、对客户的折扣和很多合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自愿交易的一部分，从而是经济竞争连续过程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活动都不牵涉暴力的运用，从而它们都不处于经济竞争的范畴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公司连锁合同的事例。这就是对微软的一项控告。微软要求电脑生产商不要删除微软的互联网浏览器，不允许使用另一个与之形成竞争的浏览器（Netscape）的显示，以此作为接受在他们的产品上安装微软Windows系统的一项许可。这是微软将其浏览器与Netscape的显示和使用Windows的许可证购买捆绑在一起的一个案例。反托拉斯支持者的主张是，必须运用《反托拉斯法》来阻止微软运用其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为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获得互联网浏览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如果允许微软这样做，据说这会降低竞争，造成微软的“垄断”。

《反托拉斯法》的支持者们没有认识到是，微软的行为与企业之间的自愿交易和竞争完全一致。为了能自愿交易，双方都应该同意交易。无论交易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规模多么大，在经济上多么强大，这都是必需的。经济上强大的一方必须自愿同意交易，就像经济上弱小的一方也必须自愿交易一样。弱小的一方没有权力让政府为了他的利益施加干预并强迫强大的一方参与交易。弱小的一方没有权力让政府强迫强大的一方“同意”他认为难以接受的交易条件。如果弱小的一方这样做了，它在动用暴力对付强大的一方上就是有罪的。这里，弱小的一方因为得到垄断力量（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即政治意义上）而有罪。

微软可能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上有优势地位，但这是它通过自愿交易来获得并维持的一种地位；它没有在任何政府保护的帮助下来获得这种地位。另外，在微软对电脑生产商提出要求，将其作为销售微软产品的条件之一部分，这也是自愿交易之一部分。微软产品潜在的购买者没有被强迫购买它的产品。他们可以一直拒绝这样做。无论购买者认为购买微软产品的销售条件多么“不公平”，这都适用。

人们必须时刻谨记，Windows是微软的财产，除微软之外，没有人有权规定它的销售条件。因此，无论微软（或其他任何公司）变得多么有优势，为了自愿交易进行下去——为了个人权利得到保护，微软必须能够确定其产品的交易条件。获得优势地位、能够为某个公司的产品设定有利于自身条款是自愿交易和竞争的一部分。
(7)



微软一直以来极富创造力，并且已经赢得了优势地位。例如，它是第一家基于个人电脑为IBM开发商业上可行的图形操作系统的公司。它将自己的产品整合在一起（比如Windows和Internet Explorer），使得计算机技术运用起来更容易。它持续地创新，并不断地降低其产品价格（甚至免费让人使用Internet Explorer），这使得它的竞争者也必须这么做。

人们必须记住，获胜是竞争的一部分，通过成功的竞争，某些公司会变得比其他公司更大。在一家公司获得优势地位之后，竞争并不会马上消失。这样一种优势地位是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得的，同时，我在此强调我在前面章节所陈述的内容：只有少量大公司的行业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如果一家公司想在这样的一个行业中有竞争力，它必须通过规模经济达到现有公司所获得的低生产成本，并且它必须能够媲美其他所有公司的高品质。
(8)



另外，人们必须记住，在一个存在着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一家公司只有通过让人们反复地购买其产品才可以维持优势地位。因此，这样一家公司必须坚持不懈地创新，以此维持其优势地位（即它必须一再地在竞争中成功）。如果它没有持续地向市场中的个体提供需要的东西，它会失去其优势地位。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地证明过。
(9)



微软（和每个公司）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是合理的，无论它确定何种客户可能会支付的价格。在经济上，当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且自愿交易存在时，每个人都是胜利者。随着公司在这种背景下互相竞争，效率提高了，新产品开发了，财富供给增长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在道德上，微软的拥有者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与财产有权利，同时也应该用它们来追求自己合理的私利。

人们用《反托拉斯法》来抨击微软，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种将其扳倒的愿望之上的，因为它一直都富有创造性，而且很成功。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腐败的利他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动机。它基于保护那些在生产上不熟练和不成功（或更不成功）的企业而牺牲成功企业的愿望。
(10)



微软不是唯一一家遭受人们用《反托拉斯法》打击的富有创造力和成功的公司。在整个《反托拉斯法》的历史上，它们一直被用来打击富有创造力和成功的公司——从1911年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1945年的美国铝业公司到20世纪70年代的IBM公司；还有很多。上面提到的这三家公司各自都是石油产品、铝业和电脑领域的主要创新者。这里简单地列一下它们的成就。从1870年到1897年，标准石油驱使煤油的价格从30美分下降到6美分；从1880年到1890年，它促使石油价格下降了61%；它还从石油中开发了300种不同的副产品，比它的竞争者高效得多。美国铝业使铝锭的价格从1887年的每磅5美元下降到1937年的每磅22美分。IBM对它的电脑做出了很多改进。在司法部对其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时，它或许是美国最有创造力的公司。这些公司受到打击，其原因是它们增长得太快，赚了太多的钱，而且太擅长竞争。
(11)

 牺牲最有成效的个人与公司，其经济结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会导致更低的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
(12)



在经济上，《反托拉斯法》建立在经济垄断的不合理概念上。它们基于这样的信念：一个行业中，公司越少，这些公司拥有的垄断力量就越强。事实不是这样的。正如第二章所说明的，垄断的存在意味着竞争已经限定在某些方面了。然而，公司通过自愿交易获得优势地位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限制竞争的唯一途径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某个人）抑制或阻止竞争。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垄断力量才会产生。

《反托拉斯法》不但不减少公司拥有的垄断力量，还在实际上造成了垄断力量。它们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政府动用暴力，阻止拥有进入一个行业并且（或者）主导这个行业天赋和能力的个体，不让他们施展这些天赋和能力。对于那些受到保护，免于与那些会进入一个行业甚至（或者）主导这个行业的竞争的公司来说，反垄断法使它们有了垄断力量。通过运用这些法律打击某些公司，阻止它们参与竞争（或者通过阻止这些公司更有效地参与竞争），这些法律减弱了竞争。在某一个特殊行业，受到《反托拉斯法》保护的公司，比起它们没有受到保护时会出现的竞争现实，从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人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反托拉斯法》造成了垄断力量，这减弱了竞争，事实上，21起反托拉斯诉讼中，有20例是由私人当事人提出的。
(13)

 某些公司提出这些诉讼来限制他们占据优势的竞争对手。微软的诉讼为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这桩诉讼中，在宣称微软正在以其“垄断力量”伤害消费者，政府应该运用反垄断法对此有所作为方面，网景、太阳微系统和美国在线（微软在互联网浏览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和在线服务领域的各自竞争对手）是表现最积极的几个公司。在自由市场中，某些公司向政府寻求保护，以避免竞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反托拉斯法》应该取消，因为它们侵犯了个人权利，在经济上具有毁灭性。这些法律在经济上具有毁灭性，是因为它们减弱竞争，降低了经济效率、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生活水平。另外，即使很多人认为通过阻止经济权力变得太集中，《反托拉斯法》保护了人们，然而有趣的是，这些法律体现的是对人们的实际威胁，因为它们是政治权力超出其合理范围的例子。这些法律是运用政治权力来动用暴力对抗个人的一个例子。人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侵犯个人权利与损害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及其对立面。这种联系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它一直存在。通常，侵犯个人权利造成经济上的无效率和更低的生活水平。
(14)

 《反托拉斯法》也不例外。

掠夺性定价

正如上面所说明的，《反托拉斯法》中的一部（《罗宾逊－帕特曼法》）对掠夺性定价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掠夺性定价的观点认为，一个较大、占优势的公司能够临时地降低其价格到其成本之下，以此来损害一个较小、较弱的竞争对手，或者使其破产。当这个行业中没有其他公司时，这家较大的公司可以在后来提高价格并赚取更高的利润。人们相信，由于大公司的规模，它可以用一种比一家小公司更容易的方式承受暂时的损失，等待该小公司破产，然后提高其价格。据说掠夺性定价的问题是，大公司能够通过运用这种定价策略获得垄断力量。我将要说明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定价策略极少存在，即使它们这样做了，它们也基本上不能造成垄断力量。


为何公司不运用掠夺性定价策略


首先要认识的事是，在所谓大公司从事掠夺性定价的事例中，一个行业中不止一家公司，这是很正常的。例如，在五金供应行业中，据说像家得宝（Home Depot）这样的大公司专横地降低他们的价格来使小五金商店破产。然而，在五金行业有很多公司（大大小小的都有）在互相竞争。其他的行业也是这种情况，比如宠物用品供应行业（这个行业中，据说大的公司，比如Petco，在执行掠夺性定价策略）、影像租赁行业（这个行业中，据说Block‐buster在执行这种策略）和折扣行业（这个行业中，据说沃尔玛值得谴责）。如果这些关于掠夺性定价的观点是成立的，人们会有望看到：在这些行业的每一个中，在执行这种策略的任何行业中，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公司还保留着。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策略没有普遍地运用。

大型连锁商店不会任意降低其价格（即降低其价格到生产成本之下），以此从小而独立的竞争对手那里攫取市场。在较低的生产成本基础上，大的连锁商店收取较低的价格（而且它们通常也提供更好的服务）。大型连锁商店使小型竞争对手破产的经济历程已经导致了持续的为客户降价，而不是抬高价格。
(15)

 现实中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这样的事，因为大型企业要采取的较低价格不是随意的低，而是建立在它们能达到的较低成本上。低成本允许它们采取低价却仍然能够赢得适当比例的回报。

如果大公司在通过掠夺性定价使小型企业破产，人们会有望看到价格只是暂时性地下跌，长期来看，价格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鉴于这种事还没有发生，如果关于掠夺性定价的断言是对的，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大公司几十年地坚持它们的“临时性”低价？事实是，价格将不会被抬高，因为关于掠夺性定价的说法是错误的。

大公司为了使小公司破产而临时降低自己的价格到成本之下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这样做，比起它们得到的，大公司会损失多得多的财富。即使一家大公司只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导致了损失，此后能够无限期地获得该小公司的利润，从事这种针对该小公司的掠夺性定价行为仍然是无利可图的。

例如，假设一家小公司每年赚取了50万美元的收入，成本花了45万美元，这样每年有5万美元的利润。此外，假设一家跟它竞争的大公司每年收入1000万美元，成本花了900万美元，这样每年有10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该大公司想要降低其价格到生产成本以下，从而那家小公司要么被迫跟着做，要么损失相当一部分生意，该大公司会减少100万美元的利润，而那家小公司则只会减少5万美元的利润。

如果人们做进一步的假设，每家公司在每件产品上花了90美分的成本，开始的时候每件产品定价为1美元，人们可以说明，如果该大公司降低其价格到成本之下，它将不得不遭受比该小公司更大的损失，因为该大公司销售着更多的产品。比如，如果该大公司以80美分的价格销售，它每年的收入降到800万美元，现在它每年造成的损失是100万美元。
(16)

 如果该小公司要价跟该大公司一样，它每年的收入会有40万美元，损失只有5万美元。在此人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公司为了使该小公司破产后获得少量的收益，将使大公司损失巨大的利益，这完全是不划算的，也是无利可图的。比如，赢得该小公司先前赚取的5万美元而遭受100万美元的损失。为了赚取少量的利润而花大笔的金钱，这完全是不可取的。这肯定是损失金钱并在财务上伤害自己的做法。

继续这个例子，想象一下，该大公司只花了一年时间就使该小公司破产，从而该大公司损失了200万美元（它赚取的100万美元利润加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造成的100万美元损失）。在这个事例中，该大公司降低价格到成本以下，即使它在无限期的未来能够赢得该小公司赚取的利润，只要现行利润率高于2.5%，它都是无利可图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基于现值分析，在期望利润率大于2.5%的情况下，5万美元的年利润是不值200万美元的。
(17)

 因此，如果期望（或现行）利润率高于2.5%，该大公司让该小公司破产是完全不划算的，因为对于它的投资，它会赚不到足够的回报。如果让该小公司破产花费了不止一年的时间，该大公司损失的金钱还会更多，这样，这笔投资赢得的回报率还会更低。

基于以上例子，人们可以看到，即使该大公司可能有更多的资金用来干这事，在它试图使一个小竞争对手破产时，总共比赛的这些资金完全不够用来承受这些损失。无论一家公司有多大，无论它有多少资金可用来承受损失，对于花大量的金钱才获得少量收益的事（即使它永远能得到这笔小收益），都是不划算的。该大公司的巨额资金根本不能用来让小公司破产。如果该大公司以这种方式使用资金，它很快就会损失金钱并变小。

在以上的例子中，如果现行的利润率是10%，任何能投资50万美元的公司都会试图让该小公司破产。对于任何想赚取10%回报率的公司来说，为了在将来一直都能每年赚取5万美元，这是它们最愿意投资的事。任何有50万美元可供投资的一方都会玩这种掠夺性定价的游戏。如果某些公司确实在玩这种游戏，一旦某个企业参与这个游戏，它就会让自己遭受类似的掠夺性攻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一家公司花费25万美元，试图使该小公司破产，赚取该小公司的利润，现在它只剩下25万美元来完成这个任务。然而，新的“掠食者”有全部的50万美元可投资，以夺得每年5万美元收益的控制权。如果它获得这份奖赏的总共花费多于50万美元，收益率就会降到现行或期望的比率之下。如果某些公司确实以这种方式行事，将会有无尽的掠夺性攻击接踵而来，每一个新进入者都准备花上另外的50万美元来控制这笔每年都有的奖赏。但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行为，这是因为：采用这种掠夺性定价策略是不理性的（即不是有利可图的）。

即使在上面的例子中该大公司有比该小公司更低的生产成本（比方说每件产品80美分，而不是假定的90美分），该大公司降低价格让该小公司破产并获得该小公司的生意仍然是不划算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该大公司降低其价格到正如上面例子中所说的80美分，即使这种情况下不会导致损失，对比它保持1美元的价格下会挣到的，这仍然会导致每年损失2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事实上该大公司有比该小公司还低的成本，它占领这个小公司的市场能够赚取的额外利润将是10万美元，而不是5万美元。尽管如此，如果10%的回报率是期望的比率，即使以200万美元的损失永久性地每年赚取10万美元，仍然是不划算的，因为这样做获得的利润率将只有5%。
(18)



即使该大公司降低其价格让该小公司破产，该大公司也确实有动机去降低其价格将潜在的进入者挡在市场之外，并且可能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样做也是不划算的。如果该大公司降低其价格，比如到90美分（每件的成本是80美分）对于其他想进入该行业的公司来说，这会让它们的动机小得多。同时，如果该公司能够将其销售量增加到足够大的量，它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较大的利润。结果，因为该小公司将以较低的价格赚取利润，它可能会破产。然而，掠夺性竞价的事实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不是将一家公司的价格暂时降低，以此来让小规模的竞争对手破产，这种情况是在较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永远获得较低价格。

如果一旦这个小规模的竞争对手破产了，该大公司试图将其价格提高到1美元的原定价格之上，使这家小规模公司破产仍然是不划算的。如果它这样做了，它会很快使新竞争对手有动机进入该行业。由于该小规模公司还有剩余的厂房设备在，对于某些想这样做的公司，这会是很容易的事。即使该大公司获得了这些资产，这会是一份额外的花费，使这桩冒险在财务上变得更缺乏吸引力，它仍然不会提高其产品的价格到如此程度：对于潜在的竞争者来说，建立新的工厂，购置新的设备会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人们认为，一旦有竞争者进入该领域的威胁，该大公司就可以迅速降低其价格，每一次，只要有这样一种威胁，它就可以这样做，通过反复地威胁进入该领域以让该大公司将其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上，该大公司的客户可以受益无穷。
(19)

 但是，更为可能的是：如果该大公司以这种方式行事，它将从一开始就永远不会变大。这种奇怪的行为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表现，会阻止其获得成功，成为举足轻重的竞争者。

在某些公司的价格低于成本时，通常它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使小规模公司破产。这种定价策略通常是一种营销费用，某些公司刚进入一个市场时通常采用这种策略。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诱导人们试用它们的产品，从而它们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份额。最后，这些公司当然会不得不提高它们的价格，这样它们不会持续地遭受损失。如果某些公司不以这种方式花钱来推销其产品，它们会以其他的方式（比如打广告或免费试用品）来推销它们的产品。

掠夺性竞价的实际事例恰好跟其支持者想的相反。正是小公司，而不是大公司，有动机采取掠夺性定价。小公司有这种动机是因为，如果它们能够使它们较大的竞争对手破产，它们就能在市场中持续地获得巨大收益。即使它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只要它们能够从它们较大的竞争者那里取得仅仅很少的市场份额，对于该小公司来说，这就会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比如，如果一家在市场中只占有5%份额的小公司能够从其大得多、占有95%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仅仅5%的市场份额，该小公司就可以使自己的市场份额翻倍，其利润也可能会翻倍。这样，其结果是，掠夺性定价远远没有使小公司破产，如果说它在经济中起到过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得小公司变得更大了，最终使得它们到达不值得让它们采取这样一种策略的境地。因此，如果掠夺性定价有效的话，它也会是小公司采用的策略，而不是针对它们的策略。
(20)




为什么即使有公司采取了掠夺性定价
 ，通常也会失败


以上所述说明了：对于想使小竞争对手破产的大公司来说，采取掠夺性定价策略是无利可图的。然而，即使大公司非常不理智，以至于试图通过一种掠夺性定价的策略来使小竞争对手破产，它们通常也会在这个企图上失败。
(21)

 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客户会完全拒绝只跟大公司在生意上打交道。这会阻止该大公司的掠夺性定价策略获得成功，确保该公司不是行业内唯一的公司。其次，客户会（跟大大小小的公司）签订长期合同，以此确保货物的稳定价格。
(22)

 第三，大公司的客户可以把自己从大公司确定的人为低价里节约出来的钱补贴给正遭受掠夺性定价策略打击的小公司。这可以使该小公司保持运转并迫使该大公司维持其低廉的（掠夺性的）价格。这会导致该大公司损失更多的金钱，而与此同时，其客户将持续享受更低廉的价格。
(23)



第四，该大公司可能不得不在更大批量的出售货物上遭受损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定的价格越低，市场上需求的量就越大。因此，在上述第一个例子中，该大公司将其价格从1美元降到80美分，该大公司会遭受超过100万美元的损失。如果该大公司以超过每件80美分的额外成本来生产以较低价格出售的额外货品，这种事就会发生。
(24)

 这会使得掠夺性定价比起我在上面所说明的更无利可图。

如果由于掠夺性定价策略，大公司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很多，以至于其产量不能满足其老客户需求，那么大公司让小公司破产的努力会更加失败。如果老客户不得不到小公司那里去购买这种产品，小公司的产品需求量及其收到的定价确实会增加。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大公司应随时保持足够的超额生产能力，从而能够满足其掠夺性定价策略导致的需求量增长的要求。这会使得掠夺性定价冒险更加无利可图。

第五，由于掠夺性定价造成人为低价的该行业供应商，以及与这些人为降低价格产品形成互补的产品的生产商，都有动机让该小公司维持运转。该行业的供应商有动机去维持该小公司的运转是因为：其客户产品人为造成的低价会增加这些产品的需求，从而生产这些产品所需投入的需求也增加了。然而，这些供应商还没有降低他们所售货物的价格。这样，只要其客户的产品人为地保持低价，他们就有更大的销售量和更高的利润。从而这些供应商有动机去尽可能地让该小公司维持生意，通过把他们所赚取的额外利润拿出一部分来补贴该小公司，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做。

同样，互补产品（彼此一同消费的产品，比如汽车与汽油或者茶与柠檬）的生产商有同样的动机，因为在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时，对其互补产品的需求也会上升。这样，互补产品的生产商也会在不变的价格上有更大的销售量。他们也会拿出一部分他们赚取的额外利润来补贴该小公司。
(25)



最终，如果一家大公司想使一家小公司迅速破产，它应该定价足够低，以至于该小公司无法弥补其变动（或运营）成本。如果该价格足够高，高到该小公司能够弥补其可变成本（比如劳力、材料和燃料成本），该小公司有动机一直运营下去，直到其厂房与设备（这些是固定成本）没有利用价值。
(26)

 定价足够低，低到该小公司不能弥补其可变成本，这意味着：为了迅速使该小公司破产，该大公司将不得不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承受更大的损失。除此之外，该大公司将不得不在长得多的运营期间承受损失，直到该小公司的厂房与设备没有利用价值。所定价格低于该小公司的可变成本也会加重上面提到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27)



如果说，看起来我在对如下观点进行着过分冗长的讨论：进行掠夺性定价是无利可图的，而且，一般来说即使有人试图采用这种策略，也不能成功地用它来使小公司破产。那么，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这正是我在做的。这也是人们必须做的，因为这种主张的支持者提出了冗长的一串奇怪案例，声称说明了掠夺性定价如何能够作为一种成功的竞争策略来使用。我假定：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恨意和他们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成功的人的妒忌，他们的主张不是合理的；但他们的主张是在理解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发生的一个善意尝试中做出的。
(28)

 通过说明掠夺性定价的看法并不与现实一致，也不与事实的逻辑分析一致，这样做使我能够彻底驳斥这个论点。竞争不是这样发生的，因为那些可能确实会试图采取一种掠夺性定价策略的人不会长久地保持竞争力。


掠夺性定价的结论


掠夺性定价应该是合法的。这是一种与个人权利与自愿交易完全相符的活动。它不会造成一家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即使它确实有效），因为在获取市场份额上它不涉及暴力的使用，它也是公司可以挑选用来从事的一种竞争性策略。即使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它也是合法的，有理性的公司也不会运用掠夺性定价策略，因为它们只会在使它们自己破产上获得成功。

本章总结

正如人们能看到的，《反托拉斯法》与掠夺性定价都不能成为人们指责市场的依据。它们作为市场失败的唯一证据，是那些相信以此能用来理解现实本质的人们的失败。人们对《反托拉斯法》的期待建立在混合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他们的期待同时也建立在对垄断的错误认识的接受上。这些认识导致人们要求政府做出不恰当的反应来矫正人们认为业已存在的问题。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说明的，对不合理垄断经济概念的接受基于对不合理竞争理论（即完全竞争）的接受。从经济学往深处说，也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明的，人们对完全竞争和经济垄断的接受是建立在对平均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基础上的。在反垄断法中，我们看到平均主义的邪恶本性，因为通过这些法律，平均主义打击取得成功的人并试图使他们衰败到他们的劣等竞争对手水平上。对利他主义的接受导致人们怨恨所有取得成功的人，期望扳倒他们，因为成功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不相符。
(29)



至于掠夺性定价，市场的敌人没有理解这其实是无利可图的，也是不理性的，对于任何想这样做的公司，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就比如在《反托拉斯法》的案例中，关于掠夺性定价的观点建立在对任何生意成功人士的仇恨基础上。这些观点也基于对自由市场道德的鄙视上，而这也是来源于对利他主义道德准则的认同。

对于任何理性的人来说，将《反托拉斯法》、掠夺性定价学说及视其消灭市场的破坏性概念来接受，这都将是智识上的一种失败。为了成功（既在知性上，又在经济上），人们必须拒绝这些法律与概念。人们必须热烈地欢迎自由市场，同时也欢迎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基本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概念是与人类生活的要求相一致的。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权利，没有人应该为了他人的需要或一时的兴致而牺牲自己。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竞争是由生产和财富交换过程中互相竞争意图彼此超越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差别是竞争的一部分。它们引导人们赞赏成功，而不是鄙视它。他们引导人们认识到：只有政府对暴力的动用才能导致垄断，造成随之而来的所有破坏性经济后果。它们有助于人们认识到，通过允许人们自由地运用他们的智慧来思考与生产，才有可能导致市场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而且这也是一个自由市场可能促使最快经济进步与最高生活水平的原因。它们有助于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允许人类生活繁荣的唯一社会制度，这也恰好是它得以成功的原因。

--------------------


(1)
 安·兰德，《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纽约：Signet，1967），第48页。


(2)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人获得更多经济力量为何对每个人有益，参见第一章中名为“理性自私与资本主义的道德”的一节中关于为何甚至是竞争中的“失败者”都从竞争中获益的讨论。


(3)
 参见第二章中题为“竞争的本质”一节。


(4)
 哈里·宾斯旺格《美元与枪炮》，选自《为何商人需要哲学》，理查德·E.拉尔斯顿编（加州埃尔文：安·兰德学院出版社，1999），第153—165页，尤其是156—157页。对于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区别，宾斯旺格博士的文章提供了详细而精彩的讨论。


(5)
 这些规定引用自约翰·D.布莱克本（John D.Blackburn）、艾略特·I.克莱曼（Elliot I.Klayman）和马丁·H.马林《商业的合法环境》（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第4版（Hornewood，IL：Irwin，1991），第716页。


(6)
 我再次提到微软案中法官们所做的自相矛盾的裁定和经济学家们所得出的自相矛盾的结论，将它们作为《反托拉斯法》主观随意本性的突出例子。关于此的更多信息，参见第二章题为“经济与政治垄断”一节。


(7)
 只要微软或任何公司不以身体伤害、死亡或人们财产的损害（或实际从事了这些行为）来威胁人们，它就是在进行自愿交易，在其权利的范围内行事。换言之，只要它没有以任何方式动用暴力，它就是在其权利范围内行事。强加他人不喜欢或认为不公平的交易条款并不构成动用暴力的实例，从而也没有侵犯个人权利。


(8)
 更多关于此的讨论，参见第二章题为“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两节。


(9)
 更多关于此的讨论，参见第二章题为“竞争的本质”一节。


(10)
 关于微软的创造性，参见斯坦·J.列博维茨与斯蒂芬·E.马格里斯的《胜利者、失败者和微软：高科技中的竞争与反托拉斯》（加州奥克兰：独立研究院，1999）第135—200页。另外，我承认，不是所有相信《反托拉斯法》有效性的人都想为了不成功的企业而牺牲成功的企业。一些人可能真诚地相信（但他们错了）这些法律在实际中会使竞争更激烈，因为他们相信完全竞争和垄断经济的有效性。然而，利他主义的道德规范确实为《反托拉斯法》提供了道德基础（正如它为完全竞争和经济垄断提供了道德基础一样）。无论有多少人承认，利他主义与《反托拉斯法》之间的因果联系都是存在的，因为这种联系基于反托拉斯的本性和利他主义的本性，而不是基于人们是否明确地承认这种联系存在。


(11)
 关于这些公司的创造性，参见戴维·B.科佩尔的《微软之后的反托拉斯：数据时代反托拉斯的过时》（Antitrust After Microsoft：The Ob‐solescence of Antitrust in the Digital Era）（芝加哥：Heartland研究所，2001），第8页，第99页和第114—121页。


(12)
 一方面这将再次表明正确的道德原理与有利的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在另一方面表明了错误的道德原理与有害的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关于此更多的讨论，参见“后记”和第二章中题为“专利、版权与商标”一节。


(13)
 詹姆斯·D.吉瓦特尼（James D.Gwartney）与理查德·L.斯特鲁普（Richard L.Stroup），《微观经济学：私人与公共，选择》（Microeco‐nomics：Private and Public，Choice）第8版（佛罗里达州奥兰多：Har‐court Brace公司，1997），第297页。


(14)
 如果不是在绝对意义上的较低生活水平，那么至少是相对于这些法律不存在时会有的情况下较低的生活水平。


(15)
 当然，在我说较低的价格时，我的意思是实际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是根据我们的经济中由于货币及消费量供应增长而发生的一般物价增长而调整的物价。物价在实际意义上已经急剧下降，看出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计算普通人现在想买某种特定的商品要工作多长时间，并将其与普通人在过去（比如说50年或100年以前）想买这同一种商品要工作多长时间进行对比。对于几乎所有的商品，所需的时间都急剧下降了。


(16)
 为了简明起见，我设想两家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与较高价格时一样多的商品。


(17)
 根据现值分析，在期望利润率为2.5%时，50000美元永续年金的价值为50000／0.025，或200万美元。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想赚取至少2.5%的回报率，对于50000美元的永续年金，200万美元是他现在最愿意支付的。如果一个人期待更高的回报率，他必须为永续年金支付少于200万美元的数额。


(18)
 利润将是10万美元，而不是5万美元，因为该大公司的成本是每件80美分，而不是每件90美分。如果该小公司出售50万件（用原来50万元的收入除以原来每件1美元的价格计算得来），该大公司出售这些商品的总成本是40万美元，而不是该小公司的45万美元。在从50万美元的收入中减去40万美元的成本时，结果是获利10万美元。


(19)
 如果该大公司的股票在一个证券交易所交易，投资者可以进一步从该大公司的行为中获利。这里，投资者可以突然卖出股票并威胁进入该大公司所在的行业。这种行为可以赚一大笔钱，因为威胁进入该行业会引起该大公司降低其价格，而这会降低其利润和股票价格。


(20)
 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运用这种策略的小公司。这是因为，这种说法确实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产生的常见方式无关。竞争通常以如下形式的企业行为产生：创造新产品、改进旧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通过创造新生产方法和改进旧生产方法降低成本。在其不长的历史中，资本主义以持续的较低价格（实际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丰富的商品，从而为人们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其方式即在于此。


(21)
 一家公司可能会在某一次行为中逃脱，但失败会是常态。


(22)
 在一家大公司开始执行一种掠夺性定价政策很久之前，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此外，长期合同不仅对3个买家有利，也对卖家有利。稳定的价格对买卖双方都有利。


(23)
 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客户会不够明智，以至于他们看不到保持该小公司持续经营的益处。然而，所有客户都会看不到这种益处是不大可能的。只需要不多的几个明智客户看到节约金钱并利用这样的机会。其他客户可以在其后跟随这些明智者。此外，对了解保持与小公司合作经营的益处来说，企业客户会比个体消费者明智得多，因为前者通常在财务上更精明，而且他们也比后者购买多得多的商品，从而有更强的动机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去购买。最终，该策略的“受害者”有动机去告诉其正在打交道的客户。在西南航空的案例中，在它打入得克萨斯州的航空市场时，这种事确实发生了。那个时候，它面临着来自布拉尼夫航空公司（Braniff Airlines）的强硬竞争，这家根基深厚的竞争者通过降价将西南航空逐出得州的市场。西南航空向其消费者呼吁，告诉他们说，如果布拉尼夫能够将西南航空逐出该市场，他们将支付更高的价格。布拉尼夫航空公司最后破产了。


(24)
 这里所指的成本是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生产额外的一件商品时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如果边际成本大于出售这些额外产品时所定的价格，该公司在每一件售出的额外商品上都会损失金钱。例如，如果边际成本是85美分，那么该公司将在每件它售出的额外商品上损失5美分（以80美分的折扣价格出售）。该公司在第一个例子中以80美分的售价产生100万美元的损失之外，又多了这种额外损失。


(25)
 互补商品的供应商和生产商可能有利用该大公司不合理行为的机会，只要他们威胁进入该行业跟它作对，这会导致它降低价格。


(26)
 可变成本是在任一期间与生产量同向变动的成本（即在生产量增多时它们增加，生产量减少时它们降低）的成本。固定成本在较大范围的产出上都保持不变。如果一家公司正在遭受损失，只要它产生的收入能够弥补其可变成本，这家公司就有动机留在该行业中，直到其厂房与设备没有了利用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公司关闭工厂将遭受的损失（这会跟该公司的固定成本一样多）会比它继续生产的情况下遭受的损失大。只有在收入不能弥补可变成本时，关闭工厂遭受的损失才小于继续生产的损失。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有1000美元的损失，可变成本为900美元，固定成本为800美元，如果它继续生产，它会损失700美元（1000美元－［900美元＋800美元］）。然而，如果它不生产了，它会损失800美元（800美元的固定成本）。收入大于可变成本的情况下（即1000美元＞900美元），这家公司持续生产是划算的，因为它可以弥补可变成本，利用收入大于可变成本来弥补一部分固定成本。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公司只有600美元的收入，而成本还是一样，如果它继续生产，它会损失1100美元（600美元－［900美元＋800美元］）；如果它关闭工厂，只会损失800美元（跟固定成本一样）。在收入低于可变成本的情况下（即600美元＜900美元），这家公司关闭工厂是划算的，因为如果继续生产，它甚至不能弥补所有可变成本。


(27)
 这个时候，人们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该大公司不正好买下该小公司，而是通过一种掠夺性定价的策略来使其破产，虽然它可以这样做。但是，这跟掠夺性定价的案例有一点不同。本章中，我将不论述这（除此注释外），因为它没有广泛用于抨击自由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事是，该大公司仍然要对这笔投资赚取足够的回报率，以此来使这笔收购划算。此外，即使该大公司能够购买该小公司，它仍然会面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从而，在其收购该小公司后，它不能在不失去相当量市场的情况下把价格提高到新进入该行业的公司都有利可图的程度。同时，如果作为一项策略，该大公司收购小公司，只是让它们不进入该市场，小公司会利用这种行为进入该市场只是为了被收购。正如人们能看到的，尽管这个案例跟掠夺性定价的案例有些微不同，但它们没有根本的不同，很多同样的问题也因此与此有关。


(28)
 我清楚有一些人可能真诚（但是错误）地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掠夺性定价是人们能够成功地参与竞争的一种工具。然而，我看到很多人在掠夺性定价的教义中抱着他们的信念不放，即使已经向他们说明了这种教义是完全错误的。从我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经历及我的哲学知识来说，我相信，出于对资本主义潜在的恨意和对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人的嫉妒，他们中很多人会继续热衷于这条教义。关于人们为何有这种恨意和嫉妒，参见本章的结论及那里给出的参考。


(29)
 关于成功为何与利他主义不相容，参看第二章中题为“完全竞争与经济垄断的伦理基础”的一节，以及第七章中题为“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道德”和“机会平等的逻辑含义”的两节。



 第四章　外在性

什么是外在性？

我将论述的对市场的另一个抨击来自所谓的外在性观点。“外在性”（有时称为意外效果或第三方效应）是购买或出售一种商品或服务者之外的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授予的利益。外在性的接受者既没有受到强加给他的成本的补偿，他也不用支付因授予给他的利益付出代价。这些成本和利益名为“外在性”，因为接受它们的人处在购买及出售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之外。

有两种形式的“外在性”。当一个没有参与商品生产或消费的人得到他没有付出代价而获得的利益时，我们就称他为“正外在性”的接受者。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是接受免疫。没有参与免疫注射销售或购买的个人无需为注射疫苗付款就可以从中获益。他们之所以获益是因为，越多的人接受了免疫注射，鉴于更少的人会感染这种可怕疾病，没有参与购买或销售免疫注射的人也不可能遭受它的侵袭。因为这些人处于交易之外，也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代价地接受这些利益，我们称他们为“正外在性”的接受者。一个有着修剪得极佳的草坪与花园的房子是另一个例子。在这个事例中，没有帮助过这家人、或者向这家人支付过钱、或者没美化过这块地的过路人仍然能够从欣赏这处风景的乐趣中受益。他们也没有付出代价地就受到利益。灯塔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没有为灯塔修建付费的船主，在晚上经过灯塔时，仍然受益于它。

第二种形式的外在性是“负外在性”。这种情况存在于一个与某种商品的销售与购买毫无关系的人承受了强加于他的代价，对此他没有受到补偿。负外在性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正在释放的污染，比如一家钢铁厂释放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中，既没有购买、也没有销售钢材的人可能也遭受了这些污染（比如烟幕或吸入的脏空气）的有害影响，但没有因为他们遭受的负面影响而得到补偿。
(1)



为何由于外在性有人宣称市场是失败的

据称，所谓的市场失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市场提供了太多产生负外在性的商品和太少产生正外在性的商品。据说，人们生产了太多造成负外在效应的商品，因为强加在遭受负外在性者身上的成本没有被考虑在造成负面的附加作用的商品生产中。记住，这些成本是强加在既没有买、也没有卖这些商品的人们身上的。如果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把生产它们的成本计算在这些成本以内的话，需要用来购买它们的价格也会更高。这样，人们会更少地生产和购买这些商品。

例如，在诸如钢材之类商品的案例中，如果人们要求钢材生产者补偿那些窗帘变脏了或不得不吸进脏空气的人，这些负外在性的成本将包括在钢材生产中，会提高生产钢材的成本。
(2)

 这反过来会造成生产钢材的收益率下降，并随着价格上升到弥补了额外成本而降低钢材的需求量。这会降低钢材的总产量与购买量到据称减轻污染效果的水平。

对于创造正外在性的商品，据说生产得很少，因为外在性的接受者没有为给予他们的利益付费。这样，这些利益没有为这类商品的供应者提供额外的激励，让他们来生产更多的这类商品。如果这些接受者不得不为这些利益付费，这会为生产这些商品提供更大的动机，从而增加供应量。

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如下：在经过一栋漂亮的房子和一块花园时，如果每一个从他所看到的东西里获取了某些快乐的人都被要求付给这个主人一笔费用，建造美丽的房子和花园的收益会增加，使得更多的这样的房子和花园产生出来。这样，这些商品的供应会反映出人们从这些商品中受到的所有利益。

在正外在性和负外在性两者中，据说市场没能获得某些交易中的所有效果，这样，所说商品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与这些商品相关的所有成本与收益。两种情况下的“解决方案”是政府介入市场。在负外在性的情况下，据称政府必须采取某些行动，来限制这些商品的生产——也许通过对其生产者强征某种税来限制，从而这些生产者将遭受他们强加给他人的所有成本的影响。这种税将增加生产这些商品的成本，降低生产他们的收益率，从而减少这些商品的供应。这会导致这些商品的供应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反映出所有与这些商品的生产有关的成本。对于创造正外在性商品的情况，据称政府应该采取某些行动去激励这些商品的生产——也许通过向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提供某种补贴，以此来补偿他们给予他人的利益。这会创造出生产这些商品更大的动机，增加这些商品的供应，从而导致这些商品的供应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反映出所有与这些商品相关的利益。

外在性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外在性的经济含义


要想探究为何外在性理论不能对市场进行有效批判的原因，人们首先应当看看这个理论的经济含义。

假设所有制造“负外在性”的人都应当承担他们强加给他人的成本，所有带来“正外在性”的人都因给他人带来益处而得到补偿，这必将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从正外在性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人们认为应该给每一个负责发明创造的人支付巨额费用，但这些发明创造却非常容易被剽窃，而且不符合专利或版权保护。仅这一点就很可能导致经济停滞。

比如说，人们将不得不补偿第一家使用免下车服务窗口的快餐店，第一家向经常乘坐飞机的消费者提供累积里程优惠政策的航空公司，第一位想出分期累积预付购物法的店主，以及那位发明了一则影响力极大的菜谱的厨师。然而，当购买发明家的产品或服务的人们为这些新点子买单的同时，那些抄袭这些发明的人并未为此支付费用。因此，这些发明的抄袭者们（和他们的产品消费者）从中获利，因为他们并没有为这个有创意的点子付费。
(3)

 如果依据外在性理论制定法律，那么这种款项的数额将会增长许多倍，因为这些发明易于抄袭但不符合版权保护，这必将导致无数的费用支付。

此外，基于负外在性理论，由于发明家和革新者的新发明导致其他相关产品退出市场（或使得其他商家蒙受损失），他们应当对这些退出市场的商家进行补偿。例如，汽车发明家亨利·福特就应当补偿养马人、马车制造商以及铁匠等被其发明挤出市场的人。而基于外在性理论，在福特制造出优质且人们支付得起的交通工具而将这些人的产品挤出市场的过程中，他向这些人强加了成本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补偿。要解决这个问题，福特应当补偿他们。我们很容易想象引起这种负外在性所要支付的巨额费用有多大。
(4)

 假设正面的和负面的外在性都如实承担了相应的补偿，必将导致一系列无穷尽的补偿费用，产量却微乎其微，人们的生活也会相当低。
(5)

 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成功”吧？


负外在性的解决办法


如果要求每个人为他们制造的负外在性进行支付，而他们制造的正外在性可以获得支付，这会导致停滞，那么人们如何回答谁应该支付、谁应该获得支付这样的问题？对于负外在性，仅有的人们应该受到补偿的一些负外在性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或其财产造成明显的有形伤害，并且能够追溯出一个人或协同行动的一群人的行为。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应该对财产权有清楚的界定，并施以保护。

例如，据说在这样的事例中存在着一种负外在性：一个河流下游的地产主的土地被污染了，比方说被土地在上游的一个农民的肥料污染了。人们认为这是负外在性的一个案例，这是因为：强加在下游地产主身上的成本没有计入该农民用来种植其庄稼的成本之中。但是，如果财产权有清楚的界定并得到保护，下游的地产主可以在一家法庭起诉，由于该农民的行为而获得补偿，并得到一项强加在该农民身上的禁令，要求他停止相关行为。政府针对该农民的行为是一桩合法的案例，因为他在侵犯下游地产主的财产权。在违背下游地产主意志的情况下，该农民在改变着他的土地。另外，这种侵犯行为可以追溯到单个的人。

上述的例子不是一个市场失败的例子。这是一种政府必须介入进来保持自由市场存在的情况。自由的市场只有在个人权利（包括个人财产权）得到保护时才能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由的市场是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的。自由市场中的“自由”指的是不以任何形式动用暴力，包括违背某人的意志对其财产进行物理变更。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失败的农民那一方是在自由市场所建立于其上的原则内行事的失败。这样，政府介入进来保护下游地产主的财产权，以此来保护自由市场，这是合理的。然而，在政府这样做时，它是在纠正农民的失败，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对于所有人们称之为负外在性的事例来说，只要政府采取行动是合法的，这都是事实。政府在纠正某些个人的失败，以此来表现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通常都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同时考虑所有已经确立的权利。比如，如果该农民开始使用化肥，在任何人拥有下游的土地前就污染了这些土地，那么该农民就拥有污染这些土地的权利。某个接下来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应该接受这块土地现在的样子，要么向该农民付费，让他停止污染这些土地。

有些人所说的负外在性强加在一些人身上，但不能追溯到某个人或某群协同行动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获得补偿。这种外在性的例子包括：数百万人各自操作机动车造成一个城市的烟雾，或者从数百万住在某条河流上游的人所使用的河流开发及洪水控制设施向该河流下游泄洪。这些事例是经济活动天然的副产品，必须像考虑其他产生有害影响（比如坏天气）的自然现象一样考虑它们。人们不能让个人受集体的约束，仿佛独立行事的人在集体行动一样来对待他们。每一个独立行事的个人都引起了可以忽略不计的量的污染或洪水（或者其他任何可能的东西），这不会引起任何有形的损害。因此，个人不应该为他没有责任的有害结果负责。此外，因为某个个人或一群协同行动的个人没有造成有形的损害，没有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是不合理的。
(6)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不是一个集体。他们是个人，个别、独立、自治的人，应该这样来看待他们。为了让个人集体地行事，他们应该选择这样做。因此，除非某人有根据地表明某些人共同地做出了协同的努力，即作为一个整体行事，他没有根据以这些人似乎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行事来对待他们。这样做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个人相互独立地行事，从而某个个人不为所有个人行为的累积效应负责，他也不用为只造成显著伤害后果的那一小部分负责。每一个个人单独行事只为他所贡献的那部分负责，就这件事的本质而言，每个人贡献的那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忽略个人独立地行事这个事实，有人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从事或提倡有害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会对待这些人像他们做了某些他们没有做过的事（即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行事）一般，而且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此负责，大概还会想让他们为不是他们造成的结果受惩罚，而实际上人们是各自独立地行事的（即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为可见量的污染、洪水或其他可能的任何事故负责）。对所谓应该对可见量的污染或洪水负责的人进行惩罚是有害的，因为这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鉴于这样做需要动用暴力（考虑到任何单个人或协同行事的个人都没有伤害任何人）。这是一个忽略客观事实的问题：它导致人们得出错误结论，采取不合理的行为。这不是一个该养成的好习惯，因为这让人们理解现实中发生了什么、现实中怎样成功地做事变得更难了。

最后一个关于负外在性的问题是人们必须同时考虑摆脱它们的成本。一个说明人们必须考虑这种成本的好例子是，在钢铁制造高峰期间，匹兹堡的钢铁制造造成的污染。
(7)

 由于钢铁生产，很多人可能不得不呼吸被污染了的空气，应付他们窗帘上的煤烟。然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于某个对钢铁生产商提出法律诉讼的人来说，他仍然需要表明污染对他自己造成了身体的伤害，或对他的财产造成了有形的损害。另外，如果某人能够表明这一切，而且哪一个具体的钢铁厂或哪些钢铁厂一起造成了引起这些伤害的污染，他必须同时考虑摆脱这种污染的成本。不应该强迫要求钢铁厂安装昂贵的逼迫他们关闭的污染控制设备。总的来说，如果权利被侵犯了，人们必须权衡，相比摆脱这些有害行为的成本或者提供给受害者的补偿，所造成损害的程度。与所造成的损害相比，强加在有过错一方的成本不能太大。
(8)

 另外，人们必须考虑，在任何其他人搬进来之前，这些钢铁厂所获得的任何先前确定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同时考虑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对比一个非工业化的社会的优势。不得不处理被煤烟熏黑的窗帘，或者呼吸杂有污染物的空气，对于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来说，这是付出的极小代价。由于工业化，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都有了极大提升。
(9)

 在匹兹堡的钢铁工厂事例中，住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的收入——从而还有他们的生活——要感谢钢铁厂的存在。毁掉这里的钢铁工业会让匹兹堡——以及其他任何一直受益于钢铁制品（比如桥梁、汽车、摩天大楼等等）的地方——的居民生活水平低得多。这样，毁掉这里的钢铁工业不会符合人们的私人利益，无论他们住在匹兹堡城里还是城外。


正外在性的解决办法


对于正外在性，个人应该只对他们自愿签订契约，从他人那里接受利益并付款给他人。政府强制增加创造正外在性商品的供应侵犯了个人权利。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导致某些人（比如纳税人）为其他人（比如生产受纳税人补贴的商品的受益人）做出牺牲。

通常，资本主义社会不缺少创造外在利益的活动或商品。一个好例子是慈善事业。慈善捐助是100%的正外在性，因为其接受者不用为他受到的善举付出代价，捐助者也不为报答他的慈善捐助获得补偿。
(10)

 因此，根据外在性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上文所说的慈善活动太少，政府应该要么补贴这些活动，要么完全接管它们，以增加供应，这样，它就能如所说的反映赠予接受者的所有利益。
(11)

 当然，这会侵犯个人权利，在经济上有破坏性。
(12)

 但尽管如此，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仍然有大量的慈善赠予产生。每一年，美国人向慈善机构捐赠了数千亿美元，而且，如果他们的收入没有因大量的强制征税及货币供应的膨胀——这二者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即政府动用暴力的方式）——而缩水，他们会在实际中捐出更多。
(13)



自由而理性的个人能够找到方法来提供创造正外在性的商品。比如，对于灯塔这个事例来说，据称没人愿意付钱帮助修建灯塔，因为一旦它建成了，船主就能够使已经付钱帮助修建它的人的成果“坐享其成”。这里，这些船主即使没有付钱帮助修建灯塔，但他们享受了灯塔带来的好处。鉴于每个人都有动机去坐享其成，因此据说只有很少人愿意为修建灯塔出钱，将要修建灯塔的数目也因而会不够，因为建塔资金将不容易由会从灯塔中受益的人手中筹来。这样，据说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征税，自己来建灯塔。

这个论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修建的大部分灯塔都是由私人修建的。那时，灯塔费都是在位于灯塔附近的港口筹集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前，灯塔一直由英国的私人拥有并运营，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买下了一座最后仅存的私人所有的灯塔。如果运营灯塔不是一桩盈利的活动，很难相信私人能够从事这项活动长达200年。
(14)



这个观点也设想船主（和普通的商人）都是不理性且目光短浅的，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地得到某些东西。这样一种观点基于人不是一种理性动物——拥有理性的生物——的观点，而是基于一种人天生就不理性的观点。这是一种错误的人性观点，是一种用于经济分析的不合理前提。如果这样一种观点是合理的，人类将永远都不会取得他已经取得的如此长远的进步。

如有必要，理性的船主将很乐意支付一部分成本来修建灯塔，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符合他们的理性自私。他们知道，灯塔是必需的，这样，船只才不会搁浅，他们能够成功地经营船运生意。情况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大船主们聚在一起，为所在地区灯塔的修建付钱。在这一点上，修建这些灯塔将符合这些大船主的私利，即使他们的一些小竞争对手也会受益于这些灯塔。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对大船主来说，如果他们的船搁浅了，他们的损失大得多。可能的做法是：一个地区的船主签订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有50%或75%的其他船主签署了这份合同，他们这些船主就将为灯塔的修建付出规定部分的费用。基于一个有代表性的年份内该地区每家公司的运输量，修建灯塔的成本可以分摊。无论以什么方式做事，这些商品的供应都会是充足的（正如英国的灯塔历史所证明的，在过去的供应也是如此），因为这符合参与提供此类商品的个人利益。对于自由且理性的个人来说，类似于跟灯塔有关的小障碍是不难克服的。

最后，如果不愿意主动地为更多的某种物品付出代价，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物品供应（即这种商品或服务不会有供应）。强制个人为某些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付钱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这降低了经济中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这将迫使人们在给他们带来更少满意度的物品上花更多的钱，在会给他们带来更大满意度的东西上花更少的钱。
(15)

 这怎么可能是一种“成功”呢？

从更根本上来说，强迫个人为这类东西付钱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侵犯了个人权利（通常是纳税人的权利）。请再次注意个人权利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侵犯个人权利损害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降低经济中个人所获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来实现的。同样，在政府保护个人权利时，允许各纳税人自由地在他们认为对自己最合适的东西上花钱，这增加了每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外在性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结论


正如人们能够看到的，从政治与经济的观点出发，如果人们以始终如一的态度依照外在性理论行事，实施基于外在性理论的策略，就会导致经济停滞，生活水平会低得多，经济中个人的满意度水平也会低得多。正如经济学家乔治·瑞斯曼所说的：“在劳动分工的本质中，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人们无需付出代价的巨大利益。的确，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也许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中，99.9%或更多以考虑他人的过去与现在而提供的‘外在利益’的面目出现。”
(16)

 消除所有的外在性肯定不会是一种成功。只消除那些侵犯个人权利的外在性才是有益的。在个人权利受到始终如一的保护时，这既保护了自由市场的存在，又导致最高的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和可能的最高个人满意度。

“外在性”概念的更深层次分析

“外在性
 ”概念的不合理性质


在上文中，我集中讨论了外在性的政治与经济方面，说明政府基于外在性学说执行政策为什么是有害的。另外，我想说明，如果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与外在性相关的问题就不会存在。然而，对于外在性理论，还有一个更基本、更明智的论点。这就是，包括其正面和负面形态的“外在性”这个概念是一个不合理的概念，因为它把在根本上不同的东西归在一起，似乎它们是一样的。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在形成概念时，这是不合理的。
(17)



看一下上面讨论的例子，一个人在河流下游拥有地产，其土地被一个在上游使用化肥的农民所污染。这是一个所谓负外在性的例子，体现了对个人权利（河流下游地产主的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在这个事例中，政府采取行动，要求该农民补偿河流下游地产主，或者为清除这些化学品付费，并且确保下不为例，以此来保护他的财产权，这是正确的。

跟上述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利·福特使养马人、轻便马车制造商和铁匠破产的例子。这也是负外在性的一个例子。然而，这是在自愿交易和个人权利得到保护的背景中发生的。福特能够让人们自愿地转向他的产品。如果政府在这件事中采取行动，强迫福特补偿这些生产商，使他免于破产，或者阻止人们购买他的产品，这就会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侵犯。这里，政府采取行动来修正负外在性就会是不合理的。

同样，如果一名过路人欣赏一栋房子的漂亮景色，根据外在性学说，政府应该强迫这名过路人为欣赏这栋房子的特殊荣幸付费。然而，对于政府采取行动来消除外在性来说，这又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会侵犯这名过路人的权利。通常，在政府采取行动消除正外在效应时，它侵犯个人权利来征收金钱、进行补贴，或完全接管制造这种效应的活动。

回顾一下第二章中对于概念形成的讨论：一个概念不应该将实体之间的根本区别抹去、忽视或将其置于次要地位。在这个事例中，它不应该抹去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与尊重个人权利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但是，在福特、那栋美丽房子的建造者和那个农民的行为据说能创造外在性时，事实就是这样的。基于对他人有某些影响的非本质特征，将这些行为归在同一个概念下，这样做，对这些行为的评价就在根本上是相同的，而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如果人们试图始终如一地应用“外在性”这个概念，人们会相信政府应该在每一件事上运用强力。对于负外在性，人们会相信政府应该运用强力来阻止个人增加外部成本。在正外在性的情况下，人们会相信政府应该运用强力使接受者为外部利益付费。

然而，这取决于事例的性质，政府采取行动的效果将有非常大的不同。在福特和那个过路人的事例中，政府将会动用暴力，从而侵犯个人权利。在那个农民的例子中，政府将以一种报复的方式运用强力，这样来保护个人权利。在确定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根本政治区别。而这个区别，被“外在性”概念忽视了。

“外在性
 ”的荒谬性


对于外在性“概念”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术语应该是一致的，有助于人们理解某些重要的现象，与学术领域重要的任何术语所表现的一样。然而，在更进一步的审视下，原来该术语等同于一种如此广泛流行的现象，以至于它毫无意义，且包含着很多荒谬。例如，在一个人购买任何限量供应的商品，比如房子时，这有一种负外部效应，因为现在其他人购买不到该商品，这使得其他人更难获得该商品。换言之，任何时候，只要购买了限量供应的商品，就有一种成本强加到消费该商品的人身上，或者强加到可能已经消费了该商品的人身上，因为这些商品可供购买的量较少，它们不够弥补成本。如果某些人克制自己不去购买某种商品，其他人能买到的会更多，从而其他人更容易获得该商品。其含义是，购买任何限量供应商品的人，他们都会被强迫向消费、或可能为消费该产品的其他人付钱，以此来补偿这些人，因为他们使这些人更难买到该商品了。显然，这是荒谬的。

基于外在性理论的逻辑，应支付补偿给任何消费、或可能消费几乎任何限量供应的商品、甚至跟讨论中的商品根本不同商品的人。确实如此，因为任何商品的生产与消费都消耗资源（即资本与劳动力），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生产几乎任何其他商品。因此，基于外在性理论，可以主张：由于一个人对其他任何商品的消费，其他很多商品的供应已经减少了，从而该商品更难以获得。

这个例子更强有力地表明基于外在性理论实施政策如何导致经济停滞。想象一下，如果消费任何商品的个人都不得不补偿所有可能已经购买了任何限量供应商品（无论是讨论中的商品还是任何其他限量供应的商品）的其他人，强加在经济体系上的成本是多么巨大，因此导致经济会怎样停滞。试图指出谁可能购买了哪种商品、他们可能购买了多少，想像一下这样做的成本。记录谁欠了谁的钱，以及因为人们被某个特定个人的购买行为所伤害，他们应该得到赔偿的诉讼的增多，想象一下这样做的成本。
(18)



荒谬性还不止于此。在某些情况中，某种商品的购买者也可以说是强加了一种正外在性在该商品的供应者身上，因为此买家购买了该商品，这可能会引起该商品能够出售的价格上涨。这个时候，人们可以想见该商品的买家要求该商品的卖家为该买家创造出的正外在性付款。与此同时，必须付出更高价格的该商品买主将要求，购买该商品导致其价格上升的买主付钱给他们。基本上，会发生从卖主到买主的再分配。

相反的事是会发生的，如果某些人克制自己不购买某种商品，这样导致该商品的价格下降。这个时候，这些克制自己不买该商品的人会要求更容易获得该商品的买家付钱给他们。另外，卖家会要求克制自己不做出购买行为的人付钱。基本上，会发生从买家到卖家的再分配。
(19)



如果有必要采取的、跟外在性“概念”一致的措施显得荒谬，看起来它们也确实会是这样，因为人们视它们为这个概念不合理性质的一个迹象，而且它们应该被看成是这样一个迹象。

荒谬性还在继续。例如，一个人衣着漂亮去面试一件工作，这怎么样？这有一种外部效应。当一个人衣着漂亮去参加面试时，他使其他人更难获得这份工作。这是一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成本，对于这，他们不会获得补偿。对于聪明和口齿清晰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应该强迫衣着漂亮、聪明、口齿清晰的人为衣着不整、无知、语无伦次的人付钱吗？显然不能这样。但如果某人试图自始至终地运用“外在性”这个术语，这是他会得出的结论。
(20)



这种荒谬性可以走得更远。整容手术行业创造的正外部效应怎么样？应该强迫人们补贴操作胃皱褶、面部除皱、肉毒杆菌注射和隆胸手术的医生吗？通常情况下漂亮和丑陋的人的外部效应怎么样？应该强迫其他人因为能够欣赏帅气男人和漂亮女人的特殊荣幸而给他们补偿吗？同样，应该强迫丑陋的人为其他每一个不得不看他们的人进行补偿吗？在一部拥挤的电梯中散发不雅体味的人，他的负外部效应如何？如果一个人对外在性这个“概念”煞有介事，他会得出很多荒唐的含义。
(21)

 另外，正如人们能够看到的，依这个“概念”行事会使经济体系运转不畅。


外在性的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本性


最终，“外在性”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措辞，用来尝试为强迫个人为某个集团或集体而生存进行辩护。无论是强迫福特扶助养马人、轻便马车制造商及铁匠，还强迫纳税人为创造“正外在性”的商品生产买单，或是强迫购买某种商品的人补偿其他人，使用外在性这个“概念”批评自由市场的人都在寻求为了他人而牺牲自身利益的某些个人。正如我在本书中一直所说明的，强迫个人为了某个集体而生存对人类生活有破坏性，这种做法应该摒弃。只有拥护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始终按其行事，人类生活才能繁荣。只有到那时，每一个人才能为他自己的快乐过自己的生活，不会被用来成为其他人饲养的、为他们做牺牲的动物。

结论

基于外在性理论，正如人们会相信的，市场既不会提供不够的商品，也不会提供过剩的商品。最终，市场提供了恰当数量的商品，因为它基于人们的自愿选择提供商品。如果某种商品暂时性地不足或过剩提供，在供求的基础上，价格会做出调整，人们会相应做出反应来纠正这种局面。外在性学说指引的经济中提供的商品不会恰到好处地获得供应，因为大规模的暴力会动用起来，违背个人的自愿选择，更多地提供某些商品，更少地提供其他商品。

外在性这个“概念”实在应该废弃。在理智的论述或辩论中不应该用到它。它没有对市场提出评论，因为它是一个不合理也是有害的概念。这样一种概念无助于人们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有更深的理解。因为这个概念荒谬的含义、其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本质，也因为其导致人们忽视根本的政治区别，比如政府行事侵犯个人权利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区别（或者至少让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区别的重要性），它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
(22)



在说到应该废弃“外在性”这个术语时，我不是在否认这个术语试图归类的事物的存在。人们的行为确实能对他人造成影响。然而，我想说的是，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在认知上是没有必要的，对人们理解世界有害。它容易导致我一直在探讨的错误结论和有害行为。这就是这个术语应该废弃的原因。

在“外在性”这个术语被废弃后，人们仍然能够分辨出一个人对他人行为的所有影响；但是，人们在对涉及的事实，特别是对人类生活的要求进行合理考虑时，人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个人的行为的合理考虑不是考虑这些行为是否对他人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合理的考虑是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尊重或侵犯个人权利。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侵犯了个人权利，政府采取行动去保护权利遭到侵犯的个人，就是合适的。如果没有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那么政府不应该采取行动。

外在性观点并没有为市场失败提供任何证据。正如所有反对市场的观点一样，这个观点提供的唯一失败证据是当代经济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在接受正确概念与理念方面的失败。舍弃外在性观点，获得对保护个人权利重要性的理解，人们将朝着在稳固的基础上确立经济科学迈出一大步。

--------------------


(1)
 外在性理论的常见陈述，详见罗杰·A.阿诺德（Roger A.Ar‐nold）的《经济学》（Economics），第5版（辛辛那提：西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702—705页。


(2)
 对于不熟悉当代经济学家专门术语的人，这以外在性的“内在化”著称。


(3)
 我将承认，对于其竞争对手，创新者获得了一种竞争优势。由于其发明，他可能会享受到暂时的业绩和利润增长，这是对富有创意的思考者的回报，也是对其创造性的补偿。但是，由于其创新没有申请专利或版权保护的可能，其竞争者中，抄袭该创新的竞争者不付钱给他，他们从该创新中受益的消费者也不会付钱给他。因此，这些人得到了他们不用付钱的利益（即正外在性）。


(4)
 一些当代经济学家会争辩说，这种形式的外在性不是一种真正的外在性，而仅仅是一种金钱上的外在性。金钱上的外在性只有通过价格与收入的变化才能体会得到。这样，他们声称，不需要对创造这种外在性商品的生产做出调整（从而由于这种外在性，也不需要付钱给人们，或让人们付钱）。一些当代经济学家还声称，金钱上的外在性不创造“净外在效应”。如果由于福特公司的行为，养马人、轻便马车制造商和铁匠对其产品所定价格下降，就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时候，养马人等人会遭受一种负外在性（由于他们将接受对其产品的较低价格），但其消费者会得到一种直接抵消的正外在性（由于他们将以较低价格为这些产品付款）。尽管如此，如正文中举出的事例所说明的，金钱上的外在性可以有净外在效应。在这个事例中，养马人等人所获得的较低收入（一种负外在性）没有被另一种外在性所抵消。（福特额外得到的收入也许能抵消养马人等人损失的收入；但是，福特的额外收入不是一种抵消性的外在性，因为他制造了养马人等人遭受的负外在性。）无论金钱上的外在性是否有抵消性，当代经济学家都会说这种外在性是市场中产生的最好结果。市场中应该会产生这些情况，事实确实如此，但这里要承认的重点是金钱上的外在性仍然是一种外在性。这样，我在一般性上对外在性的批评也适用于金钱上的外在性。 某些经济学家试图在金钱上和非金钱上的外在性之间做出区分，这是武断的。同意外在性理论的人，以及承认“外在性”无所不在的人，他们竭力不让该理论变得无意义，导致很多荒谬，这是一种企图。无论所制造的外在性是何种类型，强迫某些人付钱给他人都与外在性理论相一致。比如，对于福特可能会创造的有直接抵消性金钱上的外在性，福特付钱给那些遭受负外在性的人，那些遭受正外在性的人付钱给福特，都会是合理的。大体上，会发生从获得正外在性的人到遭受负外在性的人的再分配。外在性谬论的广泛流行将在本章名为“‘外在性’的荒谬”一节中讨论。在金钱与非金钱的外在性之间必须做出区分，这种观点的一个例子，参见杰克（Jack）和戴维·赫希来弗（Hirshleifer）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第6版（Upper Saddle River，新泽西：Prentice Hall，1998），第485页。这条参考还表明：相信在金钱上和非金钱上的外在性之间可以做出区分的人，他们也相信金钱上的外在性可以为收入的再分配提供正当的理由。


(5)
 在试图自始至终以外在性理论行事的经济中，最突出的两种工作将是会计师与律师。前者记录谁欠谁什么，后者为他们的客户索取赔偿。


(6)
 然而，在烟雾的案例中，如果一名私人所有公路的使用者产生的烟雾非常大，导致了明显的有形损坏，人们可能会正当地要求该所有人对这些烟雾负责。


(7)
 对于这个例子，我要感谢安·兰德。在她名为《我们时代的智识破产》（The Intellectual Bankruptcy of Our Age）（Gaylordsvilie，康涅狄格州：Second Renaissance Inc，1961）的录音磁带演讲中，她用到了这个例子。请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及其回答的时代！


(8)
 大体上，我在说的是惩罚必须符合罪行。确定在不同的案例中什么补救措施是合理的，这是一件复杂的法律问题，完全处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外。


(9)
 考虑一下，在工业革命之前（即在18世纪中叶之前），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0岁。任何年龄超过30岁（或打算活得超过30岁）的人可能都要（或者将要）感谢工业革命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同时考虑一下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水平。为了一种比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高不了多少的生活水平，很多人一周80个小时地从事腰酸背疼的工作。


(10)
 有些人可能认为，税收的减免是对捐赠者的补偿。但是，这不是补偿，而是慈善捐赠有效成本中的一种减免。


(11)
 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在实现政府的福利计划中，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2)
 对于为什么说由政府提供的“慈善”活动（即福利活动）是有害的，参见第七章。


(13)
 政府以税收形式从人们那里收取金钱时如何动用暴力，这一点容易理解。但是，政府过度供应货币造成膨胀时如何动用暴力，就较难理解了。我没打算在这里解释通货膨胀如何体现了政府动用暴力的行为，详细的解释，参见乔治·瑞斯曼《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渥太华，伊利诺伊州：Jameson Books，1996），第508—510页，第511—517页以及第920—927页。


(14)
 实际上，R.H.科斯（R.H.Coase）指出，一些灯塔主在这门生意中发了财。参见他的“经济学中的灯塔”（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选自《法律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17卷第2期（1974年10月）：第357—376页，特别是第360—368页，对英国的灯塔做一番详细的查证。


(15)
 得出这个说法，人们不必犯对人际间效用进行对比的错误。人们只需要懂得，考虑到个人纳税者所赚取的收入，在他们能将自己的收入用在自愿选择的花费上时，他们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没收每个人比如20%的收入，并将其用在每个人已经通过其自愿行为表明他将不愿做出此开销的事物上，这个时候，经济中的满意度水平会下降。


(16)
 乔治·瑞斯曼《资本主义》，第91页。


(17)
 参见第二章中题为“重要的认识论探讨：概念的性质”的一节以及该节给出的参考。同时，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垄断的经济概念，跟我对其的处理形成对比的是，本节中我对“外在性”的处理不是在处理一个定义不正确的问题，而是认为这看起来像一个不合理概念的合理概念。“外在性”是一个不合理概念。到本章结尾，这种差别所意味的东西将明显起来。对于不正确定义的合理概念与不合理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更多的信息，参见第二章中题为“经济与政治垄断”的一节第44页的注释①以及该处给出的参考。


(18)
 毫无疑问，这样的诉讼将导致从富人到穷人更大的收入再分配，因为有人将宣称，富人比穷人消耗更多的商品，从而，照这种说法，对比相反的情况，他们强加了更多的成本在穷人身上。关于收入再分配的破坏性本质，参见第七章。


(19)
 当某些人克制自己不购买某种商品时，尽管在买卖这种商品时明显没有交易，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外在性理论，由于这种可能施加在他人身上的（外在）效应，有人会争论说某些人应向他人付款。


(20)
 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争辩说，这个例子和对他人有影响的购买者的例子都不是“真正的”外在性，因为它们是金钱上的外在性。对于关于“外在性的经济含义”这一节中讨论的福特的例子，经济学家会宣称，市场中应该会产生这些外在性。不过，正如我在前面所陈述的，这些外在性仍然是一种外在性，因此仍然是我一直以来对这个话题所做批评的对象。此外，正如我还跟福特的例子一起讨论的，如果某人试图一贯地运用外在性理论，他仍然会用这些形式的外在性来为再分配收入辩护，把那些获得正外在性的人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遭受负外在性的人。


(21)
 跟上面那个克制自己不买某种商品的人的例子一样，补偿漂亮的人、要求丑陋的人或体味不佳的人付钱，同这相关的例子跟经济学家给出的典型“外在性”例子（比如本章开头我给出的那些例子）不同，因为没有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尽管如此，运用这些例子来说明“外在性”的荒谬性仍然是合理的。他们确实提供了一个人对他人有（外部）效应这种情况的例子。这些例子是外在性标准例子的简单情况。人们可以清楚地将这些例子转化成外在性更传统的例子。在体味不佳的事例中，人们可以运用这来主张：企业需要补贴来帮助改进人们的个人卫生（比如肥皂、除臭剂、漱口水等的生产商），因为这些公司创造了正外在性。在漂亮与丑陋的人的事例中，人们可以运用这来主张美容行业（比如正文中提到的整容手术行业，以及化妆品公司、制衣公司、美发沙龙等等）需要补贴，因为这个行业的公司也创造了正外在性。


(22)
 本段为强调不合理概念与不正确定义的合理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正如我在正文中所陈述的，必须抛弃不合理概念。不正确定义的概念必须运用定义的恰当规则来重新定义。后面说的这些概念，一旦通过运用好的定义把他们与其他概念正确区分开来，在认知上是非常有益的。



 第五章　政府对产品安全和质量的监管

导读

在本章，我着眼于这样一种论断：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和质量水平，以及为了弥补这些所谓的不足，政府监管是有必要的。有人认为，假如没有政府监管，廉价、不安全的产品以及糟糕的工作环境将对很多人造成伤害。他们相信政府应当介入进来校正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

一般来说，政府监管就是政府强制介入市场，以改变政府官员或者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的人不喜欢的某些结果。政府可能以诸如工人的健康问题、环境问题或者其他许多原因来干预市场，限制可销售的产品类型。实施这种干预，需要各个部门与机构的参与，其中包括但不局限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消费品安全委员会（the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Exchange Commission）、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以及联邦航空管理局（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等。在本章，我主要着眼于工作环境、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与安全水平方面所谓的市场缺陷进行论述。

政府监管的经济效应


政府对产品和服务的监管


要理解为何要对市场进行监管这个观点站不住脚，我们首先应当理解的是：政府监管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继而使得消费价格上涨。政府监管是如何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的，要看到这一点，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设想一下政府管理人员突然想要提升一般车辆的质量水平以确保驾车更安全，那么，他们可能做出这样的规定：驾驶任何达不到某种质量标准——比如一辆五年车龄的雪佛兰黑斑羚的质量水平——的车都是违法的。此外，再设想一下，他们同样会提出方案来判定其他任何一种品牌，任何一款车型以及任何车龄的车的质量是高于还是不及一辆五年车龄的雪佛兰黑斑羚的质量。
(1)

 假如政府这么做，的确能够提升一般车辆的质量。由于害怕因违反监管而受到政府罚款或者监禁，人们不再驾驶那些已经老化了的车。然而，这也会导致购车费用大幅度增加，继而使得人们购车能力下降。
(2)

 那些买不起新款车的人要么只好不驾车，要么只好与朋友或者家人合伙买一辆车以解决由此带来的诸多不便。

只要政府强制禁止商家出售达不到最低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就会出现如上种种后果。比如，政府通过各类许可和认证法规对各种服务进行监管，以提升相关服务的质量。此类法规影响着成千上万种职业，如医生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律师、会计、木匠、水管工、电工、美容师等。它们对进入这些行业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监管，从而导致此类服务的成本增加。

实质上，许可法规阻止了许多交易的实现，而这些交易本来会在没有政府强制介入或者不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实现，这是事实。因为有人能做好某一领域的工作但却达不到政府设定的最低标准，然而任何一个这样的人提供的服务都是不合法的；真的，即使这个人只差一点就能达到最低标准，即使他在相关领域技术娴熟，人们会自发购买他的服务，他提供的服务也都是不合法的。于是，许多本该出现的有利交易没能实现。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管也有类似影响。

最有效的短期经济刺激是政府以限定哪些人可以进入某一行业的方式来对市场安全和质量实施监管，这种经济刺激源于那些目前正在从事某一领域工作的人。这些人往往极力推崇政府监管，声称这对确保公众安全很有必要。然而，他往往想得到的只是实现垄断，以便提高已被他们控制的价格。在这里，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为现存的商家保留这个市场或者这个市场的一部分。同理，政府的这种行为能够提升这些领域中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但同时也会导致所供给产品和服务成本的上涨。

政府监管减少了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量，从而导致它们的价格上涨，也使得人们在消费能力范围内的选择余地减少。政府限制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是出于对质量的考虑。人们要么被迫购买那些高于他们原本想要的质量水平的商品，要么被迫放弃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监管忽视了人们是否有能力负担给定质量水平的商品，也忽视了人们对最适合自己的质量水平所做出的判断。


政府对工作环境的监管


政府在工作环境方面任意设定高标准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标准会导致员工工资减少。如下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假如公司被迫在他们的设施上（比如，也许他们被迫为员工提供食堂或者空调）破费以改善工作环境，这就意味着他们没那么多钱来购买其他的资源，其中就包括劳务服务。假设包括员工人数在内的其他因素不变，要雇用同样多的员工，就意味着必须降低员工的平均工资。然而，即使员工平均货币工资没有减少，他们的实际工资仍然是会降低的。这是因为如果企业不能用别的方法减少成本，他们将不得不提高商品的价格以弥补增加的成本。
(3)



其次，企业在招聘时会把与一个岗位相关的所有非货币优势和劣势（包括医疗福利、工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等）都考虑进去，以此来决定需要付多少货币工资才能吸引和保持优秀员工。比如，有的岗位有很多福利（如：员工能收到公司赠送的礼物或者能出国旅游等），这些都属于非货币优势；给这样的岗位支付的工资就比给处于同等技术水平但不带这些福利的岗位支付的要少些。这是因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员工来说，一个带有非货币优势的岗位比不带这种优势（或者说带有非货币劣势）的岗位更具吸引力。因此，在带有非货币优势的岗位上，企业不需要用同样高的薪水来吸引员工。于是，就企业被迫改善工作环境这方面来说，这种非货币优势会被相应的货币劣势（即较低的薪水）所抵消。（这是因为）由于改善后的工作环境将更容易吸引和保持优秀员工，企业便能够降低员工的薪水。

＊＊＊

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对市场安全和质量的监管会致使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供应量减少，现有商家实现垄断，价格变得更高，交易数量下降，以及（可供人们）选择的商品减少。这一切只会导致更低的薪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此外，我接下来要阐述的是：政府对市场安全和质量实施监管并不能提高产品、服务和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和质量水平。

如果没有政府监管，会发生什么呢？

一个人不论技术水平如何，他都能进入他想进入的任何一个行业并参与竞争，如果没有政府监管，事实就不会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发师和屠夫不会成为医生。如果没有政府监管，竞争会完善教育体制和行业要求，服务行业的人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令消费者满意，才能让人们自愿购买他们的服务。如果人们不购买他们的服务，那么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不会成功。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监管，可能每个行业领域里都会进入多得多的人，通过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他们会成功地实现竞争。

比如，假设医疗行业没有认证法规，那么我们将会有更多能胜任医职的护士、医师助理和药剂师。他们可能不是技术最精湛的医生，但却能够轻易地处理基本的医疗病案，在有难度的医疗病案上也能为更有能力的医生提供建议。大量医师的存在将有助于降低医疗费用，以增强人们负担医疗保健的能力，同时也保持了一个适当的质量水平——基于这个质量水平，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去看哪个医生。

＊＊＊

假如没有政府监管，有人会觉得人们可以作为骗子轻易进入某个行业（比如有人假装医生行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前几章已论述过的一样，诈骗行为是强制行为的一种间接形式——一种违反个人权利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定是违法的。因此，任何一个人，只要被发现以欺诈行为出售其产品或者服务，不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政府监管的经济制度下都将受到惩治。

然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受政府监管的经济制度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这个差别常常被人忽视。那就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政府监管的经济制度中更容易出现欺诈和其他犯罪行为。我们应当记住的是：欺诈不仅可以是私营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政府官员的行为。此外，我们还必须时刻记住欺诈是一种动用暴力的行为。归根结底，这种强制行为是有人通过诈骗、强奸以及谋杀等其他犯罪行为，企图掩盖他们的非法行为。

此时，有人会问，那政府监管都做了些什么呢？答案是：它使用强制手段把政府管理者的意愿强加在他人身上。于是，一旦我们允许政府进行监管，那就等于赋予了它可以进行包括欺诈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的能力。因此，我们这么做会助长政府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这类犯罪活动。相比之下，如果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杜绝政府实施强制行为，便可以杜绝政府的犯罪活动，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允许政府参与这类活动。

自20世纪以来，随着政府实施强制行为的能力——统治人们生活的能力——逐渐增强，政界腐败越来越严重绝非偶然。由于动用暴力是犯罪活动的根本，一旦其得以蔓延，必将刺激那些无耻之徒和犯罪团伙去从政，并做出腐败和有害的事。有品行、有良知的人都不会从政，因为他们不愿参与这些犯罪活动。
(4)



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与一个受政府强制监管的经济社会，其重大区别在于动用暴力在后者这个社会中是合法的！这种合法地位给予了犯罪团伙更大的权利，用以向他人实施强制行为，因为对暴力的这种动用已经制度化了。如果人们想杜绝欺诈和其他犯罪行为，那么，就会刺激这些犯罪团伙提升其政治地位，以便能够向他人动用暴力变得更为容易，这就是他们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是在为那些犯罪团伙在其中进行破坏性活动提供一条途经，这比他们自己私下进行这种活动的范围和危害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监管的社会中恰恰可能存在更多包括欺诈在内的不良行为，而且一个经济社会受政府监管的程度越高，这种不良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人们曾经一度认为：政府实施强制行为，破坏个人权利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政府终将在更大范围内破坏各种个人权利，这只是时间和程度的问题。

随着政府强制力的增强，进行破坏性和欺骗性活动的潜在能力也随之增强。20世纪，全世界都见证了极权主义政府所实施的暴行。在这些政府的监管下，大规模地动用暴力，已有多达一亿人（这个数字仍在增长）死于非命。此外，全世界还见证了这些政府大规模的欺诈行径，这些行径是通过宣传、散播（现在仍旧在散播）西方世界的谣言来实现的。这些政府包括但绝不仅限于如下一些国家：苏联，纳粹德国，波尔布特统治时期的柬埔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等国家。这些实例显示：当政府把这种强制力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所有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破坏性行为和欺诈行为是完全可能的。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私自动用强制力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同样的道理，诸如当今美国这样的混合制经济国家（或者说福利国家），其政府实施的不良行为即使违背个人权利，规模也不会像极权主义政府那么大，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政府没有那么大动用暴力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政府动用暴力的能力仍然受到宪法的约束。

＊＊＊

我们不需要政府监管来督促企业生产安全的产品、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因为竞争会给它们设定规则。如果一家企业生产不安全的产品导致客户死亡或受到伤害，那么这家企业就赚不到什么钱。它既会流失客户也会因疏忽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都不会帮助企业获得成功。同理，如果企业提供的工作环境差到没人愿意去工作，那么它就招不到或者留不住优秀员工，因此也不会有竞争力。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必须为客户提供质量水平为其所接受的产品，为员工提供其接受的工作环境，否则就会面临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前景，继而可能亏损、破产。

此外，如果没有政府对安全和质量的监管，将由私人企业来整顿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与质量。由政府监管还是由私人企业设定标准，这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不能通过实施强制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人身上。事实上，这些企业可以根据质量水平提供建议或者评级服务，消费者仍然可以根据适合自己的质量水平作出决定。消费者可以不采纳这些企业的建议，还可以选择那些某一甚或所有评级企业都不认可的产品或服务。

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能够提供建议和评定等级的组织。诸如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针对消费产品），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针对产品安全），《好管家》杂志（Good Housekeeping，针对消费产品），穆迪公司（Moody’s，针对投资），美国牙医学会（the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对牙齿产品而言），以及许多其他具备这种功能且潜力更大的组织。大学的职能也可以延伸，可以为医生、律师、会计以及其他许多职业做等级评定。诸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等一些政府机构，一旦从政府机构中彻底脱离出来，解除其所有的政府监管职能，便可以在产品安全和质量方面提供建议。跟如上提到的组织一样，品牌和口碑方面的建议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理，建议和监管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如果通过建议，就没人能把某种质量水平强加在其他任何人身上。

私人认证机构有强烈的动机去提供客观的评估，制定合理的标准，它们会把质量水平、安全性和成本都考虑在内。这些机构的信誉及其财务生存能力将取决于能否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评估，制定合理的标准。如果一家评级机构不能提供准确的评估，那么它将毁坏其信誉（或者再也没法建立良好的信誉），流失业务（或者再也接不到业务）。如果一家评级机构测试一个产品要花过多的时间，那么企业花时间来认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其次，假使这家评级机构制定的标准过高，那么企业获得认证的成本就会过高，生产商的积极性会因此下降；如果制定的标准过低，认证的价值又会贬值。因此，各个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有助于确保它们制定标准时，把包括质量水平、安全性和成本等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

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商与消费者会把那些能提供准确评估、制定广为接受且切合实际标准的著名评级机构筛选出来。得到一家著名的、信誉好的评级机构的认可，将有助于生产商提高产品安全，吸引客户。其次，消费者也能从一家优秀评级机构那里得到信息，以便决定购买哪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最后，自由市场不会随意提供过高或过低的质量及安全水平，它会提供消费者与人们想要的、也能负担得起的质量及安全水平。消费者购买质量、安全性及其他特性都符合预期的产品，人们在安全性及其他特性都符合预期的企业中工作，这样做，将会有助于实现自由市场中的高质量与安全水平。

监管造成的伤害


自己动手引发的灾难和安全气囊


政府监管常常给人们造成巨大的伤害，有时甚至导致人们死亡。比如，政府以执照法的形式实施监管会增加自己动手做引发的灾难数量，因为这些服务被强加监管后，购买它们的成本增加了。例如，由于执照法使得请电工的费用上涨，许多不大懂电工操作的人可能不请电工而自己动手做。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诸如由电引发火灾之类的灾难变得越发频繁。很显然，即使一个技术不是最精湛的电工也比一个根本不懂电的人强得多。

另外一个例子是联邦政府对安全气囊的监管。政府起初规定，安全气囊必须能对没系安全带的普通成年男性起到保护作用。然而，膨胀的气囊也许能够为一名成年男性起到缓冲作用，但却会伤害小孩或小个女人，甚至导致他们死亡。此外，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强制推行安全气囊。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汽车安全工程师已经知晓气囊对小孩和小个女人的危害，尽管事实如此，但政府还是推行了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忽视了工程师们的警告。

接下来，在1990年，关于强行在新车上安装汽车安全带或者安全气囊的一项法案生效了。汽车制造商们刚开始安装安全带时，安全带在消费者中间不大受欢迎。因此，制造商们开始安装更多的安全气囊。最终，政府强制在所有新车上安装安全气囊。使用安全气囊挽救了更多生命的同时，也有大约250人因此而死亡。此外，大部分这类死亡案例是在较轻的车祸中发生的；这种车祸如此轻微以至于其他人都以为没事便走开了。因此，有人开始想考虑关掉安全气囊的可能性。然而，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至今政府仍然不同意取消安全气囊。考虑到政府在强烈要求、并最终规定使用安全气囊（但没有让人们有取消气囊的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些死亡案例，政府至少应付部分责任。
(5)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然而，下一个例子中，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上述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处方药物以及其他医药产品的监管。这里我主要着眼于FDA对药品的监管。众所周知，制药公司要获得一种药品的审批，就必须通过冗长——在20世纪70年代需要长达十年，现在也需要八年——且昂贵的审批程序。而在1962年以前，审批时间通常是七个月。时间如此可怕地延长，其原因是1962年通过的法案极大地提升了FDA的权利。
(6)



在1962年法案颁布以前，FDA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药品在进入市场之前是安全的。然而1962年的法案使得FDA同时要求制药公司在药品进入市场之前证明药品是有效的。证明药品是否有效远比证明它们是否安全要复杂得多。在很大程度上，药效对个体情况较敏感，在1962年法案颁布之前，药效的鉴定一直基于医生和病人的个人情况。此外，1962年之前，制药公司必须遵循新药物申请程序，接受FDA的严格检查；如果该局60天内都没有提出异议，该申请就算自动通过了。然而1962年之后，在药品准许进入市场之前，FDA必须确保所有药物的安全和药效。由于这些改变，1962年的法案导致了审批时间的大幅延长。

当一种药物的审批被推延了，受害的往往是那些本可以从这种药物中受益的人。审批延迟往往是因为FDA对确保药物安全性过于谨慎，尽管有时也仅仅因为机构的官僚主义本性。FDA对药物审批过于谨慎的动机很强，因为如果经过它审批的药物不安全，那么所有因此导致的死亡将很容易追溯到FDA负责审批的官员们。因此，如果审批通过了不安全的药品，这些官员很可能会受到指责和惩罚。但是，如果FDA没有审批一种实际上安全且对病人有益的药物，那么，因得不到这种未通过审批药物的治疗而导致的病人死亡就不大可能和FDA的行为联系起来。因此，FDA的官员们就不会因为没有审批有益的药物受到指责。这些动机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倾向于不审批药物，以避免可能碰巧审批了不安全的药品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即使药物的审批被延迟以确保安全，但如果使用这种还未通过审批的药品可能意味着延续他们的生命抑或消除他们的疾病，仍然有人可能愿意冒险尝试这些还未通过审批的药物。当FDA迫使药物退出市场竞争时，它就剥夺了医生和病人在决定某特定药物是否值得冒险时的理性判断。再者，由于审批过程如此昂贵，从而使得许多药物由于研制成本过高而永远不能被开发出来。此外，对于已研制出来或许能救命的药物，人们更难以负担。由于这些不利因素，据估计，单就FDA来说，每年有12000例死亡应该由其负责。
(7)

 然而，不同于安全气囊的是，FDA短期拯救生命的数量比不上因此牺牲的生命数量。在FDA施加监管以阻止潜在有害药物进入市场防止死亡的评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评估表明，每年最多防止了1000人死亡。因此，在每10年中，FDA的净成本将是超过10万起死亡。
(8)




DDT


相比之下，完全禁止DDT（滴滴涕）这种可以杀死带病害虫的杀虫剂的使用，让该局看起来很仁慈。据说，在某种程度上，DDT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无法承受的风险，因此，EPA实际上在1972年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根据美国科学与健康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and Health）的报告，在该药物实际被禁用前20年间，估计DDT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挽救了1亿人的生命。前文所说的危险与这项估计很难调和。此外，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DDT被禁用以来，有300万至600万人死于疟疾——原本使用DDT可能会避免这些死亡。前文所说的危险也很难与这项估计调和。
(9)

 这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实施的政府监管大屠杀，相形之下，纳粹党实施的大屠杀看起来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10)




对政府监管导致危害的总结


没有政府监管就会令许多人死亡或者受到伤害，有政府监管就会大大减少死亡或受害人数，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不是一个真的二者必取其一的问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没有监管的完全自由下生活，还是让监管夺去自由。如果允许后者发展到合乎逻辑且言行一致的结果，最终结果是：活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毫无自由！

如果我的读者觉得这不可能，那么，如果通过的法案像河水一样没完没了地涌来，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随之增加，那么大概在50年抑或100年后，你认为美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如果我们继续在自20世纪以来颁布的法案——例如政府对航空公司的服务、房屋的质量、借贷和银行业、医药行业、消费者产品、工作环境、服务业（比如水管工和电工）、投资、食品等等的监管——基础上变本加厉，那么，到什么地步才完全收手？如果我们总有原因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又一个领域加强控制，那么最终结果会怎样？最终结果将是政府完全控制了经济。在19世纪80年代以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这跟我们美国的现状差不多）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以希特勒上台告终，这恰好就是在德国发生的事。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美国正走向与19世纪德国类似的命运。
(11)



然而，当前的趋势可以改变。因为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倒转我们正在前进的毁灭之路。我们可以拒绝制造更多的政府监管，废除现有的监管。我们可以要求只通过那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案。如果我们这样做并且保持警惕，那么我们的自由就将得到维护。
(12)



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安全性和质量水平

最后，政府并不能为消费者和工人们提供令人满意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它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不能确定消费者和工人们想要什么质量和安全水平的产品、服务和工作环境。它做不到是因为没有利益驱动，因此它很少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动机去确定消费者和工人们的需要。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往往不是基于消费者和工人们的意愿，而是基于政客、官僚以及那些影响他们的压力集团的突发奇想，来要求某种质量和安全水平。

谋利动机远不是高质量和高安全性的障碍（但人们通常这么以为），而是驱使自由市场中的企业提供高水平质量与安全的主要动力。不过，利益驱动还激励企业提供人们所需的、且负担得起的质量和安全水平。芬兰人就是这样获得竞争优势打败对手的。所提供的质量和安全水平被人们认为是最佳的，这样的企业才能赢得更多业务，或者能够聘到和留住更优秀的员工（这些都能令它们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那些不能提供最佳质量和安全水平的企业将处于竞争劣势，从而流失业务、员工以及利润。如果企业想让人们购买它们的产品或在它们的机构中工作，就必须把人们认为重要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这里不需要像我在前一节所做的那样，列出历史上的极权国家来看清政府监管的有害影响。我们现在就正在遭受这些有害影响，因为比起受政府监管对市场的阻碍来，自由市场能提供更高水平的质量和安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由市场导致尽可能快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最高可能的生产力。有着更高生产力的经济体系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也能够生产更安全、更高质量的产品。

比如，相比一个生产力较低的经济社会，生产力更高的经济社会不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汽车，而且还能够生产出质量更高的汽车。例如，相比生产力较低的经济体，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能够生产安全性更高的汽车，比如有防爆和新的刹车系统以及耐刺穿轮胎的汽车。要生产更高质量的汽车，需要投入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资金、更先进的技术，而所有这一切又将带来更高的生产力。

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考虑一下更高的生产力能够提高一个经济体中人们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有了更高的收入，人们就有了更强的能力来支付更高质量和安全水平的产品。更高的实际收入标志着较高且不断增长的生活水平，正是这一直推动着工业化国家所有进步的实现。这些进步包括：工作环境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人们维持生计所必须工作的时间缩短，儿童也必须工作以支持家庭经济的现象彻底消失，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进步。
(13)

 反过来，人类历史最近250年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元素创造了较高且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知识，实现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一直都在推动着这种发展，所有这一切也提高了生产力。
(14)

 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下这一切的根源：更高的生产力，更快的经济进步，更高的生活水平，更高的实际收入以及安全与质量的改善。

政府监管抬高了生产成本，抑制了竞争和谋利动机，事实上降低了当今社会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即使这不是从绝对意义上讲，但至少，与在自由市场中已经存在的更快经济发展速度基础上而实现的质量与安全水平相比，是这样的。在受到监管的经济体中经济发展会变慢，因为在一定量的资源（即：资本和劳动力）基础上，抬高生产成本会降低创造财富的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更高成本意味着创造一定量的财富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因此，假设在任何特定年份的年初有一定量资源供应，如果成本越高，那么用这些资源创造出的财富就会越少；所以财富供应逐年增长的速度（也就是经济增长率）将会降低。

一个简单的例子将说明在相同生产力基础上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假设自由市场每年创造的财富以5%的年增长率增长，设定基准年创造的财富为“1”，那么在接下来的年份里，第一年的财富将增至1.05，第二年将增至1.1025（＝1.05×1.05），如此类推。然而，如果由于监管，生产成本增高，因为由于更高的成本，现在同样的资源供应创造的财富量减少，最初的资源供应量（即跟自由市场中最初得到的资本和劳动力一样的供应量）将不能创造同样多的每年财富增量。因此，创造的财富年增长率可能只有3%。这样，现在，第一年创造的财富为1.03，第二年为1.0609（＝1.03×1.03），如此类推。

长远来看，由于经济增长复利增加的特性，不同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对于创造的财富会有巨大的差别。例如，如果上例中两个经济体按照各自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下去，40年之后，相对于监管下的经济体，自由市场经济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将多一倍不止。也就是说，在第40年，自由市场经济体创造的财富将是7.04（＝1.0540），而监管下的经济体创造的财富将是3.26（＝1.0340）。这样，40年之后，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跟经济增长较慢的经济体相比，前者的生活水平将比后者的两倍还多。因此，在经济增长更快的经济体中，提供更安全、更高质量产品，服务及工作环境的能力也会相应更强。

在竞争和利润动机方面，监管通过制造政治垄断（比如通过执照法）限制了竞争，通过诸如禁止生产某些产品（比如DDT）、为生产其他某些产品制造困难（比如处方药物），压抑了企业完全按照谋利动机行事的能力。由此，更高效生产的动机和能力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了，经济体生产更安全、更高质产品的能力减弱了，从而人们支付更安全、更高质产品的能力下降了。这样，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出于改善安全和质量的监管事实上却降低了一个经济体能够达到的安全和质量水平。

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强调这一点：我们生产更安全、更高质产品的能力绝不取决于要求更安全、更高质的监管。如果真是这样，比如，我们可以将美国对建筑标准的监管强加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体上，以此来使埃塞俄比亚的房屋建筑提升到更高的质量水平上。显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埃塞俄比亚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极其低下（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无论是否有监管要求他们这样做，埃塞俄比亚人都没有能力生产并负担更好的住房建设。如果有人要求埃塞俄比亚人住在以美国标准建造的房子里，那么他能做的只有迫使他们离开现在所住的原始居所，过没有任何遮蔽的生活。很明显，埃塞俄比亚人的境况将更加糟糕。这种结果在原则上跟在美国人身上强加监管没什么区别。

对于理解经济增长本质的人来说，没有监管能实现更高质、更安全的产品，这丝毫不出意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人们理解了经济增长的本性，那么人们就会懂得，这种增长是长期进行的；由于复合效应，年经济增长率的微小变化就会对相当长期后的生产力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长远时代中，过去生产中所取得的一切进步，以及过去政府所颁布的每一个政策——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当前的生活水平。
(15)

 同理，我们今天所实施的政策也将影响未来的生活水平，继而影响未来的安全和质量水平。

对政府监管的理性分析

需要政府监管来改进安全性和质量，这种信念有合乎牺牲道德的逻辑意味。这种道德观认为人们想要获利，唯一途径就是牺牲他人的利益。因此，生产商要获得利润就只能生产劣质、不安全的产品，提供糟糕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牺牲道德观看来，交易双方是不可能达到双赢的。

此外，基于这种牺牲道德观，“富”生产商有义务为“穷”客户牺牲自己。根据这种道德观，前者有义务为后者提供更安全、更高质的产品（对于利润更多的产品来说），即使这样做损害了提供高安全、好品质产品公司的利益。如果企业无意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正好跟由政府监管强迫为消费者牺牲自身利益的牺牲道德观相吻合。

同样地，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样，政府实施强制力来改变市场中某些政府不喜欢的结果时，监管产生了。如此一来，监管侵犯了个人权利，从而与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相对立。正如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免受动用暴力侵犯的自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为了履行人生的使命，人们必须免遭动用暴力的侵犯。通过动用暴力，政府阻塞了财富创造的最终源泉：个人的思想。要创造财富，人们必须自由地运用其思想去获取创造它们必需的关键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由于监管扼杀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财富必需的创造性思维，它导致生活水平更低，致使改善现有产品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和质量水平的能力下降。

倡导监管者否定人类生存中思想的作用和重要性，有另一种方式。推崇政府监管就意味着相信人们无知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这种推崇建立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上：假设人们不能做出理性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专家来帮助他们做理性的决定。

除了否定人类思想的作用和重要性以外，这种信念还包含着一个矛盾。如果某些人如此无知以至于都不知道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这些无知的人，当他们成为政客和政府监管人员之后，他们如何聪明到不仅能够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且还能经营别人的生活呢？如果普通人都如此无知以至于做不出有能力的决定，那么作为政客和政府监管人员的那些人也会同样无知，作不出有能力的决定。

通常，作为对上述论点的回应，有人声称大多数人都能经营自己的生活，只有少数人不会。因此，需要所谓的政府监管来保护那些不能经营自己生活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政府监管有理。人们不应该试图牺牲很多有能力的人来保护少数愚蠢的人。人们不应该强制把大部分无能公民的标准强加在有能力做出理性决定的人们身上，试图为了那些不能经营自己生活的人而牺牲能够经营自己生活的人。如果有能力的人能够自由地做出符合自己理性自私的决定，而不是把他们降低到无能力的人的水平上，那么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如此一来，有能力的人可以作为榜样来引导无能力的人。

结论

对安全与质量监管的观点并不能构成对市场的批评。它只是再一次表明：有人能够接受错误的，因而具有破坏性的观念。自由市场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受政府监管阻碍的市场。由于相对于其他任何类型的经济体系，自由市场所达到的更高生产力和更快经济发展速度，在产品和工作环境方面，它能实现尽可能高的安全与质量水平。自由市场同时也与人类生活的需要相一致，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自由地运用其思想做出必要的思考，以实现产品和工作环境更高的安全和质量水平，并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

最后，本章再一次阐明了贯穿本书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保护个人权利，提高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生活水平以及提高人们改善生活及幸福的能力。它还阐明了其对立面：侵犯个人权利，降低经济效率、经济发展速度、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改善生活与幸福的能力。作为一个普遍原理，这种因果联系一直存在着，监管也不例外。


 附录A：关于工作环境和工资的几点说明

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环境如何？比之前的好些还是差些？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这些问题的答案能从第五章的讨论中推断出来，但由于它们十分重要，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一直被其敌人在极大程度上歪曲，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糟糕了。人们认为，只是由于政府强加的监管，工作环境才最终得以改善。这种想法与事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资本主义制度甫一出现，工作环境便开始得到改善；而且，由于今天依然存在的残余资本主义因素，工作环境得以继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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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本章所述的那样，我们改善工作环境的能力取决于经济制度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越高，生产能够改善工作环境的产品（例如室内卫生设备，暖气装置，空调设备，以及通风系统等等）越容易，从而我们就越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与当今的标准相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厂工作环境糟糕透顶。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当时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工人能够生产的产量）极其低下。与当今的生产方式相比，这个时期采用的生产方式近乎原始。因此，与现在相比，那时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微乎其微。有人说，室内水管装置、空调装置、电暖设备和通风系统等这些原本可以用来改善工作环境的设备，被当时富有的资本家们囤积起来了，但这不是事实。这些东西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工作环境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富人囤积了所有的财富，而是因为，与现在比起来，那时生产出来的财富太少了。与现在相比，在那个时代之前的经济进步微乎其微。因此，当时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可能生产出能够改善工作环境的产品。

只是由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谋利动机所带来的生产激励，以及在这种激励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知识的获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生产力才得以提升，工作环境才得以改善。随着这一切而来的，相对于工资的更快增长，工人们也开始更青睐改善了的工作环境，企业开始把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作为一种招聘和留住员工的手段。然而，在工业革命一开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相比其他选择（可能是去农场或者在某人家里生产原始产品），在工厂工作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人们自愿选择去工厂工作而不愿去其他地方工作，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他们不认为这个选择更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如果工厂没能提供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工作环境（或许有的人更喜欢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当时，人们还不得不长时间地工作，妇女和儿童也不得不去工厂工作，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从而工资太低，而不是因为贪婪的资本家逼迫人们去工作。有人没有技能赚取足够多的钱来维持整个家庭，对这种家庭的孩子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工作补贴家用，要么就有可能饿死街头。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不得不如此长时间地工作，妇女也不得不去工作。只有当生产力得到提高，从而薪水也涨到足够高时，人们才有能力缩短工作时间，也有能力让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此外，为了满足人们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企业也不得不缩短每周工作的时间以吸引和留住员工。

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恶劣的工作环境不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而是向来就如此。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的非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下产生的。这些制度不尊重个人权利，因此生产力相当低下，且长期没有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得更早些，那么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更早地开始提高，工作环境也会改善得更快。

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们的有益影响的基本证据，在那个时期的史实中随处可见。正如一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赫森（Robert Hessen）在写到18世纪英国出现工厂时（其实质同样适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所说的：“工厂体系为数以万计的孩童提供了生计，一种生存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他们本来是不可能活到青年时代的。”赫森进一步指出，工厂体系促使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市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因此导致人口空前激增……。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们宣称，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境况一直在不断恶化，但人口的增长和寿命的延长为驳斥这种说法提供了有力证据。
(17)



最后一句话非常简洁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那为什么有更多的人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更久？事实上，由于工业革命，工人们的境况越来越好。这就是更多的人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更久的原因。

对于让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工作环境得到改善以及工作时间缩短，政府监管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它们能起作用，而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着和现在一样的工作场所监管，那么，当时的家庭有能力让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工作环境能提升到今天的水平、每周只工作40小时，人们就能养家糊口，这都会是奇迹。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与把美国的建筑标准强加于埃塞俄比亚（如本章所讨论的）的方式类似，将当今对工作场所的监管强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唯一的结果将会是：由于违反了监管，所有工厂都将被迫关闭。这会进一步降低生产力，并迫使人们生活在愈发的贫困中。

改善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作环境的监管既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企业已经把改善工作环境作为企业运营的标准，又强加了人们承受不起的标准。监管在人们身上强加了企业主和工人都承受不起的工作环境，就这一点来说，它损害了工人们的利益。正如我在本章中所说，工资水平与工作环境质量之间有一种平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作环境越好，工资就会越低。政府强行将改善过的工作环境施加在工人们身上，这将阻碍他们选择想要的、负担得起的工作环境。强制性地施加更好的工作环境，政府就强迫了工人们接受更低的工资，而没有考虑到工人们是否愿意放弃一部分工资来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正如我已说过的，市场能够提供人们想要的、负担得起的工作环境，因为工人们可以选择去那些能提供他们想要的工作环境的企业工作。

可能有人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应当征用富有企业主的钱来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工资。然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相比今天，那时普通人都是贫穷的，因此根本没有足够的钱能拿出来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工资。其次，征用富人的资金将减少可用来投资的资金量。随即下降的还有富商们投资的动机。拿走他们从投资中赚取的金钱，这将急剧地减少他们愿意且能够投资的金钱量，从而减少企业可用的金钱。这意味着企业开支在资本货物和劳动力上的钱将会减少。另外，企业的生产将下降（因为他们用来投资创造财富的钱少了），从而该经济制度下的生产力将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降低。

这两个后果——投资减少和生产降低——将使得平均工资和工作环境的质量降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投资减少意味着用在雇佣工人上的钱会减少，因此，正如本章所述，如果工人的供应量不变，平均工资肯定会降低。而且，投资减少就意味着用以保持优质工作环境的钱将减少，这将导致这些工作环境恶化。此外，既然生产力会降低，那么能够用来改善工作环境的商品，以及工人们用所赚的钱买到的商品都会减少。因此，如果有人试图征用企业主的钱来改善工作环境和提升工资，实际上工作环境将会更糟，工资也会降低。这再一次表明，侵犯个人权利与伤害经济、尊重个人权利与促进经济之间的联系。

可能有人会认为，强制要求企业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会提升工人的生产能力，这将足以使企业和工人的境况好转。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企业将会自愿采取改善措施，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生产力提升到足够高，能够抵消用于改善工作环境的成本，那么企业会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在吸引优秀员工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如果生产力的提升抵消用于改善工作环境的成本后还有多余，那么做出这些改进会让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政府就没有必要强迫企业去改善工作环境了。

工人们认为工作环境得到了足够改善，从而他们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作为在更好工作环境下工作的代价，只有在这个时候，生产能力的提高不足以偿付改善工作环境的开支才符合企业与工人的利益。这时候，工人们得到了他们最看重的东西，而企业也得以维持盈利。如果工人们更看重以前的工资，而不是工作环境的改善，那么，这些改善措施就不符合工人们的利益。即使企业完全把改善工作环境的额外成本赚回来了（因此工人们的货币工资没有降低），这些改善措施仍然不一定符合工人们的利益（而这显然也不符合企业的利益）。

在这个事例中，即使工人们的货币工资不会降低，由于生产成本升高，以及成本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他们的实际工资仍然会降低。因此，为了使这些改善措施符合工人们的利益，他们仍然将不得不更看重改善措施而不是工资的降低。如果有人认为，在强制企业不用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也不降低工人的工资）来补偿这些改善措施的成本时，工人们也会受益，那么他们就该回顾一下上文所述的征用企业资金的后果。上文中已经说明了，因为强制企业减少收益降低了企业主投资于他们企业的意愿和能力，从而这样做在实际上降低了工资，也恶化了工作环境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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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工厂”


美国国内的
 “血汗工厂
 ”

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作环境和工人工资这个话题，美国是所谓血汗工厂的争论焦点。当今美国仍然存在工作环境糟糕的工厂，就这方面来说，它们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干预（即由于对自由市场的侵犯）。相对于其他工厂的工作环境，招募非法移民工作的工厂，其工作环境通常不那么好。正是限制自由移民到美国的法律造成了招募非法移民的工厂的工作环境。约束自由移民的法律体现了政府的干预，因为他们对那些想雇佣外国工人的美国雇主动用了暴力，也对那些想来美国寻求更好生活的外国人动用了暴力。这两个群体都没有体现出对强力的使用，他们的行为都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因此，当政府运用强力对付他们时，它就是在动用暴力，也因而是在侵犯个人权利。限制移民的法案的一个结果是，被带到这里来非法工作的工人们无法辞掉当前的工作，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因为害怕被驱逐出境）。因此，这些法案迫使他们在原本可能无法忍受的工厂工作。此外，由于雇主们知道这些工人没法换工作（或者是因为他们不让工人们换工作），他们便能提供较之自由市场中他们不得不提供的更差的工作环境，而能侥幸得逞。因此，如果废除了限制移民的法案，这类工厂的工作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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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法案，也没有对工厂的监管，美国可能仍然存在一些工厂，其工作环境不能令所有美国人都满意。有的工作可能既劳神费力又重复单调，有的工作可能有难受的气味，有的可能很热，有的可能需要工作很长时间。然而，只要雇主不对工人动用暴力，并且告知该工作中所存在的所有风险，这就是完全令人接受的，因为人们的权利都没有受到侵犯。工人们自主地选择在某一特定地点工作，他们也可以经常选择换个地方工作。

一些工厂的环境可能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然而，对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们来说，这种工作环境可能是最好的；而且对那些来自贫穷、落后国家的移民来说，对比他们将不得不在本国工作的环境，这种工作环境体现了巨大的改善。（这是人们离开他们的祖国来美国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雇主们被迫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那么他们很可能选择在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外建厂。这将导致美国国内失业率增高，缺乏技能的工人工资降低。因此，为了保持企业对国外公司的竞争力，为了维持工人们的生计，这些工人可能不得不在工作环境不佳的工厂工作，直到他们获得更多的技能，升迁到更好的职位，或者干脆去别的地方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这两点，在当前工作中获得的技能都会帮助他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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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记住，强迫雇主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并不能让工人们过得更好。这样做使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能力降低，工资减少，妨碍工人们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工作环境。此外，即使那些最令人不快的工作的工作环境及其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得到了持续的改善。事实如此，因为生产力在持续提高，从而支付更高工资和提供更好工作环境的能力也在提高。强制企业改善工作环境阻碍了这种进步。


美国之外的
 “血汗工厂
 ”

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所谓的血汗工厂普遍得多。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某些国家，独裁者强迫人们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工作。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恰恰相反。以资本主义制度替代这种独裁专政制度，将促使这些国家的工作环境开始改善。第二，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没有独裁专政，甚至还存在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可能只是刚刚才开始发展，因此，生产力还很低。所以，就工作环境来说，这些国家尚处于或者还不如美国19世纪时期的状况。如果坚持下来更多地贯彻资本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就会促使工作环境以更快的速度改善。在这两种情况中，资本主义都不是导致工作环境恶劣的原因，而是实现更好工作环境的途径。

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这些向自由的（或者至少半自由的）、但暂时贫困的国家投资的积极作用。耐克之类的公司，因为支付的工资或要求工人在一些人认为难以接受的环境中工作，它们经常遭受指责，但在这些国家，它们实际上是这些工人最慷慨的捐助者。耐克之类的公司为贫穷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他们本来不会有的经济机遇，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耐克之类的公司在这些国家建立现代化的工厂，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产能力，给他们支付了比其他地方赚到的高得多的工资。通过外商投资，贫困国家能够取得快得多的进步，从而能够以比其他地方快得多的方式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工人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外商投资，比起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国家能够获得最新的技术和多得多的资金。（如果有人认为可以迫使耐克支付更高的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请参考迫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家改善工作环境的讨论。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这样做会造成的负面效应将与在国外的相同，因为耐克在国外投资的动力会因此大大减弱。）

企业在不发达国家投资的道德理由，不是这些公司帮助这些贫穷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理解这一点很关键。这是利他主义的理由，利他主义不是道德地行事，本书自始就一直在说明这一点。只有在企业投资于贫困国家符合它们的理性自私时，它们才应该这样做。也就是说，只有利己主义才为这些公司在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提供了合理的道德理由，正如我也整本书中所说明的，因为利己主义是与人类生活需要一致的唯一道德准则。

跟其他每一个公司一样，耐克在道德上有权利向其员工提供任何水平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只要它认为这足以吸引和保留优秀员工，无论别人可能认为这样的工资有多么低，这样的工作环境有多么糟糕。这些公司的所有者有权利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财产，从而有权利决定如何运用他们的财产。如果人们回顾一下第一章中关于权利的讨论，他们会记得，没人有权利要求某种水平的工资或工作环境质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强迫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或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侵犯了个人权利，因为要让雇主支付这样的工资或提供这样的工作环境，肯定会对他动用强力。当然，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除此之外，还会带来人们有可能从侵犯个人权利中看到的所有负面经济效应。

工人们自愿选择为“低”工资或在“糟糕”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这是公平且公正的。之所以公平，是因为这基于自愿交易，没有强迫哪一方参与交易。之所以公正是因为，每一方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参与交易的每一方，基于对方的价值而与其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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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些行为将导致所有参与者达到最高可能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对雇主如此，对工人也同样如此。

有人可能不同意上一段中我关于没有哪一方被强迫达成交易的说法。他们可能会认为工人们是“被迫”接受某种工资水平或者某种质量的工作环境的，为了活下来，他们必须谋生。然而，这是个不正确的结论。首先，即使工人们必须为了活命而谋生，也没有人强迫他们接受任一个特定的职位。他们可以选择为另一个雇主工作，或者可以选择自己当老板。其次，用“强迫”这个词是含糊的。现实“强迫”人们为养活自己而工作，不然会饿死这个事实，跟某些人强迫他人为他们而工作不是一样的。现实强加的人类生活需要，跟个人在奴役的环境下工作，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不应该相提并论。前者是无人可以逃避的超自然事实——为了生存，每个人都依赖生产。后者是某个人是主人，而另一个人是其奴隶的关系。这跟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恰好相反，因为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存在于自由环境中（即：没有对暴力的动用）的关系，而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只有在缺失自由（即：它需要动用暴力）的时候才存在。从第一章关于自由的讨论中我们记得，自由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的自由，比如不用去工作来养活自己的自由，它仅仅意味着免于动用暴力侵害的自由。

“血汗工厂
 ”概念的不合理本质


再讨论一下“血汗工厂”的最后一点。“血汗工厂”这个术语把一些根本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因此应当摒弃。换句话说，“血汗工厂”是一个不合理概念。它将自愿交易背景（比如最近才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贫穷国家）中存在的低工资和糟糕工作环境跟奴隶制度下（比如集权统治的国家）所存在的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这个术语把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情况与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混为一谈了。正如我在本书中始终声明的那样，不能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因为保护个人权利、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与幸福与侵犯个人权利破坏人类生活，这是不应该忽视或逃避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血汗工厂”是一个反概念。正如安·兰德的定义，反概念是“一种虚假的、没必要的、（在理性上）用不着的术语，旨在取代和抹杀某些合理概念——一种听起来像是一种概念，但代表根本不同、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元素的大杂烩……的术语”
(22)

 让人们自愿为某些人可能认为难以接受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工作，这种行为是完全合理且道德的，而“血汗工厂”这个术语却试图抹杀它。“血汗工厂”将这种合理行为与奴工相提并论，其意在如此。


 附录B：人们如何保护个人权利？

在讨论对安全和质量的监管时，我常常遭到这样的反驳：很多情况下，决定怎样保护个人权利实在太难了，所以最好有监管来避免人们受到伤害。学生们往往反复地询问“如果出现保护个人权利困难的情况该怎么办？这些困难包括如何确定某人的权利是否遭到了侵害，以及如何补偿个人权利遭到侵害的人。”这些异议通常以如下形式出现：“如果生产出可能伤害人们的产品该怎么办？”“如果人们在开始使用某种产品之前未发现它们所有的负作用，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因此受到伤害又该怎么办？”“如果某人不恰当地使用某种产品而伤害到自己或者他人该怎么办？”这些学生通常想做的是，让政府实施监管来决定各类产品应该如何生产、如何使用，实际上完全决定应该允许人们生产或使用哪些产品。

这些异议提出了一些合理且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全用不着政府监管。正如我本章所述，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监管来保护人们免遭伤害。我们可能能够避免偶发事故或者避免让某人接触粗制滥造的产品，但正如我在关于自己动手的灾难时所说明的，强制使用安全气囊、FDA和禁用DDT等，都是由于监管，人们受到了伤害——而且经常被害致死。此外，正如我还讨论过的，因为监管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能力，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监管降低了质量和安全水平。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长远看来（短期看来也经常一样），监管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此外，强制对人们实施监管，我们就将对个人权利可能的侵犯变成了监管者对个人权利实际的侵犯。如果没有监管，个人权利确实也有可能遭到侵犯。比如，一个人有可能因某个产品有缺陷而受到伤害，对此，生产商知道却没有告诉消费者。比如，一种药物在实验室检测中查出有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但制药商可能忽视并企图隐瞒该测试结果。然而，除非一种掩盖行为被发现，否则，当政府对生产商实施强制力（就医药行业来说，可能要求所有的制药商都遵循某种检测程序）时，它就在对他们动用暴力迫使他们服从监管，从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仅仅因为某些人可能做坏事，就允许政府对所有人动用强力，这是极其危险的，也是不道德的。这样一种态度否认了个人权利的原则，从而认可了动用暴力的价值。如果让其自然而一贯地发展下去，将导致政府实施强力行为泛滥成灾，个人权利大量遭到侵犯。比如说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人都有犯谋杀罪的体能和潜在可能性。如果政府实施强制力只是简单地建立在人们可能犯谋杀罪的基础上，那么政府可以宣称它在防止某人犯谋杀罪，而振振有词地把任何一个人关进监狱。这是在一个人犯罪之前就假设他有罪，从而对无辜的人动用暴力，侵犯其权利的一种设想。
(23)

 对安全和质量的监管也同样如此。这种情况是，要求动用暴力让企业遵循政府随意的指示。为了控制对强力的使用——为了防止政府以随意而善变的方式使用强力——对强力的使用必须限定在个人权利实际受到侵犯的情况中，或者个人权利即将受到侵犯的时候。让政府成为人民的保护者而不是最大的威胁，这是唯一的办法。

假如监管不保护人民，在某种新产品生产出来，某个人被这种产品伤害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人们怎样断定这是谁的错？人们怎样断定一个人是否该受到补偿？如果是，那么他该得到多少补偿？更重要的是，人们怎样才能在一开始阻止权利受到侵犯？

决定如何保护个人权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要努力确定哪些具体行为与权利原则一致。比起关于个人权利是否应该受到保护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难回答得多。但是，相对于关于个人权利是否应当受到保护的问题，关于怎样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不那么最核心的。个人权利是否应当受到保护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他们是人类生活的朋友还是敌人。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给出否定回答，那么他就是人类生活的敌人。如果他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他就是人类生活的朋友。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确定他是人类生活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是因为：正如在本书中从头到尾一直陈述的，免遭动用暴力的侵害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人们需要自由，从而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按自己的理性判断行事，并追求自己生活所需的有价值的东西。假设一个人是理性的，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才有可能让他涉及到怎样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但是，只有在一个人理解了最根本问题的合适答案后，他才能开始思考次要一点的问题的答案。

回答非核心问题比回答更为原则的问题更难，因为回答非核心的问题时，要考虑许许多多的情况，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定的环境。正因为如此，每一种情况都可能要求有区别地应用个人权利的原则。比如，在一种情况下，保护个人权利可能涉及到政府对某种产品的制造商运用强力，因为该制造商隐瞒了产品测试的结果，以避免让公众知晓一种产品潜在有害特性方面的重要信息（例如上文提到有毒害副作用的药物的事例）。在另一种情况下，这可能涉及到对某个个人运用强力，因为他在以一种正在侵犯他人权利的方式使用某种产品（例如，一个人在附近有邻居的情况下，从他的后院朝天开枪）。此外，随着新发明创造出来，总是会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但是，根本性的指导原则始终不变：个人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只要人们理解了这个原则并受其指导，那么，对于出现的每一种情况，都能找到答案。

我们还必须牢记的是，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法可用来保护个人权利。比如，一种情况下，去监狱服刑比较合适；另一种情况下，金钱赔偿；还有一种情况下，更换损坏的财产；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只是要求侵权者停止相关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选择可能都一样是好方法，或者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必须考虑每种情况的特定环境，以此来决定怎样保护个人权利。例如，如果有人对他人构成人身威胁（比如谋杀犯），那么去监狱服刑比较合适。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污染了另一个人的土地（比如第四章讨论过的农民污染了下游农场主土地的例子），那么，要求侵权者向受害者给予赔偿可能比较恰当。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怎样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上妥协处理，通常是合适的（在一定限度内），比如在侵权者应当赔偿受害者多少钱的情况中的妥协处理。在这个妥协处理中，一个人因为侵犯了他人权利就应当受到惩罚这个原则仍然得承认。现在的问题是，他应该受到多少惩罚。然而，个人权利是否应当受到保护这个问题是不能妥协的。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允许它们遭到侵犯之间的任何妥协中，往往胜出的是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如果容许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不遭受惩罚，个人权利就会得不到保护。为了使人们能够依据原则保护个人权利，人们必须完全且一贯地保护权利。在上文决定一名侵权者应该赔偿多少的事例中，如果决定了侵权者根本不用赔偿，他会逃避侵权的处罚，对待他的方式跟对待没有做出侵权行为的人一样。这里正在讨论的原则认为：人们可以在（合理）原则内恰当地妥协，但人们不能依据原则本身妥协，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完全抛弃了（合理）原则，而接受了其对立面（不合理原则）。
(24)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部分容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这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可能唯一需要解决的细节是应该允许哪些形式的侵犯。然而，这样的事实依然存在：如果任何权利都允许被侵犯，人们不会依据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来行事。人们会依据另外的原则或者根本不依据原则行事。

如何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是一个技术的、法律的问题，在所有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是法律领域的职责。这个问题有时可能难以回答，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举起双手说（大体上如此）“让个人权利见鬼去吧！这种情况太复杂了，没法应用原则，因此，让我们对人们强加监管，侵犯个人权利吧！”在某种具体情况下很难运用原则，这并不否认个人权利应该受到保护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让我们考虑一下上文提到的最新研发的、威力无穷的杀虫剂这个事例的一些具体问题，来看看要保护个人权利需要做些什么。如果该杀虫剂伤害的是生产商和使用者之外的其他人，那么人们必须运用当今最广为人知的标准，以此来确定使用者是否严格地执行了安全防范措施，人们也必须确定该最广为人知的标准对该杀虫剂是否足够，从而确定是否该对其应用不同的标准。人们还必须确定，该生产商是否向使用者提供了关于这种杀虫剂的足够信息，他们是否进行过充分的化学测试。此外，人们必须确定，遭受该杀虫剂伤害的人是否有过错。

如果这个受到伤害的人有过错，那么他的权利就没有遭到侵犯。然而，如果使用该杀虫剂的人恰当地使用了它，或者该生产商故意隐瞒该化学品合理用法或危险性方面的重要信息（或者在该化学品的测试中疏忽大意），那么这个遭受伤害的人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
(25)

 此外，造成的伤害可能要归咎于几方的某种组合（或者是他们双方，或者是参与的所有各方）。这样，必须设计某种程序来确定过错各方应当承担多少责任。

即使使用该杀虫剂的人采取了所有已知的安全防范措施，该生产商也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进行过彻底的测试，但是如果该受害人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遭受伤害，那么他的权利仍然受到了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所采用的安全标准（无论是为其他杀虫剂、威力不那么大的杀虫剂开发的现有安全标准，还是为该杀虫剂开发的新标准）不适合。让新产品的生产商和使用者承担这些产品的未知风险是不合理的。对产品深信不疑的受害者，不应当非得要承担他们没有选择过要承担的风险。

关于上文所述和本章所述，产品、测试与产品使用方法的标准都不应该通过政府监管来制定。应该由私人个体和组织，比如生产商，工业团体和认证组织，结合产品生产与使用中引发的法庭案例来制定。法庭一般不会制定标准（而且它们不这样做更好）。然而，诸如产品安全之类的标准，可能受到法庭判决的影响。比如，法庭作出对受到某种产品伤害的个人有利的判决可能会影响生产商，使他们在该产品的使用方面制定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实际上，如果伤害太大，或者引发事故过频，那么法庭的确可以要求生产商制定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在所讨论的新的、威力更大的杀虫剂的案例中，法庭作出对受到伤害的个人更有利的判决可能影响生产商，使他们摒弃现有的、威力不那么大的杀虫剂原先接受的安全标准，而为新杀虫剂制定新的安全标准。

我们还必须牢记，不能用“绝对”安全——即相信能生产出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产品——作为标准，来制定标准，作出法律判决。没有风险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正如本章所述，安全标准的成本也应该加以考虑。向企业强加过高的成本，试图让产品和服务达到不理性的安全水平，这将侵犯个人权利，降低生产能力，从而会在事实上降低应当达到的安全水平。

如果某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那么我们就必须决定怎样补偿受害者（如果完全有必要的话），这个人应该得到多少补偿，以及要避免再次被侵权应该做些什么。如果这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比如他被杀死了，那么可能没法完全补偿他或他的家庭。再多的钱都不会让一个人起死回生。然而，这既不是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也不是为防止潜在伤害发生而实施监管的辩护理由。再一次，以此类推一个人犯谋杀罪的可能是恰当的。如果一个人被谋杀了，他的家庭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补偿。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鉴于人们有犯谋杀罪的可能就把他们投进监狱是正确的。这将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再一次，对安全和质量的监管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人们有受害的可能性（即使有受到重大伤害的可能性），就因此而证明政府通过监管对个人权利造成实际的侵犯是合理的。

如果某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但确定此受害人也有部分过错，那么这将减少侵权者的责任，也会减少对受害者的补偿（以及有可能强加在侵权者身上的处罚）。此外，如果责任在于多方（不包括受害者），那么对每一方的处罚将比对责任只在一方的处罚要轻。同样，如果侵权者一方有疏忽大意的行为，那么对他的处罚以及罚金将会更重。

保护个人权利的唯一方法是：只在它们实际受到侵犯，或者某人的权利即将受到侵犯时才运用强力。如果权利已经受到了侵犯，为实现公正，我们就要惩罚侵权者以及补偿受害者。只要我们按照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行事，我们就能实现公正。这个基本原则就像灯塔一样，引领着我们解决某一具体情况的细节中有时会存在的难题。

关于怎样保护个人权利，我不认为已经穷尽了所有相关的考虑。在任何一种具体情况中，通常都有大量因素要加以考虑。在我用做例证的一个假设中，就有很多我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法律诉讼程序通常采用先前的案例来决定在某个具体案例中如何保护个人权利，这就是原因。这里，我们以先前对保护个人权利原则的运用作为指导，来决定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中应用这个原则。

为如何保护个人权利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这既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也不是本书的任务。然而，本书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个人权利是否应该受到保护这个更根本的问题提供答案。当然，我也阐述了为什么它们应该受到保护。不过，对于我们必须遵循之以决定如何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程序，但愿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一番了解。

--------------------


(1)
 比如，也许可以用一流的仪表盘来确定：在质量上，一辆八年车龄的丰田凯美瑞跟一辆五年车龄的雪佛兰黑斑羚一样。


(2)
 当然，穷人受这样一部法案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是最不可能负担得起法案所规定的更新质量更好的车的人。我做出这种评论不是因为我认为立法时应该特别考虑穷人，而是因为希望政府介入改进质量和安全的人跟希望提高穷人收入的人往往是同一群人。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政府监管实际上使得商品更昂贵，从而导致穷人的实际收入减少。


(3)
 实际工资是通过工人用现金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来衡量的。如果工人购买的商品价格上涨，而他们的现金工资没有改变，那么他们就支付不起同样多的商品，因此实际工资下降。此外，改善工作环境并不总会导致工资下跌。然而，这种改善不需要强制在企业和员工身上实施，他们会自愿地采纳这些措施。这些改善措施对员工和雇主都有好处。本章附录A中讨论了此类改善措施。


(4)
 当然，政府动用暴力的权利得以增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源于人们普遍放弃了理性、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相应地却去拥护神秘主义、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现象在美国以及全世界都一直发生着。政府权利增强发端之前大约一个世纪，这个过程就开始了。至于为何拥护神秘主义、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会导致使用强力，参见安·兰德的《哲学：谁需要它？》（纽约：Signet，1982），第62—63、70页；《致新知识分子》（纽约：Signet，1961），第53—54页；《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纽约：Signet，1967），第136—137、180—181、195、269页；《自私的德性》（纽约：Signet，1964），第112，149—151页。以及莱昂纳多·佩科夫编的《理性之声：客观主义思想文集》（The Ayn Rand Lexicon：Objectivism from Ato Z）（纽约：Meridian，1986），第8—9、74—75页。


(5)
 对于安全气囊，参见詹姆斯·R·希利（James R.Healey）和杰恩·奥唐奈（Jayne O’Donnell）的《致命的安全气囊：政府的安全措施何以成为孩子们的威胁》（Deadly Air Bags：How a Government Prescription for Safety Became a Threat to Children），选自《今日美国》（USATo‐day），1996年7月8日，Bl版以及布鲁斯·莫尔（Bruce Mohl）的《关于后方气囊的危险，美国对汽车制造商的建议》（U.S.Advises Car Makers on Dangers of Rear Air Bags），选自《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1999年10月15日，A12版。虽然就挽救生命和损失生命的数量相比而言，安全气囊一直利大于弊，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政府监管会伤害甚至导致某些人死亡，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6)
 这些法案以1938年《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Food，Drug，and Cosmetic Act）的《克法佛－哈里斯修正案》（Kefauver－Har‐ris Amendments）闻名。


(7)
 该评估选自吉尔润格尔（Gieringer）的《新药之安全性和有效性审批》（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New Drug Approval），第184—196页。


(8)
 关于所挽救的伤亡数估计，参见吉尔润格尔的《新药之安全性和有效性审批》，第184—196页。本数字以及对FDA致死人数的估计均为最高估计值；两者都采用了最高估计值是因为，在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内，对于这些能够正确进行对比的参数来说，最高估计值是唯一的值。然而，即使人们以最保守的方式估算FDA导致的伤害（以最大值估算FDA挽救的人数，以最小值估算FDA导致死亡的人数），人们仍然会发现每10年起码有大约1.1万起死亡应归咎于该局。此外，因为多种原因，我们这里给出的关于该局所致的净伤害与该局实际作出的伤害相差甚远。其一，对该局监管造成的代价只包括了死亡人数，没有包括所致病残情况的数量。而这些病残情况的估算值几乎肯定会让所估算的死亡人数显得小巫见大巫。其二，这些死亡人数只是由于新药审批延迟造成的，不包括由于FDA监管强加在药品制造商身上的额外成本，新药开发受到抑制，从而造成死亡或病残的估算值。其三，FDA监管的短期效益包含了挽救的伤亡人数，这包括死亡人数和病残人数。鉴于FDA所致的净伤害由该局所致的死亡人数减去所挽救的伤亡人数，这就极大地减少了FDA监管所致伤害的估计值。此外，这里给出的FDA所致净伤害的估算值仅跟其对药物的监管有关，不包括对诸如医疗器械等其他领域进行监管所致的净伤害。FDA对医疗器械这个领域监管的后果与对处方药行业监管的后果类似。关于FDA对医疗器械监管的讨论，参见诺埃尔·D.坎贝尔（Noel D.Campbell）的《探究自由市场中医疗器械的认证》（Exploring Free Market Certification of Medical Devices），选自《美国保健：政府，市场进程，和公共利益》（American Health Care：Government，Market Processes，and the Public In‐terest），罗杰·D.菲尔德曼（Roger D.Feldman）编，（奥克兰：独立研究院，2000），第313—344页。最后，请注意FDA的净代价中还包括萨利多胺惨案的后果。即使不考虑该惨案，净代价也是无比巨大的。


(9)
 社论，《DDT挽救的生命和导致的死亡》（The Life and Deaths of DDT），《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6月14日，A12版。


(10)
 为何毫不含糊地将此称为“大屠杀”，在第六章揭露环保主义的本性时，将明白答案。


(11)
 更多关于19世纪德国与当今美国的相似处的讨论，可参见莱昂纳德·佩科夫的《不祥的相似处：美国自由的终结》（Ominous Parallels：The End of Freedom in America）（纽约：Steinand Day，1982）。


(12)
 从更根本，更理性的层面上来说，一个国家捍卫自由需要其公众对理性和自我主义的普遍接受。更多关于利己主义与自由之间联系的讨论，参见我在本书第一章以及贯穿全书的关于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也可参见安·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第81—82页。关于理性和自由的联系，参见安·兰德的《新左派：反工业革命》，修订版（纽约：Signet，1975），第227—229页，以及《哲学》，第62—63页；佩科夫的《理性的声音》（The Voice of Reason），第89页；宾斯旺格的《兰德词典》，第410页。


(13)
 更多关于改善工作环境和消除童工的内容，参见本章附录A。


(14)
 更多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实现最高可能的生活水平的讨论，见本书第一章中题为“资本主义”的一节。


(15)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长远看来，我们都是死人”时，他是错误的。我们当前是活在长远中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是长远存在的。


(16)
 关于工业革命初期实现的改善（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历史记载，参见罗伯特·赫森的论文《工业革命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The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Women and Children），选自《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安·兰德（纽约：Signet，1967），第110—117页，以及T.S.阿什顿的论文《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论述》（The Treat‐ment of Capitalism by Historians）和《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1790—1830》（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1790—1830），选自《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F.A.哈耶克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第31—61页和第123—155页。


(17)
 关于此处及之前的引用，参见赫森的《工业革命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第110—111页。


(18)
 幸运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以实现的生产能力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都能得到改善。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对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都是必需的，其所有原因均已在本附录及本章中讨论。


(19)
 人们必须记住，在美国，像这样的企业数量可能极少。此外，即使在抑制移民进入美国的法案被取消的情况下，移民以更高速度进入美国，刚开始会导致那些低技能、低工资工人（这个例子中所涉及的工人类型）的工作环境总体上稍微变差，但是之前招收非法移民、数量相对较少的工厂，其工作环境仍然会得到改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之前招收非法移民的工厂可能会离开的工人数量，非常有可能比想要进入这些工厂工作的新移民多得多。因此，之前招收非法移民的公司将面临愿意在其工厂工作的工人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局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之前的非法移民和由于限制移民的法案废止而来到美国的移民，除了之前招收非法移民的工厂之外，还会有多得多的机会展现在他们面前。因此，这些公司，就它们想继续营业来说，它们将不得不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和留住员工。事实上，因为运输和藏匿非法移民的成本消除了，这些公司将有条件提供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20)
 人们不能基于我在这里所说的而认为外资竞争对美国企业和工人有害。允许外资竞争是保护竞争自由的一部分（这在第二章讨论过），并且有助于增进世界经济的经济效率和总体生产能力，这会提高包括企业主和工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第一章中名为“理性自私与资本主义的道德”一节中关于经济竞争如何使所有人（即使“输家”）都受益的讨论，另请参见乔治·瑞斯曼的《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渥太华，伊利诺伊州：Jameson Books，1996）第350—362页。


(21)
 阻止双方的任何欺骗行为。当然，这种行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会遭受惩罚。


(22)
 关于这个定义和对“反概念”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安·兰德的《资本主义》第173—182页。


(23)
 我不是在指警方有证据的情况，也就是说，某人雇佣职业杀手来杀害一个人，在谋杀实际发生之前，警察就因此逮捕了涉案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有实在的证据表明，倘若事态发展下去，将发生谋杀案。我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警察没有证据，但逮捕了某个人，仅仅因为某人有体能扣动扳机，从而有可能犯谋杀罪。


(24)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安·兰德的《自私的德行》（纽约：Signet，1964），第79—81页。


(25)
 确定哪种行为算作疏忽大意，生产商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哪些信息（如果有的话），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这是（私人）认证机构、工业企业和法律界人士的任务。关于如何引导解决这些问题，参见本附录和下文的相关讨论，以及本章题为“如果没有政府监管，会发生什么呢？”一节的相关讨论。



 第六章　环保主义

导读

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对市场发起的批评认为，在让人们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性自私行事时，他们从事的活动据说会破坏环境，比如污染环境，造成物种灭绝，损耗自然资源等等。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通过某种环境监管来阻止环境遭受上述破坏。进一步说，应该限制人们的行为，并让他们补救已经造成的上述破坏。我们来看看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

环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分析


经济发展与环境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总是倾向于改善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倾向于改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看到这一点。譬如，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现代供暖系统成为可能，当室外寒冷时，人们可以待在温暖舒适的室内环境中。同样，当室外炎热潮湿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空调系统，人们可以待在凉爽宜人的环境中。此外，汽车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消除了以前沿着城市街道到处都是的马粪，减少了人们生活中的污染量。另外，现代化的管道、给排水系统、下水道系统和泵站的发展也使得人类的垃圾不再满街都是。
(1)

 同样，由于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每个人几乎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能随时用上干净的冷热自来水。此外，工业化社会从用煤到用石油，到用核能和天然气发电，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清洁。同样，人类的采暖方式从用木头，到用煤、用石油，再到用天然气，一路发展下来，也是每一步都变得越来越洁净。所有这些进步都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实现的。它们都体现了环境的极大改善。环境，按照正常的理解（也是我这里所指的）是人类周遭的事物。

环保主义者在使用“环境”这个词时所指的是另一个的概念。当他们使用这个词时，他们指的是自然本身，而不管其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的影响。然而，“环境”这个概念是一个关联概念。正如作家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所说，“不可能有不是某人（或某物）的环境的‘环境’概念——就如同不可能有不依赖于财产主人而存在的‘财产’一样”。
(2)

 （原文加的强调）。虽然人们提到“环境”时，他们有可能在谈论任何活着的有机体的环境，但在本章稍后的部分，我将说明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以及为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环境。我还会讨论环保论者对“环境”所下定义的某些错误。在本章的这个部分里，正如标题所明示的，我想集中于环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分析。但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里正在讨论的关键问题，有必要对“环境”这一概念作些澄清。


环境监管的影响


环境监管的基本经济影响与第五章中所探讨的各种监管所引起的影响没什么不同。它会增加商业成本，提高消费者的价格，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譬如，通过阻止生产过程中使用某些资源（诸如海岸区、所谓的沼泽地［即湿地］、大陆架［可用于开采石油］，以及一些国家公园或州立公园等），环境立法产生了上述影响。这样做减少了可用于生产的资源，从而也减少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并降低了生活水平。此外，在进行生产之前，环境立法经常需要遵守大量专横的条例，进行很多研究，并填写很多文件（就这个例子来说，需要进行“环境影响研究”）。这阻碍了对资源的利用，而在其他情况下，会不需要进行此项工作。这又反过来减少了可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源，从而降低了生活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进行“环境影响研究”，面对来自环保团体的诉讼以及政府的挑战，这样做的结果妨碍了能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富有成效的项目，使其永远都无法进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详细的研究和漫长的法律纠纷，会使开展某些这样的项目之成本过分高昂。


自然环境的保护


在自由市场中，如果环保主义者想使土地保持自然状态从而保护自然环境，他们可以用自愿的方式集资买地并让其保持自然状态。
(3)

 当然，如果环保主义者想做到这一点，他们会需要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否则，其财产有可能被强行拿走，并用于他们不赞成的目的。

然而，环保主义者不应该大胆地强制其他财产所有者让土地处于自然状态。但这正是环保主义者所做的，比如，有时他们支持限制或禁止使用土地的立法，有时他们破坏他人拥有的财产，有时他们还干涉商业活动。当环保主义者参与这些活动时，他们要么通过政府，要么私下动用了暴力，将其意愿强加在他人身上。
(4)

 这些做法既侵犯了个人权利又不道德，因为这种行为与人类生活对立。此外，由于人们不能利用其财产来追逐利益（即创造财富），这类行为导致更低的生活水准。对于目前来说，这种更低的生活水平也许只是相对于其他环境下会有的情况。但是，如果环保主义者将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里阻止生产活动，人们的生活水平将确实会在绝对意义上降低。


污染


环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限制经济活动，以便阻止人们制造危险级别的空气污染、地面污染和水污染。当然，关注有害级别的污染之存在是合理的。但是，解决任何实际污染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比如，如果某个人违背他人意愿污染了这个人的财产，因为这种对其所有权的侵害，受害人应该可以到法院要求赔偿。通过诉讼，该财产所有人可以使用法庭指令要求污染者清除所有污染并停止相关活动。以类似的方式，将私人财产权延伸到地球上所有的领域，包括地面上、地面下和所有水体（诸如河流、湖泊和海洋）上，可以保护任何会有益于保持洁净来让人类使用的财产。地球上的任何区域都应该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包括当前指定为国家及州公园的区域和所谓的保护区）。

另外，正如在外在性一章中所陈述的，如果形成了对某人造成明显身体伤害的污染，并可以查出一个或多个共同作用的源头，那么，受害者就可以通过合法诉讼在法庭上寻求赔偿，并获得对污染者的禁止令。此外，人们应该考虑已经确立的权利，比如某一钢厂在他人迁居至其所在区域之前就已经开始运营了。

正如外在性一章中还提到的，各自独立行动的源头积累效应形成的污染，应看成是经济活动中自然的副产品。这种情况无须赔偿，因为人们假定这些个人做出了共同行动，所以以集体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而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做的。人们必须记住，如果由一个单独的人（或一致行动的一群人）造成的污染程度轻微，从而没给任何人造成危害，让这个人（或群体）为所造成的任何危害承担责任都是不恰当的。这些案例处理的方式，应该跟自然现象（比如糟糕的天气）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样。
(5)

 在这些不能采取法律行动的案例中，人们必须说服他人自愿减少或消除造成污染的行为。

关于污染，有一个问题是环保主义者们通常会遗忘、忽视或逃避，但又不得不承认的，这就是：不是所有的污染都是人类造成的。某些污染本身就存在于自然界中（比如火山爆发造成的大气污染，或者腐烂有机物造成的河流污染）。把污染界定为人类制造和释放到空气、地面或水中的任何化学品，这是不正确的。污染体现了这些东西弄脏到它们已不再对人类有益的地步。这种事的发生也可能由于自然现象。

此外，人们应该记住，“污染”地球的某些区域是有益的。例如，人们可以把一些地方用作垃圾场并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来处理人类的废物，这是有益的。事实上，所有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类）都会制造各种类型的垃圾。处理垃圾的关键在于把它们搬离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而且，如有必要，通过化学处理方式来降低其危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诸如现代下水道系统和交通系统的发展等，我们可以把废物搬离我们的居住地，用化学方法改变它，从而生活在一个污染少得多的环境里。

现在，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虽然所有的生命都制造垃圾，但人类是制造出大量不可再生物降解垃圾，比如塑料瓶和铝罐等的唯一生物。事实也许确实如此，但这是另一回事。铁矿石是自然生成的矿物，且储量丰富，也不能被生物降解，而且所有物质最终都会被简化为化学元素，这些元素是无法再进行化学分解的。人类从事的一些重要的、维持生命的活动是：在地球的某个地方获得某些化学品，把它们转变成塑料瓶和铝罐之类的物品使用，然后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处理它们。现在，我们在地下有以塑料瓶和铝罐形式存在的化学品，而不是原来构成塑料瓶和铝罐形式存在的化学品，这个事实是没有关系的。对于地球中自然存在的化合物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像环保主义者相信的那样是神秘或不可思议的。另外，处理垃圾的关键在于：在这些产品不再对人类有用后，把它们搬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并在必要的时候用化学方式来改变它们。
(6)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本章开头所说的与污染相关的主题，即工业化社会中，经济增长一直倾向于改善环境，包括降低人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地方的污染水平。环保主义者宁愿人们相信：比起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工业化以前的生活污染少得多，更富有田园诗意。环保主义者们认为，由于汽车造成的烟雾、工厂排放的烟尘、大量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造成的垃圾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比起我们没有处理的这些东西，在其他情况下不得不居住的环境，我们现在只好居住在污染严重得多的环境中。然而，这种言论却与表明以下事实的证据矛盾：伦敦——该城市有长期的最好数据可查——的空气污染在1890年左右最严重。我相信这个城市现在的空气比工业化开始很久以前更干净。
(7)

 此外，他们的主张还隐约认为，污染——灰尘和污物——在前工业化社会（和今天的未工业化社会）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前工业化社会，食物很容易受到污染（没有使食物保持洁净的塑料或泡沫塑料类容器，也没有使食物保鲜的冰箱），饮用水也经常受到污染（没有现代化的净水方法可用），卫生设施也极差，传染病盛行，许多人在周期性爆发的瘟疫中丧命。
(8)

 由于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社会相比，我们的污染问题少得多，也相对轻微。譬如，烟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仅限于一些主要城市），而且很容易解决，只要选择不在有这种问题的城市居住就可以了。况且，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提高，烟雾的程度也会不断减轻。

关于工业化社会，可以拿出更多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比如，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在伦敦大约有75%的儿童在五岁时即死去。前工业化社会人均寿命是30岁左右，相比之下，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中人均寿命75岁。在前工业化社会，为了赚得勉强维持生命的食物，人们必须起早贪黑地工作，从事着腰酸背疼的劳动。
(9)



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工业化，今天活着的人中大部分会死去。那些没死的年轻人中，很多人也会进入其相对短命的人生的后期，而不像他们今天这样还是成年生命的早期。我们都应该感谢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工业化社会，我们的生活水平、从而我们的生命本身都得益于它。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行抨击就是对自己生存能力的抨击。人们要做的，不应该是抨击或谴责工业化，而是要支持和歌颂工业化。转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安·兰德的话，并尽可能直白地放在这里：读到这些话的年龄超过30、或者打算活过30岁的你们，都应该转向你能找到的最近、烟雾最浓、最脏、气味最难闻的烟囱，并在心里说：“谢谢！”
(10)

 你应该这样做，因为你的生命要感谢那座大烟囱！你的生命要感谢那座大烟囱代表的生产力！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使人类生活受益无穷。对于任何理性的人来说，这种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环保运动的智识破产

根据第五章，很容易看出环境立法在经济上的破坏性影响，因为它与对产品、服务和工作环境的安全与质量监管相似，也因而有相同的破坏性后果。然而，就像其他反对自由市场的论调一样，对环保主义也有更根本的批评，这些批评将揭示它是具有彻底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运动。
(11)



要理解环保主义运动在智识上的堕落本质，人们需要理解作为此运动基础的根本思想。对于理解任何意识形态运动来说，理解一项运动根源的思想是很重要的，因为根本思想决定了采取的行动以及和该行动一致的次要思想。因此，要想理解一项运动的本质，并确定一项运动能够达到好的目标还是坏的目标，就必须致力于理解这些根本思想。

从根本上来看，环保主义并不关注洁净的空气、河流、海滩，为子孙后代“拯救地球”，或者创造“野生生物区”。这些并不能解释人们从该运动看到的一切。为了看出该运动的本质，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探究。

环保主义运动有两种根本思想作为基础。基于这些思想，我们可以解释看到的源于该运动的一切。这两种思想是：（1）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存在于其自身并属于其自身的价值，在自然向人类描述的价值之外。（2）人类应该为自然牺牲的信念。

回忆第一章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我们会认识到第二种思想与社会主义所基于的道德理论相似。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利他主义（个人为他人而牺牲自己是一种美德的信念）的道德基础上的，在牺牲人民方面，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绿色的环保主义运动实际上比红色的社会主义还要低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至少表面上显出为人类着想的样子，在这一点上，他们想让一些人为了他人做出牺牲。而环保主义者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们想把人类一脚踢开。他们想要人类为了食蜗镖鲈、雪行鸟、花斑猫头鹰、甚至岩层之类的无生命物质而牺牲自己。他们想要人类为了自然界中所有非人类的事物牺牲自己。我认为环保主义运动是当今存在的最危险意识形态运动之一，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正确理解该运动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对环保主义运动的分析中，我将说明该运动的本性和该运动基于其上的思想之逻辑含义。当人们看到这些时，对该运动为何具有如此强有力的破坏性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在这种努力中首先要做的是，分析上面提到的作为环保主义根本的第一个思想：自然有其内在价值。

环保主义者经常公开表达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这一信念。例如，国家公园服务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的生物学家戴维·M.格雷伯（David M.Graber）曾说过，他“以其自身的价值来看待荒野，而不是以其赋予人类的价值来看待它们”。他还说，“我们对某特定物种、自由奔放的河流或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不感兴趣。它们有内在价值，对我来说，比另一个人的身体，甚至上十亿人的身体更有价值。”
(12)

 （附加的强调）

要理解自然有内在价值这一观点，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一观点是错的。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自然的价值源于人类由其受益的能力。

有内在价值意味着某物仅仅因为存在这个事实就有价值。例如，如果自然有内在价值，那么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如狼、鼠、树和岩石都有价值，仅仅因为它们存在于自然界中。这个理论的问题是，价值并不存在于远离对其进行评价的人的真空中。价值是人们通过行动来获取和保留的某个东西。
(13)

 因此，价值的概念蕴含着评价者（做出获得或保留行为的人）跟有价值事物（即人们正试图获得或保留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没有任何事物有内在价值。就自然来说，自然界中的某物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为人所用来改善人的生活并增进幸福。例如，牛对人有价值，因为人们可以食用它来满足营养需求。铁矿石有价值，因为人们用它来建筑有助于改善其生活的桥梁和房子。然而，自然界中有些事物对人类来说是无价值的，因为它处于人类生活与幸福的对立面。例如，响尾蛇没有价值，因为它会伤害人类及其食物来源（比如人们养的牛）。树也有可能对人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会挡住人的路，使旅途更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砍倒这些树，从地球的另一个地方取出一些化学品，并把它们铺下来，在这些树曾经矗立的地方做成一条路，从而方便人们的行走，这对人会是有益的。

事物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与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于人类能否用这件事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者它是否对人类具有潜在的伤害。上面所举的树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当它们抑制人行走的能力时，它们伤害了人们生活的能力，因而是无价值的。然而，在另一种与人类的关系中，树对人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作为盖房子的木材，树是有价值的。

正如第一章中所说的，每个人的生命是他的最大价值，也是他判断某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的价值的源泉。一个人没有生命，任何事对于他都没有价值，因为他不存在了。因此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都必须服从他的最高价值：他的生命。换句话说，能够改善一个人生活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对生活有害的就是没有价值的。认为对人类生活有害的某物“有价值”，这是一种极度矛盾的尝试。本质上，这是想说：“我认为破坏我的最高价值——我认为有价值的一切的源泉，从而破坏我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的东西有价值。因此，我认为对我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

即使自然的艺术美也没有内在价值。自然的艺术美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人有益（即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乐趣）。但是，在人们有时间欣赏自然的艺术美时，他首先得利用自然界中的某些资源来养活自己。自然美景对一个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至少，他应该找到一些东西吃并保护自己免受天气之苦。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有时间欣赏自然的艺术美。当然，在工业化社会里，人们已经学会了大量有关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自然的本领，他们有多得多的时间可用来欣赏自然的艺术美。虽然如此，自然的艺术美有价值仅仅在于其有益于人——只是因为它对人有价值。

即使是一个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内在价值。人的生命对他有价值，因为这是对于他有价值的东西的源泉。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堪忍受，比如他染上了一场会导致痛苦煎熬而死的疾病这种情况，或者他被监禁在折磨和死亡即将来临的集中营里这种情况，那么，他的生命对他不再有价值，因为它不再是有价值的东西的源泉，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之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许对他都是正确的。因此，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仅仅因为其存在而有价值；它不具有内在价值。

基于自然有内在价值这种错误信念，环保主义者认为只要是人类制造的化学物质，被释放到空中、水中和大地上就会形成污染。按照这种观点，通过创造和处理某些并非来自这种源头的东西，人类正在改变前述的价值之源（即原始自然界）。因此，那些被称为有价值的事物正在遭受着被声称为没有价值的事物的污染。但是，正如本章前面所讨论的，这是对污染的误解。

同样，环保主义者对“环境”的看法也是基于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和人的无价值论。他们只认为野生自然——除开人类的自然——是环境。这个观点忽视了人类在世界上的意义，也忽视了人类是拥有理性（即：一种概念能力，或其大脑拥有的、允许其用原理和观念的方式思考的工具）的生物。这是把人类与低等动物区分开来的工具，它使人类有可能获得大量低等动物无法获得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比其他生活都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并赋予人类确实做到这一点的权利。
(14)

 任何关于环境的正当观点都应该考虑到这些事实，必须考虑人的本质。如果没有，就忽视了现实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我在本章的前文把环境定义为人类周遭的事物的原因。这个定义考虑了所有的相关事实，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和意义。

此外，在信仰自然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环保主义者号召保护自然，即使这样做时人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基于这个观念，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让河流自由地流淌，从而不该修建水坝来为自己提供电、水和娱乐区。
(15)

 基于这个观念，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不该修建房屋为自己提供遮蔽，修建道路方便自己旅行，而是应该把土地不加染指地留给野生动物使用。此外，他们还认为人类不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开采石油和矿产，从而这些“原生态的环境”不受侵袭。换句话说，基于自然有内在价值的观念，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为了自然而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以便自然可以保持原始状态，或者至少，为了活命“最低程度地”开发自然。这让我谈到作为环境保护运动基础的两个观念中的第二个。

在第一章中，我说明了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利他主义道德准则的破坏性本质。对于环保主义和利他主义来说，情况没什么不同。无论自我牺牲的信念源于何处，它对人类生活都有破坏性。如果一个人牺牲了他自己，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食蜗镖鲈与花斑猫头鹰，这个人都依然是失败的。他的生活毁掉了，或者说他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降低了。

环保主义者想要人类为了自然而牺牲，从而自然能够保持原生态。这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许多人无法在野生环境中活下来，而且活下来的人不会活得很幸福，活得很长久。人类需要做的就是驯服自然——使其更顺从人类的生存。人类需要把地球变成自己的花园，需要利用自然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人类应通过运用自己的思维（通过运用理性）来扩大自己关于自然的知识，并控制自然，同时，利用自然资源来生产其赖以为生的财富。这将有助于维持和发展对其生存如此关键的工业化社会。

环保主义者提出的不合理主张

环保主义还有更多的问题。为了推进自己的事业，环保主义者说谎，并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主张。这不是一个我做的随意的断言——没有根据的断言，这是主要的环境“知识分子”公开承认的。一名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气研究国家中心的斯蒂芬·施奈德说（Stephen Schneider）：“我们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恐怖的描述……并极少提及我们可能会有的怀疑。我们经常在自己身上发现的这种‘双重道德束缚’没法通过任何方案解决。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决定：在富有成效和为人诚实之间，什么是最恰当的平衡。”
(16)

 实质上，他在说的是：要让人们加入到运动中，并支持其事业，环保主义者应该在为人诚实与提出恐怖故事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最近一本名为《多疑的环保主义者：衡量世界的真实状态》（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Measuring the Heal State of the World）的书详细记录了环境“科学家”在大量问题上提出的谬论、歪曲和彻底的谎言。
(17)

 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环保主义者提出一个观点，说明世界范围的人均粮食生产在下降，并且，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声称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迫在眉睫。为了证实他们的说法，环保主义者只提供了世界范围内人均谷物生产量的数据（包括既源于工业化国家，又源于非工业化，即“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当人们只考虑总计的全球数据，自1984年以来，人均粮食产量确实显示出下降。然而，环保主义者没有说明的是，当人们把来自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分开来时，人们看到：在工业化国家，粮食生产稳定下来了；而比起工业化国家，非工业化国家在低得多的人均粮食生产水平上有一种增长的趋势。本书的作者比尤恩·隆伯格（Bjom Lomborg）博士说：“在工业化国家，谷物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稳步增长，稳定在人均650公斤左右，实际上因为我们只是吃不了更多。”但人均粮食生产的增长趋势一直在非工业化国家持续，2000年达到211公斤左右。如果人们把这两种趋势跟在工业化国家生活不变的人口和在非工业化国家生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放在一起，人们确实会发现，全球趋势是向下的，因为全球的人均粮食产量是以每个国家各自人口为权重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粮食产量的平均数。
(18)

 非工业化国家人均粮食产量的数额相对较小，但却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权重，所以全球平均数在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这个不断下降的平均数也并不意味着粮食危机迫在眉睫。世界上的粮食正变得愈加丰富。环保主义者仅仅显示全球趋势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推断，给人们一种在粮食生产方面正发生什么的错误印象。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环保主义者在他们对《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的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逃避和不诚实。在评论隆伯格博士对全球粮食产量的讨论时，对于自己和其他环保主义者犯下的而被隆伯格博士揭示的错误，该评论者不但没有承认并致以歉意，反而犯下了同一个错误！
(19)

 。这个错误就是，该评论者也只用全球数据来争辩说全球粮食产量在下降。他所用的数据正是隆伯格博士用来说明环保主义者在选择性使用数据的数据，而该评论者竟然连陈述一下隆伯格博士论点的意图都没有！似乎该评论者对于他正在评论的书连浅尝辄止都没做到。这类评论中，这个例子不是唯一的。
(20)

 对于所谓的科学家而言，如此大范围地公然忽视事实并不是天真的错误，这显示出他们在根本上轻视事实和真理，
(21)

 显示出他们固守自己信念的愿望，即使这些信念与事实矛盾。

事实表明，环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主张都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毫无意外，上文所述的就是原因。从上文讨论的粮食产量、酸雨和全球变暖到人类引起的物种灭绝和自然资源的耗尽，到比久（Alar）危机与臭氧层空洞，到核武器和杀虫剂的危险，到转基因食物的危险等，这份表单可以一直列下去。环保主义者对于这些及其他很多话题做出的断言，已经被证明要么完全不真实，要么是对事实的大肆歪曲。至少，环保主义者提出的是误导人的“虚假”真理。

正如我所说的，他们提出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来欺骗人们，让人们相信其言论并加入他们的事业。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浪费笔墨分析环保主义者的每一个断言，因为没有必要那样做来说明他们的言论在总体上是不正确的。如果人们想要看对于环保主义者在无数问题上的言论的合理反应，可以参考本章给出的参考书目，做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名为《环境问题的理性解读》（Rational Readings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s）一书。这里，我将只审视环保主义者做出的几个断言，以此在总体上给读者指出他们所做断言的不正确本质。此外，我还将说明，不需要考虑就可以对环保主义者的断言弃之不顾是恰如其分的。


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是环保主义者喜欢的话题。他们利用这个话题试图使世界上的西方国家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费。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害，因为这将导致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对于环保主义者关于全球变暖的断言，我提出了科学的论证来加以反对，已用在这方面的资料来源包括：《环境问题的理性解读》中收入的不同作者关于全球变暖话题的论文，以及《全球变暖大辩论》（The Global Warming Debate）这整本书——这是一本来自于很多不同作者的论文的汇编。
(22)

 如果有人对这里所提论点的科学性有争议，他应该看一下原始资料，质疑那里的论点，因为他的争议是由那里的科学家所提论点引起的。
(23)



关于全球变暖的基本主张是：由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从而排放诸如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到空气中，地球表面的大气温度在上升。这些气体将来自太阳的热能滞留在地球的大气中，导致地球表面的温度上升，从而表现得像一个温室一样。如果人们只听环保主义者的言论，人们会认为人类的行为促使大气变暖（或已经使其变暖），而且这种变暖已经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南北极的冰帽肯定要融化，会使海平面上升，从而引起大量的沿海洪灾。有些人声称天气将会变得更加恶劣和反复无常，冷热季之间有更大的温差，有更糟糕的雷暴、龙卷风，飓风和暴风雪。环保主义者没有提及关于全球变暖的疑问，也没有提到全球变暖和应该会导致它发生的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潜在益处。让我们来看看关于全球变暖的事实吧！

首先，按照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方面世界闻名的专家S.费雷德·辛格（S.Fred Singer）博士所说，没有自然产生的温室气体，地球会是一个冰冷且了无生气的行星。
(24)

 根据化学家杰克·巴雷特（Jack Barrett）博士的研究，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会是0华氏度左右，而不是今天的59华氏度
(25)

 。另外，按照辛格博士的说法，水汽（这当然不是人造的）是最有效的温室气体。
(26)

 这说明，大量温室气体是自然存在的，对于人类——和所有生命——有着极大的益处，因为没有它们地球上就会没有生命。

其次，还有关于大气环流模型（GCMs）的事实。这是对地球大气精确的计算机模拟，用来预测据称随着人造温室气体增加会到来的显著全球变暖。根据辛格博士的研究，模型所预测的结果与实际观察存在显著差别。1992年，模型预测到2050年，在大气CO2浓度翻一番的条件下，温度会上升2.5至8华氏度。随后在1995年，又预测到2100年温度会上升2至6华氏度，这个较小的预测值，其时间跨度却长得多。
(27)

 再次，根据辛格博士、气象学家帕特里克·迈克尔斯（Patrick Michaels）博士以及新希望环保公司（New Hope Environmental Services，Inc.）的保罗·克拉彭伯格（Paul Knappenberger）的说法，模型结果与气候记录的实际表现极度不符。
(28)



另外，物理学家舍伍德·伊德苏（Sherwood Idso）博士说，考虑到水滴云数量的实际增加以及冰晶云数量的减少（可能是地球大气变暖导致的），模型的预测值应减半。伊德苏博士还说，考虑到云层中更大的含水量，由于陆地和海洋更大的蒸发率，应把全球变暖预测值降至原值的三分之一。另外，伊德苏博士说，海洋温度升高（如果大气温度升高，这是必然发生的情况）会引起海藻和浮游植物的量增多。当这些生物体死亡腐烂时，它们会释放出造成更多云层的气体。依据伊德苏博士的说法，陆地上生活的生物体也会发生类似过程。这些过程而来的额外云层会有净制冷效应，据估计这种效应在影响力上与CO2造成的温室效应相当。
(29)



从辛格博士、伊德苏博士以及物理学家休·W.艾尔塞萨（Hugh W.Ellsaesser）博士的观点中可以得知，这种模型还有其他问题。
(30)

 辛格博士提出的关于GCMs最具权威性的声明认为，“用于预言这种效应的数学模型显然不够完全，无法包含大气中的所有相关的物理过程。因此，这对假设下个世纪全球急剧变暖造成了严重的疑点。”
(31)

 基于这些观点，人们没法过分认真看待全球急剧变暖的预测，因为这些预测是运用没有很好地模拟地球大气中的物理过程做出来的。

关于全球变暖的历史数据表明了什么呢？依据迈克尔斯博士和克拉彭伯格先生的研究，这些数据表明，上个世纪温度增加了大约0.5至1华氏度，远远低于环保主义者在温室气体增加基础上应该会做出的预测。此外，这两位学者以及辛格博士都提醒我们注意，大部分全球变暖发生在1945年以前，但是大部分温室气体的人为增加（大约70%）都发生在这个时间之后。
(32)

 这与环保主义者在全球变暖上的预测是矛盾的。根据这些预测，1945年以后，由于这个时期温室气体增加得更多，全球变暖应该变得更剧烈了。

再者，依照巴雷特博士所说，卫星数据显示大气温度在短时间里就可以有很大变化。例如，在两星期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化可以达到1华氏度。因此，巴雷特博士说：“把超过一个世纪这么长时间里同样程度的变化归咎于温室效应的增强，这是不明智的。”
(33)



最后，20世纪地球的大气温度上升了，但是根据辛格博士和艾尔塞萨博士的观点，地球自800至900年前英国葡萄园广布时就已经开始变暖了。
(34)

 这是在工业革命和人类释放任何有影响的温室气体之前很久。而且，这次气候变暖并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35)

 因此，历史数据并没有显示变暖了很多，它们显示：变暖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来自自然本身。
(36)



我已经说明，数据并不支持环保主义者“由于人类活动，地球大气在变暖”的主张。然而，环保主义者忽视的另一个主题是：全球变暖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比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对农业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二氧化碳是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辛格博士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多，植物利用水的效率就会越高，生长就会越快。
(37)

 根据伊德苏博士的研究，这一点已在几百个实验室和野外试验中得到证实。
(38)

 这意味着植物可以在海拔很高、气候更干燥的地方生长，这也意味着种植粮食的成本会大幅减少，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确实增加了的话（无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这也会大大提高我们生产人们生存所需粮食的能力。

足以令人惊奇吧！我们种植粮食能力的改进可能是全球变暖带来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利益。事实如此，因为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也有可能拯救人类——以及所有生命——免遭灭绝。伊德苏博士说：对地球大气中CO2
 浓度的估计表明，跟地球历史早期存在的CO2
 浓度相比，现在已经减少了99%。有人认为，接近其历史开始的时候，地球大气中CO2
 的最高浓度大约是7万ppm。相比之下，今天却只有270ppm。如果CO2
 浓度继续下降，植物会灭绝（地球上当前生长的大多数植物在CO2
 低于50至100ppm的浓度时难以生存。）如果没有植物，就不会有动物（包括人类）。
(39)

 因此，因人类燃烧化石原料增加的CO2
 能够拯救人类。

同样，全球变暖本身也有助于拯救人类。它可以通过推迟或消除下一个冰河时代来做到这一点。过去的冰河时代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物种有害，科学家们也知道我们推迟了另一个冰河时代。据辛格博士说：“在小冰期期间或1816年的新英格兰‘没有夏天的年月’经历的实际气候变冷，导致了大量的农作物欠收，甚至引起饥荒。”
(40)

 地球的历史包括接近10万年的周期，在持续大约9万年的冰河时期与持续大约1万年的变暖时期之间变化。目前的变暖期几乎有11000年。
(41)

 因此，我们推迟了另一个冰川时期。我们也许该感谢全球变暖，是它让人类得以生存。

我已经说明了全球变暖的可能好处，以及这种变暖并不一定是环保主义者所称的是由人类引起的。但是，如果全球变暖会发生，不管是因人类还是因自然本身引起的，怎样做才是对其的合理反应呢？环保主义者想要我们从根本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即我们对人造能源的消费）。由联合国组织、许多国家签署的条约甚至要求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减少35%的能源消费。这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害处，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准直接与能源的消费有关。工业革命通过用机械动力（即消费人造能源产品，如煤，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制造的能量）代替人力和畜力，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由于能源消费和生活水平之间的这种联系，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均能源消费国，也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这绝不是偶然。如果我们退回去使用人力和畜力，生活水平将急剧下滑。换句话说，我们对人造能源的使用减少得越多，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滑得越多。

如果全球变暖真的来临（无论因自然还是人类），我们最好是扩大生产能力以便我们可以创造必要的财富来应对它。例如，最好能够建造更多更好的房子，生产更好的空调系统，从而我们可以应对全球变暖会带来的更温暖天气。无论全球变暖是否会来，自然本身将带给我们许多要克服的灾难（如地震，飓风，暴风雪等）。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能力增长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以应对这些灾难，这要比通过减少能源消费来破坏或急剧降低我们的生产能力好得多。

＊＊＊

仅仅在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就可以看出环保主义者很少关注事实真相。数据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绝口不提全球变暖可能的好处，而且他们建议的对全球变暖的应对方式是破坏性的，因为这会极大地伤害人们改善生活与增进幸福的能力。对比环保主义者所提问题的数量，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提出的不正确观点多出很多倍。


自然资源


环保主义者提出的第二个不正确观点与自然资源有关。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正在耗尽自然资源。但是，这不是事实，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根据物质守恒定律，自然资源是不可能用完的。这条物理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通的物理或化学过程都不能创造或摧毁物质。因此，耗尽形成所有物质的基本化学成分是不可能的，包括自然资源。如果人们使用某种化合物并处理掉它们，此物质并没从地球上消失。它只是简单地从地球的某个地方——它原来位于的地方，移到了地球上的另一个地方——人类处理过它的地方。如果人类需要再次使用这种物质，他们可以轻松地从丢弃它们的地方把它们回收回来。

此外，尽管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但对于所有的实际用途来说，其数量是无限的，因为地球就是一个由自然资源构成的实心球体。从其大气层的最顶端到地球表面以下约4000英里熔化的地心，地球完全就是一个紧密压实的化学物质球。况且，就获得这些自然资源来说，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在地球表面上搔抓了一下而已。这一点可以从最深的矿井也许只有一、两英里深，最深的油井才接近7英里深这样的事实中看出来。无论如何，请记住，从地球的表面到地心有4000英里深。

对于自然资源，关键是知道如何处理它们和获得他们。在经济上可使用的自然资源，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都一直在增长，并持续增长到现在。而在工业革命以前，我们只能使用地球表面的资源，用锄头挖，用锹铲。今天，随着炸药、声纳、推土机以及其他精密技术的使用，我们可以开采到地下几乎七英里的自然资源。通过运用人类的智力——通过运用理性，人类已经能获得更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了解如何使用它们。这段分析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如果人类继续将其理性运用到学习如何运用并获得自然资源的事业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将能够获得的其他行星及卫星上的资源。

能源产品的供应会怎么样呢？也许地球上的物质总量是固定的，但某些至关重要的化学物品，如石油，可能会越来越稀少，这也不是事实。通常，能够获得并用于生产人造能源的自然资源是越来越丰富的。比如，衡量是否丰富的一个标准是已知石油储量相对石油年消耗量的比例。这可以让我们估计出现有储量的资源能持续多久，如果我们继续以同样的速度消耗石油，又没有发现新储量的话。尽管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年石油消耗量一直持续增长，但石油储量的可用年限却从原来的10年增加到40年。
(42)



用同样的方法，人们也可以确定其他能源产品储量的可用年限数。例如，1973年，天然气储量有47年的可用年限；1999年则为60年。1975年测出煤储量的可用年限是218年，而1999年则为230年。据估计核电储量至少可用100年。人们相信页岩油储量可用年限达到惊人的5000年。
(43)

 当然，以上的这些估计并没有把水力发电所产生的那无尽的能量包括进来。

重点是我们无需担忧我们将如何生产我们用来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量。只要我们继续创造并保持我们的繁荣所依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无需担忧它。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有自由和谋利动机来发现新的能量来源、新的能量形式以及将燃料变成我们所需能量的新方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些都会以一种更洁净的方式完成，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更充足的财富，这使得人们有能力集中力量来发现更洁净的燃烧燃料的方法，并在当前以更洁净的方式运用燃料。
(44)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某种燃料真的相对稀少了，人们就会有保存此燃料并发现该燃料新来源和替代品的动机。这是我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价格体系协调特性的一部分。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这是某种商品相对稀缺时发生的情况），正好是这些动机存在的时候。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建立并维持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就不必担忧将从哪里获取燃料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人们只应该关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将创造出来并得以维持。如果不能，这将有害于能源以及其他一切东西的生产，有害于人们的生活。但是，这正是环保主义者们所寻求的。他们寻求通过实施大量的政府控制来强迫他人遵循他们的指示，以此来毁灭资本主义——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其他铝、铜、铁之类的商品又会怎么样呢？有证据表明，这类商品也正变得相对更丰富。商品价格指数表明，按实际价值计算，这类商品的价格150多年来一直在下降。
(45)

 此外，一些主要矿物储量的可用年限，比如铝和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增加了，尽管有消费率增加了这个事实。
(46)

 只要人们运用理性，有按照谋利动机行事的自由，如果特定的某些矿物会变得相对更稀缺，他们就会有能力发现这些矿物的新来源和替代品。

“可再生”资源，比如树、农产品和牲畜等会怎么样呢？同样，只要人们能自由地生产它们，这些商品就会有足够的数量。在今天更具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里，并不缺乏供给人们食物和其他产品的牛、猪、鸡及其他牲畜，也不缺乏人们赖以生存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此外，尽管有环保主义者推动的抑制我们生产木材之类产品能力的政府限令，如法律禁止在某些地带伐木，我们还是能生产足够的木材。

只要人们能按照谋利动机行事，通常就会有更多的资源供应到来。
(47)

 如果某种特定的资源会变得相对稀缺，我们可以在垃圾堆中发掘它们以增加可用量的供应。例如，如果铝变得更稀少了，其价格涨幅够大，那么在垃圾堆中发掘铝罐就会是有利可图的。这关系到我想要讨论的关于自然资源的最后一个话题。

我们将在哪里处理因资本主义社会的丰饶财富而产生的垃圾呢？这是环保主义者的又一个梦魇。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耗尽处理我们产生的垃圾的空间了。正如认为我们正耗尽自然资源一样，认为我们正在耗尽处理物质的地方也是与物质守恒定律相矛盾的。回想一下，这个定律说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当我在垃圾堆里处理物质时，我们没有创造物质。我们只是简单地处理从地球上某个地方得到的物质，把它转化成某种曾经有益于我们、但现在对我们没用了的东西而已。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使用和处理产品表现为把资源从地球上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理我们产生的垃圾将耗尽地球上的空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垃圾只是在一开始来源于地球的物质。对于垃圾，关键是能够把它从我们生活的地方移出去，必要的时候在化学上改变它。

我们将有足够的空间妥善处理垃圾吗？答案是“有”。我们将能够轻松地处理我们所制造的垃圾。据估计，美国在21世纪将制造的所有垃圾都可以在每边长18英里的正方形区域里处理掉。这个面积只相当于美国陆地总面积的0.009%，可能比美国几乎每一个郡都小得多。

基于本节的讨论，人们应该明白回收利用是一种资源浪费。它对于唯一一种正变得更相对缺乏的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这种资源就是劳动力。以实际价值衡量，劳动力是唯一的其价格（即平均工资水平）在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中稳步上升的资源。因为价值是商品或服务相对稀缺性的衡量标准，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商品或服务来说，劳动力正变得更加稀缺。在大多数情况下，相比回收利用旧材料，从地下获得新鲜自然资源的供应来生产铝罐及其他商品更便宜。这一点，从回收利用旧材料经常无利可图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来。
(48)

 之所以引起损失是因为，比起创造的新资源（铝或其他资源的新供应），在回收过程中花费的资源更值钱。当回收利用有利可图时（正如很多诸如汽车中的大量金属的情况），个人就有动机去回收利用。这种情况下，因为比起人们在发现新供应中进行充分利用来，供应新制造的资源具有更大价值，所以不存在资源浪费。

我们再次看到，经过详加审视，环保主义者的观点站不住脚。但是，在离开这个问题前，我还想提出一点。在环保主义者的观点中，同时包含有正在耗尽自然资源和正在耗尽填埋垃圾的空间两个说法，这是自相矛盾的，是环保主义者一方不诚实的又一个例子。他们同时说我们正在耗尽自然资源，仿佛资源正神奇地从地球表面消失一样；又在说我们正在耗尽处理垃圾的地方，仿佛据称正在消失的那些同样的资源正神奇地在垃圾堆繁殖一样。哪一个是对的呢？物质正在被创造或毁灭吗？当然，两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些观点，除了与物质守恒定律相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显而易见地彼此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没有使环保主义者缓行，因为他们不关注一致性或知识的其他要求。下面将讨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酸雨、物种灭绝、臭氧层损耗和DDT


鉴于环保主义者的不正确观点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这里再举几个事例来说明真相实际上是怎样的。关于酸雨，环保主义者声称，由于人类活动，这种雨正在破坏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湖泊。然而，人们没有从环保主义者口中得知的是，雨本来就是酸性的。自然降雨的PH值平均大约为5（PH值低于7的液体都是酸性）。
(49)

 另外，原以为由于酸雨已变得酸性更强的湖泊，比如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南部的湖泊，本来就是酸性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由于这段时间这个地区运用砍倒并烧掉的伐木方法，这些湖泊的酸性变弱了。这种伐木方法的特征是：大量砍伐树木，并焚烧森林地面上的残余物。它使这些湖泊周边遭受砍伐的区域碱性更重，并使这些湖泊适宜鱼的生存。由于这种伐木方法的停止，他们现在正回归自然的酸性水平，从而不太适合鱼类生存。
(50)

 因此这种情形与环保主义者关于这些湖泊的观点正好相反。事实原来是：环保主义者所痛恨的一种人为活动，比如伐木，对于这些湖泊来说，是一种赋予生命的活动，而回归“自然环境”却正在毁灭这些湖泊里的水生生物。

＊＊＊

环保主义者还认为，人类的行为正在造成物种的大规模灭绝。他们断言，地球上的各个地方，在未来50年内，所有物种中，10%到100%不等的物种将灭绝。
(51)

 但是，根据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博士的研究，人类造成物种大规模灭绝的证据不存在。他表明，环保主义者所预测的大规模灭绝只是基于猜测和假想。
(52)

 另外，比尤恩·隆伯格博士提出证据说明，估计下个50年里更实际的物种灭绝率是0.7%。
(53)



此外，环保主义者没有提到的与此问题相关的要点，即物种灭绝是生命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的一部分，早在有人类之前物种灭绝就大量存在。所有曾经存在于地球的物种中，至少有90%在现在已灭绝，而且几乎所有这些物种都是由于自然过程消失的，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54)



再者，如果不是因为物种灭绝，人类自身可能不会存在，因为如果没有恐龙的灭绝，人类可能永远都不会发展起来。当恐龙在地球上漫步时，当时存在的哺乳动物仍然相当少。
(55)

 只有在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才得以发展壮大，存在的种类才开始在多样化上丰富起来。
(56)

 因此，对于人类生命的发展来说，恐龙的灭绝可能是必要的。

对于这里或那里的一两种物种的灭绝，环保主义者认为这会给据说很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脆弱性与化石记录中出现的物种大规模灭绝相矛盾，而且人们认为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中，它们一直都是周期性发生地的。人们认为，在一次这样的周期里，所有当时活着的物种中，超过95%已经灭绝。此外，当前的猜想之一——恐龙是如何灭绝的——就是一种物种大规模灭绝的猜想。人们相信，当时存在的所有物种中，65%的都灭绝了。
(57)

 然而因为某种原因，经过这么多次灭绝之后，残存的物种活了下来，新的物种最终发展了。如果这是事实，人们就不必关注那一两种——或一两千种（甚至更多）——因人类导致灭绝的物种。

而且，环保主义者关于物种灭绝的言论中，没有考虑人类活动造成的各种急剧增长的物种。他们没有考虑大量的猫、狗、牛、猪、鸡等，它们的存在可是依赖于人类的。不过，人类没有义务去保护目前存在的动物物种。这是一种利他主义信念，照其行事对人类是不利的（也是不道德的）。对于人类来说，最好（或道德的）是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幸福所依赖的动物有足够的数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消灭那些对人类有害的动物。

接下来是环保主义者所断言的大气中臭氧的损耗，以及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空洞，他们认为人类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们使用了CFCs（氟利昂）。制冷剂、喷雾剂及其他很多东西中都用到CFCs。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生产的CFCs上升到大气中，经过一个化学过程，破坏了臭氧。臭氧层能够吸收大量的紫外线辐射，随着臭氧层的破坏，更多的紫外线会透过来到达地球表面，据称这会增加人们患皮肤癌的几率。

关于臭氧损耗观点的问题是，有证据显示大多数CFCs不会在大气层中上升得足够高，以致于破坏臭氧层。此外，跟海水蒸发与火山爆发之类的自然过程释放的损耗臭氧化学品相比，人类释放到大气中的CFCs的量微不足道。跟自然过程产生的损耗臭氧化学品相比时，CFCs只占释放到大气中的臭氧损耗化学品的0.1%。另外，环保主义者忽视了一个可能对大气臭氧层有最大影响的因素：太阳。科学家们大多认为太阳对臭氧层的厚度影响最大。最后，关于南极洲上方的臭氧空洞，结果证实第一次发现该洞是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在大量的CFCs释放到大气中之前；而且，它可能是由于太阳和南极大陆上火山活动的影响而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
(58)

 再一次，在详加审视下，环保主义者的观点站不住脚。

＊＊＊

最后，我们应该回忆一下第五章中提到的关于DDT的禁令。1972年，由于所谓DDT对动物和人类的危害，美国从根本上禁止了DDT的使用。作为一个所谓它对动物有害的例子，据说DDT对鸟类有毒害作用，使鸟类的蛋壳变薄，薄蛋壳会导致小鸡死亡。然而，在DDT使用最严重的时候，很多据说遭受DDT负面影响的鸟类实际上数量增加了。此外，实验表明，DDT对鸟类没有毒害作用，尽管事实上喂给鸟类的剂量比他们在自然栖息环境中正常遭受的多了6000到2万倍。另外，旨在显示DDT对蛋壳影响的试验表明：尽管事实上，在鸟类的繁殖周期中，喂给鸟类的剂量超出了它们正常情况下接受的650倍。同时，这些鸟的孵化率并不比控制组中的鸟低。
(59)



对于人类，他们认为DDT是致癌的。然而，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的试验基础上：注射到白鼠身上的剂量，比粮食中发现的DDT残留多了10万倍。而DDT在人类身上的试验，是让接受试验者服用比平时从食物残留中摄取的DDT高500倍的剂量，结果证实在试验期间或30年后都没有副作用。
(60)

 而且，DDT实际上通过杀死携带病毒的昆虫而拯救了上亿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被禁止使用，它本可以再拯救数千万人。
(61)

 另外，通过保护庄稼免遭虫害，DDT改善了数千万人的健康与营养。
(62)




对环保主义者所提不正确观点的总结


说起全球变暖及其他讨论过的观点，环保主义者引起了很多对人类的所谓威胁的担心。他们指出，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来减轻人类对自然的影响的话，人类将会面临他们所说的灾难与痛苦。然而，对人们因他们的行为而遭受的实际痛苦，环保主义者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担忧。例如，由于环保主义者的缘故，数千万人死于DDT被禁用。为什么他们不关心这些死者？他们怎能如此嚣张地漠视人类的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利他主义的道德标准。反对使用DDT是环保主义者主张为了自然牺牲人类的一个明显例证。这表明他们希望人们为了自然而牺牲整个人类的利益，即使这样做肯定会牺牲千万人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环保主义者在总体上反对生产与技术，将其作为他们认为我们将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所谓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并且很可能已经导致了）更大量的死亡与痛苦。这些就是利他主义道德标准的实际结果和提倡它的人所关心的。


环保主义与理性的放弃


在对事实的审视下，环保主义者的观点一个个倒下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他们的观点经常与事实相矛盾，因为他们不关心事实或真相。基于他们说的谎和歪曲的历史，人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彻底摒弃环保主义者提出的主张，除非这些主张获得过令人信服的资料的证实。人们应该这样做，因为环保主义者的主张是随意的断言——在不去试图了解任何现实事物的前提下做出的断言。
(63)

 正如我在本章的前面所说的，环保主义者提出这些主张的原因是想通过恐吓让人们加入他们的事业。

有人会问，为什么环保主义者要撒谎并提出这么多不正确主张呢？如此大型的运动怎会如此放肆地不诚实？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暂时撇开这个话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倾向同时也影响环保主义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对我们文化的最根本影响之一是对理性的全面放弃。正如我所说过的，理性是让人们从概念和原则方面进行思考的工具。运用理性要求人们将其结论建立在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上。因此，随着一种文化放弃了使用理性，它就丢掉了基于客观事实得出结论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丢弃了以事实为导向的核心思想。这就是环保主义者“知识分子”不关注事实或真相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如此轻易地提出与事实明显矛盾的主张的原因。他们不关注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已经丢弃了一个工具，运用它会使得他们关注的事物符合事实与逻辑，这个工具就是：理性。

纵观我们已经在关于全球变暖等节中给出的证据，作为驳斥环保主义者所提事实与真相的证据，这里引用一位著名的保护论者对环保主义者的物种大量灭绝说所提的一个说法，他说：“缺乏数据确实让我忧虑。”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此声明并要求让他保持匿名，因为他说：“他们［即环保主义者］将会为我说的这些话杀了我。”也许此人只是打个比方，但是，如果一个人会担心来自同行的报复到他必须匿名地指出缺少证据来支持他们观点的程度，那么他的这些同事已经不配任何“科学家”的头衔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知名环保主义者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说：“要认识到地球上的动植物正进入大型灭绝期，生物学家不必知道物种有多少，这些物种彼此之间有何联系，或每年有多少物种灭绝。”
(64)

 要“知道”物种正在发生大量灭绝，“科学家”无需关注跟物种灭绝相关的事实，这就是一名环保主义者昭然若揭而又厚颜无耻的说法。

全面放弃理性也使得这一批“知识分子”有可能忽视或逃避其环保主义的根本思想的破坏性后果（这些思想就是：自然有其内在价值，人类应该为了自然而牺牲自己）。要看清这些思想的毁灭性质并认识到其重要性，从而人们可以采取正确的行动，这要求人们尊重逻辑和事实。它还要求人们理解某些人提出来然后按照自己对其的理解行事之思想的逻辑含义。但是，理解逻辑含义并始终依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却不是放弃理性的人所关心的，原因还是一样：对于放弃了理性的人来说，逻辑和事实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假如某种文化中的人们开始放弃理性，某种形式的感情主义将会取代理性。基本上，在任何理解世界的尝试中，人们只能在理性和情感之间选择。诉诸感情，结论不是基于客观现实和对事实的逻辑分析，而是基于个人的感觉。在此基础上，如果人们觉得某种想法还不错，那么这种想法就肯定是好的（或“真的”），即使这种想法与客观现实不一致。同样，如果人们感觉某种想法很糟糕，那么这种思想肯定是坏的（或“假的”），即使这种思想与客观现实相符。此外，如果某事实让人们感觉很糟糕，那么，基于这种处理信息的方法，忽视或逃避事实并没有错。同样，基于这种方法，如果人们感觉很好，他们创造出一个“事实”当然也没有错。
(65)



这里引用的保罗·埃利希的话和之前引用的斯蒂芬·施奈德的话是感情主义的鲜明例证。他们显示出对理性的彻底轻视，这里的理性意味着：事实，逻辑，证据，真理和科学。事实上，环保主义者的所有言论，从我上面所反驳的到大量主题的言论，都是基于感情主义的。所有这些言论都完全忽视了科学及其所有必要条件。这并非只是少数几位环保主义者的特征。这种心态遍及整个环境保护运动。人们见证了许多该运动组织的言论领袖显示出他们忽视了事实和真理这一事实（施奈德和埃利希的言论只是这类言论之中的两种。）
(66)

 ；也见证了该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甚至没有斥责其同事提出这种言论的事实（更不用说在其同事值得谴责时加以谴责）；也见证了这样的事实：一名环保主义者，因为害怕被指责，匿名指出他的同行在支持其观点上拥有的证据不足；还见证了环保主义者对反驳他们观点的言论（比如《悲观的环保主义者》中的反驳）的总体反应；最后，还见证了环保主义者在与证据相悖的情况下提出的观点。

考虑到反对环保主义者的证据，唯一要做的合理之事就是摒弃其言论。人们一旦发现环保主义者根本方法论的不道德本质，就没有必要去驳斥其任何言论。此外，如果人们在没有谴责环保主义者的方法论前提下就去驳斥其言论，他们会使人感到环保主义者的方法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它是一种可用于获得知识的合理方法）。环保主义者的言论不值得受到科学的关注。他们的言论不是企图获得知识，而是拿科学作幌子来掩盖其真实动机以及诉诸感情的言论：为了自然牺牲人类，让人们加入到他们的事业中。一旦拿掉这个幌子，人们就很容易发现其信念与动机不道德且有害的本质。

利用科学作幌子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并非源自于环保主义者。“科学的”创世论者做这种事情由来已久。创世论者提出“科学的证据”来让其信仰的实际来源《圣经》讳莫如深。他们不想发现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事实，正如环保主义者不想发现与酸雨和全球变暖相关的事实一样。创世论者利用科学作幌子使其观点看起来是合理的，这正跟环保主义者一样，后者用科学的幌子来掩盖他们的真实动机，企图利用科学的名望来传播他们的观点。如果他们公开表明其观点，其观点会因为没有事实基础而被人们摒弃。创世论者和环保主义者试图像寄生虫一样依靠科学的合理性和名望生活。一旦人们发现了创世论者的基本方法，他们就不应该对其任何具体言论做出回应，对于环保主义者，也应该这样。这样做只会使他们的方法显得合理。无论如何，人们不应该关注他们的观点，因为它们是随意的断言。
(67)



我们的文化中，对理性的全面放弃，以及相应的感情主义的抬头，这很容易使很多人上环保主义者“知识分子”的当，这也因而成为环保主义得以传播的原因。大多数声称自己是环保主义者的人，很可能虔诚地相信他们从该运动的智识领导人那里听到的言论，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对告诉他们的东西做出理性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的教育中，他们从未接受过可以做出这种评价的思维方法。例如，从未有人教过他们如何使用逻辑之类的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逻辑是一种理性的工具；此外，由于对理性的全面放弃，逻辑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甚至现在还被公然地反对。
(68)



本书不是关于认识论或哲学史的一本书，因此我不打算用大量篇幅来讨论什么是理性、它被遗弃的原因、从何时被遗弃，以及放弃理性后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具体形式。在这里，我将只说说对理性的信心和尊崇，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并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它从19世纪开始衰落，并最终被一个人，即德国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终结。康德使启蒙运动画上句号。他想用信念（一种感情主义）
(69)

 来取代理性。自康德以来，哲学史和思想被广泛传播的一直是灌输和诠释康德所提思想之含义的过程。如果要推翻环保主义，并用资本主义作为其合理的替代品，就必须回归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回归到理性。
(70)




环保主义的死胡同


如果环保主义不关心事实和真相，那它只关心什么呢？这就是本小节的主题。

正如本章前文所说的，环保主义根本上不关注清洁海滩、湖泊和河流；为后代“拯救地球”；或创造“野生生物保护区。”这些不能解释人们从该运动看到的一切。环保主义者的运动建立在对人类的恨和将人类从地球上清除掉的愿望基础上，也建立在纯粹的虚无主义基础上。这是一个措辞严厉的说法。这只是我个人的宣传，还是我有根据地做出了这样一种断言呢？让我们来看看证据吧。

如果人们考虑一下环保主义所基于的观念——即：自然有其内在价值，人类应该为了自然牺牲自己——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上述声明的正确性。首先，我们来集中讨论前一个观念。如果自然有内在价值，存在于或属于其自身的价值，不同于自然展现给人类的价值，那么当人类利用自然去获取自己的利益时，他在破坏某物（即有内在价值的某物），从而他肯定是邪恶的。例如，如果自然有内在价值，那么只是因为树木存在，它们就有价值。因此，当人砍伐树木来建造家园时，他就是在破坏好的东西，因而他肯定是邪恶的。根据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人类采取行为并利用自然达到自己目的的规模越大，人类就越邪恶。

动物依靠适应自然环境来生存。人类不能像动物一样生活。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改造自然，让自然服务于自己。人类必须种植、加工并冷藏食物，制造计算机，生产药物，建造交通系统等等。人类得以生存的东西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他必须通过思考和努力把它们创造出来。但是，这正是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禁止他做的。对于人类所采取的任何改善自己生活的行为，环保主义都会谴责其为邪恶。换句话说，因为做要生存下去必须做的事，也就是依其天生需求行事，人类也会被指责为邪恶。
(71)



自然有内在价值这个信念意味着在环保主义的控制下人类的悲惨结局：它意味着人类应该为了自然而牺牲。渴望大规模地毁灭人类是环保主义所基于其上的思想的逻辑含义。如果某人煞有介事地看待环保主义的核心思想，并以在逻辑上一致的方式按其行事（即，如果某人试图原则性地照其行事），他将被引导到人类是邪恶的，应该被毁灭的观念，从而会抨击人类，并攻击人类改善自己生活与幸福的努力。

上述不仅仅是逻辑的推论（虽然，从其内在或本身就足以批判环保主义）。许多环保主义者都把此理论付诸于实践。言行更一致的环保主义者，阻止人类运用所谓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积极地以此来试图让人类为自然做出牺牲。这可以在Unabomber（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之类的人的行为中看出来。因为反对工业化和技术，特德·卡津斯基（Ted Ka‐zinski）通过邮寄炸弹给商人和其他人。如果人们去读他的宣言，他们会很轻易地发现他接受的是环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例如，他声明，“唯有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影响才变成真正灾难性的。要减轻自然承受的压力……只需要消除工业社会。”
(72)

 环保主义“知识分子”普遍认同其宣言中的基本理念。他们不赞同的只是他在实现其理念时所使用的手段。
(73)



其他环保主义者的行动方式与Unabomber类似。首先就有保护地球（Earth First！）成员的致命行为，他们在太平洋西北部给树木打桩试图阻止此区域的砍伐。地球解放阵线（ELF）的成员烧毁或破坏滑雪胜地、商业、住宅建设项目和其他形式的财产，来阻止人们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动物解放阵线（ALF）破坏、毁灭过研究动物的实验室以及生产或出售肉类、毛皮与其他动物产品的地方。支持善待动物组织（PETA）的人破坏财产并攻击个人，试图阻止他们利用动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环保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及所作所为变本加厉起来。某环保组织甚至开始用死亡威胁人们。
(74)



当然，很多人会提出抗议，认为我只把目光放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极端”分子身上。环保主义者激动地提出声明，也许只有1%的环保主义者认同以环保主义的名义使用暴力手段来反对他人或损坏其财产，而其他99%的人不认同使用暴力来达到目的。然而，尽管大多数环保主义者不认同使用暴力（即迅猛地使用暴力）来达到目的，这也许是真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认同运用强迫来达到目的，这却是真的。实际上，所有环保主义者都认同通过政府对人们强加专横的限制来动用强力（比如限制在大陆架上及阿拉斯加州开采石油的法规，以及要求汽车安装释放控制装置并满足一加仑汽油行驶里程条件的法规）。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否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使用强迫或暴力，这是没有关系的。正常来说，人们不是通过参与一项意识形态运动的普通人来判断该运动。无论是环境保护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其他意识形态的运动，人们都不是通过这些运动的普通成员来判断。人们通过一项意识形态运动所基于的思想来判断它，通过作为该运动基础的思想之中逻辑的、一致的含义来判断它。人们应该看一看，不论好坏，一项运动在逻辑上与什么保持一致，以确定它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该运动在逻辑上跟什么保持一致，我们会发现，该运动是现在存在的、甚至是有史以来的最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运动之一。

考虑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认识到环保主义运动有两个群体：暴力成员和非暴力成员。两个群体都信奉同一种理念，他们只是在贯彻理念实行的方法上意见不一致（Unabomber就是一个显然的例子）罢了。这两个群体中有一个是理念与行动不一致的，要么暴力符合环保主义的理念，要么不符合。基于对环保主义所基于的思想的逻辑分析，该运动暴力成员的行为与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一致的，他们才是为环保主义自然目标一致的奋斗的人。该运动的其他成员只是不理解他们声称信奉的理念的本性。他们不理解（或不在乎）什么东西在逻辑上符合环保主义。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声称信奉的理念，或者说他们忽视或逃避环保主义的逻辑含义。

环境保护运动言行不一致的成员让他们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这有一个历史实例可以帮助我们分清事实。在德国，希特勒上台之前，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对德国是有利的。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将使德国再一次成为强大的国家。他们相信，除了别的之外，它可以使德国的经济繁荣昌盛。然而，许多人，或许是大多数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不认同对数百万人的大屠杀。虽然如此，这却与德国实际上实现了何种社会主义制度无关，因为，正如第一章所说明的，大屠杀是这种制度合乎逻辑的内涵。这种（以其纳粹的形式表现的）在德国进行了大屠杀（或其他任何实施这种制度的地方）是因为，大屠杀在逻辑上蕴含于这种所基于的理念。纳粹德国中不认同大屠杀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实现的就是帮助一个邪恶的魔头上台掌权，这种制度促使他最终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实际上，这些不知情的社会主义者变成了他所犯罪行中的帮凶。就像社会主义一样，环保主义是一种具有彻底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它为最邪恶且最具有破坏性的人群提供了攫取权力、对人类实施破坏的途径。支持环保主义，无论言行是否一致，就是支持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基础上上台掌权的恶人。

这关系到我反对环保主义的最后一点。言行更一致的环保主义者甚至要求大规模毁灭人类。戴维·格雷伯，我在本章前文最开始讨论内在价值时引用过的生物学家，公然希望死十亿人，因为他认为人类在破坏自然的“野生状态”
(75)

 。他希望死的人数竟比被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节实际屠杀的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独裁者造成了上亿人被屠杀，而这位环保主义者却想要十亿人死亡。环保主义下将出现的独裁者会让社会主义者看起来是人类的朋友。如果环保主义完全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世界将会看到在规模上远远超过社会主义血腥记录中所见的人类毁灭。
(76)



某位环保主义者也许会做出回应，说我在上段中所写的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基于这一个人所说的，不能恰当地判断这整个运动。然而，对于这个说法，重要的不是多少人说了它，或者多少人信奉它，而是可以用环保主义作基础，为此类破坏进行辩护。这样一种言论在逻辑上与环保主义完全一致，这才是重要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评价一项意识形态运动不是基于该运动中普通人信奉什么，甚至大多数人信奉什么。一项意识形态运动，因为在根本上它是基于理念（不是人）的一项运动，因此，如果要正确评价它的话，就应该通过它所拥护的理念以及跟这些理念在逻辑上一致的事物来评价。人们可以做出一些跟他们公开表明信奉的理念不一致的事情，而且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仅凭某运动中的人去评价该运动（无论他们公开表明信奉的是其行为还是理念），那么，在试图确定该运动的潜在趋势时，就会误入歧途。但是，如果人们在评价一项运动时正确地运用逻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环保主义者也许还会做出这样的回应：说这是善意（环保主义者）的理念被坏人歪曲以证明毁灭行为有理的情况。但是，这不是事实。当人们用环保主义来证明毁灭行为有理时，这就不是善意的理念被歪曲以证明这些行为有理的情况了。环保主义者的理念是邪恶的——即毁灭性的理念。这也是他们可以用来证明毁灭行为有理的原因。在最根本的层次上，环保主义是建立在完全与人类生活及客观事实对立的理念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牺牲的道德和确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符合包括人类生活需要在内的客观事实的。这些理念体现了一场反对现实的战争。在任何这样的战争里，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毁灭。

结论

环保主义并不构成对市场的批判。它只是再次显示某些人拥护错误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会导致人们得出关于自由市场的错误结论。环保主义没有针对科学和道德的合理观点。它彻底地反对科学与道德，是感情主义的一种形式，其思想有害于人类生活，因此是不道德的。

如果你珍视自己的生命，你应该摒弃环保主义，不与该运动发生瓜葛。逆转以环保主义为形式到来的不断增长的反理性主义潮流，为时不晚。人类有自由意志，不必继续在他们指向的毁灭道路上前行。但是，为了180度地逆转这个方向，他们必须找到他们一直在寻找、但到目前还没能找到的家园。他们从来都没能找到它，因为他们看清它的能力已经被冰冷、黑暗的雾霭——利他主义的道德标准和自然的内在价值之类的理念——迷糊了。这些思想犹如冰冷而黑暗的尘雾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如果人们摒弃这些理念，并且衷心接受利己主义，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这片雾霭就会散去，他们将能够回到家园，第一次实现基于完全、彻底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政治／经济制度。
(77)

 如果人们做到了这一点，人类生活就会繁荣。

--------------------


(1)
 人们可以想象出那种气味和由此造成的污染，在炎热的夏天，过去沿街都是源自于人类和马的垃圾所造成的污染。


(2)
 参见彼得·施瓦茨的《贫穷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riva‐tion），选自《回归原始：反工业革命》（Return of the Primitive：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安·兰德编，引言和附录文章由彼得·施瓦茨撰写（纽约：Meridian，1999年），第219—244页，特别是第228页。


(3)
 一个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已经在这样做。


(4)
 更多关于环保主义者如何秘密地动用暴力的例子，详见本章中题为《环保主义的死胡同》一节。


(5)
 更多关于此主题的讨论，详见第四章中题为“负外在性的解决办法”一节。


(6)
 更多关于此主题的讨论，详见本章中题为《自然资源》的一节。


(7)
 参见比尤恩·隆伯格的《多疑的环保主义者：衡量世界的真实状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165页和170页。本书也提供了关于绝大部分环境监管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鲜有成效的证据。


(8)
 据估计，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人们认为主要是淋巴腺鼠疫）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至少造成了25%的欧洲人死亡。


(9)
 因为饥荒相当普遍，通常的情况是：许多人甚至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做到这一点。


(10)
 参见安·兰德《新左派：反工业社会》，修订版（纽约：Signet，1975年），第138页。


(11)
 对于充分了解环境保护运动本质的重要性，以下是关于此运动的一些好资料来源：杰伊·H．莱尔（Jay H.Lehr）编的《环境问题的理性解读》（纽约：Van Nostrand Reinhold，1992年）；安·兰德的《回归原始：反工业革命》；乔治·瑞斯曼的《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伊利诺伊州渥太华，詹姆逊图书公司，1996年），第63—120页。决不能把这看成是完全的书目（同类的书还有很多）。


(12)
 戴维·M.格雷柏的《自然的力量犹如温室的花朵》（Mother Na‐ture as a Hothouse Flower），选自《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1989年10月22日，第1页。


(13)
 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纽约：Signet，1964年），第16页。


(14)
 更多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第一章中讨论权利的题为“资本主义”的一节。此外，权利不适用于低等动物，因为它们没有理性。因此，它们无法理解包括道德原则在内的原则，从而也无法理解“权利”的概念，更不用说照其行事。从根本上说，动物在道德的范畴之外（即它们既非道德的又非不道德的，它们与道德无关）。因此权利不适用于它们。对于权利不适用于动物的更多证据，考虑一下如果假定动物有权利会导致的矛盾。比如，你将不得不尊重一只大灰熊所谓的生命权，但是，它不会尊重你的生命权。更多关于此主题的讨论，你可以听听埃德温·洛克（Edwin Locke）与斯蒂芬·萨博尼兹（Stephen Saponizts）录在磁带上的辩论，名为《动物有权力吗》（Do Animals Have Rights？，康涅狄格州Gaylords‐vilie：Second Renaissance Inc.，1990年）。


(15)
 事实上，由于环保运动的影响，一些水坝实际上已经拆除了。参见彼得·施瓦茨的《地球日与人类：为工业和技术而辩护》（Earth Day vs.Man：In Defense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中的《人与自然》（玛丽娜·德尔·瑞［Marina del Rey］，加利福尼亚州：安·兰德研究所，2000年），第1—3页。


(16)
 参见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的《我们脆弱的地球》（Our Fragile Earth）中引用斯蒂芬·施奈德的话，选自《探索发现》（Discov‐er）第10卷第10期（1989年10月）第44—50页。该引用位于第47页。


(17)
 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


(18)
 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93—94页。这是正在讨论的现象的一个数学例子：如果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从40亿增长到50亿，这些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同期从190公斤上涨到200公斤，如果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是10亿（其人均粮食产量为650公斤）。全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将从282公斤下降到275公斤，尽管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上涨了。第一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加权平均数是［40亿（190）＋10亿（650）］／（40亿＋10亿）＝282公斤，第二年是［50亿（200）＋10亿（650）］／（50亿＋10亿）＝275公斤。


(19)
 戴维·皮蒙特（David Pimental），《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的怀疑》（Skeptical of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选自《怀疑论者》（Skep‐tic）第9卷第2期（2002年）第90—94页。


(20)
 关于《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的评论，特别是这个评论之本质的观点，我要感谢凯斯·H.罗基奇。参见他的《抵制祸患：多疑的环保主义者没有意义的争斗》（Fighting the Hydra：The Futile Battle of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选自《知识活动家》（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第16卷第12期（2002年12月）第6—18页。这篇文章还包括更多此类评论。


(21)
 为何环保主义者极少关注事实与真相，本章中题为“环保主义与理性的放弃”一节中有讨论。


(22)
 约翰·恩斯利编《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The Global Warming Debate，伦敦：欧洲科学与环境论坛，1996）。涉及《环境问题的理性解读》的内容，本书已经给出。


(23)
 这也符合我在关于自然资源、酸雨、物种灭绝、臭氧层破坏以及DDT的讨论中提出的科学。


(24)
 莱尔《理性解读》第395页。


(25)
 恩斯利《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第64页。


(26)
 莱尔《理性解读》第395页。


(27)
 参见莱尔《理性解读》第147页。


(28)
 莱尔《理性解读》第400页以及恩斯利《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第163页。


(29)
 莱尔《理性解读》第417—419页。


(30)
 莱尔《理性解读》，第399—400页，412—413页以及415—418页。


(31)
 同上书，第393页。


(32)
 恩斯利《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第147页和167—168页。


(33)
 同上书，第69页。


(34)
 莱尔《理性解读》，第398和406页。


(35)
 这段评论，我要感谢罗伯特·W特拉辛斯基（Robert W.Tracins‐ki）的《全球变暖与科学：全球变暖运动使科学屈从于政治》（Global Warming vs.Science：Global Warming Campaign Subordinates Science to Politics），选自《地球日与人类》，第9—11页。


(36)
 质疑全球变暖观点的，并不只是本节中的科学家。超过17000名科学家在俄勒冈科学与医学院（the Orego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Medi‐cine）散发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写道：“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实，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或其他温室气体正在导致或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导致地球灾难性的变热和气候的恶变。”参见他们的网站www.oism.org。


(37)
 莱尔《理性解读》，第400页。


(38)
 莱尔《理性解读》，第422页。


(39)
 同上书，第424—425页


(40)
 同上书，第400页。


(41)
 莱尔《理性解读》，第407页。


(42)
 参见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124页。


(43)
 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126—129页。


(44)
 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跟更高生产能力带来安全性与质量的进步一样。在人们满足了更迫切的需求（比如生产足够的食物、衣服和房子）后，他们就有能力关注其他不那么迫切的需求（比如开发质量更优和安全性更高的物品，以及更洁净的能源生产方法）。更多关于此主题的讨论，参见第五章。


(45)
 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138页。按实际价值意味着就获得该商品必须花费多少劳动力来说。


(46)
 同上书，第141页。


(47)
 某些环保主义者近来认识到我们不会马上耗尽自然资源，而且，我们能够生产出我们改善生活所需的丰富产品。因此，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观点。现在他们争辩说，自然资源过于丰富。这样一种转变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并不难。想要了解其原因，参见本章“环保主义与理性的放弃”一节。关于这种转变的一个例子，见戴维·M.蒙特佐（David M.Nemtzow）的《给你更多的力量：比尤恩·隆伯格与能源》（More Power to You：On Bjorn Lomborg and Energy）选自《谷物杂志》（Grist Magazine），2001年12月12日。


(48)
 政府必须向人们征税，比如以矿藏税的形式对罐头盒与瓶子征税，以此来努力让他们循环使用，这个事实证明了循环使用无利可图。否则，人们会自愿循环使用，无需采取征税的手段让人们循环使用。


(49)
 参见约翰·J.迈克凯特（John J.Mc Ketta）《酸雨——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故事》（Acid Rain—The Whole Story to Date），选自《理性解读》，莱尔编，第46—49页。


(50)
 参见爱德华·C.克拉格（Edward C.Krug）《伟大的酸雨谬论》（The Great Acid Rain Flimflam），选自《理性解读》，第36和39—40页。


(51)
 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249页。


(52)
 莱尔《理性解读》，第742—744页。


(53)
 隆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255—256页。


(54)
 西蒙，选自《理性解读》，第742页。


(5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生物学博物馆《什么杀死了恐龙？没有根据的猜想》（What Killed the Dinosaurs？The Invalid Hypotheses），选自《恐龙传闻：当前关于恐龙的话题》（Dino Buzz：Current Topics Concerning Dinosaurs），2004年，＜http：／／www.ucmp.berkeley.edu／diapsids／ex‐tincthypo.html＞（2004年8月31日）。


(56)
 彼得·J.布莱恩特（Peter J.Bryant）《哺乳动物时代：哺乳动物的进化》（The Age of Mammals：Evolution of Mammals），选自《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002年，＜http：／／darwin.bio.uci.ed U／～sustain／bio65／lec02／b651ec02.htm＃MAMMALS＞（2004年8月31日）。


(57)
 更多关于物种大规模灭绝的讨论，包括其产生的原因，参见唐纳德·戈德史密斯（Donald Goldsmith）的《报应：死星及其他大规模灭绝的理论》（Nemesis：The Death－Star and Other Theories of Mass Extinc‐tion）（纽约：Walker＆Company，1985年）。本段所提观点涉及之处，参见第7—9页、第47—49页和第57页。大规模灭绝是由地球与小行星或彗星碎片之间的周期性碰撞产生的，戈德史密斯提供证据证实了这一猜想。


(58)
 本段的论述基于罗吉里奥·A.马杜罗（Rogelio A.Maduro）和拉尔夫·绍尔哈默（Ralf Schauerhammer）的《臭氧层空洞恐慌：科学证实天空不会塌下》（The Holes in the Ozone Scare：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the Sky Isn’t Falling）（华盛顿特区：21世纪科学联合会，1992年）。本段所提具体观点的涉及之处，参见第11—16页、第98—102页、第120页、第125—127页和第140—143页。


(59)
 关于本段的论述，参见狄克西·李·雷（Dixy Lee Ray）与卢·古佐（Lou Guzzo）的《毁灭地球：科学如何帮助我们解决酸雨，臭氧层空洞以及核废料（等等）》（Trashing the Planet：How Science Can Help Us Deal with Acid Rain，Depletion of the Ozone，and Nuclear Waste（A‐mong Other Things））（华盛顿特区：Regnery Gateway，1990年），第71—72页。


(60)
 雷《毁灭地球》，第72页和73页。


(61)
 《DDT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s of DDT），选自《华尔街日报》，2002年6月14日，A12版。


(62)
 托马斯·H.朱克斯（Thomas H.Jukes）《DDT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DT），选自《理性解读》，第217—220页。


(63)
 更多关于随意断言的本性，以及可以不加考虑地摒弃它们的原因的讨论，参见莱昂纳多·佩科夫的《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纽约：Meridian，1991年），第163—171页。


(64)
 这些引言出自隆伯格的《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第254和256页。


(65)
 更多关于情感主义的讨论，见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161—163页。


(66)
 更多的例子参见罗基奇的《抵制祸患》。


(67)
 本段的基本观点，我要感谢施瓦茨的《贫穷的哲学》，第236—237页。


(68)
 并不是在说大多数人理性地评价环保主义不可能，这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必须学习如何运用理性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通过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那么就靠自学。


(69)
 参见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译，（纽约：Palgrave Macmillan，2003年），第29页。


(70)
 更明确地说，为了使人们一劳永逸地摒弃诸如环保主义之类的破坏性意识形态运动，必须坚持不懈地运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正确思想。这意味着客观主义哲学（安·兰德的哲学）应该完全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中。关于本段所提主题的讨论，参见以下各出处：关于理性的本性，见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152—160页；关于理性的兴衰，见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182—186页，以及莱昂纳德·佩科夫的《不祥的比拟：美国自由的终结》（Ominous Parallels：The End of Freedom in America）（纽约：Stein and Day，1982年），第101—139页；关于理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见瑞斯曼的《资本主义》第19—21页。关于理性及其对立面的斗争史，见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453—458页。


(71)
 更多这方面的讨论，见施瓦茨的《贫穷的哲学》，第222页。


(72)
 西奥多·卡津斯基（又称作Unabomber）《工业化社会及其未来》（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华盛顿邮报》，1995年9月19日，SSl版。


(73)
 要查看一个例子，见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Unabomber的秘密论文：他的疯狂行为有条理吗？”（Unabomber’s Secret Treatise：Is There Method in His Madness？），选自《国家》（The Nation）261卷第9期（1995年9月25日）第305页。


(74)
 南部贫困人口法制中心，《外围环保激进分子愈加暴力》（Fringe Eco－Radicals Growing More Violent），选自《情报报告》（Intelligence Report）第112期，（2003年冬）第3页。


(75)
 见格雷柏《如温室花朵般的自然母亲》。


(76)
 我们还没有见到这类破坏的唯一理由是：幸运的是，环保主义还没有足够完全地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中。


(77)
 人们必须战胜之以清除迷雾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已接受的糟糕认识论概念。这个问题也就是：放弃了作为人类获得知识的唯一手段的理性。关于这个话题，参见本章题为“环保主义与理性的放弃”一节。



 第七章　经济不平等

导读

有些人抱怨说，自由市场导致财富与收入“不公平”、“不公正”的分配。他们声称，某些人很富，而其他人很穷，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他们还抱怨说，人们在市场中的机会“不是平等分配的”。他们声称，在生活中，所有人都应该能够有同样的机会开创事业，从而，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成功。因此，市场没能充分地分配“社会”对收入与机会的提供，政府应该施加干预，通过累进所得税重新分配收入等措施来纠正这种状况，并且，可以由纳税人付费为某些人提供教育，以此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本章将讨论财富、收入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


因果律与不平等


自由市场中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是因果律——生产中的因果律——的例子。某些人更有天赋、更有进取心或更会节约，这样，他们会比其他天赋、进取心较低或较少节约的人赚得更高的收入，积累更多的财富。平均主义者（希望在收入、机会以及其他方面平等的人）要求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想以此来否认因果律——事实的一种基本规律。这是一种想将超自然事实（现实中固有的事实）从生活中抹去的尝试。这必然导致灾难，因为人们没法改变现实的本质。现实要求人们付出努力来为他人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以此来赚取收入，某些人在这方面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无论平均主义者如何坚定地希冀在生活中消除它（并为此立法），事实将依然如此。无论人们会希望它如何发展，现实就是现实。在任何对抗现实的战争中，现实将一直是胜利的。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在付诸实践时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正如社会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其原因恰在如此。

另外，平均主义者经常说到“收入的重新分配”，似乎某个地方刚好有这么多“收入”，而且刚好有某个人把这有限的收入拿出来给每一个人。平均主义者这样做，似乎世界上不存在确定某个人所获得收入的决定因素。照他们的说法，某些人刚好凑巧获得比他人更多的收入，而这是不能接受的。

与这一点相关，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再分配的自我增强效应。再分配（即把在市场中赚到收入者的收入拿出来给那些没有赚到者）给人这样的感觉：财富与收入没有来头，从而是没有原因的。这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人有资格获得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收入。

以上理论的问题是：收入不是分配来的，而是赚取的。收入的再分配削弱了这种认识。它削弱了人们对这个事实的理解：财富生产中的确定因素是个人的思维。一个人赚取了较高的收入，在这方面，他运用思维去思考，获得某种技能或一种教育，并明白如何去生产并出售一种商品或者提供一种服务。要不他通过运用自己的思维，以长远的打算来行事，为了自己的未来节约并投资更多的钱（并做更好的投资），以此来赚取更多的收入。这一点的原则是：个人越理性，他将可能赚得更多。

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个人赚取更多收入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必须赚取更少的收入。事实如此，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通过更具有创造能力而赚取更多收入。这导致更高的生产能力及随之而来经济体中不断增长的充足财富。反过来，这也导致更多的商品供应，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在此经济体系中每个人更高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所获得的不是另一个人损失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中，在这些国家里，政府从某些人手中拿走财富与收入，将它们给别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所获得的是其他每一个人所获得的，因为自由市场中的成功是通过生产财富并参与自愿交易获得的。
(1)




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学


生产的动机

从经济上来说，为了提供生产财富的动机，收入不平等是有必要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2)

 想象一下，一个人有能力去获得某种新技能，在这种新技能的基础上，它每年能多赚1000美元收入。如果没有收入的再分配，他完全有经济上的动机去获得该技能。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他能够完全将这1000美元作为额外收入。这样，在这个人获得的新技能基础上，得益于赚取更高收入的动机，该经济体中的生产能力与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

现在，想象一下，收入大概在他亲近的家人与朋友（比如十个人）之间重新分配。这个人仍然有相当强的动机去获得该项新技能。他仍然可以保住10%或100美元的额外收入，剩下的收入到了他熟悉和关心的人手中。因此，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仍然会提高。

然而，如果该额外收入在越来越多的人中间重新分配，以上所述就不会发生了。如果在100、1000或1100万人之间重新分配，如果在全美国的人或全地球的人之间分配，这个人将几乎没有经济动机去获得该新技能。确实是这样，因为就这部分额外收入在很大数量的人之间分配来说，讨论中的人实际获得的一点儿额外收入接近于零。这里的原理如下所述：随着实现完全收入平等程度的加深，生产的经济动机越低。如果实现了完全的收入平等，人们几乎没有动机去生产，因为他们不能运用他们的天赋与能力来改进他们自己的生活。这当然会导致每个人极低的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

完全的收入平等实现后，人们不仅没有动机去增进自己的生产能力，实际上还有强烈的动机去减少自己的生产活动。将上述的例子稍作改变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原因。想象一下，这个人有能力去获得新技能，赚取额外收入，他却不这样干，而考虑做些会每年降低1000美元收入的事（可能通过更少工作）。此外，如果没有收入的重新分配，鉴于收入下降了1000美元，这个人会感受到损失收入的全部后果。因此，他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动机去避免做任何会降低他收入的事。

然后，如果收入的损失在越来越多的人之间重新分配，他的收入下降会越来越少。如果损失在10个人之间重新分配，他的损失只有100美元。如果在100个人之间分配，他的损失只有10美元。如果在100万个人、全美国的人或者全世界的人之间重新分配，他的损失根本上就是零。因此，他有强烈的动机去减少他的工作量。实际上，如果实现了完全的收入平等，他就有动机完全不去工作，这的确是因为他的收入几乎不会下降。这里的原理如下：随着实现完全收入平等程度的加深，不生产的动机越大。因此，一般来说，随着实现完全收入平等程度的加深，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都会降低。

再分配与贫穷

强行将平等收入施加在人们身上可能会使每个人的收入一样；然而，这也会使每个人的收入非常的低。在收入平等施加到一整个经济体系上时，穷人甚至会有更低的收入。相对于富人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可能较高（因为这时没有富人了）；但是，穷人的收入，以他们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相对于富人在能够保有赚取的收入情况下他们的收入会达到的水平，还会是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人们必须再次牢牢记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是如何致富的。一个人是通过变得更有创造力致富的，即：发明新产品，在就产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运用更好的生产方法，生产人们需求的商品。
(3)

 这意味着在收入从富人手中拿过来给穷人时，它是从社会最有创造力的成员手中拿过来，给社会最没有创造力的成员的。这意味着该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将变得更低，经济进步的速度将变得更慢。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更低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更低的生活水平随年度增长，穷人以前从收入再分配中获得的任何东西，都被他们额外获得的金钱收入的购买力损失抵消掉了。换言之，随着收入的再分配，穷人可能有更多的钱花，但由于生产动机下降，也因为钱从更具创造力的社会成员手中拿走，只会有很少商品生产出来，因而只会有极少的商品让穷人以他们额外获得的收入去购买。在一个每一个人的收入都完全相同的收入完全再分配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将——平等地——悲惨地贫穷。

因此收入再分配不符合穷人的利益，这一点很多所谓的人道主义者都相信。实际上，收入再分配绝对跟富人和穷人的私利相对。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自己赚取的收入置于保护之下，无论这份收入大小如何，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这是为人们提供生产动机，并因而使得对于每个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来说一种很高并且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有可能实现所必需的。


财富的再分配


再分配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他们的房子、汽车、企业等等）比再分配他们的收入产生更有害的经济后果，因为富人拥有的大部分财富是与生产资产（即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再分配这种财富不仅会带走在未来生产更多财富的动机，从最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带走财富，还会减少为了提供每个人消费的商品及服务和当前就业者的财富供给（即这会减少现在经济体中资本的总体供给）。这会对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有直接且灾难性的影响。


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道德


为了避免任何混乱，我必须说明，我不是在试图暗示：因为富人是经济体中最有创造力的成员，从而也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提高了穷人的收入，所以应该允许富人保有他们的财富与收入。这将是一种在利他主义基础上对富人“财产权”的捍卫。这种“捍卫”从根本上确认：因为富人为他人提供了最多的服务，他们保有他们的财富与收入是应该的。这是对富人收入的合理捍卫，因为：正如我在本书中一直说明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对人类生活有害，从而不是一种确定何谓正确（或正当）的合理标准。

对富人财产权的一种合理捍卫是基于利己主义的道德的。这种捍卫认为，富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拥有权利，从而也对他们赚取的收入拥有权利。没有人有任何权利通过收入再分配要求富人对穷人做出任何一种牺牲。这侵犯了富人的权力，是不道德的，因为恰好与人类的需求相抵触。

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的愿望是建立在堕落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基础上的。根据这种道德原理，某些人比他人有更多的财富与收入是不公正的。这个人没有依照利他主义为他人充分地牺牲自己，从而在道义上有义务将他的某些财富与收入给予他人，这是一种表象。实际上，依照利他主义，有巨额财富与收入是某个人在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牺牲了他人的证明。根据牺牲的教条，这就是所谓的使个人有可能获得他们拥有的财富的东西。个人因而对向他人“归还”（即为了他人牺牲自己）负有责任，因为据说他从他人身上得到了这些东西。

对于利他主义的道德，事实就是如此。基于这种道德原则，人们被引导相信生活需要牺牲。根据这种道德，唯一可供选择的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从而让他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获益，或者为了自己牺牲他人，从而让自己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益。利他主义的提倡者不明白，这些做法不是唯一的选择。他们不明白，在基于自愿交易的制度（即自由市场或放任政策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每一个人都能获益。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陈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牺牲任何人，因为自愿交易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从交易中获益。
(4)

 此外，正如我同时陈述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理性自私没有冲突。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理性自私有一种和谐，因为每个人的成功都增进所有人的幸福，在本章中前文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获得更高的收入并致富的讨论中，这一点得到了说明。
(5)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不会通过从他人那里攫取财富致富；人们通过生产或创造财富致富，这是最公正的制度。因为要有公正，人们必须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或赚取的。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通过生产和交易增长财富所发生的事。一个人在他创造出财富时赢得了保有其的权利，而且，他通过让他人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自愿地购买他的产品来赢得与他人的生意。因此，利他主义的提倡者宣称，某些人有大量的财富与收入而其他人却少得多，这不公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恰好相反，再分配财富与收入才是不公正的。如果这样做了，有人就会从赚取了财富的人手上拿走财富，将它给没有赚取财富的人。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利他主义提倡者所喜欢的经济制度——下，人们才必须做出牺牲，而且他们也确实常常如此。正如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这样一种制度是建立在自我牺牲的道德基础上。人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明确地看出这来。这里，据称有能力生产的人要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做出牺牲。如果这个口号运用于实际中，得到的唯一后果就会是让每一个人变得穷困，在它被贯彻的地方，实际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
(6)



在利他主义哲学的整个历史中，它的提倡者从来没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应该为他人做出牺牲？”对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给出理性的答案，因为牺牲自我没有理性的理由。正如我已经陈述过的，为他人牺牲自我是自我毁灭，从而也是不理性的。就一贯地实践利他主义来说，这会摧毁一个人的生活。因此，要做的理性的事是：拒绝自我牺牲的道德，欣然接受改善自己生活与幸福的道德准则。要做的正确或道德的事是，按自己的理性自私行事。这就是一个人活着应该做的事。因此，如果一个人试图问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应该自私？”答案是：“因为你的生活依赖于它！”。

关于财富与收入再分配的最后一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强制性地使收入平等侵犯了个人权利，因为实现它需要动用大量的暴力。这与人类生活的需求不一致。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不平等收入与人类生活的需求一致，因为它源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基于任何明智的人道主义者含义，都不应视平均主义者为人道主义者。应该视他们为人类生活的敌人，之所以说他们如此是因为：他们完全与人类生活的需要对立，实际上是反人类的。如果某人想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即实际地增进人类福祉的人），他就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提倡者。这才是人类生活需要的。

机会的不平等


因果律
 、经济学与机会的不平等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平均主义者不仅关心实现财富与收入的平等，他们还经常关心实现机会方面的平等。然而，机会方面的平等的关键是自由地拥有机会，而不是机会的平等。自由的机会意味着：人们有机会去追求他们既有手段又有能力去追求的事业，而且他们不会由于动用暴力而被阻止这样做。自由的机会承认真切的现实，它承认人们在人生的不同位置起步（无论是财务上的，还是在地理上的），有不同的抱负、能力、愿望等。正如财富与收入的平等一样，平均主义者竭力鼓吹机会的平等，他们以客观事实相矛盾的方式行事。他们试图否认机会方面的因果律，以跟人类生活需要完全相反的方式行事（因为人们必须自由地追求他们能得到的机会，以此来改进自己的生活与幸福）。

当然，为了保护得到某种机会的自由，人们必须保护个人权利。这样做，一个经济体才能实现最快的经济进步和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保护获得自由地机会，就财富的生产而言，人们将不会在（基于他们的能力、教育、财力、地理位置等）追求任何对他们开放的机会上受阻，因而会生产更多的财富。如果强制性地阻止人们追求获得财富的机会，将只能产生更少的财富。


机会平等的逻辑含义


机会平等的某些含义将有助于理解平等主义。如果平等主义者真诚地试图消除人类的所有不平等，使人类有完全的平等，他们必然会需要某些非常极端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比如，他们必然会急切地取消婚姻制度，大规模地在孤儿院抚养孩子，搞遗传工程，并阻止任何努力用任何方式改善自己的人，不让他们这样做。实际上，甚至在追求让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平等上，这也是唯一途径。

事实确实如以上所述，因为摆脱人们的遗传差异的唯一途径是从事人类的遗传工程。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同一种基因的克隆。另外，摆脱抚养孩子中的差异是组织其他父母抚养自己的孩子。因此，人们将不得不在大规模孤儿院抚养他们。同时，没有人会被允许结婚，因为在人们坠入爱河并结婚后，他们通常想要孩子并自己抚养他们。但是，如果要消除所有差别的话，人类这类欲望是不被允许的，更不用说在它们的驱动下行事，乃至让它们付诸实施。另外，平等主义者必然会让每一个人保持在最无知和最懒惰者的状态，以阻止任何人超出同侪。当然，试图实现平等会要求大量地动用暴力，并将导致悲惨与贫困。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平等主义者很少足够一致地提倡——更不用说试图实现——以上所述的措施，但如果他们确实试图这样做了，他们仍然不会成功地使每一个人平等。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人类有自由意志；而且，尽管存在着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环境与遗传因素，人类还是能够对他们是否想尝试实现某些东西做出选择。拥有自由意志将意味着有能力去选择是否去思考；这意味着选择是否运用自己的思维。每一个人都会选择是否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事，无论他跟其他人有怎样类似的基因组成与成长环境。有类似成长环境或者一样基因编码的人，也经常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这就是其原因。比如，同卵双胞胎可能选择交不同的朋友，穿不同样式的衣服，并选择不同的职业。或者，在贫困街区长大的两兄弟会选择迥然相异的道路。一个可能会选择逃学并整天看电视（因而一直贫困下去），而另一个可能会选择在学校努力学习并寻求一份让自己摆脱贫穷的职业。因此，任何想实现完全平等的企图都会失败，因为它跟人类的本性相悖。

尽管平均主义者很少足够一致地试图实现完全平等，但这里的讨论有助于揭示平均主义的实际性质。它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表明，对于实现平均主义者的目标从而让人们对平均主义的本质有一种意识来说，什么会是必需的。一个人如果想对人们的生活施以独裁控制、迫使他们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的人，这更强有力地表明这些所谓的平均主义者不是人类的支持者，实际上，他们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最低劣的代表。

结论

正如人们会看到的，基于市场缺乏平等而对市场加以评论，像其他的评论一样，根本不是评论。它只是表明，人们能够接受错误，而且有时还能接受邪恶的概念。正是这种信念引导人们相信经济平等的愿望。也正是这种信念引导人们认为，有更多财富、收入或能力的人为这些方面缺乏的人做出牺牲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最终，如果我们要让自己摆脱这类对市场和人类生活的恶毒攻击，应该抛弃的也正是这种信念。我们必须欣然接受利己主义的道德，让人类的生存一劳永逸地从利他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变得更富裕。

此外，本章的讨论为个人权利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作了另一个说明。它表明，当个人权利遭到侵犯时，比如受到财富与收入再分配或为实现机会平等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侵犯时，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都会下降。同样，当个人权利得到保护时，比如通过保护个人权利，以此来保有其获取的财富与收入，并让个人追求其用自己的方法与能力来追求机会时，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都会提高。

--------------------


(1)
 更多关于为何资本主义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双赢”环境的讨论，参见第一章中题为“理性自私与资本主义的道德”一节。


(2)
 这个例子基于乔治·瑞斯曼的《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渥太华，伊利诺伊州：Jameson Books，1996）第145—146页中展示的例子。另外的例子，参见亨利·哈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时光将倒流：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小说》（Time Will Run Back：A Novel About the Re‐discovery of Capitalism）（兰哈姆，马里兰州：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6）第88—91页。


(3)
 本陈述与可能通过遗产致富的人不矛盾。这一点，遗产继承人仍然必须在为了保持富裕的意义上赚取他已经获得的财富，他必须精明地投资他所继承的。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很可能会实际上变得更穷（即就他实际拥有的财富来说）。至少，他将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变得更穷。


(4)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一个人想自愿地对他人做出牺牲，没有人会阻止他。他将自由地选择以这种方式消耗自己的生命。但是，不会强迫任何人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禁止动用暴力。


(5)
 另外，关于同一个话题，请参看第一章中题为“理性自私的道德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节。


(6)
 这一点我要感谢哈里·宾斯旺格。我在哈里·宾斯旺格与约翰·里德帕斯对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与吉姆·查平（Jim Chapin）的录音磁带辩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哪一个是道德的制度》（Socialism versus Capitalism：Which Is the Moral System？）中听到了它（Gaylords‐ville，康涅狄格州：Second Renaissance Inc.，1989）。



 第八章　公共产品

导读

反对市场的另一个观点是“公共产品”观点，该观点宣称市场不能提供充足的产品供应。对于“公共产品”这个术语，经济学家们给出过不同的定义，有时候还互相矛盾。
(1)

 因此，我将运用最能反映经济学家在他们运用这个术语时通常意指的一个定义。如果人们首先理解了“私人产品”是什么的话，将有助于理解“公共产品”是什么。因为人们认为这两个术语是相对的。因此，在提出公共产品的定义之前，我将提出私人产品的定义。

公共与私人产品

据说私人产品有两个特征。首先，是说它服从不相容原理。这意味着，只有有能力付钱购买人才购买的商品、而没有能力付钱的人会被排除在消费此商品的人之外。这适用于巨无霸汉堡包之类的商品，因为麦当劳阻止任何人消费一个巨无霸汉堡包都是很容易的事，如果这个人没有付钱的话。灯塔经常被用来作为不适用这种原理的商品的例子，因为一旦一座灯塔修好了，晚上经过它旁边的船只就能受益于它，无论这些船的主人是否帮助付钱修建了该灯塔。因此，把没有付钱帮助修建灯塔的人排除在使用灯塔的人之外，即使有可能，据称也是困难的。

据说私人产品也受消费中的竞争制约。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消费了该商品，则另一个人不能消费该商品。例如，如果我消费了某个巨无霸汉堡包，其他每个人都不能消费它。然而，如果我消费了一座灯塔提供的服务，这并不能阻止其他人这样做。其他船只可以从它旁边经过，与我同时经过使用这座灯塔。因此，这种商品不受消费中的竞争制约。

正如我在上文陈述的，“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立物。因此，既然人们认为“私人产品”既受不相容原理、又受消费中的竞争原则制约，那么，人们认为“公共产品”既不受不相容原理、又不受消费中的竞争原则制约。“公共产品”是很多人能同时消费的产品，对于这种产品，很难不让人们消费它。当然，“私人产品”包括上面提到的巨无霸汉堡包，同时也包括诸如汽车、房屋、电脑、橙汁以及其他很多很多东西。据说“公共产品”包括诸如上面提到的灯塔以及国防、某些道路及公路等等产品。

人们认为国防是公共产品，因为一旦付钱给了军队，在它保卫某一特定地理区域时，保卫这个区域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帮助付钱给了这支军队。因此，人们说国防是不排他的。同时，一支军队可以同时保卫一个特定地区的很多人。因此，人们说国防不受消费中的竞争原则制约。

道路及公路有时也被认为是公共产品，因为到某个程度，它们不受消费中的竞争原则制约。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很多人都能使用道路或公路，互不干扰彼此在上面驾车的自由。此外，让道路及公路受不相容原理制约更难，因为比起“私人产品”来，让没有资助道路与公路修建的人不使用它们更难。

公共产品与市场失败


为什么公共产品市场被认为是失败的


所谓公共产品的存在如何导致某些人所说的市场的失败？据称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上文所述，很难、甚至不可能把人们排除在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之外。由于这个原因，据称在这类产品有市场提供时，会导致“坐享其成”的问题。在人们能从一种产品中受益而不付钱时，坐享其成问题就出现了。例如，上面的灯塔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让一名没有资助修建它的情况下一座灯塔的船主受益于灯塔，所以该船主能够“坐享”资助修建了它的人的成果。

某些人说“坐享其成”问题源于公共产品的性质，因而它适用于所有的公共产品。由于这个“问题”，某些人说市场提供的这类产品太少。照他们的说法，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如果人们能够对他人的成果“坐享其成”，那么会有更少的人能购买到公共产品提供的服务，因而很可能为了满足这种更低水平的需求，只能生产和供应更少这类产品。实际上，照这种坐享其成论点的逻辑，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对他人的成果坐享其成，没有人会付钱购买这些产品提供的服务，因而在自由市场中，不会有一点这些产品生产出来。因此，一些特别重要的产品会不生产。所称的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让政府介入进来并提供这些产品。

另一种考虑“公共产品”问题的方式是回顾第4章中讨论的反对市场的“外在性”观点。如果人们回想起这个观点，人们会承认“公共产品”观点类似于反对市场的“正外在性”观点。这一种观点说，因为某些产品（比如免疫与灯塔）提供外在收益，市场将很少提供它们。如果人们记得，外在收益应该是一种不牵涉一种商品的购买或出售就赠予某个人的利益，此人不必为这种利益付钱。如这种观点所说，对于创造外在收益的商品来说，比起每个人都要求为他们从这些产品中获得的收益付钱的情况，市场会提供更少的这种商品。因此，有人宣称，政府应该施加干预，以确保提供“最佳”量创造正外在性的商品。

反对市场的“公共产品”观点是“正外在性”观点的派生概念。据说所有公共产品都创造某些外在性。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宣称，该观点的结论是：市场将只能提供非常少的公共产品，从而政府必须介入进来并提供这些产品，或者补贴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这样才会有“足够”数量的这些产品供应。因此，无论某些人认为公共产品有“坐享其成”效应，还是某些人认为公共产品是创造正外在性的产品，解决所谓的市场失败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让政府以某种形式干预市场。


为何公共产品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失败


如人们可能猜想的，因为“公共产品”与“正外在性”观点类似，一些跟适用于正外在性和一般外在性的批评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公共产品。让我们看一下反对市场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提出批评的观点，以看清为何它们不支持市场的合理批评。

首先，在决定是否应该通过市场或通过政府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时，“公共产品”这个概念，把焦点从人们必须关注的根本问题上引开。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提供一种产品是否牵涉到动用暴力。据说一些产品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即使它们能够提供，也不能由市场提供。然而，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坐享其成问题，这是一个控制使用暴力的问题。为了运用强力保护个人权利（即保护人们免于暴力的侵害），必须严格地控制它。为此目的，通过由精确地确定如何使用强力、如何不使用强力的公正规则与程序管理的政府，将使用强力的权力移交给正当防卫，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一部恰当的宪法提供一个政府必须遵循的整套基本规则，以确保适当地使用这种强力。这样一种宪法文本限制了政府，使之只能在报复动用暴力的人时才使用强力。

如果国防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强力通过“市场”来提供，这会导致大量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并从而成为对个人的一种威胁。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不得不聘用遵循不同规则与法律的私人警力来保护自己。或者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像过去的美国西部一样，不得不随身携带枪支来保护自己。如果这是必需的，那么世界会成为非常不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会导致暴力使用的泛滥，而不是废除暴力。

比如，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回到家里，发现他的电视机被偷了，他在所处的社区四处转悠，从房屋的窗户里看进去，想发现是否有人拿了他的电视机。想象一下这个人发现在某个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他认为这就是他的。于是他打电话给他的警力，比如说警力A，要求拘押这个人。然而，被指控的人并不承认警力A的权威（或者他们代表的政府），于是他打电话给他的警力，比如说警力B，来保护自己。现在一场僵局里有两群武装起来的人，彼此面对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不需要很多的想象力就可以明白。
(2)



私人配备的警力进行保护和国防会导致混乱与帮派斗争。这样做根本不能保护个人权利，只会导致对个人权利的更大侵犯。世界因此将成为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低得多，因为人们必然会担心由于主观随意的原因而受到他人或其警力的攻击或拘押。
(3)



考虑一下对“公共产品”“正外在性”批评的论据：正如我在第四章关于正外在性的讨论中所陈述的，应该要求人们只为他们自愿订立契约表示接受的产品付款。不应该通过政府强加的税收强迫他们为不会自愿购买的产品付款。强迫个人为他们没有选择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付款，这体现了一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降低了经济体中个人的满意度与幸福感。正如我在第四章中陈述的，后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做出的自愿购买是给他们带来最高满意度的事。因此，当强迫个人购买某一特定商品时，通常他们是在被强迫购买某种他们宁可不购买的东西。
(4)



此外，有多种途径让人们不消费很多所谓的公共产品，或者让人们从一开始就为这类产品的供应付费。比如，可以通过使用收费站把人们排除在公路的使用之外。要求人们基于行驶里程与他们驾驶的车辆类型为使用公路付费，收费站使这成为了可能。有了今天的技术，收费站配备的设施甚至没必要让驾驶者必须停下来在收费站缴费。让汽车装上应答器，跟踪他们的行程，从而能够精准地确定每个驾驶者在哪里进入公路并在哪里开出来，这是可能的。这使得有可能自动向驾驶者收取正确数量的费用。很多地方已经在用这种技术了。

在谋利动机的驱使下，私人提供公路会大大改进提供美国急需的公路的能力。公路数量将会增加，同时在一天和一周中的不同时间里，随着车流量的变化，通行费也会变化，这会在较短的时间里极大地减少大城市的交通堵塞。这个时候会有恰当的动机来修建人们需要的公路，并让人们在非高峰时段使用它们。现在不存在这种动机了，因为实际上今天提供了几乎所有公路的政府并没有（而且应该不）按谋利动机行事，从而提供人们需要的公路的动机少得多；设立随着时间变化更均衡地分布公路使用的收费站，这种动机也少得多。
(5)



灯塔也可以由私人提供。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陈述的，这正是英国在两个世纪里的做法。

市场将能够提供恰当数量适合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因为个人在提供这类产品中有个人利益。私人就会对提供这些产品的谋利动机做出反应，这会赋予他们提供恰当数量这些产品所需的利己动机。牵涉到使用强制力的所谓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必须由政府提供，以此来保护个人权利，并建立市场并维持其存在。这里看不到市场失败的迹象。如果人们理解市场中的商品本性以及自由市场的本性，他们就会看到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成功，因为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生活水平提高了，个人改善他们生活的能力也进步了。

更深入地看“公共产品”概念

正如反对市场的外在性观点一样，可以对公共产品观点提出更本质的批评。跟外在性这个“概念”一样，“公共产品”这个概念也是一个不合理的概念。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它把根本不同的东西归在一起，放在同一个概念之下。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述，为了形成一个合理概念，人们不能这样做。比如，“公共产品”这个概念把与使用强制力相关的服务（例如国防）跟完全与使用强制力无关的产品（例如公路与灯塔）归在了一起。把根本不同的东西归在同一个概念下，抹去它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导致人们忘记或忽略这种区别。
(6)

 没有认识到这种根本区别，很容易让人们相信政府应该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

市场将能够提供恰当数量适合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因为个人在提供这类产品中有个人利益。私人将会对提供这些产品的谋利动机做出反应，则会赋予他们提供恰当数量所需的利己动机。牵涉到使用强制力，比如国防的所谓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以此来保护个人权利，并利用其建立市场并维持其存在。这里看不到市场失败的迹象。如果人们理解市场中的商品本性以及自由市场的本性，他们就会看到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成功，因为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生活水平提高了，个人改善他们生活的能力也进步了。

此外，竞争与排他性几乎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产品与服务中。比如，在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的高峰期开过车的任何人都非常清楚在公路上存在着竞争。另外，正如上面所讨论过的，如果人们不付费，不让他们使用公路并不是很难。况且，虽然在使用灯塔中不存在竞争，而且很难——即使可能——不让人们使用灯塔，但仍有可能让灯塔的主人从附近港口的船主那里收费，以此来要求灯塔的用户为他们使用灯塔付费。
(7)



正如国防一样，这里也有消费中的竞争，因为如果一支军队或一个船队（或一个士兵、一只船）在保卫这个国家的某个地理区域，它不能再同时保卫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比如，一支海军舰队不能同时保卫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海岸。此外，尽管让没有为军队付费的人不受益于它比较难，但可以公开地谴责这些人（而他们也应该受这样的对待）并催促他们付费，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私利。另外，如果在一个国家足够大的地区的人们拒绝为国防付费，政府可以选择从这个地区退出军队。确实付过费的地区可以接收到大量的军队、军事基地、海军港口等。

同样，跟“外在性”这个概念一样，公共产品这个“概念”是一个用于证明强迫个人为某个集团（或集体）而生存有理的集体术语。它试图宣称，产品属于“社会”，因此“社会”应为它们付费。这样一个用法用于证明强迫个人为公路、国防、灯塔等付费有理，无论个人是否会受益于这类东西，也无论人们是否想为这些东西付费。正如前面章节所述，因为个人——尤其是每个人对什么符合其私利的判断——要为某个集团的意愿作出牺牲，所以集体主义对人类生活是有害的。
(8)



在“私人”与“公共”产品之间不应做出区分。最终，所有产品，在它们属于个人并且由个人或个人拥有的私人机构付费的意义上，都是私人的。即使政府拥有的产品也由个人（即纳税者）付费。因此，正好跟“外在性”这个术语一样，应该抛弃“公共产品”这个术语。在智识话语或辩论中，不应该使用它，因为它正如所有不合理的概念一样，会导致混乱与错误的结论。“公共产品”这个术语导致了政府的合理职能是什么的混乱，并对某些具体的产品如何能够最有效率、最有质量地提供造成误解。

这个意义上要做的真正区分不是在“公共”与“私人”的产品与服务之间，而是与运用强力和不运用强力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之间。由于这些东西可以对人类生活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后一个区分是根本的。与使用强力有关的事物，比如警力与国防，应该由一个合理运用限制的政府来客观地控制并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只运用强力来保护个人权利（以阻止每一个人［包括政府］动用暴力）。与使用强力无关的事物，比如公路与灯塔，应该通过市场由私人提供。

结论

我们再一次看到市场没有失败。所谓公共产品方面发生的失败，是由于认为这个说法合理的人没能理解概念形成的合理逻辑，因而没能拒绝这个不合理并误导人的概念。此外，他们没能看到个人不能受某个集体的束缚，因为这违背人类是单个的人组成的这个基本事实。对于人类来说，有价值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试图强迫个人为某个集体而生存与人类生活的需要完全相悖。不适当地运用强力与人类生活完全相悖是因为它通过动用暴力使人们不自由，从而使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依自己的理性判断行事，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改进自己的生活与幸福。

集体主义者提供所谓的公共产品的方法，其失败很容易由在诸如公路之类的产品供应中政府已经做过的无效工作中看到。从几乎存在于所有美国大城市的交通大堵塞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迹象来。为了纠正集体主义的这种失败，人们应该恢复在自愿交易环境中买卖这种产品的谋利动机。

--------------------


(1)
 这些矛盾的一个例子，参见罗杰·A.阿诺德（Roger A.Arnold）展示的“公共产品”定义，《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第5版（辛辛那提：西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426—427页和沃尔特·尼克尔森（Walter Nicholson）《微观经济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推衍》（Microeco‐nomic Theory：Basic Principles and Extensions），第6版（沃思堡，得克萨斯州：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5），第815页。


(2)
 这个例子我要感谢安·兰德，参见她的《自私的德性》（纽约：Signet，1964）第132页。


(3)
 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第127—128页。


(4)
 基于本段，一些人可能会疑惑“如果不应该强迫人们为政府提供的服务付款，政府的正当职能如何得到资金”。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参见“后记”。


(5)
 当然，要完全地解决现在主要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所有所谓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公共汽车、火车、轨道）将不得不私有化，以此让谋利动机来为供给者创造动机，让他们提供合适数量的这些服务。这将包括：如果不存在足够数量的需求来使他们的供给盈利，允许完全取消一种或所有这类服务。此外，将不得不阻止环保主义者妨碍扩充公路系统及任何其他交通系统的活动。


(6)
 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参见第二章中题为“重要的认识论探讨：概念的性质”一节与第四章中题为“‘外在性’概念的不合理性质”一节。


(7)
 更多关于灯塔话题的讨论，参见第四章中题为“正外在性的解决办法”一节。


(8)
 更多关于集体主义破坏性本质的讨论，参见简介与第一章。第一章中，参见题为“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两节。第四章中，参见题为“负外在性的解决办法”和“外在性的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本性”两节。



 第九章　不对称信息

什么是不对称信息？

对于信息，有些人宣称，由于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市场失败了。不对称信息是当代经济学家所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都有某些对方没有的信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对于一辆二手车的状况，其卖方有比其买方多得多的了解。他们说这种情况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为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一样。对于这辆车，卖方比买方的信息多得多。

为何由于不对称信息称市场失败了


不充分信息


某些人说不对称信息导致市场失败出于几个原因。一是说，他们认为市场对消费者提供的信息不充分，从而，比起拥有更多（或者说“对称”或“完全”）信息情况下他们能够他们做出了与此不同的选择。比如，如其所述的市场提供的信息不足，可能导致一个人购买他本来不会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或者这可能导致他不购买本来会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慢慢地，比起个人在掌握更多关于产品的信息、从而作出更了解信息情况下理应会做的选择，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决定会引起经济体中个人满意度与幸福感的下降。

“逆向选择
 ”

也有人说不对称信息引起两种其他据说导致市场失败的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有些人说，拥有对方不了解信息的市场交易一方，以一种逆向影响交易中另一方的“自选择”方法（即选择是否留在市场中）。他们称，这个问题会导致市场的完全崩溃。

由于“逆向选择”而引起的上文声称的市场崩溃的结果，其最著名的描述是二手车市场中的柠檬问题，由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首先提出。
(1)

 他声称在这个市场中发生着这样的事：对于市场中的二手车，买方只有有限的信息，因此不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想买的车是否是一只“柠檬”（译者注：柠檬在英语中有“不满意或有缺陷的东西”之意）。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任何具体的一辆车，与他们肯定地知道他们在买的一辆车不是一只柠檬时相比，买方将不愿意出一样多的钱。因此，二手车的需求，比起买方已经掌握了更多关于正在出售的车的信息来，将会下降。结果，二手车的平均价格也会下降。

当然，二手车的卖方清楚，由于有买到一只“柠檬”的危险，没有“对称”信息的买方不愿意对二手车出同样多的钱。据说这为有绝佳质量二手车的卖主将他们的车退出市场提供了一种动机。他们照这个说法来做是因为：据推测，由于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这类信息导致市场中盛行的较低平均售价，对比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价格，他们能从他们的车上面拿到的价格低了。这使市场上剩下更大比例较低质量的汽车。

照这种观点支持者的说法，事实的发展还不仅仅是这样。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说，买方清楚，由于二手车较低的平均售价，绝佳质量的汽车已经脱离了这个市场。这进一步地增加了买到“柠檬”的机会。由于这增加了的风险，二手车买主愿意付出的价格进一步降低了，该产品的需求也降低了。当然，这个时候，留在市场上的绝佳质量汽车的卖主也清楚，从而不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汽车。因此，他们将自己的车开出市场。这使留在市场上的低质车比例更大了，从而有更大的机会买到一只“柠檬”。照其支持者的说法，这个过程会继续，直到二手车市场上只剩下柠檬。只有极差质量汽车的卖主愿意卖他们的车，收取人们愿意支付的极低价格（这些卖主可能会很高兴对他们的车收取任何价格，以此来避免将它们拖到废车场的成本）。因此，买主可能不愿意买任何二手汽车。换言之，二手车市场完全崩溃了。

这个观点如此荒唐，但很多经济学家却真的相信了它。乔治·阿克尔洛夫写的关于“柠檬”的原著被广泛阅读并引用，以及关于“柠檬问题”的一节经常被收进当代经济学家的教科书中，这两个事实为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提供了证据。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观点是对二手车市场及类似市场的深刻洞察，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观点被人广为接受。最后，这个观点帮助阿克尔洛夫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是由于提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理论让他遭受专业人士的嘲笑。

运用逆向选择，一个人可以像上述二手车市场中所阐释的一样，遵循相同的程序来说明，诸如汽车与健康保险之类的保险市场也有崩溃的潜力。这里，不是卖主某种方式的“自选择”逆向影响了买主——二手车市场中应该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是保险的买主应该做出逆向影响卖主的选择。

故事是这样开展的：因为有为不健康的人和差劲驾车者保险的风险，保险公司没有人们的健康或驾驶记录方面的“完整信息”，由于这个事实，相对于保险公司对人们的背景有完整信息情况下会有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应该提高他们的保险费率。照这个说法，这会逐步驱使最健康的人和最棒的驾车者退出市场，因为他们最不可能需要保险，从而不大可能愿意为其付出较高价格。当然，这增加了为不健康的人和差劲驾车者保险的风险。逐步地，这会进一步提供费率，驱使更多低风险客户退出市场。最后，费率应该会如此之高，以至于只有最不健康的人和最差劲的司机留下来购买保险。他们愿意付出高费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钱会花得值。但有一点，现在，保险公司都一起离开市场了，明白这是一项走向衰败的事业，市场崩溃了。

照这种说法，在贷款市场中，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这里，由于有借款者拖欠贷款的风险，相对于他们拥有借款者信贷可靠性“完整信息”的情况会收取的利率，贷款人应该会收取更高的利率。由于这个原因，据称信贷可靠性最高的借款人会离开市场。这增加了市场中不具信贷可靠性的借款人的比例，从而增加了贷款人必须收取的利率——他们凭此弥补发放不良贷款的更大风险。再一次，这个过程发生了，最后只有最不可能归还贷款的人，即有最大违约风险的人，愿意贷款。因为贷款人明白这回事，他们很有可能不向有这种可能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只愿意以极高的利率放贷，以此来弥补发放不良贷款的极高风险。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贷款发放了，贷款市场崩溃了。

“逆向选择”观点的提倡者并不必然地宣称某个市场会彻底崩溃。他们可能会宣称某个市场只会部分地崩溃，因为由于存在着不对称的信息，会发生极少的交易。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宣称这是市场的一个失败。

人们必须意识到，市场将由于逆向选择而崩溃的观点不限于上述的市场。基于这种观点的逻辑，大多数市场都应有崩溃的趋势，因为在大多数市场中，交易双方都对正在买卖的产品或服务（无论它是电脑、房子、管道工的服务，还是其他很多东西）有不同的信息。因此，如果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人们会有望看到普遍的市场崩溃。

“道德风险
 ”

“逆向选择”应该会阻止交易，让其永远不会发生。有人说，不对称信息的另一个问题是制造了“道德风险”，它发生在一场交易已经完成后。他们说，交易中的一方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造成对方代价高昂，这个时候，道德风险就出现了。人们认为，保险市场中，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健康保险，据说他将不再特别关心自己的健康，因为他清楚对于任何他可能需要的保健服务，他将只需要支付很少的钱，甚至可以不付钱。当然，这对健康保险公司是有害的，因为这会增加索赔的数量，从而增加提供保险的成本。对于汽车保险、火灾保险及其他种类的保险来说，据说会发生同样的事。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宣称，一旦购买了保险，人们将不那么小心谨慎，因为他们知道，保险会弥补所有或者大多数任何损害所造成的成本。鉴于保险公司清楚这一点，对于想购买保险的人，他们会收取更高的保险费。这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只有有着最大健康、事故或火灾风险的人才会寻求保险。因此，道德风险问题会促使这些市场崩溃。

贷款市场也会如他们所说的这样遭受道德风险问题的侵害，因为借款人可能会拿着他们从贷款人那里收到的钱去进行风险投资。例如，为了获得一笔贷款，一名借款人可能说他在用这笔贷款去为他当前销售的一笔存货做宣传。然而，一旦他收到这笔钱，他会用它投资在一门完全不同的生意上，这很难让那位贷款人知道。这会导致更多拖欠债务、贷款人提高利率来弥补他们面临的更高成本的情况。这会逐步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以及这些市场的崩溃。

为什么说市场实际上没有因为不对称信息而失败


市场如何提供充足信息


现在我已经展示了基于不对称信息反对市场的案例，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说市场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也没有失败。尽管在买卖双方拥有的信息间确实有差别，但这并不导致市场崩溃。事实确实如此，因为谋利动机使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来提供关于他们产品的充足信息给客户。没有给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信息的企业，相对于提供了这些信息的企业，会将自己置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一家公司想让客户购买其产品，它应该向客户提供产品方面的充足信息。不然，客户不会购买其产品，或者他们会从提供了充足信息的企业那里购买。结果，没有提供充足信息的企业将更少盈利，而提供了充足信息的企业将盈利更多。

此外，消费者有很多不同的手段来获得关于产品的信息，以确保他们在购买一种好产品。比如，企业经常坚定地支持自己的产品，向人们说明他们认为这些产品值得购买。他们运用保证与担保避免客户购买有缺陷的产品，确保客户满意。商标名也提供了关于某种产品的信息。通过商标，企业获得了他们所生产产品质量水平方面的声誉。比如，本田与丰田在制造高质量、耐久的汽车方面有良好的声誉。一名消费者走进一家本田或丰田的代理商店铺时，他清楚：比起在其他汽车制造商的代理商店铺来，他更有可能买到一辆高质量的车。

广告也向消费者提供了关于产品的信息。同样，独立评估机构，比如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与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也帮助提供关于产品的信息。最后，朋友、家人和其他值得信赖的人的口碑推荐也有助于提供信息。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欺诈是违法的。事实确实如此，因为正如我在前面章节所述，欺诈是一种间接动用暴力的形式，因为某些人试图通过欺诈行为违背一个人的意愿从他那里拿走某些东西（通常是他的钱）。因此，任何故意发出错误信息的人都是在违反自由市场所基于的原则，也就是说禁止动用暴力的原则。因此，欺诈行为不是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因为它们是自由市场遭到侵犯的情况。确保欺诈最小化的关键是有一个法院系统，能快速并充分地惩罚作恶者。换句话说，防止欺诈行为需要保护自由市场，而不是取缔它。
(2)



反对市场的不对称信息观点的一个寓意是：政府应该强制地要求公司向消费者提供关于其产品的信息，以此来确保提供了“充足的”信息。食品成分、营养信息和汽车定价方面的要求刚好就是这种形式监管的三个例子。然而基于第5章中的讨论，对于消费者在意获得何种信息，政府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说至少欠缺了解的能力，因为政府并不基于谋利动机行事。因此，政府将不会必然提供消费者想要的信息（要么它会提供消费者认为物非所值的信息），因为企业必须确定消费者确实需要何种信息，而政府却没有这种动机。正如安全与质量监管一样，政府要求企业提供的信息类型通常是政客或压力集团想要的，而不是消费者想要的。
(3)



企业获得客户与供应商（包括雇员）方面信息的动机，完全跟它要提供信息的动机一样大。谋利动机再一次确保了这个。了解谁是你的消费者和潜在客户，以及他们需要什么产品，这为一家企业提供了更好的信息，他们可以用这些信息来更好地服务客户并扩大企业。这将帮助一家企业赢得巨额利润。例如，企业运用诸如专题小组研究之类的市场调查来获得关于客户偏好哪些产品的信息。当然，企业获取关于他们供应商的信息，以确保本企业正获得好的产品与服务，这也是划算的。例如，在招聘过程方面，企业查看简历、进行面谈、接触推荐人，确保他们正在寻获好雇员。


市场为何不崩溃


认为诸如二手车市场之类的市场会崩溃，这是荒唐的。不认同这个说法的最明显迹象是这类市场没有崩溃这个事实。这些市场存在着，而且其中发生着大量的交易。总的来说，市场没有崩溃是因为：谋利动机使得卖主有动机去出售某种好产品，并提供充分的信息。如果一个人想打造一家成功的企业，他必须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诚实地与各方人士打交道，以此来树立良好的声誉。这会帮助他赢得客户的回头生意，并帮助他通过客户的善意推荐赢得生意。

卖主只进行一次性的某种商品买卖（比如某些人卖他们自己的车时），从而没有发展和维持一个好声誉去让他们销售高质量产品，即使这个时候，市场也不会崩溃。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很多这样的卖主会忠厚诚实地行事，仅仅出于这是美德。为人忠厚、做事诚实是美德，这是因为他们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大多数人不会那么短视和死板，他们必须有获得良好声誉依照美德行事的动机。理性的人会放弃狡猾或虚伪行事导致的短期所得，因为他们清楚，这种行为不符合他们的理性自私。

要诚实意味着拒绝篡改事实；这意味着拒绝伪造事实让其不同于它们真正的样子。
(4)

 如果某个人试图篡改事实，比如通过假话来赢得一个人的生意或得到其他某个人的评价，最终他也会失去机会。他可能侥幸成功了一次，甚至是好几次，但他这样做得越多，他会被识破的机会就越大。如果某个人一贯地这样行事，他不会只在一次单独的事件中进行这样的行为。他会最终在他生活中很多甚至所有的领域——工作，对家人、朋友等等——进行这种行为。就一个人试图篡改事实来说，他损害的是他自己，这就是原则。

即使一个人只试图篡改事实一次，他都会损害自己，因为他会更难以处理现实问题，从而会更难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福祉。比如，一个人可能对一个朋友撒了一个谎而没有被识破。但是，现在这个人必须记住每一次他对他朋友撒的谎是什么，这样他做事才不会跟他的谎言矛盾。同时，他必须平息因为向朋友撒谎而可能感受到的任何内疚感。此外，如果确实在某个时候发现了他的谎言，这会损害他的友谊。如果这是一个无关大雅的谎言，给撒谎者造成的伤害会比较小。但是，这并不否认试图篡改事实会伤害个人这个原则的有效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小小谎言，仍然会有伤害。这个原则认为：就某人试图篡改事实来说，他会受到伤害。因此，为了获得一些价值一个人撒的谎越大，他使自己遭受的伤害越多，撒谎的次数越多，会受到的伤害也越大。
(5)



以任何方式篡改事实都从来不符合人们的私人利益，因为生活需要人们承认现实，从而人们能处理它们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幸运的是，很多人领会了这个原则，至少暗中领会了，因而不会试图去提供关于他们所售产品的虚假信息或隐瞒重要信息。对于想出售他们汽车的人，市场能够存在，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此；市场能够普遍地存在，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此。

此外，对于二手车市场，一个人获得大量关于在售汽车的信息，这是可能的。只要试开一下一辆车，一个人就可以获得很多这辆车的信息，它开的车越多，哪辆车更值得购买的信息就了解得越多。如果这份信息不够让一个人满意，他可以找一个对汽车有些了解的人，或许一个朋友或亲戚来给他提出一些关于这辆车的建议。同时，他可以雇请一个机械师来给他建议。人们不会像提出“柠檬”观点的当代经济学家所展现的那样无知和短视。如果一个人想买一辆二手车，他可以做一些事来确保他在买一辆好车。这样做符合他的个人利益。

对于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有办法向人们提供要谨慎行事的动机。运用免赔额，要求使用烟雾探测器作为购买火灾保险的前提，或者要求年度医疗检查，这些只是其中的几种方式。此外，认为只是因为人们有保险他们就会不大关心对他们自身或财产的损害，这是荒谬的。即使一个人有了保险，如果他生病了或房子被火烧毁了，他仍然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财务上的损失可能较少，但对生命的危害、可能是赚取收入能力的损失、一个人会经历的负面情感这些情况将造成的不便，都体现了这种或那种的损失或代价。另一方面，人们不会那么短视、不理性，像提出道德风险的当代经济学家那样，相信某些灾难的潜在财物损失一消除，人们就会以一种对他们的生活与财产不利的方式行事。

最后说到贷款市场，贷款人有办法获得贷款申请人财务记录方面的信息。他们就是这样确定一名贷款申请人的信贷可靠性的。对于任何行业，如果为了正常的产品供应，只要有盈利，适当的当事人就将提供或得到这种信息，市场就不会崩溃。

对不对称信息更根本的批评


不对称信息与劳动分工


相信不对称信息有害，并相信我们应该努力革除它或减少现有的“不对称”程度，这就是相信我们应该革除劳动分工，因为不对称信息是这样一个社会固有的特征。
(6)

 但是，由于劳动分工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利益，消除它对于人类的生存会是一种灾难。在这样一个社会，个人专司一职，对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和生产的产品愈发了解。因此，随着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它会导致更多的不对称信息。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也导致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社会之所以如此，有着一系列的原因。

也许，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从劳动分工中获得的最大利益是它使得一个社会对生产拥有的知识不断增长。这类知识增长的量直接与专业化的数量成正比。相对于没有劳动分工会有的情况，这极大地改进了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如果人们回忆一下第一章，就会明白：没有劳动分工，我们都将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不能创造任何可观数量的财富。
(7)



此外，劳动分工增加了学习的效率。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它使人们能够专一于他们最适合的工作并使这份工作变得完美；另一种方式是，它增加了花在运用知识上的时间与花在获取知识上的时间的比例。例如，想象一下某个人想在自己的家里修理一根有泄漏的水管。如果他竭力自己来做，与实际花在修理水管上的时间比起来，他将不得不花上一大堆时间学习有关水管的知识。但是，一名职业水管工，相对于花在学习如何修理水管上的时间，他花在修理泄露水管上的时间多得多，这极大地降低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成本。

最后，通过劳动分工，经济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富有创意的天才，比如托马斯·爱迪生和比尔·盖茨等的存在中受益。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些人花时间干着其他每个人干的事，只生产食物、制造衣服和搭建住所。他们可能在生产这些东西上比其他每个人都好，但他们还是把他们的生命耗费在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苦干中。但是，在一个劳动分工的社会，他们把时间花在发明新产品和提高所有经济成员的生产力上。比如，感谢比尔·盖茨的创造天才，由于有了更好的电脑软件，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创造力了。劳动分工不仅增加了一定数量的人群能拥有的知识量，它还把每个人所用的知识和生产方法带到了社会最聪明成员的标准上。

基于这种讨论，人们可以看到，消除所有不对称信息，甚至仅仅是相当一部分的不对称信息，就会侵害劳动分工，引起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此外，基于我们对劳动分工的理解，人们还可以得出结论：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改进人类福祉的途径不是消除不对称信息，而是要增加它的量。事实确实如此，因为随着劳动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及社会中创造了更多的专业化），对于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中存在的财富的知识就增加了。这种知识增加的一个结果是，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而，作为一项副作用，更细致的劳动分工也导致不对称信息的量更大，因为人们更专业了，从而对专业化不断增长的量也了解得更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对称信息还是不够的。

在自由市场中，不对称信息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样一种经济交易中，交易是自愿的。如果因为正在遭受不对称信息的损害，而没有从专业化与交易中受益（换言之，如果他们没能从劳动分工中受益），他们会选择不去交易。相反，他们会选择自给自足。人们没有做这种选择，而相反选择进行专业化与交易，其理由就是他们能从专业化与交易中受益无穷。因此，市场是成功的。市场的成功在于：它使得人们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从而改进了他们的水平，比起没有市场可能的水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生活与福祉要大得多。不对称信息远远不是市场失败的一个迹象，而实际上是市场成功的一个迹象。

如果人们愿意从第一章开始回想，就会明白，自由市场是唯一一种能与劳动分工的天性协调共存的经济制度，从而也是唯一能让人们享受到源于劳动分工的巨大利益的经济制度。
(8)

 因此，对于劳动分工，自由市场在两个方面都是成功的：1．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通过劳动分工极大地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方面它是成功的；2．在劳动分工中，为专业生产者提供动力，以此获得并传播合适的信息，这方面它也是成功的。对于这后一点，它为生产者提供了动力，使他们提供给消费者实际需要的产品方面的信息，他也给生产者提供了获取其消费者方面信息的动力，生产者需要它们来快速有效地出售自己的产品与服务。换句话说，所有各方都愿意消息灵通到他们刚好能做出理性决策的程度。因此，在自由市场中，信息倾向于提供得既不会不够，也不会过多。此外，达到这个效果后，自由市场就能克服所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在自由市场中也不是个问题。


不对称问题的哲学分析


反对市场的不对称信息观点体现了改写现实的一种企图。它建立在一种主观的信念上：不对称信息是不好的，人们必须拥有关于他们所消费产品的“完全信息”。不喜欢不对称信息的经济学家也不喜欢现实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劳动分工的某些方面），想革除现实的这个方面。由于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抱怨不对称信息所谓的有害影响。

然而，人们不能改变现实的本性。人们不能期望不对称信息在存在中消失，人们也不能期望现实中存在着完全信息（即全知者）。人们不能改写现实。人们必须接受现实本来的面目，运用现实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使自己能改善生活与幸福。这恰好就是自由市场背景下劳动分工社会让人们能做的。

此外，正如反对市场的很多观点一样，反对市场的不对称信息是建立在平均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利他主义基础上的。
(9)

 对于某些赞成平均主义的人来说，人们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别，包括他们拥有信息的差别，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正如经济不平等一样，不喜欢信息不平等的平均主义者呼吁政府施加干预以纠正这种情况。在第七章中，我已经说明了平均主义的破坏性本质。那一章中，我说明平均主义如何试图否认因果律。对于信息来说，这也是真理。比如，平均主义者想忽视或否认这样的事实：因为生产者专注于他们所做的，必须有专门技能来生产和销售产品，所以，比起消费其产品的人，他们对于产品会有更多的信息。

第七章中，我还说明了贯彻平均主义政策会如何要求大量地动用暴力，以及平均主义与人类生活的要求完全对立。在信息方面，平均主义的含义是一样的。政府必然会强迫企业提供信息，从而强迫消费者为此付费。这样一种政策忽视了个人对于他们应该传播、接受什么信息的理性判断。

试图消除不对称信息将要求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努力来获取信息的人为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做出牺牲。另外，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道德与经济学之间，以及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联系的另一个表现，对于此我在上文讨论过。不好的（即错误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在付诸实践时会导致经济的破坏。同样，好的（或真正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在付诸实践时会导致经济繁荣。这就是说，基于利他主义，贯彻政府政策，比如强制要求每个人有同样的信息，会侵犯个人权利，从而造成有害的经济后果，因为这会导致劳动分工的消除以及随之而来低得多的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同样，基于利己主义，贯彻政府政策，比如保护个人获取并使用信息的自由，会保护个人权利，从而在经济上造成有益的结果，因为这会导致更细致的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

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基于他们对利他主义的信念，都对市场有一种先入之见的恨。利他主义引导人们相信，一个人只有牺牲他人，包括利用拥有信息更少的人才能获取到某些东西。然而，这种信念是错误的。利他主义的提倡者只是在寻找方法，从经济学立场出发来为市场为何如他们所说的失败寻找理由，以证实他们的（错误的）道德观点。利他主义完全是堕落与破坏性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在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这里，实际的错误正如反对市场的所有说法一样，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因为接受了对诸如利他主义的错误与破坏性概念。

--------------------


(1)
 乔治·A.阿克尔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84卷第3期（1970年第8期），第488—500页。


(2)
 关于欺诈的更多信息，参见第一章中题为“资本主义”和第五章中题为“如果没有政府监管，会发生什么呢？”的两节。


(3)
 关于这如何运用到安全与质量监管中，参见第五章中题为“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安全性与质量水平”的一节。


(4)
 这个概念来源于莱昂纳德·佩科夫《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纽约：Meridian，1991），第267页。


(5)
 注意我说到用撒谎来获取收益对撒谎者有害。这并不意味着撒谎本身通常都是有害的，或者与诚实的美德不符。诚实并不意味着遵循“你不应该撒谎”的戒律。作为一条原则，这是不合理的，不应该付诸实践。比如，如果一名罪犯闯入你家中，抢劫过程中，他问家中是否有小孩，即使你的小孩就在楼上，撒个谎告诉这个罪犯说“没有”也会是合理的。这个事例中的撒谎符合诚实的美德。正常的理解，诚实是对不真实的拒绝。在这个事例中，你在抵制罪犯侵犯你和你孩子的权力的愿望。他的愿望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没有客观事实的基础——因为它与人类生活的需要完全对立，所以它与现实是相悖的，因此应该抵制它。这里，人们看到，说谎来保护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免于罪犯的侵害，这对说谎者是有益的，也是一桩美德。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以及一般性的诚实与正直的话题，参见佩科夫的《客观主义》，第259—276页。


(6)
 这个观点，我要感谢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E.瓦格纳（Richard E.Wagner）的个人会谈。


(7)
 参见第一章中题为“资本主义”的一节。


(8)
 参见第一章中题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节。


(9)
 关于利他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关系，参见第二章中题为“完全竞争与经济垄断的伦理基础”一节。



 后记

人们应该会从这本书学到些什么

这本书是一趟旅程，带我们游历了经济学家及其他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比较突出的反对市场的观点。读者应该会从这本书学到些什么？除了市场没有失败的明显事实外，最重要的知识是，市场失败或成功的问题远远不止是经济学的问题。在其最深层次，这主要是一个道德与认识论的问题。为了最终认识到市场为何成功，人们需要对这些领域有正确的思考。

对反对市场观点的驳斥，已经牵涉到揭露自由市场的敌人所提出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错误。对市场的批评建立在不合理的判断标准，比如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上；它们也建立在对不正确概念以及对正确概念的滥用上。为了理解市场为何成功，人们必须舍弃这些不正确的标准，衷心接受诸如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之类的恰当标准。人们必须同时懂得如何正确地形成并运用概念，这样人们就不会被概念的不正确或不合适运用所误导。

在认识论上，我已经讨论了为何有形成概念的正确与错误方式。概念是独特的认知工具，有着自身独特的性质。基于它们的性质，正如人们以一种适合其性质的方式创造并运用诸如证据链等任何其他的工具一样，也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并运用概念。如果以一种不符合其本性的方式形成并运用概念，正如使用不恰当的证据一样，就会得到灾难性的后果。然而，滥用概念与滥用证据之间的区别是，对于概念，结果有可能坏得多——残忍得多。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不合适地形成并运用概念导致愚昧、错误的结论。这些愚昧、错误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人们错误地指责市场是失败的，并坚持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概念，比如社会主义与环保主义。为了合理地判断市场或其他任何事物，人们必须有恰当的认识论工具来做这些事。如果人们有恰当的工具，并合理地运用它们，人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基于包括人类生活需要在内的事实的结论，并看到市场之所以成功在于它使得人类生活繁荣。同样，人们还会看到，社会主义与环保主义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破坏了人类生活。

我简短讨论过的另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是理性对于人的重要性。为了让人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他们必须接受理性，作为他们获取知识的手段。理性使个人能够懂得世界与其他事物的本性，使得人们能够恰当地形成并运用概念，理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逐步引导每一个人走向成功和持续的兴旺。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取得的所有科学进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我已经在经济学上说明了自愿交易对所涉各方有益，而自愿交易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始终如一地实现。我已经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保护个人权利，提供生产的动机，提供协调亿万人民活动的手段，从而能为每一个人带来不断增长的生活水平。我已经说明了资本主义是唯一与人类生活需求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从经济学上来说，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市场是成功的。

下一步，我想更详细地讨论反对市场的道德观点。这些观点经常紧密地与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恨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是被广泛接受的，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观点不仅被自由市场的敌人接受，而且还被很多其所谓的支持者，比如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
(2)



有些人想让富人为穷人做出牺牲，有些人想让成人为小孩做出牺牲，有些人想让年轻人为老年人做出牺牲，有些人想让所有人类为动物、植物和岩石层做出牺牲，一些人想让健康者为有精神障碍者及残障者做出牺牲，一些人想让其他种族的人为他们自己种族做出牺牲，还有一些人想让雇主为工人做出牺牲。这份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我想问的问题是：在这场无节制的牺牲活动中，谁赢了？谁脱颖而出？答案是：没有人。唯一的结果是每一个人都做出了牺牲。

在一个建立在自我牺牲道德基础上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权利都遭到了侵犯。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被阻止运用他自己的思维——他的基本生存工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自愿交易与财富的生产被抑制了，在很多情况中被彻底阻止了。当人们将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政治中付诸实践时，就会有为了他人牺牲某些人的法律通过。当人们被强制地阻止，不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生活时，经济体中的生产能力与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3)



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一直是大部分历史时间里大多数人选择的道德准则。一种理念不能仅仅因为它历史悠久就成为对的，也不能因为大部分人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成为对的。一种理念，如果它符合实际，无论它的历史有多久，多少人相信它，它都是对的。自我牺牲的道德是错的，因为它与实际不符；它与人类生活的需要不一致。

伦理学领域不是神秘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的游乐场。
(4)

 什么是道德的或善的，不是由上帝决定的，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感觉上。鉴于人类生活的本性，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生活不是机械的；人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正是伦理学领域应该来帮助人在这种努力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界定价值标准、引导人的选择与行为的领域。为了生存，人需要一套合理的伦理标准。这样一套标准应该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方式界定，考虑到现实的本性、人的本性以及人与现实的关系。这就是利己主义的道德准则所做的事。如果一套伦理标准不考虑这些因素，它会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引领他们走上一条毁灭之路。这就是利他主义所做的。
(5)



任何捍卫自由市场而同时又接受并拥护利他主义道德的尝试都是徒劳且有害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拥护利他主义，那么你会反对资本主义。你可能拥护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方面；但是，如果你相信利他主义是一种理想，你就是在侵蚀为资本主义而战的力量。相信利他主义是一种正确道德准则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加入了支持社会主义的事业，这对资本主义并不是什么坏处。从一种伦理学的观点看，他们原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这些“支持者”这样做了，这会为资本主义真正的捍卫者——从其伦理与认识论根源懂得资本主义主张的人——扫清道路，为提供跟资本主义完全一致不被利他主义散发出来的毒素玷污的更有力量的捍卫创造条件。
(6)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供了一个假资本主义捍卫者的精彩例子。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然而，他拥护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而且，作为他对利他主义信念的一个自然的表现，他支持政府的福利计划。此外，他相信政府应该提供城市的街道与公路等等，而且，在有一个“收益大于成本的非常明确的平衡”时，政府应该在有“外在性”的情况中进来干预。他相信，这些形式的政府干预应该存在，如他承认的，即使对这种干涉的捍卫“可能诠释成为政府权力的无限延伸辩护”。
(7)

 （加上强调）因此，他支持会导致极权专制的政治理念——这一点他自己承认。

现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不是一位专制的提倡者，但他支持政府完全应该在经济中动用暴力，为潜在的专制开启了大门。比起专制凭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的，这样做更好地帮助了他们实现目标。他提出对其敌人的根本政治理念进行道德制裁（即他在道德上制裁政府对暴力的动用），从而使其敌人在道德力量上投降。换句话说，他承认政府动用暴力是被允许的，仅仅在政府应该动用多少暴力的问题上他不同意专制的提倡者。这样做，弗里德曼使得道德看起来站在资本主义的敌人一边，因为即使其“捍卫者”似乎也承认这是事实，因而他对为资本主义而战的伤害甚于他对其的帮助。

为何提倡正确的道德准则对为资本主义而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道德是比政治与经济学更基本的东西。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决定了他相信什么是理想。结果，一个人认为是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将是他道德观念的反应。专制制度完全而彻底的失败都没有说服社会主义者放弃他们的信念，其原因就在于此。专制制度下，低下到极致的生活水平和堆积如山的尸体都不能足够让专制制度者相信他们信念的破坏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致力于专制，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理想。

在这个时候，人们也许会问，为何有如此多的人在经济上提倡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而又相信伦理上的利他主义，即使两者不相容？答案是：相信这些不相容理念的人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要么没有看到、要么不关心他们支持的理念是互相矛盾的。但是最终，因为这些人自相矛盾，他们用来支持这些想法的观点将是无效的。（在现在的语境中，这就好比是说：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是正确、善良、道德且理想的，但人们应该支持资本主义）。只要行为X被认为是理想的，任何支持其对立行为的观点都将失去说服力。当X是理想的时候，为什么人们应该做与X对立的事？通常，人们说道德地行事是不切实际的，人们应该不道德（或者至少无道德），至少偶尔如此，这样人们才能生存下去，通过这样说，人们理性化了这种分裂的想法。这就是人们为在经济上提倡资本主义而在伦理上坚持利他主义进行辩护的方法。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赞赏并尊重这种理想，将其作为判断什么是善的标准，虽然他们可能自相矛盾地运用它。

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在何为道德与何为实际之间没有冲突，这是很重要的。道德的东西在大多数人看来不切实际，这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接受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准则：利他主义。道德—实际的分裂扮演着一种认识论上的镇静剂的角色，麻木着人们的大脑，导致他们忽视将利他主义付诸实践的危害性后果。这种镇静剂导致人们忽视利他主义的不切实际性。这是一种将错误的信念（利他主义）与另一种错误（道德—实际分裂）理性化的例子。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

对于这种所谓的分裂，其解决办法是拒绝错误的伦理观点，接受一种体现了道德与现实相结合的正确道德准则，因为这是与人类生活需求相一致的。如果人们这样做了，从而接受了利己主义，明显的道德—现实分裂就会消失。如果人们接受了利己主义，人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制度，它还是唯一道德的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体现了一种道德—现实的统一，因为它实现了充足财富的生产（现实），它还保护了个人权利，从而每个人都能免于动用暴力的侵害，去运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幸福（道德）。实际上，基于一种正确的伦理观点，人们就可以懂得资本主义是现实的，因为它是道德的。

我敦促读者像人们在物理或化学领域所做的那样追求伦理学领域的知识。这个过程需要一样的客观性。保持客观，一个人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利己主义是对人类唯一正确的道德准则。此外，接受利己主义，一个人不仅自己受益，而且，出于理性自私道德与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慈悲精神，他会让所有其他人受益。只有在我们完全地接受利己主义，将其贯彻到我们思考的每个想法和我们采取的每个行动后，我们的道路才能完全没有障碍，我们目标才会是一个道德的目标，我们在经济上的未来才会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人们如何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传播正确理念


考虑到我们在文化上是一个缺乏哲理的国家，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追求。这是一个只能通过至少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为了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必须从自我教育开始，这样人们就会懂得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这需要阅读和理解本书的观点。另外，这需要彻底地理解资本主义相对其他经济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这只能通过阅读经济学家乔治·瑞斯曼的著作才能达到。从根本上来说，这需要对唯一真正完整、基于现实的哲学——客观主义——的彻底理解。学习这种哲学最好的地方是其创建者安·兰德，或者从她指定作为她合法且善于思考的继承人莱昂纳德·佩科夫那里。从这里出发，通过阅读已经证明了与这个话题相关很多真理的不同作者的作品，人们可以扩充自己关于资本主义本性的知识。
(8)



一旦某个人让自己充分地得到教育，他就会接着继续告诉公众关于资本主义本性的知识。在采取任何严肃的政治行为来实施资本主义制度之前，教育公众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步骤。对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好的理解，创建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政治制度的任何企图都必然会失败，因为这样做的人将面临反对这些制度的公众的责难。因为人们的行为建立在他们信以为真的理念上，只有在足够多数量的人们受到教育，理解资本主义的正确性并支持资本主义的哲学后，采取任何政治行动才是可能的。只有到那时，才能积聚起足够的支持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教育公众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成为一名教师，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教育公众仅仅意味着以你能够达到的任何高度表达你的想法。成为一名为报纸写作的作者，撰写评论文章或写信给编者，或者做一些像跟你的朋友与家人讨论理性观点一样简单的事，这些事都可以实现表达你的想法的目的。无论你做什么事，你都必须牢牢记住：为理性文化而战是一种自私的战斗，你在为一种对你有益并将允许你追求自己幸福的社会而战斗。因此，这场战斗必须通过与这个目标一致的方式进行。
(9)




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特征做了简短描述。然而，从美国今天已有的政府形式转型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应有的政府形式，为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要做些什么，我还没有明确地陈述。正如我在前言和第1章中所陈述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府将仅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说，它将仅限于保护个人免受动用暴力的侵害。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仅限于三项功能：警力、军事和法庭。考虑到这是一个合理政府——作为人类生活支持者的政府——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今天拥有的政府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简要地说，政府的权力，在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必须大大减少。几乎所有以字母缩写的机构都必须取消，包括FDA、EPA（美国环保署）、FAA（联邦航空局）、SSA（社会保障总署）、FCC（联邦通信委员会）、CPSC（消费品安全委员会）、IRS（美国国税局）、OSHA（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及其他很多、很多机构。
(10)

 所有这些机构多多少少都对公民动用了暴力。比如，FCC监管各无线电台的业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地区，它都有权力决定允许谁将拥有无线电台。因此，FCC有权力强力阻止某人拥有一家电台，即使他有能力，也有意愿从事这桩事业。即使FCC强力地阻止了一家大公司在一特定的地理区域收购所有无线电台，只要该公司试图通过自愿交易收购这些资产，FCC都将动用暴力反对该公司，即：它会侵犯该公司业主的个人权利。

任何能以私人能力执行合法功能的上述机构，比如一家提供药品与医学安全方面的私人组织（一家私有的“FDA”），都可以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人，或以某些其他方式转让给私人。这些个人接着必然会获得对该组织的自愿投资，以一种自愿的方式争取其产品与服务的用户。但是，剩下的这些机构必须关闭。

此外，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将没有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选来用作货币的东西，他们选择生产该货币的方式，以及其他任何随之而来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都将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实现。人们会自愿选择在交易中接受还是不接受何种货币。此外，方便使用货币（又如银行）必需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功能将根据自愿与其打交道的个人的需求来确定。在这个过程中，没必要政府参与，实际上，政府方面的任何干预都会导致货币与金融系统更大的不稳定，这一点从美国的历史可以看到。
(11)



另外，行政部门内阁级别的部，应该从当前的15个精简为4个：国务院、司法部、国防部和财政部。这是仅有的合法部门。它们是仅有的帮助政府保护个人权利，并执行实现这个目标必需的管理职能的部门。同时，应该修改宪法，删掉与政府保护个人权利的合理职能矛盾的条款。比如，国会监管贸易的权力必须裁撤。

现有的很多法律应该废除，这更不用说。这些法律包括福利法规、支持工会的法规、最低工资法规、基于环境保护主义的法规等很多其他法规。为了取消必需的机构和法规，应该建立一个最终的政府机构——终结所有侵犯个人权利的机构与法规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将是确定应该取消哪些机构和法规，应该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期限内取消它们。这样一个机构可能也被赋予取消相关机构及法规的权力，要不，它可能仅仅向国会（而国会将对要取消哪些机构与法规以及如何取消它们有最终权力）提交建议。然而，这个机构不应被赋予创建任何其他机构或法规的权力。它应只被赋予取消现有侵犯个人权利的法规与机构的权力。

有一些部门会继续留在政府里，它们将帮助政府执行正常的职能，这些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这些部门执行保护公民权利的必要职能。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的角色将是守夜人的角色，这个角色，安分守己的公民几乎接触不到。只是在罪犯和外国入侵者面前，政府才会赫然耸立。

基于以上讨论，如果取消了IRS，有些人会疑惑政府的正常职能将如何供给资金呢？可以在一个自愿税收系统或一个按照契约收费的系统基础上进行这样的筹资活动。这些费用将用来支付跟法庭裁决的合同有争议的人的特别待遇，以及法律强制执行的补救措施费用。这些费用可以用一种保险的形式支付给法院系统。人们仍然可以选择不支付这笔费用缔结契约关系；但是，这些契约将不会有法律强制力。

一些人也许会想，一个自愿交税的系统会不会奏效。现在，资金用于投资无数浪费而对纳税人有破坏性的活动（比如建高尔夫球场和体育场，补贴企业，投资可疑的科学研究项目，提供福利救济，以及提供资金给敌视美国的政府），在这样的政府背景下，这种信念是对的。以今天的环境，一个自愿交税的制度非常有可能不会奏效，因为它不符合纳税人的私利，支持所谓的地方建设经费项目和敌对国家。然而，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政府精简到恢复其保护个人权利的合理职能，人们会愿意自觉地为政府提供的保护付费，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私利。这尤其符合富有的个人与企业的利益，他们有大量需要保护的财产。实际上，很多企业可能会要求员工拿出一小部分薪水，支付给政府作为他们就业的条件。当然，这将是雇主与员工之间的自愿协议。

基于上述一段的讨论，人们应该承认，在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中，树立正确的向资本主义政府投资的方法是最后要采取的步骤。第一步是正确地教育公众。第二部是将政府精简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一旦完成了这些步骤，那么实现一个自愿交税的系统将是可能的。
(12)



对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相关的某些问题，我只是做了一番非常简短的概述。我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因为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关于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的详细计划，目的是说明市场为何不是失败的，而在实际上是成功的。让这些评论作为需要做些什么的指示吧！
(13)



结论

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可行的，也是实际的。它之所以实际是因为，它有能力在实践——人们改善他们生活与幸福的实践——中走向成功。这样一个社会是实际的，无论有多少人可能反对它。即使绝大多数人反对资本主义，这仅仅表明绝大多数人不切实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将反对资本主义者的理念付诸实际，无论大多数人是否支持它们，它们都会在实践中走向失败。一个想法不会仅仅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它就变得实际。同样，一个想法也不会因为没有人相信它就变得不实际。包括大多数人在内，没有人能改变现实的本性，使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成为实际的，反之亦然。

此外，资本主义是现实的，因为它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前方的路还很漫长。战斗之路的每一步，我们都应在战斗的同时怀想着实现自由社会的最高目标。如果人们始终让这种理想如灯塔一般闪耀，指引着人们的行为，无论实现最终目标看起来会有多远，这座灯塔都会鼓舞着人们继续战斗，使实现这样一个社会成为可能。而且，如果人们清醒地记住，人获取知识的手段是自己的理性并理解所有其中蕴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对自己事业的光明——和正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就会无比自豪和欣悦地去实现这个最终目标。

--------------------


(1)
 关于理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参见第六章中题为“环保主义与对理性的放弃”一节及该节给出的参考。另外，如果某人认为运用理性及其创造的科学进步并不总是导致更好的结果，比如对于专制者的核武器的潜在用途来说，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导致邪恶的专制者掌握了潜在破坏力的并不是运用理性与核技术，而是接受诸如专制主义之类不理性的想法，即对理性的放弃使这些邪恶行为成为可能。


(2)
 更根本的认识论观点没有广泛传播，不具影响力，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的敌人和所谓的支持者双方所接受，我在这里陈述的有关反对市场的道德观点不应视为对这种事实的否定。然而，在这里，我选择将注意力更集中于道德观点，因为这些观点一直以来，直到今天都用于更明确地反对市场。我舍弃了对认识论及其与某些领域——比如经济学与哲学家——之间联系的讨论。


(3)
 即使是牺牲他人为自己牟利的人，比如专制者，也迷失在无节制的牺牲之中。事实如此，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忙于努力牺牲他人，任何“胜利”都可能难以长远。这样，不久之后，牺牲他人者也成为了牺牲品。此外，每个人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试图牺牲他人的社会是极其缺乏活力、贫穷的社会。因为权利没有得到保护，生产的动机少到没有，现有的大部分资源都浪费于试图牺牲他人，而不是用于生产财富中。因此，长远来看，每个人都迷失了，因为经济没有进步，生活水平低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将其与经济进步快速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社会进行比较，这一点非常容易清楚地看出来。


(4)
 这些言论，我要感谢莱昂纳德·佩科夫。


(5)
 本段中的言论，我要感谢安·兰德。更多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讨论，参见第一章中题为“关于道德原理的重要讨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一节及此节给出的参考。


(6)
 如果资本主义所谓的支持者不信仰利他主义，而信仰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混合的产物，为了给资本主义真正的捍卫者扫清障碍，这些“支持者”应公开地宣布放弃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支持，明确地加入到混合经济或福利国家的事业之中。


(7)
 关于本章中的引用及弗里德曼的其他观点，参见米尔顿与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一项个人声明》（Free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圣迭戈：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0），第30—32页，第109页和189页。


(8)
 对于作者更好的资料来源，参见乔治·瑞斯曼的《资本主义：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渥太华，伊利诺伊州：Jameson Books，1996）第993—998页以及安·兰德的《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纽约：Signet，1967）第338—340页中的书目。同时，本书结尾书目中列出的很多著作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极好来源。


(9)
 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讨论，参见安·兰德的《哲学：谁需要它》（纽约：Signet，1982），第199—204页。


(10)
 为了让对我所列出的政府机构不熟悉的读者清楚起见，这里说明一下。它们分别代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及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Health Administration）。


(11)
 这里，我既不打算详细讨论政府对货币与银行进行干预造成的不稳定，也不打算详细讨论货币与银行中自由市场造成的稳定性。无论如何，对于这些细节的资料来源，参见瑞斯曼的《资本主义》第895—966页。


(12)
 我对自由社会为政府投资的讨论基于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纽约：Signet，1964），第135—140页。


(13)
 关于如何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想要详细指导的，参看瑞斯曼《资本主义》，第969—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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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

战后宣介市场经济的有米塞斯、罗斯巴德、弗雷德曼等少数大家，更多是不见经传的学者和无名人士自发襄助，以奥国学派余绪和拥趸最为坚定、持久。影响大，效果好，要数独树一帜、开宗立派的安兰德。安兰德的好处是，她提供逻辑出发点，一路推延下去，纲举目张，可成体系。近来西文文献中有所谓Objective Economics，《市场没有失败》即是。

早前有赫兹里特的《经济学第一课》很不错，几十年来一直是最佳的市场经济入门书，厥功甚伟，启迪众人，何止千万。现在看，也很有不足。引介《市场没有失败》，是看中它能充当今天的市场经济初阶教科书。有教科书之长：内容较新、系统完备、陈述浅易、逻辑性强；而且言辞直接，观点明确，甚至有些惊悚骇人，令人激赏或愤怒，绝无教科书平庸乏味之短。中阶读物，以索维尔的《基础经济学》（又名《诡辩与真相——经济学入门》，收入我主编的《公民经济学丛书》）为佳。至于高阶读物，到这个程度也就用不着推荐了，我也不够格。

《市场没有失败》不是经典名著，也非大家手笔，但是重要的必读书。读经典之前，背教科书之后，有此书打底，或许不会把经济学搞成数学和厚黑学吧。

倒不是经济学特别无良，实在是靠权力与利益太近，诱惑难挡。抱权力的大腿好处看得见，来得快，且独占，满足精英心理；市场的手看不见，利益来得慢，且雨露均沾，没法春水独揽，不能体现尊贵。何况一不耐烦，权力的大脚就踩住市场的手，高亢地说：看，市场的手，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万恶之源。

很少有哪个族群如此抗拒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很少有哪个族群如此适应市场经济，从中获益。不是学理问题，是常识，是良知，是信念，是信仰。

美国一位普通的经济学基础课教师，不忍学生被流行教科书误导，基于良知和责任写成此书，我和同道们因同样的理由翻译引进。区区一本小书，竟耗时5年，原计划2008年出版，耽搁到现在。个中况味，难以言说。

2008年，错过的岂只是这一本书！

汪宇

2012年10月18日于沪汉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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